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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语言学理论可以分为两大阵营：一是以人类学和社会学为基本指导的功能语言学，二是以哲学和心理学为基本指导的形式语言学。在功能语言学流派内，影响较大的应属Halliday倡导的系统功能语言学。该学派理论在近五十年里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即从句法理论，到系统语法，到功能语法，再到系统功能语言学，最后是社会符号学。可以肯定地讲，系统功能语言学已由“边缘”语言学成长为“主流”语言学，它既是普通语言学，也是适用语言学。目前，世界各地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学习者和研究者对该理论的研究正如火如荼。在中国，该理论自20世纪70年代末由方立、胡壮麟、徐克容三位学者合作撰文介绍以来，到今天已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现在，许多系统功能学者在致力于研究该理论大框架下的某个领域时，都在考虑该理论今后的发展问题——各分支理论或框架或模式是独树一帜，还是全面整合一体发展。

在这种大的背景下，很多系统功能学界的学者们认为，有必要对系统功能语言学在中国三十多年的发展进行比较系统的梳理。也就是说，我们有必要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整体框架，根据中国系统功能学者们的研究主题对其论述进行分门别类和归纳概述，目的是呈现中国系统功能学者对该理论各分支领域的整体研究情况。在回顾学者们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我们也有必要结合系统功能语言学当今的发展情况，提出一些比较有意义的研究话题，供广大研究者参考，以期进一步推动系统功能语言学在中国的发展。

为了做好这样一件对学界有意义的事情，《功能语言学丛书》的主编通过与学界其他专家学者沟通，在多次讨论之后，提出编辑本丛书的整体构想。全书共包括十册，分别是黄国文、辛志英主编的《功能语言学通论》，常晨光、陈瑜敏主编的《功能语境研究》，何伟、高生文主编的《功能句法研究》，何伟著述的《功能时态理论研究》，丁建新、廖益清主编的《批评语言学》，刘立华主编的《评价理论研究》，戴凡、吕黛蓉主编的《功能文体理论研究》、张敬源主编的《功能语言学与翻译研究》，彭漪、柴同文主编的《功能语篇分析研究》，曾蕾、廖海青主编的《功能语言学与外语教学研究》等。

本丛书遵循如下编写原则：一、各分册内容均包括数个模块，这些模块都有一个相对集中的主题，由总括到细述，模块之间的顺序也是按照由总到分，由理论到应用的原则进行编排。二、各模块下编辑数篇与该模块主题高度相关的优秀科研论文，这些论文大部分已在外语类核心期刊或专业期刊上发表。三、为了便于读者的阅读，为了体现丛书的一体化，应出版社的要求，书中选用的所有文章的文内和参考文献格式都作了统一的处理，文内个别标题及文字表述也作了一定的修饰。

在上述编写原则的指导下，本丛书很好地实现了结集出版的初衷——对系统功能语言学在中国发展三十多年的理论进行综述，对系统功能语言学在中国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我们相信，读者以此可以比较全面地了解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在中国的概貌，包括各分支领域的大体框架、理论研究前沿状况和应用情况，并找到一个符合自己研究兴趣的、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话题。

本丛书的编撰得到了中国功能学界许多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在此我们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本丛书的出版得到了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重点学科建设基金”和北京科技大学“校课题基金”与“冶金研究工程院基础理论基金”的支持。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许海峰先生和徐传斌先生在丛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中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在此谨致谢忱。





《功能语言学丛书》主编

2010年5月　　　　　　


前　言

从Halliday 1956年发表Grammatical Categories in Modern Chinese算起，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已经走过五十多个年头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理论探索、应用和检验，事实证明系统功能语言学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普通语言学理论，并且正朝着适用（appliable）语言学的方向发展。在中国，从方立、胡壮麟和徐克容1977年发表《谈谈现代英语语法的三大体系和交流语法学》介绍系统功能语法的开始，到现在已有三十多年了。在这三个十年中我们中国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工作者都做了些什么？取得了哪些成就？在世界功能语言学大舞台上我们目前处于什么样的位置？这是编辑这本论文集的初衷。

这本集子之所以称为《功能语言学通论》，有两个含义。一是理论上的通论，涵盖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各个方面，从基础理论，到理论的扩展，到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到具体的操作和使用。二是为目前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阵营提供一个较为完整、较为清晰的画面，看到当前哪些学者在做哪些方面的研究。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个研究，发现存在的不足和缺陷，使以后的研究有的放矢，填补空白，避免大众化和跟风现象。因为侧重的是近况和现状，我们在选取文章的时候，更多地考虑最近十年的作品。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力图涵盖我国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的各个方面和层面。因此，总体看来，这本论文集既是对历史的回顾，也是为未来发展方向和关注点勾勒较为清晰的脉络。通过简要梳理系统功能语言学当前的研究状况及其作为普通语言学的核心理论，以及作为适用语言学的内涵和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实质、整体性和可操作性，我们旨在说明，系统功能语言学为语言的研究乃至与语言相关各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有效的描述和解释工具。

结合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研究目标和我国学者的研究特点和重点，我们收录了22篇文章，分为四个模块，分别探讨系统功能语言学在国内外的发展状况、作为普通语言学的理论研究、作为适用语言学的应用研究和作为实用语言学的实际操作，逐步展示我国学者30年里在系统功能研究领域取得的成绩。

本书得以完成，我们要感谢许多人，既包括撰写本书的作者，也包括本书所选摘或引用的各位专家学者。按照论文编排顺序，他们是：同济大学的张德禄教授、北京大学的胡壮麟教授、复旦大学的朱永生教授、苏州大学的严世清教授、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的李战子教授、广东商学院的廖楚燕老师、北京大学的姜望琪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林允清教授、厦门大学的杨信彰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的程晓堂教授、中山大学的朱珊博士、华南理工大学的邓仁华博士、重庆大学的余渭深教授和北京大学的申丹教授。

在中国，无论是研究者和学习者的数量，开设有关课程的高校分布情况，还是举办学术会议的频次和规模、出版的刊物，系统功能语言学绝对可以称得上“主流”的语言学流派。与会人数逐年增多，发表的论文也呈逐年上升的趋势。面对这么多不同特点、不同研究角度的文章，真的很难取舍。为此，我们在选录论文时考虑到以下几个因素，这也是本论文集的特点。

一、我们筛选文章的主要来源是中国期刊网（即中国知网http://www.cnki.net）。并且主要选编在国内发表的以汉语为工作语言的论文。

二、文章编排的框架模式为：先是对我国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发展情况有个大致的了解，然后是理论基础的研究和发展理论的探讨；接着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适用性，在我国目前展开的广度和兴趣关注点；最后编排了如何应用该理论的不同侧面针对不同问题进行具体的操作步骤和过程。读者可以选择横向阅读，了解在理论基础研究、应用广度和具体操作三个层面目前我国系统功能的研究状况，也可以就某个感兴趣的研究领域选择纵向阅读，采取“理论探讨—适用维度—实际操作”的阅读模式。

三、在筛选过程中，我们考虑到了各个阶段的研究，但主要侧重最近十年的成就。另外，对于不同的研究领域，覆盖程度也不同。研究热点的文章稍多些，有突出研究成果的领域也会有所侧重。同时，我们亦关注对汉语的研究，选取了较多关于英汉对比和翻译的文章，并兼顾各种类型的语篇。但限于篇幅，很多研究相似语篇的优秀文章只能忍痛割爱。

四、我们在选篇上坚持新老传承的原则。这里既有资深的学者大家，也有年富力强的新生代和生力军。这里既有老一辈们的呕心力作，也有年轻学者的牛刀小试。他们都是学科发展的中坚力量。

五、对于国际学者的名字我们统一采用英文形式，比如Halliday，Hasan，Fawcett，Martin等，而没有用他们的汉译名（如韩礼德、哈桑、福塞特、马丁等）。这样做有三点考虑：1）我们收录的文章中作者的做法不尽相同，有统一使用英文名的，有统一使用汉译名的，也有两种方式混用的，没有统一标准。2）有些国际学者的汉译名没有确定的译法，往往几种译法并行，容易造成混淆。3）有的国际学者使用汉译名，而有的学者则使用英文名，目前也没有具体的标准。鉴于上述原因，我们采取最简单的方式，直接使用他们的英文名字。

六、对于长期从事系统功能研究的学者，欢迎提出宝贵的批评和建议，为今后我国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发展献计献策。对于刚入门的学习者和对系统功能语言学感兴趣的人士，这本论文集无疑是很好的助手，有助于读者很快掌握中国系统功能语言学发展的脉络和现状，熟悉该领域活跃的学者，知晓他们的研究兴趣和专长，明了他们对我国系统功能语言学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和成就。对于其他专业的研究人员和学生来说，这部集子是难得的关于中国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百科全书。欢迎他们通过这部集子对这个活跃的、朝气蓬勃的学科有所了解，互通有无，互相学习，共同把我们的语言学研究，乃至人文学科的研究更好更快地发展下去。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中的论文是在不同时期发表的，其中有些说法或观点可能会不准确或“过时”。我们原则上不作改动，以保持历史的原貌。

我们希望，这本集子能对我国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工作者有所启迪，有所裨益。我们更希望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学习者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并沿着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道路坚定地走下去，用这个把语言和社会紧密联系起来的语言学理论解决现实生活中遇到的有关语言或与语言有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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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1日　

于中山大学　　


第一篇

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综述

前沿动态

本篇回顾了系统功能语言学在国内外的研究和发展情况，对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作了整体描述和概括，所选内容包括一篇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方法论的文章和三篇综述性的文章。

目前专门探讨系统功能语言学方法论的文章并不多见。辛志英和黄国文的文章《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方法论》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普通理论研究、适用研究和实用研究、互补与整合、个别语言描写与普通语言描写等几个方面探讨该理论的研究方法，并指出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框架是整体功能的、动态的和开放的。

国外学者对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研究做得最多的是Matthiessen（2004，2007，2009）。他分别从语言类型学、语言建构和语言作为“知识、行为和系统”来综述20世纪70年代以来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发展状况。Kilpert（2003）也值得一提。她从Harris的“整合语言学”（Integration Linguistics）的角度考察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核心理论，认为它符合Harris所提出的关于整合语言学的标准。胡壮麟（1998）介绍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图书资料检索和国际上定期的学术活动。我们选录了黄国文的《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40年发展述评》和张德禄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新发展》。前者在中国知网引文数据库里是高被引频次文章（根据中国知网引文数据库截至2010年3月29日的统计，该文已被引用136次），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综述类文章中被引频次最高的。黄教授的这篇文章又是很多高校功能语言学专业博士生和研究生课程的必读文章。张教授的文章曾被人大书报资料中心转载收录。这两篇文章分别梳理系统功能语言学核心理论的发展阶段，并介绍这个领域新的理论发展。两者前承后继，共同描绘了一幅比较完整的系统功能研究的画面。

关于国内的系统功能研究，也有多篇文章发表，如方琰（1996），黄国文（2000），Huang（2002），Zhang et al.（2005），张德禄（2006）和田贵森、王冕（2008）等。田贵森、王冕（2008）从文献分析的角度考察了30年来我国学者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实际应用方面的研究成果，并指出存在的不足。黄国文的《中国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发展与展望》从历时的角度在研究阶段、研究队伍、举办的会议等方面对我国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作了一个权威而全面的“学科志”。抛开它的学术价值，单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看，这篇文章也是非常有收藏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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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方法论
〔1〕



辛志英　黄国文

1　引言

从Halliday 1956年发表的Grammatical Categories in Modern Chinese算起，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如Halliday & Matthiessen 2004）已经走过了五十多个年头。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理论探索、应用和检验，系统功能语言学作为一个普通的语言学理论（黄国文2007b；Halliday 2009a），正朝着适用语言学（appliable linguistics）的方向发展（胡壮麟2007）。国内关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已有多人广泛详细介绍，如胡壮麟等（2005）。但是专门探讨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方法论的文章还不多见。我们拟从研究路径、互补与整合、个别语言描写与普通语言描写三个方面探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研究方法。

文章着重分析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普通性、适用性和实用性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探讨系统功能语言学如何用互补和整合的方式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讨论系统功能语言学中个别语言描写与普通语言描写的辩证关系。我们认为，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是为实现对意义普通描写服务的，也是系统功能语言学作为普通语言学理论的佐证和保证。

2　普通研究、适用研究与实用研究

2.1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普通语言学研究

我们（黄国文2007b）曾用“客观性、系统性和清晰性”原则来审视系统功能语言学，说明系统功能语言学是解释性理论，是普通语言学理论。系统功能语言学有一套完整、严格、精密的系统，其中包括各个层次之间的关系，用来描写和解释语言的方法。系统功能语言学不是针对个别语言（如英语、汉语等）的语言学理论，而是一种研究语言的理论方法。如果我们用“概括性”和“一致性”原则来界定系统功能语言学，也可以说明它的普通语言学属性。就“概括性”而言，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的语言，而不是哪（几）种个别的语言。就“一致性”而言，它的研究目标是语言同社会的关系，是研究“语言怎样在社会中起作用的普通语言学理论”（黄国文2007b）。

同时，作为普通语言学的系统功能语言学还致力于解决有关语言的和与语言使用有关的问题（Coffin 2001: 94）。这意味着，系统功能语言学学者关注的不仅仅是对语言本身的研究，而是对所有与语言有关的问题的研究。这往往涉及到对其他现象的考察、分析和研究，比如科技的发展，不同社会类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交际等。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社会意义定位”也决定了它的普通语言学属性。由于人类在社会中的意义活动，社会与意义是密切相关、不可分离的。因此社会和意义的共同进化构成了人类发展的历史。在这个漫长的进化过程中，语言不过是人类使用的意义系统之一。Halliday & Matthiessen（1999）认为，语言（口语和笔语）是最符合“语言”范畴的类典型（prototype）意义系统。在他们看来，口语和笔语是人们把对世界的经验识解为意义的主要意义系统。而其他意义系统（如音乐、舞蹈、服饰、烹饪、图表、空间组织等）都是依据语言模型建立起来的，并“以层次的、元功能的、语言的形象被识解，是依据语言这个类典型建立起来的”（Halliday & Matthiessen 1999: 606）。因此，系统功能语法不只是语言意义系统的语法，也是可以描述和解释所有社会意义系统的语法。实际上，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和关注语言以外的意义系统。系统功能语言学学者们应需而起，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人在从事对包括语言在内的多模态话语的研究（如O'Halloran 2005; Bateman 2008）。这也是作为普通语言学理论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研究目标之一，即通过对人们使用的社会意义的描述和解释，逐渐发展演化为系统功能的意义学理论。

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普通语言学属性还体现在它是开放的、动态的系统（Matthiessen 2009: 12-15）。说它是动态的，是因为它总是随着所处环境的变化进行相应的调整。说它是稳定的，因为它和语言一样，处于一种“衡稳定”的状态。同时，它又是开放的系统，在自身调整过程中随时融入新的体现特征来迎合新的描述和解释的需要。实际上，自从20世纪60年代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创立以来，它描写反思和动作的意义潜势一直在扩展。随着它向新方向、新领域的扩展，它的潜势也在不断扩充，增加新的资源。从这一点看，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是“进化的而不是革命的理论”（Matthiessen 2007: 505）。也就是说，它作为一个开放的、动态的系统，是稳定持续发展的。它的理论发展模式是扩展性的、延伸性的，而不是否定性的、颠覆性的。

2.2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适用语言学研究

自21世纪开始以来，Halliday一直在不同的场合推行他的“适用语言学”观点（如Halliday 2008a）。胡壮麟（2007）认为，Halliday所提出的“作为适用语言学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长期目标是建立语言的意义发生系统，以社会理据来解释和描写语义发生，而突破点是对智能应用的研究。结合Halliday（2009a, 2009b），我们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即语言）的角度来具体谈谈适用语言学的深刻内涵。

语言作为需要解决的问题。系统功能语言学作为适用性语言学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一个分析问题的框架和解决问题的模式，来解决不同语境下出现的有关语言的或者与语言有关的问题。Halliday（2009b: vii）明确指出，作为适用性理论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其特点之一就是展示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下的语言特征，展示语言在某个特定环境中扮演的角色，展示语言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所起的作用。有些表面上看起来与语言毫无关系的问题，实质上却是语言的问题。因此，从适用性语言学的角度理解系统功能语言学，就是要描写和解释该理论的不同侧面与其应用语境之间的关系，展现当该理论在解决具体语境中的具体语言问题时涉及了哪些层面和哪些因素。也就是说，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注重语言与社会的连接，注重解决涉及语言的各种实际问题，是以解决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遇到的具体问题为导向的理论。简言之，它以“应用”和“适用”为导向。当然，这也是由语言的社会性，社会和语言意义的不可分离性所决定的（参见Halliday 1978）。

语言作为系统描述的对象。这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对“语言作为知识”、“语言作为行为”、“语言作为系统”和“语言作为行为和系统”的描述。二、系统功能语言学对各种目的和语境下任何一种语言的描写，特别是对比的和类型学的描写。用Halliday（2009a: 65）的话说，这意味着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适应性要求我们最终“能够以某种方式展现意义潜势，使其摆脱结构限制的束缚”。这一点充分说明系统功能语言学是一个以意义、语义为中心的理论。

语言作为表达意义的资源。Halliday（2009a: 65）认为，“作为适应语言学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这一观点更深层的含义是把语言看作表达意义的资源。语言被看作表达意义的资源时，系统展示的是整体的意义潜势。也就是说，意义被解释为所有语言层面上关系总和的特征。这也就是胡壮麟（2007）所说的最终建立一个功能语义学理论，或者是意义的发生和生成系统。

2.3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实用语言学研究

Halliday把系统功能语言学当作解决问题的钥匙并努力发展一个语言理论模式，这个理论的发展模式是从上至下的。Matthiessen（2007: 505-6）认为：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是一个从上至下的、全面的（comprehensive）、功能整体性（holistic）的理论。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模式从一开始就是全面的、功能整体性的，它所关注的是语境下语言的整个系统。随着理论的发展，逐渐细化到对各个细节领域里的语言研究。这种不断深入的细化包括对整体系统中细节的填充和补充，包括对个别语言的词汇语法描写，包括增加新的意义维度等。所以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模式是一种全面的模式，是一种系统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在这种模式下，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是以对具体的语言问题的处理为标志的。随着理论的发展，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者越来越关注对具体的问题的解决，关注如何在具体的语境中解决具体的语言问题或与语言有关的问题。从这一点来说，它的实用性和适用性是息息相关的。系统功能理论的发展程度越高，其适用性就越明显，在具体的语境中的应用操作就越细节化，就越具体化。

除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建构模式，根植于社会的语篇的多样性和变化性也决定了该理论的实用性。我们知道，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模式是和人们每天的活动和任务联系起来的，通过语篇考察人们在社会中的交际活动乃至其他一切活动。由于人们的交际活动是各种各样的、方方面面的，语篇也体现出多样性。语篇的多样性还取决于语境的不断变化。语境的变化是因为语言使用者发现并采用了新的表征事态的方式和手段。而新手段的采用是为了迎合特定语境中不同社区成员团体的兴趣和所发出的行为。由此可以看出，这种社会物质层面上的变化是导致语篇多样性和变化性的重要因素。人们使用的表征工具的改进、淘汰、发展和变化也是语篇多样性的原因之一。所有这些都要求以解决涉及语言的社会实际问题为目标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具有强大的描写力和解释力，这样才能应对语篇的变化性和多样性。

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作为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具有强大的描写力和解释力。如果说语篇的多样性和变化性要求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具有实用性，那么系统的词汇语法体系和社会理据则证明了这是个实用性的理论。作为对语言系统描写和解释的工具，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提供了具有层次性、系统性和全面性的语言现象分析模式，旨在展现语篇怎样表达意义，为什么表达意义以及在特定语境中语篇所表达的特定意义。

就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普通性、适用性和实用性三者之间的关系而言，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方面，自上而下的普通语言学理论框架是完整的、整体功能的，而实用研究是对这个整体框架的细节填充。从这个角度看，适用研究是两者之间的“接面”（interface）（Halliday 2009b），揭示不同的实用研究领域所涉及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各个层面。另一方面，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实际上遵循着“理论－实践－理论”的发展模式。具体语境下的实用研究是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作为普通语言学理论的框架下进行的。同时，具体的研究又为理论框架提供新的体现资源，从而在精密度和描写范畴方面推动理论的发展。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理论就是实践，实践也是理论。这就是为什么Halliday（2009a: 61）提出要模糊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之间的界限，也就是为什么Halliday（2008b: 192）明确把语篇分析当作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3　互补与整合

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采取“互补”的方式看待问题、思考和解决问题，认为事物之间是“既是……又是……”的关系，而不是或然的关系（见Halliday 2008b）。就系统功能研究的互补性而言，“互补”至少可以从语言识解世界的互补方式和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互补这两个方面理解。

语言对世界的识解往往从两种不同的角度以互补的形式进行，从而形成两种互相对立但又彼此依赖的识解方式。也就是说，人类经验的某些方面既被识解为两种现象，又被识解为对同一现象的两种不同视角。如英语中的时态和体貌就是互补性的语法理论，以识解人类对时间的经验。语法对世界识解的两种不同角度还体现在语法／词汇、图形／递归、及物性／作格、情态／意态等方面。除此之外，语言中的互补还体现在口语／笔语、语言作为系统／语言作为语篇等方面。Halliday（2008b: 53, 2009a）认为，原则上，任何意义都可以从互补的角度来识解。如口语和笔语是语言状态（与空间和时间环境的关系）的互补，语言作为系统与语言作为语篇是角度的互补，词汇和语法是研究焦点的互补，等等。

从更广的范围看，“互补”也存在于语言学各学科间（如语言发展、类型学、语域理论、文体学等）以及理论概念之间（如元功能、例示、层次化等）。作为适用性的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对语言的研究很难保持一个平衡的态势，因为对语言任何现象的研究，都意味着研究重点在例示与系统之间的变化。在研究语言过程中，我们总是在从语篇出发的视角和从系统出发的视角之间来回转换。

语言现象的互补性决定了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的互补性。这是看待问题的一种方法和视角，把理论和实践看作对同一件事情的不同视角和出发点。所以对理论的研究和对具体语篇的研究是互补的，都是对语言系统的研究。它们不是二极对立，而是从一端到另一端的连续体，而我们的研究，则处于这个连续体上，有的靠近理论的一端，有的靠近实践的一端。因此就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研究而言，不是二分的观点，而是更强调把它看作动态的、渐变的过程。

由于系统功能语言学采取互补的方式看待问题，在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上就必然要采取整合的策略。我们（黄国文2009）曾从语言与语境的关系、系统与语篇的关系以及语言中的词汇语法与语义的关系入手，探讨了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整合方法。由于系统功能语言学要研究的是“作为社会意义的语言”（Halliday 1978），描写和解释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是怎样使用语言的，因此语言的使用必然也必须是功能性的和选择性的（见Eggins 2004: 3）。具体而言，语言的功能性体现在不同语境下意义的创造和表达，而意义的创造和表达是在社会和文化的大语境下进行的，因此受到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同时，使用语言的过程是一个使用社会意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使用者作为“社会人”（Halliday 1978）通过“选择”来识解经验、创造意义和表达意义。从意义层面上看，这个选择的过程体现为三个元功能（三股意义）的整合。从更大的语境层面看，“文化语境是情景语境的系统终端，而情景语境则是文化语境的示例”（黄国文2009: 22）。同样的道理，系统是语篇的潜势，语篇则是系统的示例。两者是相互决定、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就词汇语法与语义的关系来看，一方面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体现关系，另一方面，它们之间的关系又是自然的关系。因此，整合是描写意义、处理语篇与系统的关系以及语法与语义之间关系的必要路径和方法。

从功能进化论的角度看，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演化是由以下两个彼此互补的因素所驱动的。一方面，该理论在实践中的不断应用使之不断扩展到新的领域；另一方面，每个具体应用的独特语境都会给理论提出新的要求，这些要求最终将以理论扩展的方式被反馈、吸纳到理论中去。因此，系统功能语言学把“互补”和“整合”看作核心的研究方法之一。还要补充一点是，在具体的研究中，我们也要采取互补和整合的方法。针对具体的描写和解释研究工作，既要清楚所涉及理论的具体部分，同时也要清楚整个理论的概貌。

4　别语言描写与普通语言描写

普通语言学理论和对个别语言的描写之间是体现与被体现的关系（见Caffarel et al
 . 2004; Matthiessen 2004）。这就意味着，对个别语言的描写和解释是普通语言学理论研究的具体体现。普通语言学是描述和解释人类语言的理论，把语言识解为意义系统。而个别语言学的研究则为普通语言学提供研究的基础和佐证，因此后者是建立在前者研究基础上的抽象。个别描写越多，普通描写的体现潜势就越多。而两者最终都作为资源，共同体现人类的社会意义系统。因此，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中，个别语言描写和普通语言描写之间是统一的关系。从个别语言学与普通语言学的关系来看，普通语言学的理论是在个别语言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逐渐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因此，普通语言学理论的完整性取决于对具体语言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具体来说，语言学家对具体语言的研究越多，研究面越广，就越有利于普通语言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发展，普通语言学理论的概括性和普遍性就更加具有科学性（参见黄国文2007a: 35-36）。

就研究路径而言，Teruya et al
 .（2007: 860）和Matthiessen et al
 .（2008）认为，系统功能语言学中对语言的个别描写和普通描写遵循“系统—例示—系统”的路径。一方面，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从创建伊始就致力于对语言系统的普通描写，因此对个别语言的描写是以对语言的普通描写为框架和依托的；另一方面，普通描写必须基于并且涵盖对个别语言系统的描写。如前文所述，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自创建以来，它所描写的意义潜势一直在扩展。随着它向新的领域扩展（如语言、语域、意义系统等领域），它的潜势也在不断扩充，并不断增加新的描写和解释资源，来满足新的描写和解释的需要。

需要强调的是，系统功能语言学是对语言“个别的、比较的、类型学的”描述（Halliday 2009a: 59）。正如Caffarel et al
 .（2004a）所说，对意义系统的普通描写必须基于对个别语言各子系统的具体描写之上。因此，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中，首先要进行描写的是语言的各个子系统，而不是整个语言系统的对比。无论是对语言的普通描写还是对个别语言的描写都必须基于意义的描写。这是因为，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中，语言被看作是意义表达的资源。一旦如此，系统展示的是整体的意义潜势。也就是说，意义被解释为“所有语言层面上关系总和的特征”（Halliday 2008a, 2009a）。这是因为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最终目标是对从个别语言体现资源中“解放”出来的意义的类型描写。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系统功能语言学是一个普通语言学理论（见黄国文2007b）。

5　结语

本文探讨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作为自上而下建构的普通语言学理论，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框架是整体功能的、动态的和开放的，通过发展和拓展它的潜势和资源以迎合和满足适用研究和实用研究的需要。同时，它也在这个不断发展、不断修正的过程中提高自身的描写力和解释力。系统功能语言学采取互补和整合的观点来看待、分析和解决问题，把语言现象放置到社会环境中进行考察和研究。因此它采取互补的而不是或然的，整合的而不是二分的研究方。同时，系统功能语言学把对语言的个别描写和普通描写看作体现意义的资源，而把个别语言的描写和解释看作普通语言学理论研究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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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40年发展述评
〔2〕



黄国文

1　引言

韩礼德（M. A. K. 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理论是20世纪后半叶国际上最有影响的语言学理论之一，其旺盛的生命力显示，它加深了人们对语言的认识，并将在新世纪语言学研究中发挥更大作用。本文从伦敦学派及其奠基人弗斯的理论研究对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启迪和传承关系谈起，对韩氏理论的几个发展阶段和主要观点、重要成员作一综合性述评，以理清它的发展脉络和理论贡献。

2　弗斯对韩礼德的影响

伦敦学派奠基人弗斯曾在伦敦大学学院的语音系与著名语音学家琼斯（Daniel Jones, 1881—1967）一起做研究。1938年，他受聘于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并于1944年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个普通语言学教授。弗斯的语言学理论是他在伦敦大学工作期间形成的，他和他的同事又长期在伦敦大学工作，因此以他为首的语言学派被称为“伦敦学派”。这个学派与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乔姆斯基生成语法学派、布拉格学派、丹麦的哥本哈根学派等同为20世纪语言学界最令人瞩目的语言学派（王宗炎1985: 94）。

弗斯的学生韩礼德继承和发展了弗斯的语言学理论，并建立了新弗斯学派。韩礼德在伦敦大学获得汉语语言文学学士学位后，于1947年到北京大学跟随罗常培教授学习汉语音系学、词典学和比较历史语言学。后来师从王力教授研究现代汉语方言。1949年回伦敦，被剑桥大学录取为博士研究生，导师便是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的弗斯教授。

弗斯的语言学思想对韩礼德的影响特别大。弗斯（1957）认为，语言中的意义（即使用中语言项目的功能）非常重要，语言中言语产生的社会语境也非常重要。弗斯受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教授马林诺夫斯基（B. Malinowski, 1884—1942）语言研究的影响，强调言语使用的社会语境，其目标是根据马林诺夫斯基的“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建立一种语言学理论。尽管弗斯自己没有达到这个目标，但他的观点后来在弟子韩礼德手上得以宣扬和发展。

尽管弗斯的学术思想在很多方面有深刻见解，给人启迪，但他并未形成一个连贯的理论框架。对韩礼德这一代人来说，任务之一是把弗斯的学术观点完善成一个能解释“什么是语言”和“语言是怎样工作的”完整的理论体系。韩礼德面临的任务是，怎样用关于情景语境的观点建立一个能把语言中的范畴及其之间的关系都解释清楚的语言学理论。

3　阶和范畴语法

在代表韩礼德语言理论研究开始的《现代汉语的语法范畴》（Halliday 1956）一文中，韩礼德建立了一个能较好处理语言单位之间关系的分析框架。他在文中提出，语言中有三个语法范畴，即单位（unit）、成分（element）和类别（class）。在这个分析框架中，“系统”从属于“类别”。韩礼德用汉语例子解释了单位与成分和类别之间的关系。他还讨论到汉语小句中“旧”（given）信息与“新”（new）信息的区别，并谈到“系统”选择中的“盖然”（probabilistic）问题。可以说，这篇论文的初步理论框架为以后的系统功能理论奠定了坚实基础。

韩礼德虽然在上文中已提出一个能很好处理语言单位之间关系的分析模式，但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而且还存在一些问题（见Butler 1985: 14-15；王宗炎1985: 136-148）。这篇文章主要是对现代汉语进行研究，从那之后，韩礼德的研究开始真正进入普通语言学理论领域。1961年他发表了《语法理论的范畴》（Halliday 1961），一般认为，这是一篇能代表韩礼德早期理论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韩礼德认为，语言学理论应该包含一个由相关范畴组成的体系，体系中的范畴应该能解释语言材料。同时，这个理论还应该有一套把范畴和语言材料联系在一起的抽象“阶”（scales）。他指出，语言材料可以在不同的“层次”（level）上进行解释，最基本的层次是“形式”（form）、“实体”（substance）和“语境”（context）。实体指声音上或书写上的语言表现形式，形式指把实体排列成有意义的格局，而语境则是把语言形式与它们的使用场合联系起来的中间层次。在这篇文章中，韩礼德还区分了“形式意义”（formal meaning）和“语境意义”（contextual meaning）。前者指有关项目与其他项目在形式关系网络中的关系，相当于信息理论中的“信息”；后者指一个语言项目与非语篇特征之间的关系。韩礼德在这篇论文中对自己1956年的论点作了一些修正，并提出了四个语法范畴（单位〔unit〕，结构〔structure〕，类别〔class〕，系统〔system〕）和三个阶（级〔rank〕，说明〔exponence〕，精密度〔delicacy〕）。在这个修正模式中，“系统”是一个基本的范畴，而不再（如1956年的分析框架中那样）从属于“类别”；原先的“成分”也变成了“结构”。为了清楚地说明这一修正的意义，我们来看看弗斯的一个重要观点。

弗斯受索绪尔的影响，认为语言是由横组合（syntagmatic）关系和纵聚合（paradigmatic）关系两条轴组织起来的。他指出，在横组合关系中，“成分”在有关层次上构成了“结构”。而在一个结构中的特定位置上可替换的“事件”（event）便形成了一个系统。以Henry kissed Helen这句话为例，它有三个位置（即SPC），占居这三个位置的Henry，kissed和Helen称为“成分”，这三个成分构成了横组合关系中的语法“结构”。如果把kissed换成loved或hit，这三个词便成为可替换的“事件”。在这一结构特定位置上的kissed，loved和hit构成了纵聚合关系中可供选择的“系统”。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系统”（systemic）一词就是从system这个词演变来的。

一般认为，韩礼德这篇论文（1961）奠定了阶和范畴语法的理论基础，也是韩礼德把弗斯关于“结构”和“系统”的观点融入自己理论框架的一个表现。韩礼德把“系统”当作一个基本的语法范畴，这对后来系统语法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尽管阶和范畴语法作为一个理论还存在着很多无法解决的问题，但它问世后不久便被广泛地应用于文体分析、语篇分析和其他分析之中（见Butler 1985: 193-197）。Fawcett（1974-6/1981, 1980）所倡导的系统功能句法，也是在修改阶和范畴语法的某些做法后建立起来的。

对于一种理论的推广，教科书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从文献上看，在韩礼德理论发展的早期，有两本书根据阶和范畴语法模式来讨论英语语法：一本是Scott等人（1968）的English Grammar
 ，另一本是Sinclair（1972）的A Course in Spoken English: Grammar
 。

4　系统语法

阶和范畴语法所描述的是语言结构的表层形式，这对于一种语言学理论来说显然有所欠缺。韩礼德在60年代中期已清楚地看到问题所在，因此也重新寻找改进理论的方法，其中一个想法是通过代表深层纵聚合关系的“系统”这种较为抽象的机制来达到描述语言的目的。

如前所述，韩礼德在1956年的文章中已引进“系统”这个概念，但其重要性是在1961年的文章中才表现出来的。在这个被称为阶和范畴语法的模式中，“系统”是一个主要的语法范畴。在这个阶段中，“系统”被看作是结构中特定位置上可供选择的“单一集”（single sets），这种意义上的“系统”与弗斯的“多系统”（polysystemic）原则（Firth 1957）相一致。1961年以后，“系统”这个概念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其中一点是，“系统”与“系统”的结合便构成了系统网络。有了“精密度”（delicacy）的概念，把单一的系统组成系统网络（system network）就没有问题了。精密度这个阶表示范畴的区别或详细程度，它不仅能使语义区别越来越精确，而且可以表示一种依赖关系（dependency）。在一个系统网络中，两个系统可以是没有依赖关系而并存的（即simultaneity），也可以是有依赖关系的（即dependency），所以就有“合取”（both...and...choice）和“析取”（either...or...choice）这两种关系。若一个系统网络含有三个或更多的系统，情况有时会复杂一些，但关系总是只有两种：并存关系或依赖关系。

1966年韩礼德发表的“‘深层’语法札记”（Halliday 1966）通常被认为是系统语法的宣言书，这篇有重大影响的论文表明阶和范畴语法已被系统语法（systemic grammar）所代替。在这篇文章中，韩礼德对语言结构的“表层面”（surface aspect）和“深层面”（deep aspect）之间的区别重新作了解释。他指出，特定单位中结构成分之间的“顺序”（order）关系与横组合关系中表层说明之间的“序列”（sequence）关系是不一样的，前者比后者更为抽象。这是因为，序列只是结构关系被说明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抽象成分（如主语、谓语、补语、状语等）之间的结构顺序关系代表着横组合形式中更为抽象的方面。例如在Henry kisses the girls every day一句中，四个成分的“顺序”关系是SPCA。无论我们说（a）Henry kisses the girls every day，（b）Every day Henry kisses the girls，还是（c）The girls Henry kisses every day，四个成分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Henry是主语（Subject），kisses是谓语（Predicator），the girls是补语（Complement），everyday是状语（Adjunct）。但是，从表层的“序列”关系看，句（a）（SPCA），句（b）（ASPC）和句（c）（CSPA）是不一样的。

在这篇文章中，韩礼德还认为，正如“结构”表示深层的横组合关系一样，“系统”代表着深层的纵聚合关系。系统中包含着特定功能环境中可供选择的选项（option），对系统的描述实际上暗示着对深层横组合关系的表述。因此，系统本身是处于比较深的层次上。韩礼德还认为纵聚合关系是首要的，因为这种关系构成了语言中基本的深层关系。

1964至1971年是韩礼德的语言理论模式发展的重要时期，其间弗斯的“系统”概念得到修正，系统网络中系统与系统之间的关系得以确定。系统网络被看作代表着语言中深层的纵聚合关系。以系统语法理论为基础编写的英语语法书有Muir（1972）和Young（1980）。Berry的两卷本（Berry 1975，1977）也是根据系统语法的基本理论写成的，但在理论阐述方面比Muir和Young更深一层。

5　功能语法

约从1967年起，关于深层纵聚合关系和横组合关系的探讨便开始与语法的“功能部分”（functional components）联系起来。韩礼德（Halliday 1968）看到了“功能部分”的重要性，并认为这个功能理论应该能解释语言的内部结构，同时也能解释“为什么语言是现在这个样子”这种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说，韩礼德的这个观点渗透在他的整个系统功能理论中。

韩礼德的论文（1968）第一次提出系统语法中的四个功能部分，即经验功能、逻辑功能、话语功能和人际（interpersonal，也称speech functional）功能。韩礼德在另一篇文章（1970）中，对上述四个术语作了一些调整或改动。经验功能和逻辑功能被看作是“概念”（ideational）功能的两个组成部分，话语功能更名为“语篇”（textual）功能，只有人际功能保持原样。这三个功能后来被称为“纯理功能”（metafunctions）。简单地说，概念功能主要涉及及物性、语态和作格性（ergativity），人际功能主要涉及交际者的“角色”，言语功能，语气（mood）、情态（modality）和语调（key），而语篇功能则主要涉及主位结构（thematic structure）、信息结构和衔接（cohesion）。

由于功能部分的确定，越来越多的人更加注意韩礼德语言理论中的“功能”部分，所以有些人干脆把这个理论称为“功能语言学”或“功能语法”。严格地讲，韩礼德的语言理论模式应称为“系统语法（语言学）”或“系统功能语法（语言学）”，这样就能明确地把它与其他相关学派（如布拉格学派、狄克〔S. Dik，1940-1995〕的“功能语法”等）区分开来。布拉格学派不但在音位学研究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而且他们也非常重视语言的交际功能，并强调语言成分的区分功能。因此，这个学派常被称为功能主义者或功能语法（关于布拉格学派，详见钱军1998；关于狄克的“功能语法”，参见黄国文1995）。

1985年，韩礼德的《功能语法导论》（1985，1994；以下简称《导论》）问世，它标志着功能语法进入了成熟阶段。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界很多人认为，韩礼德的《导论》代表了其理论的功能部分，而Matthiessen（1995）的Lexciogrammatical Cartography: English Systems则可看作是代表韩礼德理论的系统部分。韩礼德与Matthiessen于1999年出版了另一部长达672页大开本的论著《通过意义解释体验：认知的语言分析》（Halliday & Matthiessen 1999）。这是一部描述人类怎样解释自己对世界的体验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巨著，是关于认知方面理论与描述相结合的力作。该书不是把人类对世界的体验解释看作是“知识”（knowing），而是当作“意义”。在作者看来，对人类体验的解释这项任务应由一个语义系统来完成。这本书代表着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最新思想。

早期的系统语法只注重描述，所以对于Hudson（见下文）这类对语言生成感兴趣的学者来说，韩礼德理论缺少长久的吸引力。其实Winograd早在1972年，就用系统语法的原理设计出SHRDLU电脑程序，并用来理解英语语料（有关讨论详见Butler 1985: 206-208）。Robin Fawcett对语言生成的兴趣有一半应归功于Winograd的研究对他的影响。

目前世界上有很多学者致力于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来进行计算语言学研究，比较受人关注的项目有三个：一个是用语篇生成器通过输入系统网络和系统结构来生成句子（Matthiessen & Bateman 1991）；二是Fawcett等开展的COMMUNAL项目，其生成系统称为Genesys，使用“加的夫语法”体系（见Horacek & Zock 1993: 114-186）；三是O' Donnell（1994，1995）设计的用于分析和生成句子的工作台（Work Bench），即用来生成和处理系统语法的软件系统。

6　系统功能学派的主要成员

在介绍系统功能语言学派主要成员之前，我们还应注意早期同韩礼德一道从事系统功能语法研究的几位学者，如Richard Hudson, Rodney Huddleston, Michael Gregory, Jeffrey Ellis等。

Hudson主要研究句法。他不满足于当时系统语法只注重描述，便着于研究能用于生成句子的语法理论，并对韩氏理论的某些方面提出批评，主要著作有Word Grammar（1980）。Gregory主要研究语域和语言变体，对韩礼德语域理论的发展作出很大贡献，后来热衷于交际语法，发表过一系列论文，逐渐倾向生成语法学派。Ellis是韩礼德从事语言研究的最初合作者，他们曾合作撰写关于汉语动词时态范畴的论文，他在韩礼德语域理论的建构上也起了重要作用。

系统功能语言学派的骨干成员主要有英国的Margaret Berry, Robin P. Fawcett, Christopher S. Butler，澳大利亚的Ruqaiya Hasan, James R. Martin, Christian M. I. M. Matthiessen，美国的Peter H. Fries等，从学术辈份上来说都是韩礼德的学生（参见胡壮麟等1989: 6，228-241）。

Berry在1975和1977出版的两本书对韩礼德理论的推广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很多人都是通过这两本书学习和了解系统语法。Berry近几年写了几篇很有分量的关于主位的文章，如Thematic options and success in writing (Ghadessy 1995: 55-84), What is Theme? — A(nother) personal view（见Berry et al. 1996: 1-64）。Berry多年来致力于系统功能语法研究和推广工作的同时，还培养了好几位卓有成绩的系统功能学者，其中包括Butler和Caroline Stainton。

Fawcett于20世纪70年代初在伦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开始由韩礼德指导，韩礼德离开伦敦后，转由Hudson做指导教师。Hudson在197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Systemic generative grammar. Linguistics
 , No.139：5-42）所表达的认知、生成语言观对Fawcett的学术发展影响很大。Fawcett在70年代发表了几篇关于系统语法的有影响的文章，如Generating a sentence in systemic functional grammar（见Halliday & Martin 1981: 146-183；Fawcett 1974-6/1981），并于1980年出版了根据自己的博士论文改写成的专著（Fawcett 1980）。80年代他与韩礼德等人编辑了好几本论文集（如Fawcett et al. 1984；Halliday & Fawcett 1987；Fawcett & Young 1988）。从1987年起，Fawcett一直在与同事们进行一项言语生成项目（COMMUNAL）的研究。Fawcett等人在加的夫大学发展了系统功能语法的一个“方言”——“加的夫语法”（the Cardiff Grammar），这个小组的成员除Fawcett外，还有Gordon Tucker，Paul Tench等人。

Peter Fries是美国语言学家中进行系统功能语法研究的寥寥数人之一。他的父亲是美国结构语言学派中的著名人物弗里斯（Charles Carpenter Fries 1887—1967）。尽管他1974年就开始发表系统语法方面的文章，并且发表了不少关于语言学问题的论文，但涉及系统功能方面有影响的论著不多。值得一提的是，Fries关于主位方面的论述非常有影响。如On the status of Theme in English: arguments from discourse（1981）在功能学派里几乎可以说是经典作品；又如A personal view of Theme（1995，见Ghadessy 1995: 1-19），Theme, methods of development, and texts（1995，见Hasan & Fries 1995: 317-359），影响也很大。可以这样说，若要研究韩礼德“语篇功能”中的主位结构和信息结构，不读Fries这方面的论文是不行的。

Hasan生于印度，后来移居巴基斯坦。她在英国爱丁堡大学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后，便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地从事教学与研究。她是韩礼德的学术和生活伙伴，他们1976年出版了《英语的衔接》（1976），这本书在系统功能界和语篇分析界影响非常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本研究同类问题的书可替代它。Hasan的研究兴趣主要在语篇分析、文体分析、词汇和语法、语义系统网络和社会语义变体方面。除了与韩礼德合作著述外，她自己也出版了好几本书，其中影响较大的是Hasan（1984，1996）。最近几年她还与人合编了几本论文集。

Martin是系统功能学派中少壮派人物之一。当韩礼德在英国的埃塞克斯大学任教时，他从加拿大到那里去跟韩礼德读博士。后来韩礼德去了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建立语言学系，他也跟着去，于1977年在悉尼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任教至今。Martin的研究兴趣主要包括系统语法理论、功能语法、语篇语义、语域、语篇体裁、批评话语分析等。Martin是个多产学者，1992年出版了English Text: System and Structure
 （1992）。他数度与人合作，编著了Halliday & Martin (1993), Christie & Martin (1997), Martin et al. (1997), Martin & Veel (1998)等。

Matthiessen是瑞典人，1988年获得美国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博士学位。他“入道”较晚，但作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他既搞语言描述，又搞语言生成，他的抽象思维比较强，也善于设计模式。1991年合著Matthiessen & Bateman（1991），1995年出版Lexicogrammatical Cartography: English Systems
 （1995），被认为是迄今对韩礼德系统功能理论中系统部分描述得最好的专著。另外他于1999年与韩礼德出版了一部巨著《通过意义解释体验：认知的语言分析》（Halliday & Matthiessen 1999）。Matthiessen和韩礼德的合作十分默契，他们对系统功能语法的建构和发展有比较一致的观点，近年来他们常常一起到外地讲学，传播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新理论和新方法。从学术方面看，Matthiessen无疑是韩礼德最理想的接班人。有人预言，韩礼德的语言学理论的第二代领头人非Matthiessen莫属。

Butler原来是Berry的学生和同事。他“入道”比Berry, Fawcett等人晚，1982年在诺丁汉大学获博士学位，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他在国际系统功能学界非常活跃，发表了好几篇颇有影响的论文，并于1985年出版了理论水平较高的Systemic Linguistics: Theory and Application
 一书。他对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很深，对一些问题（如系统功能语言学与语用学之间的关系）有自己的独到看法（如Butler 1987, Pragmatics and systemic linguistics. Journal of Pragmatics
 , Vol.12）。他认为系统功能语言学家与语用学家应该进行对话，加强联系。这种看法与韩礼德关于“我们不需要有一门独立的叫做语用学的学科”（见Steele & Threadgold 1987, Vol.2: 116）的观点相悖。Butler在一些论文和1985年的那本书中，多次对韩礼德的理论提出了比较尖锐的批评。90年代初，他的研究兴趣已转向狄克（Dik）的功能语法，一般也不再参加系统语法学派的活动。所以严格地讲，Butler已不是韩礼德派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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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新发展
〔3〕



张德禄

1　引言

系统功能语言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趋于成熟，其标志是Halliday《功能语法导论》（1994/1985）的出版，其理论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已经基本形成。在基本理论趋于稳定和完整的前提下，在之后的十多年里，系统功能语言学在许多方面又有了长足的发展，如语域和语境的研究、批评语言学的产生与发展、评价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语篇衔接理论的发展、语用学的再认识、形式主义的态度、认知理论的研究、疑难问题的解决、计算语言学的发展等。

2　理论的发展

2.1　语域理论的发展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境理论和语域理论是相互联系的。Halliday一直把语域看作一个意义概念，是由话语范围、话语基调和话语方式来支配的。Hasan同意Halliday的观点（Halliday & Hasan 1989/1985），把语域和体裁（genre）看作同一个层次的概念，即都是意义层次的概念，是一个意义构型（semantic configuration），与语境构型相对应。但Martin（1992）在讨论语域与体裁之间的关系时，认为语域是情景语境的代名词，是话语范围、话语基调和话语方式的集合。由此，他建立了一个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框架，把体裁看作文化层次的概念，是观念形态的表现，而把语域看作语境层的概念，是实现体裁的。但O'Donnell明确认为，话语范围、话语基调和话语方式是语境的内涵。由于语域也是按话语范围、话语基调和话语方式来定义的，所以语域可以看作是语言在一定语境下的体现形式。语境是由意义体现的，所以语域还主要是意义特征，同时它又表现为不同的形式特征（胡壮麟1998）。然而，Martin的观点，由于在研究体裁与写作中具有较强的操作性，所以得到许多应用语言学和语言教学工作者的认可。现在，这个概念的归属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这也激发了广大学者对这一领域的进一步研究。

2.2　体裁理论的发展

体裁原本是一个文学用语，指文学作品的类型，现用于指所有语体的语篇的类型。由于Halliday注重语法在语篇分析中的作用，所以对体裁的研究比较少，但在他的情景语境框架中明确称其为“修辞方式”（rhetorical mode），划归为话语方式的一部分。Gregory（1967）则在情景语境的三个变项之下又增加了一个变项，称为“功能基调”（functional tenor）。Hasan（Halliday & Hasan 1985）认为，语篇的体裁结构也是一种意义结构，由一种与该语篇的体裁相联系的结构成分组成的定式组成。语篇的体裁结构与情景语境的语境构型相联系，是由语境构型决定的。

在这个分析框架中，“文化语境”决定行为潜势，即决定行为潜势中有意义的情景值。行为潜势是做事、说话和存在的方式，既包括语言行为，也包括非语言行为。意义潜势是行为潜势在语言中的体现，所以只指由语言体现的意义，是情景语境在语言交际中的价值综合。体裁意义潜势是意义潜势的一部分，表示某个情景语境内话语范围、话语基调和话语方式的价值。由此可以看出，Hasan认为体裁不包括非语言行为，是一个情景类型产生的语篇的统称，所以和“语域”基本是同范围的。一个类别的话语范围、话语基调和话语方式的综合就是一个语境构型，决定一个体裁结构潜势。体裁结构潜势包括必要成分、可选成分和重复成分。必要成分及其顺序是决定体裁的。如果体裁结构的必要成分及其顺序发生变化，就会产生新的体裁。

Hasan的体裁结构潜势理论是从语篇分析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所以无法解释为什么在许多情况下交际事件突然中止，以及是什么原因使交际中止。针对Hasan理论的这一缺点，Mohan（1986）和Ventola（1987）提出了流程图理论，把语言交际的过程以流程图的形式表示出来，例如在商店购物的流程图中，在哪几个关口可以中间退出交际事件，使语言交际结束。他们分别是当买者不需要购买货物时；当买者需要，但商店无货时；当卖者有货，但买者拒绝购买时。此后，Ventola（1987）和Fawcett（1980）又对Mohan（1986）的模式进行了修正，但其结构模型是相似的。

但Martin（1992）认为体裁属于更高层次的符号系统，不仅包括语言活动本身，也包括社会行为和行动，提供了一个确定体裁地位的框架。即观念形态由体裁体现，体裁由语域体现，语域由意义体现，意义由语法体现，语法由音系体现。Martin的体裁分析框架与北美许多学者把体裁看作社会活动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

2.3　评价系统的建立

评价系统产生于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的分析模式中。Halliday（1994/1985）根据语言的人际功能建立起了语言的人际意义系统。这个系统由语气、情态、归一性、表态度的词汇组成。其中情态、归一性和表态度的词汇组成评价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根据话语功能，情态又分为情态（modality）和意态（modulation）。前者用于交流信息，后者用于交流物品和服务。情态又包括盖然性和经常性两个方面，而意态则分为义务和意愿两个方面。它们又与取向（orientation）、值和归一性组成一个庞大的情态系统，可以划分为144小类。

后来，Martin等进一步发展了Halliday的评价系统。他们主要以词汇作为体现的形式特征，把评价定义为：与价值的评判有关，是语篇中协商的态度类型，所涉及的情感强度、价值源泉和把读者分类的方式（Martin & Rose 2003）。他们认为，评价系统包括三个部分，即态度、介入和级差。态度是评价系统的中心，表示讲话者对自己的情感、对事物、对别人的性格的评价，态度还可以分为三个次类别：情感、判断和欣赏。情感是表达自己的感情，判断是评价别人的性格，欣赏是评价事物。态度还可以扩大，可以从来源上来表达。介入与Bakhtin的多声音性（hetereoglossia）十分相似，表达是单声音还是多声音的区别，在多声音中又是什么声音。级差可以分为强度（强化、隐喻化、咒骂等）和焦点（尖锐化或软化）两类（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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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评价系统（Martin and Rose 2003）


Halliday的情态系统重点由语法系统体现，而Martin等的评价系统主要由词汇系统体现，从这个角度讲两者是互补的。但两个系统具体是什么关系，是否可以把两者结合起来，或者用一个替代另一个，或者相互穿插，这些问题还需要进行研究和探讨。由于两者都是讨论人际意义系统及其体现的，所以应该把两者的关系搞明白。

2.4　批评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

批评语言学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比较新的语言学分支，重点研究语言所携带的价值系统，主要产生于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系统功能语言学主要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研究语言，把语言视为一个社会符号系统（Halliday 1978）。人们通过这个系统自我社会化，通过这个系统交流意义，通过这个系统建立和维持社会机构和社会系统。语言既可以用于表达社会现实，反映社会现实，又可以创造社会现实。而且，人们除了用语言表达社会经历和社会现实之外，还要用语言做事，用语言交流感情和判断和评价等。Halliday的这些观点可以在他的所有著作和文章中发现，但比较集中地表现在他1978年出版的论文集《语言作为社会符号》一书中。

批评语言学产生的另一个渠道可以说是系统功能语言学作为工具的结果。Fowler（1991）认为，“鉴于价值这么彻底地隐含于人们的语言用法之中，我们有理由建立并实践一种趋向于理解这种价值的语言学。……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特别适合于把结构与交际功能联系起来，所以他为我的描述提供了工具……”。

批评语言学主要以语篇作为其研究的基本单位，所以也称为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重点研究语篇的特征与它们所属于的社会和文化结构、过程和关系之间的联系。“批评”似乎是一个否定概念，但在批评语言学中，实际上它没有什么褒贬之分，正如Fowler（1991: 5）所说，“对我来说，批评语言学是运用一种特殊的语言学来调查符号、意义和控制话语符号结构的社会和历史条件之间关系的探索”。

批评语言学主要“研究和分析口头或者书面语篇来发现权力、控制、不平等、偏见等在语篇中的表现，并且发现这些表现是怎样在特定的社会、政治和历史语境中发起、保持、再生和转换的”（van Dijk 1988）。它力图说明“一个社会中的统治力量是如何创造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现实的。通过使这种行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批评语言学家力图支持受压制的受害者，鼓励他们去反抗和改变他们的命运”（Foucault 2000）。批评语言学的主要开创和发展者包括兰开斯特大学的Fairclough，纽约州立大学的Jay Lemke以及van Dijk等。

批评语言学的理论基础是系统功能语言学，所以一方面需要用系统功能语言学来研究社会现实，同时也需要在研究中发展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特别是在语言和社会文化之间有规律的模式化对应中有所突破。

2.5　衔接理论的发展

Halliday和Hasan出版的《英语的衔接》（1976）一书标志着衔接理论的建立。他们在书中讨论了五种衔接手段：指称、替代、省略、连接和词汇衔接。在Halliday和Hasan 1985年出版的《语言·语境·语篇》（Language, Context and Text
 ）一书中，Hasan扩大了衔接概念的涵盖范围，把衔接分为结构衔接和非结构衔接。结构衔接包括平行对称结构、主位—述位结构和已知信息—新信息结构。非结构衔接又分为成分关系衔接和有机关系衔接。成分关系衔接包括Halliday & Hasan（1976）五种衔接成分中的四种：指称、替代、省略和词汇衔接。这四种衔接纽带可以形成同指（co-referentiality）和同类（co-classification）和同延（co-extension）三种关系。有机关系包括连接关系、相邻对、延续关系等。Hasan的主要贡献是把衔接的意义范围扩大到了实现谋篇意义的结构之间的关系，另外，还明确了一些区分类别。

Parsons（1990）对衔接链中衔接项目的数量和语篇连贯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把语篇的衔接方式与语篇连贯的程度联系起来。

胡壮麟于1994年出版了专著《语篇的衔接与连贯》。他提出了语篇衔接与连贯的多层次思想，并进一步扩大了衔接的范围。胡壮麟对衔接理论的贡献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扩大了结构衔接的范围，把及物性结构关系作为一种衔接手段，同时附加了同构关系；2）提出了音系层的衔接手段，把语调、语音模式纳入衔接范围；3）把语篇结构作为一种衔接手段；4）提出了语篇连贯涉及多层次的观点，认为社会符号层对语篇连贯起重要作用，并论述了社会符号层因素对连贯的作用。另外，胡壮麟（1993，1996）还专门撰文讨论了语音系统在英语语篇中的衔接功能和语篇衔接的多层次思想。同时，朱永生（1995，1996，1997）也对语篇衔接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并讨论了语篇连贯的内部条件。

张德禄（1992，1993a，1994）对语篇连贯的条件进行了研究，讨论了语境、信息结构，主位结构和衔接机制对语篇连贯的限定作用，并在近几年（1999，2000，2001）对衔接机制的范围和与语篇连贯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一系列自己的观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跨类衔接机制；2）外指衔接的概念；3）隐性衔接机制的概念；4）多元意义衔接概念。首先，他认为不仅语篇的概念意义关系具有衔接作用，语篇的人际意义关系也具有衔接作用，如具有相同和不同言语功能的句子之间的人际意义关系，情态、态度意义和评价意义所建立的意义关系等。其次，不同类别的形式机制还可以形成衔接关系，例如，词汇项目和语法项目之间建立起来的衔接关系。最后，语篇中具有外指特点的项目可以看作语篇与语境的衔接，包括外指指代和词汇。由语言形式预设的情景意义关系的一端“伸向”语境中，另一端是语言形式项目。根据语言形式项目的类别，预设的情景意义关系可以有几种特点：所指性、替代性、词汇性和专用性。第四种是由意义空缺所形成的语篇和语境之间的衔接，可以具有接续性和实体性等特点。从这个角度讲，语篇的衔接机制和语域就会联系起来，共同决定语篇的连贯。但对于衔接本身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衔接与连贯是什么关系和衔接的范围应该划定在什么地方，还有许多分歧。

2.6　对语用学的再认识

语用学近年来发展迅速，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个主要的研究领域。但Halliday认为，“就我看来，语用学似乎只是语篇语义学的另一个名称。我并不只是从术语上谈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语义学理论应该既包括系统又包括过程，就像语法理论既包括系统又包括过程一样。所以，我们不需要一个称作‘语用学’的东西”（Steele & Threadgold 1987, Vol.2: 611）。很显然，Halliday认为系统功能语言学包括语用学，而且，它只是系统功能语义学的一个部分，并且它是不能与另一个部分分割的。据此，Halliday认为，不应该建立一个独立的语用学分支。Butler（1987）认为，语用学的某些观点和理论研究方法可以应用于系统功能语言学，所以他专门撰文研究系统功能语言学与语用学的异同，以及在哪些方面系统功能语言学可以借鉴语用学的理论。O'Donnell（1987）则明确提出，系统功能语言学包括语用学研究的内容，所以把语用学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地位明确化。张德禄（1993）和朱永生（1996）也分别撰文表示语用学和系统功能语言学具有互补关系，即语用学的研究角度和范围、研究方法和成果可以用来丰富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现在，在怎样通过语用学理论来补充和丰富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方面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研究。同时，语用学也应该利用系统功能语言学完整全面和语法化的特点来发展语用学。

2.7　认知语言学

Halliday（1978）很早就指出，语言学研究主要从两个角度来研究语言，一是从生物体内部的角度，研究语言的心理和生理活动，二是从生物体之间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的社会属性。并且Halliday明确承认，系统功能语言学是从生物体之间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的，即研究语言的社会属性和交际功能。但是近年来，系统功能语言学家也开始从认知的角度来研究语言，即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人类大脑的认知特性。其中比较突出的是Halliday和Matthiessen的认知语言学研究和Fawcett的功能认知语言学研究。

Halliday & Matthiessen（1999）对认知语言学研究的代表作是《通过意义解释经历：以语言为基础的认知研究方法》。他们的基本思路是为认知语言学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即他们要提供一个意义模式，而不是心理思维模式。认知是讨论语言的一种方式。把知识模型视为意义就是从语言过程的角度来研究认知，而不是把意义视为一个思维过程。从意义的角度研究认知是为了能够强调在认知科学中所不强调的人类意识形态的四个方面：1）把意义看作潜势，看作可以由个体的语言意义行为修饰的系统资源；2）把意义看作可扩展的东西，即看作不断地通过建立新领域来扩展其能力，并不断优化已有资源的发展资源；3）把意义看作一种联合结构，是众人共有的资源；4）把意义看作一种活动的形式，是由位于每个语言中心区域的语法驱动的资源。总之，此方法强调语言干什么，而不是语言是什么。

Fawcett（1980）对认知语言学研究的代表作是《认知语言学和社会交流》。他力图建立一个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认知语言学理论，即所谓的“心理社会语言学”，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社会交流。其目的是想表明系统功能语言学是更加强大的理论，可以根据这个理论创立一个新的语言学模式，即从认知的角度来建立一个人类大脑如何在语言选择中活动的模式。在新模式中，他在Halliday四个意义成分（概念、逻辑、人际和谋篇）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个八个意义成分（概念、逻辑、否定、交流、情感、情态、主题和信息）的模式。

虽然他的模式是认知性的，研究人类大脑在语言运用中的活动，但他不像Chomsky那样严格区分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而是把两者之间的区别缩小为语言潜势和语言实际的区别。

2.8　计算语言学

运用计算机进行语言学研究是当今语言学研究的热门课题。系统功能语言学主要在两个方面运用计算机进行语言学研究，即语篇的生成和语篇的分析。

从语篇生成的角度讲，美国和英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语言学家已经发展了一些语篇生成软件，用输入系统特征等方式来生成句子和语篇。现在已经发展起来的有Bateman的KPML（多语言语篇生成器），Fawcett等的Genesys（系统生成器）和O'Donnell的WAG（分析生成工作台）。

从语篇分析的角度讲，系统功能语言学家们开发了一些语言和语篇分析的软件，用以对语篇进行切分（见表1）。


表1　系统功能语言学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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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发展前景

系统功能语言学，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流派，是当今语言学研究的一个主要潮流。另外，从系统功能语言学本身来讲，还有许多领域需要研究和发展。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些以前无法研究的问题现在也有了研究的条件。因此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系统功能语言学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有待深入研究的领域包括：1）及物性系统研究；2）价值系统的研究；3）语言与语境的关系的研究；4）意义系统与文化的关系研究；5）语域研究；6）体裁研究；7）语篇衔接与连贯研究等。

系统功能语言学本身是在与其他领域和学科的结合中发展的，如与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结合等。所以，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跨学科研究是其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涉及的领域包括：1）批评话语分析研究；2）教学参考功能语法研究；3）认知语言学研究；4）数理语言学研究；5）语言与其他符号系统的关系研究；6）描述其他语言等。

Halliday一直认为，语言学虽然不能代替应用语言学，但语言学的生命在于其应用性，在应用中被认可，在应用中发展。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应用方面，还需要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1）语言教学；2）文体学；3）翻译学；4）人工智能；5）儿童语言发展等。

4　结语

进入20世纪80年代，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基本趋于完整和稳定，但同时还有许多方面有待于继续发展和完善。理论只有在发展和完善中才具有生命力。本文叙述了这一理论新发展的一些方面：在对语域概念的认识上出现了新的观点，由意义概念变成情景概念；对体裁认识和研究从视之为话语方式的一部分逐渐过渡到把它看作一种意义构型，一种观念形态的体现，一种社会行为规范等；在情态等语法评价系统的基础上发展了词汇评价系统；在语言与社会之间关系研究的基础上发展了批评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语篇衔接概念向语篇的多义性、多层次性、外部机制扩展；语言研究由纯粹的社会角度向心理认知角度扩展；发展了计算语言学，研究语篇的分析和生成等。

系统功能语言学是一个开放的语言学理论，允许从不同的层次、角度和出发点来进行研究，所以还会在基本理论本身、跨学科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不断发展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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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中国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发展与展望
〔4〕



黄国文

1　引言

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在我国已经整整30年了。关于系统功能语言学在中国的发展和研究情况，国内一些学者先后在国内外发表了几篇综述性文章：胡壮麟、陈冬梅（1990），方琰（1996），余珍萍（1997），胡壮麟（1998），张德禄（1998a，2006），黄国文（2000，2005），Huang（2002），严世清、董宏乐、吴蔚（2002），Zhang et al
 .（2005），田贵森、王冕（2008），Huang & Wang（2009），王红阳、黄国文（2009）等。这些文章从不同的侧面对我国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在各个阶段的情况进行了概括和分析。

本文将对中国系统功能语言学30年来的研究状况进行比较全面的梳理，目的是通过回顾研究的发展历程，发现我们存在的问题，以及与国际同行之间的差距，进而提出系统功能语言学在我国未来研究的几点设想，并展望其发展前景。

2　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说

英国学者M. A. K. Halliday创建的系统功能语言学（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理论是基于J. R. Firth在20世纪30年代所创立的“系统—结构理论”（system-structure theory）发展起来的。其中，Firth的“系统”概念对Halliday理论影响重大，但两者在对待“系统”和“结构”的关系上存在明显差异。在Firth看来，“系统”和“结构”一样重要，但Halliday则认为“系统”是主要的，是语言组织最重要的原则。此外，Halliday还继承和发展了Malinowski和Firth的语境思想，从社会符号学视角探讨语境因素对语言系统选择的影响，指出了三个语域变量、三大纯理功能、语义系统的选择和具体语义成分之间的逻辑辩证关系。

就Halliday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本身的发展历程而言，我们（黄国文2007）认为，到目前为止该理论的发展大致可以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语法理论的范畴》（Halliday 1961）为起点，该论文建构的是一个语法理论（a theory of grammar），即“阶和范畴语法”（Scale and Category Grammar），它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早期雏形。第二阶段以《“深层”语法札记》（Halliday 1966）作为标志，正如Butler（1985: 45）所说，这篇论文表明：原先的“阶和范畴语法”已经发展成为“系统语法”（systemic grammar）。第三阶段的标志可以说是Halliday在1967-1968年期间发表的《英语中及物性和主位札记》（Halliday 1967a，1967b，1968）系列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首次提出纯理功能（Metafunction）思想。Halliday关于纯理功能的假说是对早些时候系统语法（或称系统语言学）的扩展，由此而有了“系统功能语法”（Systemic Functional Grammar）的模式。第四阶段大概是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以Halliday（1978）的《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一书作为标志，这一阶段的突出重点是把语言和语言研究放进社会和文化的大框架中讨论。

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的发展状况和趋势看，该理论的发展是渐进性而不是颠覆性的。Matthiessen & Halliday（2009）认为，“SFL has always been developed in terms of successive refinements of a broad outline that has remained relatively stable over the last 30 years or so”。也就是说，在过去30年中，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框架一直相对稳定，关于它的研究也一直是在这一框架中通过不断改进的方法来发展和完善这一理论的。

从本质上看，系统功能语言学是一个普通语言学理论，它研究语言的途径是采取“整体性”（holistic）方法，它对语言的研究视角是一个综合（comprehensive）法。同时，它是为应用而设计的，所以它也是一个“适用语言学”（appliable linguistics）模式。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的是语言的方方面面（包括音系、词汇、语法、语义、语用、语境等），即语言的每个组成部分都是这个理论所要研究的内容，语言中各个层次和各个部分之间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对语言中某一层次和某一部分的讨论都会涉及整个语言系统，而对语言的研究也必须考虑社会文化等因素。

3　中国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

系统功能语言学在中国的介绍和研究已有30年了。下面我们从“早期的介绍和研究”、“研究队伍”、“对中国学者影响最大的两本书”、“过去30年的研究和重要成果”、“学术研讨会”、“研究机构”六个方面逐一进行评述。

3.1　早期的介绍和研究

与Chomsky的形式语言学相比，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介绍到中国比较晚。从文献上看，它是1977年才被介绍给中国读者的。方立、胡壮麟、徐克容（1977）的《谈谈现代英语语法的三大体系和交流语法学》有一节专门介绍功能语言学，提到了Firth和Halliday以及语言的三大功能和语域概念。但文章的介绍比较简单，而且刊登该文的《语言教学与研究》杂志当年流传不是特别广泛，所以影响不是很大。

1980年，王宗炎在《国外语言学》（即现在的《当代语言学》）第5期上发表的评述性文章《伦敦学派奠基人弗斯的语言理论》，对伦敦学派奠基人Firth及Halliday的语言理论作了介绍和评论。次年，王宗炎（1981）在《国外语言学》的第2期发表了《评哈利迪的〈现代汉语语法范畴〉》，这也是介绍性和评论性的文章，主要是对Halliday的Grammatical Categories in Modern Chinese（Halliday 1956）一文进行介绍和评论，同时也对Halliday对现代汉语的一些描述作了直接的批评。值得特别一提的是，王宗炎（1981: 54）也看到了Halliday的独创性，“哈利迪用自己特创的方法来建立一套汉语语法范畴，确是煞费苦心”。他的这句评论表明，Halliday那时就试图建立起自己的一套理论。虽然在语言学界有人把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说成是“新弗斯语言学”，但Halliday的理论核心与Firth的是不一样的（参见Halliday 2002a/2007, 2003/2007）。

1982年，徐盛桓在《外语教学与研究》第1期发表了《主位和述位》一文，探讨了系统功能语言学中语篇纯理功能中的主位结构问题。同年，龙日金在《国外语言学》第4期发表了《伦敦学派的语言变异理论简介》一文，介绍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域理论。在王宗炎（1981）和龙日金（1982）文章中，Halliday分别被译为“哈利迪”和“哈立迪”。1983年胡壮麟在《国外语言学》第2期发表了题为“韩礼德”的文章，专门介绍Halliday和他的理论，“Halliday在我国语言学刊物中一般译为‘哈立迪’或‘哈利迪’，但Halliday本人希望使用他的汉名‘韩礼德’”。从此，我国的学者绝大多数都把Halliday译为“韩礼德”。胡壮麟在20世纪80年代初发表了多篇专门介绍、评论韩礼德语言理论的文章（如胡壮麟1983，1984，1986），并开始多层次培养中国学者研究系统功能语法理论，中国语言学界就此掀起了一场“功能语言学”热（参见束定芳1997）。

3.2　研究队伍

中国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从1980年代起有了快速的发展。如果我们要说出在中国引导、推动和促进Halliday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研究领头学者的话，那就是北京大学的胡壮麟。1979年初他和其他八位中国学者由国家公派到澳大利亚留学，胡壮麟在悉尼大学语言学系跟随Halliday学习、研究系统功能语言学，并于1981年以优异的成绩获得该大学授予的优等硕士学位。胡壮麟从澳大利亚学成归来后发表了多篇专门介绍、评论和研究Halliday语言理论的文章（胡壮麟1983，1984，1986），讲授“系统功能语言学”课程，并开始多层次培养中国学者研究系统功能语法理论（包括招收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和访问学者，外出讲学）。胡壮麟培养的多名博士（如高一虹、王振亚、钱军、刘世生、田贵森、范文芳、杨永林、李战子、彭宣维、程晓堂等）现在都已是博士生导师，指导系统功能语言学博士研究生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紧随胡壮麟之后从国外学成归来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者包括朱永生、张德禄、方琰、杨信彰、黄国文等人，他们和胡壮麟一样，讲授系统功能语言学课程，并多层次培养中国学者研究系统功能语法理论，招收（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和访问学者。他们培养出来的博士生现在也已成为优秀的学者和博士生导师，并招收系统功能语言学领域的博士研究生。苗兴伟（山东大学）、严世清（苏州大学）是朱永生的学生，刘承宇（西南大学）是杨信彰的学生，杨炳钧（西南大学）、常晨光（中山大学）、曾蕾（中山大学）是黄国文的学生。另外，朱永生和黄国文指导的博士后也都有做博士生导师的（如上海交通大学的王振华，西南大学的刘承宇）。此外，有一批在国内和国外学习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者学成后从事教学工作，培养了一大批硕士研究生。

在中国有学术界，目前有一种明显的现象是老师和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一起从事某一学科领域的研究，因此在全国性的学术活动中，可以见到一组、一队、一群师从同一个导师的学者。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界，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从这一点看，中国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的团队力量是不可忽视的。

根据王红阳等人2007年在全国进行的一次较大规模的调查和统计（详见http://www.isfla.org/Systemics/Courses/Courses/index.html），全国有三十多所高校为英语专业研究生开设了（系统）功能语言学或（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语篇分析课程，其中招收功能语言学研究方向博士研究生的学校有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清华大学、苏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西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到目前为止，已经毕业的功能语言学博士达100多人，遍布全国各地（参见王红阳，黄国文2009）。

在中国，对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活跃，主要的研究者是从国外学成归来的学者。到了80年代中后期，情况就有了变化，许多其他教师和研究生也加入了这支研究队伍。从近三十年国内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著作看，中国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队伍主要是高等学校的教师和研究生，而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是从事英语学习和研究的。

3.3　对中国学者影响最大的两本书

一个学科的传播，入门式的教材和普及性的读物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合著的《系统功能语法概论》（1989）是中国第一本这方面的著作，它的出版和全国功能语言学研讨会的召开，对推动中国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教科书和学术研讨会，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解这个理论，从而对它感兴趣，加入学习和研究队伍。

从我国学者早期发表的论文看（见中国知网和全国功能语言学历届研讨会论文集），对中国学者影响最大应该是Halliday（1985）的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和胡壮麟等的《系统功能语法概论》这两本书。这是因为，当时国内缺乏国外出版的书刊，而正好Halliday的这本书在我国出版了影印版，而《系统功能语法概论》一书中有些章节也介绍了Halliday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如三个纯理功能）。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情况有了变化，但所研究的内容主要还是围绕着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和《系统功能语法概论》。1994年Halliday的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第2版出版后，我国很快就有了非正式的影印版，Halliday的这本书对我国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者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正如黄国文（2000）所说的，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1989）的《系统功能语法概论》在介绍、推动系统功能语言学在中国的研究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这样说，该书的出版填补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史上的一个空白。韩礼德本人对该书及其作者也给予了很高的赞扬，“It's an excellent book. You're not a consumer. You're a producer”（这是一本极好的书，你们不仅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见余珍萍1997: 22）。该书出版后得到了国内语言学界的好评。

3.4　过去30年的研究和重要研究成果

田贵森、王冕（2008: 98）指出，在过去的30年里，我国学者的研究在国内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80年代主要是介绍与引进，90年代前期主要是验证与初步应用，而90年代后期至今主要是质疑、发展、完善与广泛应用。这个划分基本反映了过去30年的情况。但必须指出的是，第二、三阶段（即90年代前期和90年代后期至今）中介绍与引进还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如对“语类”（语篇体裁，genre）（方琰1995，1998），Fawcett（1980, 2000, 2008）的“加的夫语法”（the Cardiff Grammar）（黄国文，冯捷蕴2002；冯捷蕴2002），Martin的“评价系统”（the Appraisal System）（王振华2001；李战子2004），“多模态研究”（Multimodality Studies）（李战子2003）等分析模式的引进和介绍，都属于中国系统功能语言学者研究活动的一个特点。

3.4.1　第一个十年的研究（1977-1987）

黄国文（2000）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在中国20年回顾》对20世纪90年代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情况作了分析和综述，认为我国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包括理论探索及理论的应用，对该理论的研究逐渐成为我国外语界语言学研究的一个热点。

从文献上看，第一个十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纯理功能、话语分析和语篇分析、文体学、语域理论、语法隐喻、英汉对比研究等方面，即围绕着Halliday（1985, 1994）所谓的the clause, around the clause, beyond the clause。而较少有人研究句法方面（即Halliday所谓的below the clause和above the clause）以及语音、音系方面（即Halliday所谓的beside the clause）的问题（参见黄国文2000）。

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胡壮麟（1983，1984，1986），朱永生（1986，1987），张德禄（1987a，1987b）等学者的研究。

这一阶段的出版物比较多地介绍和解释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一些观点、原则和方法，把理论应用于实际中（主要是话语分析和语篇分析以及文体分析）。

在这第一个十年的研究过程中，热点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纯理功能和语篇分析（包括话语分析、文体分析和语域分析）。

3.4.2　第二个十年的研究（1988-1998）

如前所述，胡壮麟等人合著的《系统功能语法概论》（1989）对推动中国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本书的出版以及Halliday的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1985，1994）影印本在中国的流传对此阶段的研究起了推动的作用。在这一阶段从事研究的人包括一大批在校学生和刚毕业的研究生。

Halliday建构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一个目的是为语篇分析提供一个理论和分析框架（见Halliday 1985: xv）。在这一阶段，已经有一些学者把语法分析与语篇分析结合起来。比较有影响的是任绍曾（1995a，1996）的“英语时态的语篇功能”和“英语名词指称及其语篇功能”。

总的说来，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还是围绕着三个纯理功能、话语分析和语篇分析、文体学、语域理论、语法隐喻和英汉对比研究，但一个明显的变化是有不少学者研究句法问题。20世纪90年代初有几篇比较突出的关于功能句法方面的论文（如胡壮麟1990a；雍和明1992，1993）。到了90年代中后期，功能句法（functional syntax）研究有了很大的改观。从90年代中期开始，功能句法方面的研究已经走上轨道，这方面的研究人员大多数是中山大学或与中山大学联系密切的学者。

在这一阶段，功能句法方面的研究已有了起色，而对功能语音、音系学方面的研究却还是不多。虽然有些文章也涉及到语音、音系方面的问题（如胡壮麟1993，1996a），但有关这方面的讨论非常少。在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界，研究语音、音系的学者和出版的论著还有很多。韩礼德除了在有关论著中多次谈到语音语调问题外，还专门写过两本研究语音、语调的专著（即Halliday 1967c，1970）。Tench出版了两本这方面的专著（Tench 1990，1996），还主编了题为Studies in Systemic Phonology
 （Tench 1992）的论文集。Greaves一直是在从事系统功能语音、音系方面的研究，2008他与Halliday出版了Intonation in the Grammar of English
 （Halliday & Greaves 2008）。

“语法隐喻”是Halliday（1985）首先提出来的。我国这一阶段的一个研究热点是语法隐喻，并且出现了一批很有影响的论文，如朱永生（1994），范文芳（1997a，1997b），杨信彰（1998）等。关于语法隐喻研究的学者，主要是北京大学胡壮麟（1996b，1997，2000a，2000b，2004），复旦大学朱永生（1994；朱永生，严世清2000）和厦门大学杨信彰（1998）和与这些专家紧密联系的学者（包括他们指导的研究生）。在语法隐喻研究方面，范文芳（2001），严世清（2000），董宏乐（2005），刘承宇（2008）等人的博士论文研究尤其引人注目。

在这一阶段，我国的学者已开始从系统功能语言学角度研究“语类”问题。早期有关“语篇体裁”方面的论文包括方琰（1995，1998a，1998b），秦秀白（1997a，1997b），方琰（1998a，1998b），黄国文（1998），于晖（1999）等。正如黄国文（2000）所说的，关于语类的研究在不久的将来极有可能会成为我国功能语言学的研究热点之一。语类研究的实际意义之一是可为外语教学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在这方面，国外的学者James Martin作了很多研究，而国内学者方琰（如方琰2002；方琰，曹莉，孙郁根2001；方琰，方艳华2002；方琰，兰青1997；蔡慧萍，方琰2007）和张德禄（2002a，2002b，2002c）的研究比较突出。

这一阶段出版了很多很有影响的学术专著，如胡壮麟的《语篇的衔接与连贯》（1994）和《当代语言理论与应用》（1995），刘世生（1997）的《西方文体学论纲》，张德禄（1998b）的《功能文体学》，杨信彰（1995）的《英汉语篇对比》等。此外，还出版了五本全国功能语言学研讨会的论文集：胡壮麟《语言系统与功能》（1990b），朱永生《语言·语篇·语境》（1993），任绍曾《语言·系统·结构》（1995），胡壮麟、方琰《功能语言学在中国的进展》（1997），余渭深、李红、彭宣维《语言的功能——系统、语用和认知》（1998）。

在这第二个十年中，新的研究热点问题主要集中在语法隐喻和语类。

3.4.3　第三个十年的研究（1999-2009）

这一阶段的研究除了继续围绕着三个纯理论功能、话语分析和语篇分析、文体学、语域理论、语法隐喻、英汉对比研究外，对语类的研究热情未减，同时对Martin“评价系统”的研究也特别多（尤其是最近五年），多模态研究和加的夫语法研究也成为了新的热点问题。

最近这十年，研究队伍的扩大和研究领域的扩展是明显的。一批批专修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研究生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同时也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分享给更多的人。据田贵森、王冕（2008: 98）的检索，“在1977年至2007年期间，国内共发表有关功能语言学的论文近900篇（包括九本论文集中的论文）”。这些论文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问题和应用问题。

这段时间的研究有很多引人注目的成果，其中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关于衔接与连贯问题的研究。对于这个问题，国内很多学者作了深入的探讨。继胡壮麟《语篇的衔接与连贯》（1994）的出版后，朱永生、郑立信、苗兴伟出版了《英汉语篇衔接手段对比研究》（2001），张德禄、刘汝山（2003）出版了《语篇连贯与衔接理论的发展及应用》，最近一本这方面的专著是程晓堂（2005）的《基于功能语言学的语篇连贯研究》。把连贯与衔接的观点和分析应用于语言教学的例子一直都有，最近的有程晓堂（2009）。就理论建构而言，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贡献是突出的。

此外，还有两个方面的研究值得特别一提：一是比较全面地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探讨系统功能语言学与外语教学之间的关系，这方面研究最突出的是张德禄、苗兴伟、李学宁（2005）的《功能语言学与外语教学》。另一个是对于语料库的关注，结合语料库从系统功能视角研究语篇类型和语法现象，这方面的研究杨信彰及其博士生、硕士生走在了前面。

朱永生、严世清（2001）和朱永生、严世清、苗兴伟（2004）理清了系统功能语言学与其他一些学派（包括其他功能学派、形式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之间的一些关系，并从宏观的视角审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一些重要问题。

彭宣维的《英汉语篇综合对比》（2000）和朱永生、郑立信、苗兴伟（2001）在英汉语篇对比研究方面作了详细的描述。黄国文《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探索》（2006）探讨的是翻译问题，也与语言对比有关。关于语言对比的研究对中国学者来说非常有意义，因为它与原创性和本土化联系紧密。

黄国文的《语篇分析的理论与实践——广告语篇研究》（2001）和黄国文、葛达西的《功能语篇分析》（2006）都是功能语篇分析（functional discourse analysis）方面的尝试。黄国文（2001）明确指出，系统功能语言学是一种比其他语言学理论更适合于语篇分析的理论，它提供的语篇分析方法完全可以与Schiffrin（1994）所说的其他语篇分析方法相媲美。

辛斌的《批评语言学：理论与应用》（2005），丁建新、廖益清的《批评视野中的语言研究》（2006）和王晋军的《会话中问句的批评性分析》（2006）则是批评话语（语篇）分析的专著。作为一个语言学理论，系统功能语言学为批评话语（语篇）分析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分析框架。从这三本专著可以看出，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可应用性是很强的。

在最近的五六年间，我国系统功能语言学者开始对多模态研究表示极大的兴趣。李战子（2003）对Kress & Leeuwen（1996）的多模式研究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和解释。叶起昌（2006），胡丹（2007），胡壮麟（2007a），王红阳（2007a，2007b），朱永生（2007），陈瑜敏（2008），辛志英（2008），张德禄（2009）等从理论、应用和分析方面探讨了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多模态分析模式。

关于语类的研究，这段时间发表了多篇有影响的文章。我们查阅了知网，仅2002年就有10篇关于语类的论文，分别是方琰（2002），方琰、方艳华（2002），林娜（2002），王晋军（2002），余渭深（2002），张德禄（2002a，2002b，2002c），张德禄、马磊（2002）和张菊芬（2002）。

这段时间的功能句法研究成果也比较多，专著包括黄国文（1999，2003），杨炳钧（2003），曾蕾（2006），何伟（2007，2008），Wang（2008）等。何伟（2007，2008）是在系统功能语言学框架中研究英语的动词时态问题，这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外都不多见（参见Bache 2008）。

此外，这一阶段还出版了很多有影响的学术专著：黄国文的《英语语言问题研究》（1999），胡壮麟的《功能主义纵横谈》（2000c），于晖的《语篇体裁分析：学术论文摘要的符号学意义》（2003），朱永生的《语境动态研究》（2005），张德禄的《语言的功能与文体》（2005），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李战子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2005），李美霞的《功能语法教程》（2006），黄国文、何伟、廖楚燕的《系统功能语法入门——加的夫模式》（2008）。

全国功能语言学研讨会、全国语篇分析研讨会和其他系统功能语言学活动出版了论文集12册：Ren, Guthrie & Fong（2001），黄国文（2002），黄国文、王宗炎（2002），朱永生（2002），杨忠、张绍杰（2003），黄国文、常晨光、丁建新（2005），黄国文、常晨光、戴凡（2006），王东风（2006），张克定、王振华、杨朝军（2007），常晨光、丁建新、周红云（2008），黄国文（2009a），张敬源、彭漪、何伟（2009）等。

综上所述，我国学者很少从系统功能语言学角度去研究语音、音系方面的问题。但我们最近高兴地看到，朱珊（2007，2009）在这方面的努力已经有了成果。如果说我国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与国际学者存在较大差距的话，那关于语音、音系方面的探索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在这第三个十年中，尽管关于三个纯理论功能、语篇分析、话语分析、文体分析、语域分析、语法隐喻、语类等的研究一直没有间断，但新的研究热点问题主要集中在评价系统、多模态研究和功能句法上。

3.4.4　小结

从上面对三个“十年”的描述看，中国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的发展，无论是研究的范围和内容、研究的队伍，还是研究的成果，都是稳步上升的。虽然国内最近二十年其他一些学科也发展得非常快，并吸引了很多人加入他们的研究队伍，但是中国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界有一批信念坚定、训练有素、认真钻研的学者，所以这些年的研究成果在质量上是逐渐提高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在数量上稳步上升。从这些年的研究状况看，除了要有一个良好的大环境外，还需要有一批认真工作、信念坚定、有学术素养的学者多年的不懈努力。

3.5　学术研讨会

中国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者从1989年起，每年都有全国性的学术活动。


3.5.1　全国功能语言学研讨会


首届全国功能语言学研讨会由胡壮麟发起、组织，于1989年夏在北京大学召开，之后每两年召开一次，到2009年夏天，已成功召开11届。每届会议后都出版论文集，已经出版的有：胡壮麟（1990b），朱永生（1993），任绍曾（1995），胡壮麟、方琰（1997），余渭深、李红、彭宣维（1998），朱永生（2002），杨忠、张绍杰（2003），黄国文、常晨光、丁建新（2005），张克定、王振华、杨朝军（2007），黄国文（2009a）。

1989年8月3-5日在北京大学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功能语言学研讨会（当时的名称是“系统功能语法研讨会”，该名称沿用至第五届）。第二届，苏州大学（1991年7月15-18日）；第三届，杭州大学（1993年6月17-20日）；第四届，北京大学（1995年7月18-22日）；第五届，重庆大学（1997年7月5-7日）；第六届，复旦大学（1999年8月15-18日）；第七届，东北师范大学（2001年7月14-16日）；第八届，燕山大学（2003年8月19-22日）；第九届，河南大学（2005年10月8-10日）；第十届，江西师范大学（2007年4月11-14日）；第十一届，清华大学（2009年7月14-18日）。

关于全国功能语言学研讨会，有两点值得一说。

其一，有几届研讨会很有特色。第四届研讨会是与第二十二届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大会（International Systemic Functional Congress）合并召开，由北京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联合承办。参加大会的境外学者有110人，其中包括系统功能语言学创始人M. A. K. Halliday，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协会执行委员会会长Francis Christie，以及国际功能语言学著名学者Ruqaiya Hasan, Robin Fawcett, Peter Fries, Michael Cummings, James Benson, William Greaves, Robert de Beaugrande等。参加会议的国内学者有116名，分别来自全国17省、市、自治区的50所高等学校。可以说，这次会议“是我国功能语言学研究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我国功能语言学已经走向世界”（胡壮麟，方琰1997: 1）。

第六届研讨会由复旦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联合承办，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知名专家M. A. K Halliday, Ruqaiya Hasan, Christian M. I. M. Matthiessen, Jonathan Webster, Mohsen Ghadessy等与来自国内外30多所高校的近100名学者参加了研讨会（参见朱永生2002）。

第九届研讨会与首届国际语言“评价系统”研讨会合并在河南大学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来自国内外66所院校，共有188名正式代表。除了大会发言（包括James Martin教授和Peter White博士）以外，有166名代表在分会场宣读论文。参加本次研讨会的还有台湾元智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的学者（参见张克定，王振华，杨朝军2007）。

第十一届研讨会是与第三十六届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大会合并在北京清华大学召开，由清华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联合承办，大会的主题是“系统功能语言学在理论和实践上所面临的挑战”（Challenges to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Theory and Practice）。会议主要议题涉及系统功能语言学在理论上的发展以及在不同语言、领域和语境中的应用。具体包括符号意义系统的发展前景、语义结构、语言与社会的关系、语言与心智的关系、语言与现实的关系、儿童语言发展、语言的模糊性、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语篇分析、语言与文学、语言学与翻译以及其他相关领域。应邀在此次大会上作主题发言的有：Heidi Byrnesh, M. A. K Halliday，黄国文，刘世生，James Martin, Christian M. I. M. Matthiessen, Clare Painter，沈家煊，Eija Ventola, Jonathan Webster等国内外学者。会议期间还安排北京大学胡壮麟和复旦大学朱永生对系统功能语言学创始人M. A. K Halliday进行采访。

其二，大多数研讨会都有国外学者参加。M. A. K Halliday, Ruqaiya Hasan, Christian M. I. M. Matthiessen, James Martin, Peter White, Jonathan Webster, Mohsen Ghadessy等著名系统功能语言学者的参与不但给我国学者鼓励和帮助，还带来了他们最新的学术思想。应邀作大会发言的还有不是专门研究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知名学者，其中包括美国俄勒冈大学语言学教授Russell Tomlin，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屈承熹（Chauncey Chu）教授。邀请这些不是专门从事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的学者在全国性的功能语言学研讨会上作大会报告，可以帮助与会者了解他们原本不熟悉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从专家的报告中也看到了不同学科、不同理论的共通之处和共同的研究兴趣和研究目标。

3.5.2　全国语篇分析研讨会

全国语篇分析研讨会由任绍曾发起，首届会议于1991年5月在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召开，当时采用的名称是全国话语分析研讨会，从第七届起更名为全国语篇分析研讨会，每两年召开一次，与全国功能语言学研讨会错开年份召开。第二届，杭州大学（1992年10月23-25日）；第三届，洛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1994年10月26-28日）；第四届，重庆西南师范大学（现西南大学）（1996年6月18-21日）；第五届在澳门召开，由澳门大学和清华大学联合主办，澳门大学承办（1997年10月15-18日），与国际话语分析研讨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iscourse Analysis）合并召开；第六届在中山大学召开，与“语篇与语言的功能”国际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iscourse and Language Functions）合并（1999年8月10-13日）；第七届，湘潭师范学院（现湖南科技大学）（2000年10月24-28日）；第八届，苏州大学（2002年5月18-20日）；第九届，山东大学（2004年10月22-24日）；第十届，绍兴文理学院（2006年10月20-22日）；第十一届，厦门大学（2008年8月18-22日）。

全国语篇分析研讨会也有两点值得关注。

其一，第五届和第六届的会议因为都是与国际会议合并，所以都有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界的知名学者参加。参加第五届会议的国际学者包括M. A. K. Halliday, Ruqaiya Hasan, Christian M. I. M. Matthiessen, Peter Fries, Jonathan Webster, John Flowerdew等，参加第六届会议的国际学者有M. A. K. Halliday, Ruqaiya Hasan, Robin Fawcett, Christian M. I. M. Matthiessen, Peter Fries, William Greaves等。

其二，第五届和第六届会议结束后都出版了论文集。第五届的会议论文集由任绍曾等主编（Ren et al
 . 2001）。第六届会议后出版了两本论文集，一本全部是英语的，由黄国文、王宗炎主编（2002），另一本则是汉语的，由黄国文主编（2002）。这三本论文集的内容涵盖了研讨会的主要议题和讨论内容；三本论文集都收录了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界知名学者的论文。

全国语篇分析研讨会与全国功能语言学研讨会轮流召开。虽然两个会议的名称不一样，但所探讨的问题大同小异，都是围绕着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及其应用进行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两个会议的核心参加者是同一批中国学者。

3.5.3　系统功能语言学学术活动周

2001年黄国文在中山大学发起、组织并举办了第一届“系统功能语言学学术活动周”。活动周的性质与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大会前的“讲习班”（Institute）相似。与全国功能语言学研讨会、全国语篇分析研讨会和其他一般的学术研讨会不同的是，活动周主要是请国内外系统功能语言学方面的专家讲授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或研究方法，以此来培养年轻的学者，为学科建设输送新生力量。

第一届活动周于2001年12月10-14日在中山大学举行，讲演的专家有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James Martin（他共作了五场学术报告），张德禄，Mohsen Ghadessy，黄国文和张美芳（参见戴凡，王振华2002）。

第二届系统功能语言学活动周于2002年9月23-27日在中山大学举行，主讲人为意大利威尼斯大学的Paul John Thibault（一共作了五场讲座），Mohsen Ghadessy，黄国文和张美芳。

第三届系统功能语言学活动周由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和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和语言学系联合主办，2003年4月7-11日在中山大学举行，主讲人有M. A. K. Halliday，Ruqaiya Hasan，香港城市大学的Graham Lock，杨信彰和黄国文。

第四届系统功能语言学活动周由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主办，2004年3月29日至4月2日在厦门大学举行，主讲人是M. A. K. Halliday（两场讲座），Ruqaiya Hasan，杨信彰和黄国文（参见李力2005）。

第五届系统功能语言学活动周于2005年10月3-7日由河南大学承办。共有7位系统功能语言学专家作了13场专题学术报告，他们是James Martin（作了四场专题报告），王振华，Peter White，杨信彰，胡壮麟，张德禄和黄国文（参见杨朝军2007）。

第六届系统功能语言学活动周于2006年4月20-2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作学术讲座的有胡壮麟，方琰，任绍曾，姜望琪，张德禄，杨信彰，Robin Fawcett，朱永生，黄国文，James Martin，Sue Hood等11位系统功能语言学者，共作专题报告16场（参见彭宣维2007）。

第七届系统功能语言学活动周于2007年4月7-11日在江西师范大学召开的第10届全国功能语言学研讨会之前举行。主讲专家为Ruqaiya Hasan，James Martin，胡壮麟，张德禄，杨信彰，方琰，任绍曾和黄国文（参见黄国文2009a）。

第八届系统功能语言学活动周于2008年3月10-14日在北京科技大学举行。活动周的主题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特别主题是“加的夫语法模式”。在活动周期间13位专家作了16场专题报告，主讲专家为Robin Fawcett，胡壮麟，朱永生，方琰，张德禄，李战子，姜望琪，杨信彰，田贵森，任绍曾，程晓堂，刘世生和黄国文（参见张敬源，何伟2009）。

第九届系统功能语言学活动周于2009年7月10-12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与第三十六届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大会的讲习班合并。应邀作演讲的有Robin Fawcett，Ruqaiya Hasan，李战子，James Martin，Christian M. I. M. Matthiessen，Clare Painter，彭宣维，Kazuhiro Teruya，田贵森和严世清。

从已经举办的九届系统功能语言学学术活动周看，每次活动周都有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知名学者主讲，这样就保证了学术内容的前沿性和权威性。参加人员主要是在校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人数每次都超过100人，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新生学术后备力量。学术活动周的举办保障了学术研究的可持续发展。

3.5.4 “功能语言学与语篇分析”高层论坛

在过去的10年里，中山大学组织召开了三个系统功能语言学方面的会议：“语篇与语言的功能”国际会议（1999年8月10-13日），“语篇与翻译”国际会议（2002年7月24至26日，参加会议的国际知名学者包括Basil Hatim, Mona Baker, Christina Schäffner）和“功能语言学与翻译研究”国际会议（2006年12月1-3日，邀请了德国Professor Julia House等国际学者以及张美芳教授、黄国文教授等作大会发言（参见王东风2006）。

从2006年起，中山大学开始主办“功能语言学与语篇分析”高层论坛（Symposium on Functional Linguistics and Discourse Analysis），至今已成功举办了四届。作为高层论坛，主要是邀请有关专家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系统功能语言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应邀参加论坛的演讲学者一共有22人（其中8位参加过两次以上的论坛）：Christian M. I. M. Matthiessen (Macquarie University, Australia), Canzhong Wu（吴灿中博士，Macquarie University, Australia），杨信彰（厦门大学），林允清（北京师范大学），杨炳钧（西南大学），常晨光（中山大学），李国庆（暨南大学），王勇（华中师范大学），黄国文（中山大学），Ruqaiya Hasan (Macquarie University, Australia), James Martin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Australia), Adriana Pagano (UFMG, Brazil) ，张德禄（中国海洋大学），方琰（清华大学），M. A. K. Halliday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Australia)，胡壮麟（北京大学），Kazuhiro Teruya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Pattama Patpong（Mahidol University, Thailand）, Paul Dwyer (University of Sydney), Michele Zappavigna (University of Sydney), Sue Hood（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张美芳（澳门大学）等。这些高层论坛都由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知名学者领头主讲，我国学者可以了解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发展的最新动态、最新成果和研究方法，同时又有机会与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者对话，并向他们介绍中国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情况和发展动向。

3.6　研究机构

1995年7月在北京召开第四届全国系统功能语法研讨会暨第二十二届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大会之际，经国家教委高教司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的批准，正式成立了中国“高等院校功能语法研究会”（中国功能语言学研究会）。2007年4月在江西师范大学召开的第十届全国功能语言学研讨会期间，成立了“中国英汉语篇分析研究会”，该学会是挂靠在一级研究会“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的名下。这两个研究会负责全国系统功能语言学研讨会、全国语篇分析研讨会和系统功能语言学学术活动周的组织工作。

2003年4月15日，“中山大学功能语言学研究所”在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挂牌成立。系统功能语言学创始人M. A. K. Halliday教授和知名学者Ruqaiya Hasan教授等人出席了挂牌仪式。2006年4月23日，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成立了“北京师范大学功能语言学研究中心”，国际知名学者Robin Fawcett, James Martin等参加了成立大会。中山大学功能语言学研究所和北京师范大学功能语言学研究中心都邀请了国内外系统功能语言学界的专家（M. A. K. Halliday, Robin Fawcett, James Martin，胡壮麟等）担任兼职教授或学术顾问。其他一些高等院校也有类似的功能语言学研究所，但就研究的队伍和活动的次数而言，都没有这两个机构规模大。国内有些学校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学科建设比较注重梯队性。中山大学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者中有21名是中山大学在岗的教师（其中15人具有“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著名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者Wendy L. Bowcher被中山大学正式聘为教授。

4　存在的问题

在过去的30年里，我国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在研究和应用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存在了一些问题。

4.1　介绍和应用多于原创性研究

从我国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者已经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专著看，介绍该理论或其中某一个观点的比较多，对理论本身的研究和探讨的比较少；把该理论或某一个方面应用于实践（尤其是话语分析、语篇分析和文体分析）的多，通过实际分析重新审视理论或理论中某一假说或原则的则比较少。因此，在理论的建构方面，我国学者的贡献就不会太大。

4.2　汉语研究成绩不大

系统功能语言学是一个普通语言学理论，它的研究对象是所有的人类语言。从文献上看，过去的30年里有学者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探讨汉语问题或进行英汉对比研究。与境外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者（如Halliday 1956, 1959, 1981, 1984, 1992; McDonald 1992, 1996, 1998; Zhou 1997; Halliday & McDonald 2004; Li 2008）的汉语研究相比，大陆学者的研究显得比较零散，不够系统，所以还谈不上建立起一个完整和系统的分析框架。有些研究还有“生搬硬套”的现象，没有系统描述和阐释汉语语言的自身特点（参见王红阳，黄国文2009）。

造成汉语研究成绩不大的原因主要是我国从事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的学者绝大多数是英语教师，汉语语言研究不是他们的强项。此外，这些学者与汉语研究者的合作也不多。这个问题在别的学科研究领域也是存在的，而且短期内是不可能解决好的，这就是学界上谈了多年的“两张皮”问题（参见沈家煊2001）。

4.3　重复性研究

国内很多学科的研究在某一特殊的阶段都存在着“跟风”现象。十几年前，中国系统功能语言学界的“跟风”现象比较严重，最近这些年有所改善，但“跟风”的现象还是存在的。很多人由于“跟风”，他们的研究可能只是重复性劳动而没有原创性可言。当然“跟风”现象在别的学科和研究领域也是存在的，而且最近十年尤为严重。中国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队伍如此庞大，这个问题有必要特别指出。

4.4　与国际学者的对话少

随着我国开放改革带来的经济发展，很多高校都有实力邀请国际知名学者来华作讲座，进行学术交流。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界的领头人Halliday, Hasan, Matthiessen, Martin, Fawcett等多年来多次来中国讲学和交流，但这种学术接触常常不是对等的，因为我国学者能够与国外学者平等对话的还不是很多，实际的情况是他们讲我们听。此外，尽管现在每年都有中国学者参加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大会（ISFC），但人数还不够多，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也不多。因此，在与国外同行进行学术对话与合作方面，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

5　发展前景

系统功能语言学在中国大陆的30年中，第一个十年（1977-1987）是起步阶段，第二个十年（1988-1998）是发展阶段，第三个十年（1999-2009）则是巩固阶段。中国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已经有了一支信念坚定，思想明确，经过严格学术训练的教学和研究队伍，这些学者分布在中国各地，他们都有团队合作精神和科研的力量。

在香港，有两所大学有着很强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队伍。香港城市大学2006年成立了The Halliday Centre for Intelligent Applications of Language Studies（韩礼德语言研究智能应用中心），主任由Jonathan Webster教授担任，Halliday是该中心的顾问（Centre Advisor），Ruqaiya Hasan是项目主任（Programme Director）。香港理工大学英语系主任Christian M. I. M. Matthiessen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第二代领导人，他手下有几位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者（包括Kazuhiro Teruya，徐训丰，Gail Forey等）。近年来，香港这两所学校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者与国内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者合作密切，并进行多层次、多方面的学术交流和学术合作（包括举行珠江三角洲系统功能语言学研讨会）。

从2000年起，我国的一些大型出版社（包括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再版了一批国外系统功能语言学专著。Halliday的《韩礼德文集》（Halliday 2002a/2007, 2002b/2007, 2003/2007, 2004a/2007, 2004b/2007, 2005a/2007, 2005b/2007, 2006/2007, 2007a/2007, 2007b/2007）, Halliday (1978/2001, 1994/2000), Halliday & Matthiessen (2004/2008, 1999/2008), Halliday & Hasan(1976/2001), Martin (1992/2004), Martin & Rose (2003/2007), Martin & White (2005/2008), Thompson (1996/2000, 2004/2008) 等。此外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领头人的一些著作也开始在我国出版，Halliday的Complementarities in Language
 （2008）和Matthiessen & Halliday的Systemic Functional Grammar: A First Step into the Theory
 （1997/2009）都是出版。这表明，今天中国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者应该不会像20年前那样缺乏国外出版的原文、专著和有关资料了。

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还会稳步向前发展，主要原因有：一、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基本框架已经固定，理论比较成熟，国内外都有一批坚定的研究者和应用者；二、这个理论注重“适用”（appliability）和“应用”（applicability），而且受到中国语言研究传统的影响（参见胡壮麟1991），因此适合在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生长；三、在国内多所高校开设的系统功能语言学课程和在全国各地定期召开的学术会议对巩固、发展这个学科领域起了重要的保障作用；四、中国已经有了一支人数较多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队伍，他们的团队力量和合作精神有利于这个学科的发展和壮大。

综合研究现状来看，中国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在以下四个方面可以有新的突破和发展。

5.1　追求原创性和本土化

我国外语界的很多研究缺乏原创性和本土化，这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要有原创性和本土化，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一、用该理论研究汉语，对汉语语言的特点进行系统、全面的描述和阐释，以此建立起一个完整和系统的综合分析框架。二、进行英汉对比研究，尤其是从类型学角度研究这两种语言的异同，并在不同的语言层次上进行深入探讨，最终从类型学角度进行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解释（参见Caffarel et al
 . 2004）。三、把理论运用于翻译研究中。国外有很多人把这个理论运用于翻译研究（如Catford 1965; Bell 1991; Baker 1992; Halliday 2001b, 2009; Matthiessen 2001; Steiner & Yallop 2001），国内学者也有一些尝试（如黄国文2006，2009b；尚媛媛2005；李发根2007；司显柱2007；王鹏2007）。无论是研究汉语，还是进行英汉对比或翻译研究，中国人都有一些国外学者所不具备的优势，因此，进行原创性和本土化就不是不可能。如果我们能够与国内汉语界的学者合作，就更容易出成绩。

5.2　注重跨学科的研究

胡壮麟（2007b）在《谈语言学研究的跨学科倾向》一文中明确指出，语言学研究的跨学科发展这一趋向有它的哲学理据，“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观，到20世纪末认知科学的隐喻理论和概念整合理论的内涵，新技术的发展和它所导致的多媒体、多模态和多元智能的出现，以及连接主义学习理论的探索，都证明了跨学科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因此，语言学研究需要注重跨学科的研究，这样我们就能对复杂的人类语言有更加深入的认识和了解。这些年有不少系统功能语言学者从跨学科的角度研究语言的理论与应用（如语言与计算机和语言生成），也有人把认知科学和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结合起来（如Fawcett 1980; Halliday & Matthiessen 1999），从语言的意义角度来探讨人类认知能力的发展，研究人类识解世界经验的机制。其中Halliday & Matthiessen（1999）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视角研究认知能力的发展和识解经验的论述，对我国的学者有重要的影响。

5.3　重视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既然要注重跨学科的研究，那研究的方法和研究问题的途径就必然要多元化。就语料的获得而言，除一般的获取研究例子的“内省法”（introspection）和“探问法”（elicitation）外，应该多采用“观察法”（observation）。使用观察法，目前最有效的办法是采用“基于语料库”（corpus-based）的方法。就分析而言，描述分析和统计分析都可以结合起来使用。当然，采取哪一种方法要视具体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而定，因为没有一种方法总是最好的。就我国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而言，采用“基于语料库”的方法和统计分析目前是比较少的。近些年来厦门大学杨信彰（2006）以及与厦门大学联系紧密的学者一直尝试结合语料库从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探讨语篇类型问题。

5.4　加强与国际学者的对话

中国学者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得到了国际学者的认同。境外多所著名的大学（如澳大利亚的The University of Sydney和Macquarie University）多次邀请中国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者为他们评阅博士论文，境外著名的出版社（如英国的Routledge, Continuum, Equinox）也多次邀请我国这一研究领域的学者为他们审阅书稿。有多位中国学者（曾）被聘请为国际语言学杂志（如Social Semiotics, Functions of Language,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Linguis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的编委或顾问。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协会执行委员会（Executive Committee, International Systemic Functional Association）的唯一一名副主席2005-2008年由方琰担任，2008-2011年由黄国文担任，该委员会的七名国际委员中也有中国学者（黄国文2005-2008；朱永生2008-2011）。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机构中担任这么重要的职务，说明中国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在国际舞台上是有地位的。

中国学者要走向世界，首先要有与国际学者对话，而且对话必须是平等的。我们向他们学习，我们也要有自己的东西给他们，这样才称得上是“互相”学习。这其实也涉及到研究必须具有原创性和本土化特点。同时，我们要了解别人（尤其是国际领头人物）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国际的研究动向，扩大我们的学术视野和研究领域。邀请国际著名学者来华讲学还要继续，但我们也应该练好内功，有与他们平等对话的能力。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大会已经在中国召开两次（1995：北京大学；2009：清华大学），中国还有多所大学与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主要人物有密切的学术联系和合作，目前与国际学者平等对话的中国学者虽然不是特别多。但只要我们努力，中国的学者将会走向世界，并在国际的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6　结语

中国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已经走过了整整30春秋。有很多院校和机构为系统功能语言学在中国的传播、学习和研究给予了大力支持，作了很多贡献。今天我们的学术研究环境和研究条件比10年、20年前好多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也更加成熟了。因此，我们坚信，中国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者在今后一定会做得更好，国际学术界将会有更多的中国学者受到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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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文章原载于《外语研究》2010年第5期，本集收录时参考文献格式略有改动。


〔2〕
 文章原载于《外语教学与研究》2000年第1期，本集收录时参考文献格式略有改动。本篇在国际学者姓名格式上未作统一处理，保持原作风貌。


〔3〕
 文章原载于《当代语言学》2004年第1期，本集收录时参考文献格式略有改动。


〔4〕
 文章原载于《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中国外语教育发展论坛》（庄智象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年），本集收录时参考文献格式略有改动。


第二篇

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基础与发展研究

前沿动态

本篇从理论探讨和研究方法论方面描述我国系统功能语言学界的传统研究项目、关注热点以及最新的研究动态。所收录论文分为核心理论研究和理论发展研究两大部分。核心理论研究部分包括胡壮麟的《有关语篇衔接理论多层次模式的思考》，李战子的《功能语法中人际意义框架的扩展》，朱永生、严世清的《语法隐喻理论的理据和贡献》和张德禄的《语类研究理论框架探索》；理论发展研究部分包括廖楚燕的《加的夫语法的若干问题探索》和姜望琪的《语篇语义学与评价系统》。

在核心理论部分，我国目前的研究主要到涉及元功能、语法隐喻、功能句法和语类等四个领域。

一、元功能研究。我国学者对于系统功能理论研究最早，最熟悉，发表文章最多的当属对三大功能的研究。其中以语篇功能的研究最为突出。而对语篇的研究，成就比较明显的是对主述位的研究和对衔接和连贯的研究。徐盛桓是我国最早研究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学者之一，他最突出的贡献是对主位和述位的研究（参见徐盛桓1982，1985）。徐盛桓（1982）探讨了在运用述位对主位进行揭示和阐述的过程中，连贯话语各句的主位和述位的相互衔接、照应和过渡的规律。他提出平行性、延续性、集中性和交叉性四种主述位发展模式。同时他还讨论了主位和述位的迁移现象以及可能的成因。徐盛桓（1985）还探讨主述位和新旧信息的关系问题。他强调，无论主位还是述位，其信息的性质不是固定在已知信息和未知信息这两极上，而是可能在两极之间游移，因此不必要求述位一定是新信息。主位和述位是通过相互作用来传递话语内容的，共同作为交际动力推动话语的发展。他的讨论照应了Halliday理论的核心思想之一——语言的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

如果说胡壮麟（1994）是胡教授研究衔接的成果的集大成，那么本文集收录的这篇文章则浓缩了他研究思想的精华部分。胡教授没有拘泥于Halliday（衔接）理论的框架，而是从指称性、结构衔接、逻辑衔接、及物性、主位结构到音系衔接等方面重新构建语篇衔接的多层次模式。他的分析颇具系统性和层次性，特别是他对音系衔接的细化和拓展，使得这篇文章成为在语篇衔接分析方面的经典之作。

张德禄教授的《论语篇连贯》（2000）与胡教授的文章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一个讲衔接，一个说连贯。张德禄（2000）区分了衔接与连贯两个理论概念，并着重指出连贯的四个属性：分级性、连接性、整体性和功能性。同时他还特别强调语域在语篇连贯中的使成作用，是使衔接机制成为语篇连贯的标记。两篇文章放在一起来读，不但可以理清衔接和连贯两个容易混淆的系统功能核心概念，而且让我们看到两位教授对这对理论概念的拓展和深化的分析。这告诉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要批评地接受别人的观点，哪怕是经典的理论观点。

李战子教授多年来一直从事人际意义的研究，李战子（2002）是她在人际意义研究方面的代表著作。在这篇文章中，李教授提出应该把人际意义的研究从词汇语法层面扩展到包括语篇层面和社会层面在内更多的语义资源，她试图构建一个更面向话语而不是书面语篇的人际意义模型，来描述话语中多个声音和多种价值与读者的互动。在这个人际意义模型中认知、评价和互动是决定要素。李教授的独到见解在于她把人际意义的研究扩大到了小句之外，从而大大拓展了人际意义的资源潜势。

在人际意义研究领域，杨信彰教授的《语篇中的评价手段》（2003）从评价的角度拓展了对人际意义的研究。他认为识别评价意义不但应该在词汇层上进行，而且还需要在语法层上进行，需要从整个语篇的角度来审视各种评价手段的系统性，因为评价意义是语言各个系统共同作用下产生的。在这篇文章中，杨教授认为人际意义不应停留在描述层面，应该深入到阐释的层面上，去描述分析语言使用者使用语言时所表达的对人对事的观点和态度，即语篇中思想意识的生成和表现形式。他还特别提到了Halliday等人都没有提及的小句的逻辑语义系统、信息单位和及物性系统中也存在着表示评价的人际资源。需要指出的是，杨教授是采用Halliday人际意义理论来作评价研究的，这和后面要谈到的评价理论（如Martin & White 2005）完全是两回事。

二、语法隐喻研究。语法隐喻一直是我国系统功能语言学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朱永生和严世清的《语法隐喻理论的理据和贡献》从宏观的角度探讨语法隐喻，文章通过追溯语法隐喻理论的语言哲学思想渊源，指出Halliday倾向于接受介乎构建主义和非构建主义之间的折中主义隐喻观。文章还区分了“一致性”和“不一致性”这对让人头疼的语法隐喻关键词。重要的是，他们把语法隐喻理论放在更广阔的隐喻学的构建中，指出语法隐喻和词汇隐喻是隐喻的两大归类方法。同时，他们认为语法隐喻具有认知价值。人们通过隐喻认识世界以及语言通过隐喻构建人的认知不仅反映在词汇层面，而且还体现在语法层面上。

关于语法隐喻，我们认为刘承宇（2005）也值得一读。文章从微观上对语法隐喻进行探讨，通过探讨语法隐喻的词汇语法特征，描述和解释概念隐喻和人际隐喻在语义和词汇语法层的共性和个性。文章发现两者都涉及某种级转移，但在向度上存在逆向性规律：概念隐喻涉及的是从上往下的级转移，而人际隐喻涉及的是自下而上的级转移。

三、功能句法研究。我国功能句法的研究开始于90年代初期（如胡壮麟1990），但真正兴起和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才不过十年左右的事情，重要的标志是黄国文的两部专著（黄国文1999，2003）。另外，黄国文（1998）从研究方法论探讨功能句法分析。文章从递归和级转移角度讨论系统功能句法分析中对含有从句的小句复合体的处理，具体讨论英语中关系小句、补语小句和状语小句的归属问题。不同于Halliday等大多数学者的观点，黄教授认为小句复合体中的次要句是嵌入句，而不是依赖句。

关于功能句法研究，黄国文（2007）也是很有影响力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关于系统功能句法分析的目的和原则的。他指出功能句法分析时应更多考虑功能和语义的因素，因为功能句法分析的目的是研究形式怎样体现意义，怎样为意义服务的。不能无目的地为分析句法而分析句法。他强调在进行功能句法分析时，有三条互相联系的原则应该遵守：以功能为导向的原则，多功能性的原则和以意义为导向的原则。黄教授的这两篇文章对于方兴未艾的功能句法研究无疑具有建设性和指导性的作用。

另外，何伟（2008）总结了系统功能语法的时态系统。文章报告了时态现象在十个方面的研究情况，包括时态的定义、分类、基本特征、与时间环境成分的关系、小句层次性、基本原则和运作原则、非限定小句中的时态、限定性和非限定性动词形式的次要意义、时态隐喻和不同类型语篇中的时态等。

黄教授等学者在功能句法领域的研究表明，我国的系统功能理论中的句法研究不但有明确的方法论作指导，还有我们自己的特色。它会日趋走向成熟，并逐渐具有规模性和系统性。

四、语类研究。我国的语类研究也是近十几年来逐渐慢热的研究课题。比较早的关注见于方琰（1995）对语类结构潜势的介绍。在语类研究方面，方琰教授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如方琰1998）。方教授第一个将genre译为“语类”，并为学界所广泛接受。她指出虽然在语类的研究上存在语境的内容、层次、语类实现模式方面的分歧，但在三个方面就语类的特点存在共识：语类是文化的反映，因此具有很强的社会属性；任何一种语类都有一个总体目标；语类是通过语境变量和语域变量配置所决定的成分或步骤在词汇－语法层上得到实现或体现出来的。这个概括是提纲挈领式的，高度概括了语类作为一个理论概念的基本特质。方教授强调语类意识的培养，认为实现语类的语类结构潜势和纲要式结构对教学有重要的实际指导意义。有关语类结构潜势在英语写作教学中的应用方面的研究，可见蔡慧萍、方琰（2007）。

张德禄的《语类研究理论框架探索》侧重对语类研究的框架构建。文章通过对现有的包括Hasan语类结构潜势在内的七个语类研究理论框架的介绍和评价，提出了一个同Halliday理论体系一致的语类研究框架。该框架的构建与Hasan的思路相同，不同的是，张教授融入了由非语言特征体现的语类结构成分，包括必要成分和可选成分。他认为语类研究是对语篇整体进行摸索的新研究领域，没有像语法研究那样有系统一致的研究原则和方法，因此语篇层次的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说方教授的文章解释了与语类相关的基本概念，那么张教授则致力于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分析语类的框架。

总体看来，在核心理论研究这一部分，我国学者的研究关注点多数围绕着元功能、语法隐喻、功能句法和语类这四个板块。在每个领域都有较为突出的研究成果和研究特色。从整体看，这部分我们起步最早，作品最多。所以我国的系统功能学者大部分还是从事第一类研究，即跟随Halliday传统的研究，致力于把他的理论传播、发扬、发展和深化。

在理论扩展部分，我们设置了加的夫语法和语篇语义学与评价理论两个专题。

黄国文（2008）从宏观上为加的夫语法定性，对加的夫语法作了认祖归宗的梳理，理清了加的夫语法同Halliday理论的关系，指明它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系统功能语言学这种“语言”的一个“方言”。廖楚燕的《加的夫语法的若干问题探索》讨论了加的夫语法的核心概念，如语义系统、句法类别、体现规则和小句分析树形图的处理。还通过对主要动词、“位置概念”、疑问句的分类、语调与标点符号等的讨论，比较了加的夫语法和Halliday的语法理论之间的差异。

王振华（2001）和王振华、马玉蕾（2007）对评价理论从创新性、一致性、概括性、解释性和通俗性方面论证其作为一个理论存在的必要性，并就现在存在的关于评价理论的问题，如术语的晦涩性，分析时的取词标准，人品与物质的界限，态度的级差和实用性作了回答和消解。他们还指出评价理论是对Halliday人际元功能在词汇层面的发展。

姜望琪的《语篇语义学与评价系统》梳理了Martin语篇语义学的发展阶段，并指出评价理论处于语篇语义研究的第三个阶段。文章认为，Martin & White（2005）的出版表明评价理论已经成熟，成为语篇语义学研究的新阶段。这篇文章的亮点在于，姜教授在更大的语篇语义的框架中看评价理论，追溯语篇语义学和评价理论的关系，指出评价系统是语篇语义学的语篇系统之一。他认为，评价系统是一个置于语篇语义学层面的人际系统，与协商系统和参与系统一起表达人际意义。文章清楚地描绘了Martin等人的语篇语义学理论和评价理论的发展脉络，清晰地追溯了评价理论的渊源以及与语篇语义学的关系。

显然，评价理论研究现在是研究热点，而加的夫语法研究也正处于升温状态。对于感兴趣的学者来说，了解它们与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关系，掌握各自的研究特点，是进行相关研究必不可少的前期工作。我们希望，这几篇文章能达到上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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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有关语篇衔接理论多层次模式的思考
〔1〕



胡壮麟

1　引言

受中国语法学家王力等“承上说”的启示，英国语言学家韩礼德于1962年首次提出“衔接（cohesion）”概念（Halliday 1962；胡壮麟1991）。在这个最早的框架中，韩礼德区分了语法衔接和词汇衔接两大类，前者进一步分为结构衔接和非结构衔接，后者则分为词汇重复和词汇集。这一模式日后被韩礼德－哈桑重新组合为照应、替代、省略、连接和词汇搭配五种衔接方式（Halliday & Hasan 1976）。该书出版后，在语言学界引起了震动，成为语篇分析研究的一个突破点。本文重点回顾衔接连贯理论在三十多年里取得的进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多层次的模式。

2　对传统衔接模式有哪些新的认识

韩礼德－哈桑早就把省略看作是零式替代，为此，我曾把衔接归纳为四大类，即照应、句法衔接、连接和词汇衔接（胡壮麟1994），这与韩礼德1986年的模式基本对应。

从以后的文献来看，在词汇衔接上无重大分歧，但对其他三个范畴在认识的内涵和深度上有所变化。

2.1　指称性

指称性包括韩礼德－哈桑的照应与指称关系。照应着重对语言中某词项作表达时的语义分类，如人称、指示和比较。指称关系指该表达形式和语言中的某词项或语言外的实体或思想的索引关系。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注意。

其一，这个系统在指称功能外似应包括莱因斯所报道的社会功能，如社会地位低下者对居上者所使用的称呼与同辈之间所采用的称呼会有不同（Lyons 1977），我本人曾对茅盾《子夜》的主人公吴荪甫的称呼作过分析，如他在不同场合被不同人称为“三先生”、“三老爷”、“三哥”、“三弟”、“表叔”、“吴老板”、“荪甫”等，视彼此地位的不同而定。在传统衔接模式中这一现象放在词汇衔接中处理，但指称性和词汇衔接的根本区别在于认同性。当称呼涉及同一话语参加者时，不妨把它看作指称性更妥。

其二，有些指示成分在语篇中无前提项，如例（l）。这时，代词相当于专有名词，给人的印象是读者个人对这位女主人公很了解。





（1）She is foremost of those that I would hear praised.

　　I have gone about the house, gone up and down

　　As a man does who has published a new book,

　　On a young girl dressed out in her new gown,

　　And though I have turned the talk by hook or crook

　　Until her praise should be the uppermost theme, ...

——Yeats, Her Praise






其三，在我的观察中，指示代词的远近性原则在语篇中并不总是适用。在同一语篇中指示处于同一距离的所指对象既可用“这”，也可用“那”。





（2）吴老太爷看见一团蓬蓬松松的头发乱纷纷地披在白中带青的圆脸上……蓦地这披头发扭了一扭……四小姐擦着那披头发下去了。

——茅盾，《子夜》





对例（2），我们可用“第一次提及”（指近）和“第二次提及”（指远）作解释，但同一小说中我们可找到反例（见例3）。第一次提及的为“那”，第二次提及的为“这”。





（3）但在游廊的最前端，靠近着一道门，却有一位将近三十岁的男子……时时把眼光射住了身边的那一道门。这门现在关着。

——同上





如何说明这一现象呢？这里涉及到角色的思维活动。在例（2）中，吴老太爷的视线集中在一位“披头发”的女孩子身上，当他的视线转到四小姐身上时，对披头发所用的指示代词由“这”变为“那”。例（3）的作者宛如一位摄影师，镜头由远而近，虽然拍摄对象本身没有移动，却显得越来越大，越来越近，这样心理上的距离替代了实际距离。

隐性照应有时可通过逻辑推理来体现（Clark 1974; Rochester & Martin 1977）。在例（4）中，（i）句和（ii）句的指称关系是清楚的，（ii）句中的him/he/his回指（i）句中的The chauffeur，而（iii）句中的The chauffeur在前文中也出现过。但（iii）句中的the bell和（iv）句中的The door均为首次出现，却都带有定冠词。这种现象要以“搭桥”（bridging）理论加以解释（Martin 1992），因为主人公深夜回到他居住的公寓大楼，经my flat搭桥，“按铃入门”合乎常理，按的是他住处的铃，进的是他住处的门，故仍然符合上述的认同原则。





（4）... (i) The chauffeur drove me around to my flat. (ii) I gave him twenty francs and he touched his cap and said: 'Good nigh, sir,' and drove off. (iii) I rang the bell. (iv) The door opened and I went upstairs and went to bed.

——Hemingway, The Sun Also Rises






其四，由搭桥可联想到语篇中的“零式指称”，这在汉语语篇中最为常见（Li & Thompson 1979; 胡壮麟1994），在这一点上，究竟应归入指称性范畴中探讨，还是放在省略范畴中探讨，至今还没有定论。

2.2　结构衔接

我把韩礼德的“替代”和“省略”改称“结构衔接”出于两个原因。首先，替代和省略的信息必须通过两个结构的比较才能回收，如比较名词词组结构，动词词组结构，以至小句等。其次，结构衔接可包含韩礼德–哈桑模式中所未能涉及的现象，如例（5）中I know it的重复，不能简单地看作是I, know, it等词汇的重复。





（5）'You don't know him like I do, Jake. That's what he wants to do. I know it. I know it ...'

——Hemingway, The Sun Also Rises






根据结构的排比性，在下例中有两次“添加”现象，Nothing与Absolutely nothing, I'm through with them与I'm absolutely through with them，后句中的absolutely都是在前句的结构中添加进去的。显然，把前句视为对后句的省略是不合适的。





（6）'What do you hear from the States?'

　　'Nothing. Absolutely nothing.'

　　'What's the matter?'

　　'I don't know. I'm through with them. I'm absolutely through with them.'

——Hemingway, The Sun Also Rises






这一原则也适用于替代和省略的共现情况，可称之为“交替”（alternation）。试比较例（7）各句中的Cannes，Monte Carlo和everywhere在相似结构中的交替。





（7）'That's better. Very funny,' Brett said. 'Then he wanted me to go to Cannes with him. Told him I knew too many people in Cannes. Monte Carlo. Told him I knew too many people in Monte Carlo. Told him I knew too many people everywhere. Quite true, too. So I asked him to bring me here.'

——Hemingway, The Sun Also Rises






结构衔接中偶然有“拼合（merging）”的情况，在例（8）中，尽管joke和laugh有词汇搭配关系，但完整的意义需将两个说话人分别说出的it was a joke和to laugh at拼合而成。





（8）'Oh, it was a joke, then, ' Mrs Raddocks said.

　　'Yes, ' said Georgette. 'To laugh at.'

——Hemingway, The Sun Also Rises






“拼合”往往出现在以下情景里：第一个说话人一时语塞，听者帮他把话说完；第一个说话人欲言又止，把话留给对方，听者急不可待，抢着发言。

2.3　逻辑连接

有人把连接看作是语法衔接的一种（Jin 1982），我认为逻辑连接更着眼于语义。因为体现连接的手段不限于传统语法中的连词，也可通过副词、介词短语，以至零形式体现。如通过使用later, consequently, the next morning, as a matter of fact, to conclude等词语，人们可以掌握句与句之间的连接关系，或预知下句的可能语义。

系统语法学家在这个范畴上分歧不大，但韩礼德与马丁在分析尺度上不同。韩礼德分析句与句之间的连接，如例（9）；而马丁分析小句与小句之间的连接，定谓的与不定谓的均在分析之列，如例（10）（Martin 1979）。





（9）He was very uncomfortable. Nevertheless he fell asleep.

（10）You need to cleanse the skin well, (then) to use a good cleaner.





从理论上说，马丁的意见持之有故，因为系统语法把小句作为语法的基本单位，句子只是书写单位（Halliday 1985）。从实践角度看，马丁的方法过于繁琐庞杂。为弥补这个差异，韩礼德后来专辟小句复合体一章，分析其逻辑语义关系，逻辑关系表现为并列与主从关系，语文关系按详述扩展和增强来说明小句的语义展开。

语篇中句群的联系不是小句联系的放大。如传统语法中并列连接的规则在语篇中并不总是适用。在例（11）中，and连接一个提问和一个陈述，在例（12）中and连接一个称呼语和一个陈述。





（11）'Nice of you,' said Brett. 'Mummy would be pleased. Couldn't you write it out and I'll send it in a letter to her.'

——Hemingway, The Sun Also Rises


（12）'Yes，Monsieur Barnes. And that lady，that lady there is someone...'

——Hemingway, The Sun Also Rises






句子的连接不一定非得依赖连接词，零形式并不影响语义的连贯，无损于语义的衔接，且行文显得简洁。

3　其他功能范畴是否能表达衔接意义

传统的衔接模式基本上着眼于词汇句法层。近二十年来，对其他功能范畴在语篇衔接中的作用已有报道，如主位—述位（词汇语法层），及物性系统（语义层），已知信息和新信息（音系层）。

3.1　及物性

及物性是我们对主客观世界经验的反映。由于及物性把小句作为表达的基本单位，人们对它的认识常局限于小句，很少从语篇的高度去探讨。韩礼德就戈尔丁的小说《继承者》分析其及物性并讨论其文体特征，这是有关语篇生成的历史性尝试，也可看作对语篇衔接的重大贡献。但韩礼德在《功能语法入门》有关章节中的所有例子都限于句子，美中不足。在我看来，及物性在语篇衔接中的作用还是应当肯定的。我认为对某一过程选用的相对频率可体现一个语篇的某些特征。在例（13）中有三个以look体现的感知型心理过程。第二个look（ing）表明观察者处于与被观察者同样的低沉心情，颇有“于无声处听惊雷”之感。





（13）And Xenophon looked upon Marathon. Mr Dedalus said, looking again in the fireplace and to the window, and Marathon looked into the sea.

——J. Joyce, Ulysses






我对澳大利亚广播电台的新闻分析表明，新闻广播稿中有较大频率的言语过程，如Ron Sinclair reports from Canberra that ..., Union officials said yesterday that ..., and “In Rhodesia, ... had pleaded not guilty.”在全部171小句中，言语过程达27，占15.8％，仅次于物质过程。

海明威作品的文体特征是大频率的零式言语过程。他有意识地避免使用报道小句，使谈话节奏急促，给读者亲临现场之感。

按理说，每一种过程要求有相应的参与者和环境因子。如这些成分不协调，交际会陷于困难。但有时说话人故意为之，这时便要对语篇意义重新解释。最典型的例子为例（14）。文中的言语过程和心理过程要求特征为人类的参与者，但我们仍然感到语义连贯，因为它反映的是想象中的童话世界。





（14）The Dormouse slowly opened its eyes. 'I wasn't asleep,' It said in a hoarse, feeble voice, 'I heard every word you fellows were saying.'

　　'Tell us a story!' said the March Hare.

　　'Yes，Please do!' pleaded Alice.

——Alice's Adventures in the Wonderlands






韩礼德对及物性的另一巨大贡献在于他指出当一个过程涉及两个参与者时，便有一个语态选择问题。在英语科技文体中被动语态的频率高于其他体裁。这是因为这种体裁关心的是结果和事实，而不是动作者。

3.2　主位结构

韩礼德在给主位下定义时曾说，“句首的第一位置不是主位的定义，它仅是在英语语法中体现主位功能的手段。为什么如此界说主位功能没有必然的原因，如上所述，有些语言的主位范畴在功能上相同于英语，但表达方法截然不同”。在日语中有一个后置词-wa，它表示在该后缀之前的为主位（Halliday 1985）。但分析韩礼德所提供的例句，主位都占句子首位。如果主位在首位以外的位置上出现，又如何成为话语的“出发点”呢？由此可见，“出发点”和“句子首位”是紧密相关的（胡壮麟1992）。





（15）はたしは（T）︱日本语を勉してぃる（R）。

　　（我在学习日语。）





我更想指出的是-wa只是一个主位标记，真正说明主位功能的应是占句子首位具有“出发点”功能的概念。没有这个后跟-wa的成分也可充任主位，如：





（16）記念品を（T）︱持って来ました（R）。

　　（纪念品拿来了。）





由于这些成分的后缀也可出现在其他位置，因而不能把它们看作主位标记，这样主位功能只能由句首位置体现了。

在讨论多重主位时，韩礼德提供了英语的主位结构，即各主位排列顺序当为语篇主位、人际主位、概念主位。只有概念主位，即句子的主要成分，如主语、补语、谓语动词和状语出现后，才能穷尽其主位意义，例（17）中的a ship是属于概念主位的主题主位。





（17）"And (T-Text) sooner or later (T-Int) a ship (T-Id)︱will put in here(R) ...”

——W. Golding, Lord of the Flies






应该肯定，韩礼德提供的结构符合多数情况，故我建议把韩礼德提供的结构叫做“小句复合体的非标记主位结构”（the unmarked thematic structure of clause complex），不符合此常规者为标记的。

简单主位、多重主位和句式主位都是在句子范围内作用的。语篇中有没有大于句子的主位？在这个问题上，较多人倾向于把段落的主题句等同于段落主位。主题句的概念有时可视为段落的主位，但并不总是如此。首先，主题句不是主位的延伸。主位功能应是说话人组织话语的出发点。因此说话人可从主题主位出发，但说话人也可从时空、方式等概念出发，也可从自己的判断出发，或从与前段的逻辑联系出发，而主题句是以中心内容为基础的。其次，主位应由句首或段落首位来体现。如在其他位置出现，便难以实现出发点的功能。相比之下，主题句的位置不很固定，它甚至可在段落末出现。最后，主题句常见于论辩文体，不一定在所有段落中出现，而段落主位则应在每一段中都能找到。

3.3　音系衔接

语言是多层次的，它包括语义层、词汇层、句法层、音系层等。如果衔接可由词汇层或句法层体现，在音系层也应当有反映。但在衔接文献中这方面的报道不多。

韩礼德和其他英国语音学家（1967/1970）早就观察到英国英语有五个简单音调和两个复合音调。这一区别显示英语口语语篇的规律性。对音调的选择与说话人所想表达的语意有关。这一认识进一步发展为tone sequence（音调序列）和tone concord（音调和谐）（Halliday 1985），这在音系层体现语篇衔接意义起积极作用。

除了韩礼德所提到的外，我想补充以下几点。

一、说话的规则决定对音调的选择。当说话人选择第3调时，这意味着他想继续说话，此时听话人不宜插入，当他使用第2调时，另一方应当说话，作出反应，不然，违背了说话规则。

二、言语参与者的社会地位会影响对音调的选择。当上级与下级谈话时，更多使用第1调，因为他作指示较多；当下级与上级说话时，倾向于使用第2调或第3调，因为他常寻求上级的指示或对自己的意见不敢肯定。

三、一般认为，音调选用不当，会导致交际失败。但听者应弄清楚说话人的真正意图。他有时会有意选择一种音调，如第4调、第5调或第53调，以表示某种隐含的语意。

四、对音调的选择可体现某语篇或体裁的特征。我对澳大利亚新闻广播的音调分析可说明此点（Hu 1980a）。尽管英语中一个调群与一个小句相对应，为了让听众抓住更多的信息，他便有必要使用更多的调群。由于广播员很难向听众提出无法直接回答的问题或不准向听众流露本人的观点或情绪，在新闻广播中未发现第2调、第5调和第63调。

五、我还认为，头韵、半谐韵、辅韵和正韵都有助于表达语篇语义。当音系型式超越句子的界定时，更是如此。我曾分析狄伦·托马斯的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一诗（胡壮麟1985），注意到该诗的主题可体现在不同的层次上。





语义层　death life

词汇层　night day

音系层　/naɪt/ /deɪ/

语音层　[aɪ/eɪ/n/t/d]





我们发现，死与生这个主题在词汇层上是通过night和day体现的，而night和day在音系层上表现为/naɪt/和/deɪ/，故诗中的正韵其实可分为两组：





— night, light, right, bright, flight, sight, height

— day, they, bay, way, gay, pray





同样，该诗的半谐韵也是按[aɪ]和[eɪ]分成两组：





— night, dying, light, lightning, crying, wild, blinding, blind, eyes, like

— day, age, rave, wave, frail, rage, against, late, grave, blaze





该诗的头韵和辅韵由[g, n, b, d, s, l, t] 7辅音体现，共出现45次。但构成/naɪt/和/deɪ/的3辅音[n, t, d]分别出现8、14、6次，占头韵和辅韵总数的62.2％。

4　从衔接到连贯

韩礼德的衔接理论问世后，便出现“衔接”不等同于“连贯”的争论。我认为这两者互相紧密联系。衔接可理解为语义与其在语言中表现形式的关系，而连贯则为语义和语境的关系（Crystal 1985）。目前所见到的只有连贯不要衔接的反例多半是人造的语段，或者从一个完整的语篇中断章取义地抽出几句话，硬把原有的衔接现象抛开不谈，不太令人信服。尽管如此，一个完整的语篇必然要考虑到语言使用过程中的其他因素。

4.1　语境

就语境而言，可区分为语言语境（上下文）、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

语言语境可以乔伊斯的作品为例。他的作品被认为思维时断时续，互不连贯，难以理解。例（18）中各句跳跃式发展，头绪纷杂。





（18）(i) A kidney oozed bloodgouts on the willow-patterned dish: the last. (ii) He stood by the nextdoor girl at the counter. (iii) Would she buy it too, calling the items from a slip in her hand. (iv) Chapped: washing soda. (v) And a pound and a half of Denny's sausages. (vi) His eyes rested on her vigorous hips. (vii) Woods his name is. (viii) Wonder what he does. (ix) Wife is oldish. (x) New Blood. (xi) No followers allowed.

——James Joyce, Ulysses






事实上，这段截取的语篇由三条线组成，即作者的客观描写，主人公Bloom对周围世界的观察，和客观世界在他脑海中的反映。这三条线纵横交织，一旦理清其脉络，理解不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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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语境指语言外的事件、参与者和时空因子。对语篇的理解有时需结合这些非语言因素。

任何语言使用者都属于一个有独特历史、文化、习俗、行为、习语和价值标准的言语社团，在使用语言时必然会反映出来，这时就要参考其历史文化语境来理解某语篇。

4.2　语用学

言语行为、合作原则、礼貌原则等语用学知识有助于语篇连贯。但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

首先，现行的研究偏重于分析句子，对这些原则在语篇范围内的应用研究很少。

其次，一个言语行为有时有不止一个施事行为。在戈尔丁的《蝇王》中，例（19）是孩子们高呼的口号，纯属逗乐，但对口号制造者Jake来说却是暗藏杀机。





（19）“Kill the pig! Cut his throat! Kill the pig! Bash him in!”





最后，不是所有言语参与者都能抓住说话人的隐含意图，如《傲慢与偏见》中贝奈特先生使用若干个施事行为，以表示对妻子干预女儿婚事的不满，而贝奈特太太愚昧不堪，不识丈夫用意。

4.3　语篇结构和语篇成分系统

语用分析揭示，一个语段可以有多层隐含的语义。要想预知其正确的语义，便有必要掌握语篇结构，通过某句话在结构框架中的位置找到它的语义。为此，系统语法学家有不少人在研究语篇结构（Coulthard & Brazil 1981: 83; Stubbs 1983）。但语篇的表现形式千变万化，就语场而言，有政治的、法律的、经济的、体育的……；就语旨而言，有僵化的、正式的、一般的、随意的、亲昵的；从语式而言，有书面的、口语的、为读而写的、为写而读的，等等。这样，就出现了“摘要—取向—过程—结论—评论”的叙述结构，有买与卖的交易结构，有论辩结构，有诗歌结构，不一而足。显然，要概括一个涵盖一切语篇的结构几乎不可能。因此，有的语言学家满足于描写较简单的“邻近配对”、“话轮转换”等微观结构。

但更重要的是，人们又回到长期的论争中去，是结构先于系统，还是系统优于结构。对此，Burton和Butler沿着Sinclair和Coulthard的路子，研究描写各种构成语篇主要成分的可供选择的系统网络，保持了系统语言学的本色（Burton 1980, 1981; Butler 1985）。这个网络自上而下分为交往、交易、交换、步和行为五个等级。他们认为语言使用者根据不同情景和需要在网络中选择，从而得出具体的语篇结构。

5　结语

根据以上的讨论，我认为语篇衔接和连贯是多层次的。1）社会符号层。我们不妨把语境和语用学列入这个层次；“意识形态”也可放入此层次。2）语义层。除及物性外，有逻辑连接和语篇结构。所谓语篇语义学（Martin 1992: 38）实际上是通过逻辑连接构筑各个过程。3）结构层。包括结构衔接和主位结构。由于句首地位的重要性，把它看作在结构层次上起作用更妥。4）词汇层。将照应和指称性也放在此层，因为词汇是过程、参与者和环境因子的形式体现，而照应和指称性不过是这些形式的形式而已。归根结蒂，它处理的是词语的问题。5）音系层。包括语调（语调选择、音调序列和音调和谐）、新信息和已知信息、语音型式等。

需要说明的是，网络中有一个语义层，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各层次不表示语篇意义。在功能语法中，各层次对语篇的生成及意义都起作用。这里只是说有关的衔接和连贯范畴主要是在语义层实现的。同理，有些范畴与其他层次也有联系，如已知信息和新信息分布的非标记形式就有一前一后的问题。这就需要一个更为清楚也更为复杂的网络来表示。就精密度来说，各范畴可进一步区分，如逻辑连接可进一步描写为“添加”、“让步”、“因果”和“时空”等，这每一小项还可细分，直到接近具体词汇，无法再分为止。在这个框架中，还可加进其他层次和范畴，如字音层。这个层次对实现视觉诗和广告语体的衔接和连贯甚为重要。本框架只是提供一个粗线条的网络，那些层次对语篇的衔接和连贯起的作用视语篇的语场、语旨和语式而定，如在书面语篇中音系层对衔接与连贯不会起到太大作用。有一点可以肯定，任何一个语篇必然依赖其中的某些层次实现其语义的衔接和连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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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功能语法中人际意义框架的扩展
〔2〕



李战子

1　问题的提出——功能语法框架中的人际意义及其韵律特征

功能语法认为语言有三个元功能，即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在功能语法的理论框架中，人际元功能指在话语情境中说话人和话语接受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说话人对所说内容的态度。如韩礼德指出，它带有很重的语义负荷。它的词汇语法资源有语气、情态、语调强调及其他评价手段，它们在语篇中韵律性地实现语言的人际功能（Halliday 1994）。

所谓的韵律特征指的是人际意义经常围绕主语和小句的限定部分出现，但实现人际意义的资源形式多样，可以出现在话语的任何地方。它们像韵律一样连续不断地贯穿在话语的发展过程中。人际意义的这种韵律特征正是我们丰富和扩展人际意义模型的出发点。

比较一下概念意义的组成（constituent）特征，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人际意义的韵律特征。韩礼德（1994: 36）提到为什么人们对概念意义比对其他种类的意义研究得多，因为概念意义最喜欢用的结构是组成（constituency）。“组成是最简单的结构，其他复杂的结构来源于它；把组成作为原型来研究是很自然的事”。

概念意义中组成的表现对人际意义来说就不那么有效了。人际意义的实现经常跨越一个小句或词组，特别是当人际意义被加强时。表1是Martin对三个元功能的实现方式和结构种类的一个归纳。


表1　元功能、实现方式和结构种类（Martin 199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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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in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部分／整体的表现方法不足以说明人际意义的特点，如以下这个整句都带有否定态度的小句：





That stupid bloody cretin is really giving me the bloody shits.





Martin（1992: 11）指出，“对于不是由离散的因素来实现的人际意义，我们需要一种更为韵律化的表现”。因此他提出扩展韩礼德对人际意义的分析，增加一个否定的韵律，这个韵律是连续实现的，在每一个可以表达态度意义的地方加强态度，即在限定词（stupid，bloody）、主语的名词词组（cretin）、限定动词后表示强调的情态词（really）、心理过程（give someone the shits）和作补足语的名词短语（bloody shits）等处。

人际元功能仅仅是由语气、情态、调值等来实现的吗？功能语法中的人际意义网络是在那一个层面？是在形式的层面，如Halliday等对语气的分析，还是应包括语义层面的语言资源，如韩礼德（1994: xix）认为的那样，“在语义学和语法之间并没有清楚的界限，功能语法是被推向语义学的语法”。本文试图提出一个扩展的人际意义的框架，使其包容更多的语义资源，突出话语的层面，并能够考察书面话语的人际意义。

2　对功能语法人际意义框架的扩展

在我们提出一个功能语法人际意义框架的扩展模型之前，有必要从以下四个方面为我们的工作铺平道路。

2.1　实现人际意义的多种手段

韩礼德把语气、情态和调值（key）作为人际意义的主要手段，在他的《功能语法入门》中，他提到了实现人际意义的其他手段，即人称系统、表示态度的修饰语、一些词的内涵意义、骂人话和声音质地的韵律特征（1994: 191）。但即使这样的列举也是不完全的，研究者发现了更多对人际意义作出贡献的其他语言资源，这是由我们上文讨论的人际意义的韵律特征决定的。

Tony Bex发现具有实现人际意义潜势的手段有问候语的形式，以及表示不同程度的认知确定性的词，如sure, suspect等，甚至还有语篇在印刷布局上的特征（Bex 1996: 108）。Tannen认为细节在会话中具有使读者卷入的人际功能（in Downing 1992）。刘世生发现，詹姆斯·乔伊斯《都柏林人》中的人际意义是由副词或副词词组、介词词组、状语从句、名词词组、动词词组、形容词词组和一些固定的短语等句法结构实现的（Liu 1997: 202）。在第23届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大会上，Martin在他的论文《开始研究人际意义：构建语篇中的价值》中讨论了语言交际的评价系统，和如何用语言表达情绪、伦理以及美学价值。他研究了在语气系统之外实现人际功能的资源，如词汇、节奏、语调等，从而把词汇和语法表达人际意义的方面结合起来考虑，在精密性上更近了一步（Zhang 1996: 41）。

这些研究者的工作足以使我们看到实现人际意义的语言手段在特定种类话语中的多样性。但如果单纯列举，我们的清单可能会很长，因此需要建立一个人际意义的模型使各种手段的研究更为系统化。

2.2　在话语层面上的人际意义

的确，韩礼德在他的功能语法（1994）的前言中指出该语法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可用于语篇分析（即理解和评价语篇）的语法。然而，韩礼德所提出的人际意义却主要是在小句层面上进行考察的，因此对人际意义的研究还可扩展范围。仅从一点来说，有的语言手段本身就不在小句层面，如特定语篇中时态运用的特点、反身表达等（Li 2000）。Simon Dik就注意到表达感情的词和短语（expressives）（如Ouch, Damn it等），它们可以单独出现，但事实上经常被整合到一个更大的话语事件中，需要比表达个体情感更高一层的互动的价值观才能实现其人际意义。G. Thompson指出，从人际意义方面考察小句自然会使我们去考虑更广阔的语境。所谓的“作为交换的小句”这一概念蕴含着至少两个组成成分（如给予蕴含着接受），由于我们对语法的研究方法是为了看语法在语言实际使用中是如何工作的，下一步就是要尽可能把语法与更广阔语境的联系形式化（1996: 67）。

从人际意义在词汇语法系统功能网格中的体现，我们可看出这些手段最终都要落实在话语层面才能真正实现人际意义（见表2）。


表2　人际意义在词汇语法系统的功能网格中（根据Martin 1992: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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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句层面表达人际意义的资源（即语气和情态）已被广泛地研究过了，而在语篇层面表达人际元功能资源的研究就相对要少。人际意义不应以句子、语篇等语言结构来分层面，而应以不同的互动形态来区分层面，即微观社会和宏观社会层面，在句子层面的语言现象有可能对宏观社会层面的人际意义起作用。同样，在语篇层面的语言现象有可能只对微观社会层面的人际意义起作用。

虽然很难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系统来表示在小句层面的选择是如何影响话语层面人际意义的。但当我们讨论人际意义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是话语层面的人际意义。因为只有当我们超越了小句的限制，才能把人际意义不仅理解为作者和读者的关系，也理解为话语中多种声音和读者的关系。下文将详细说明这两种不同层面的人际关系。

2.3　实现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的语言资源：可以分离但互相交错

韩礼德区分了语言的三个元功能，这已为功能语言学家所熟知，他的具体做法是将小句从这三个方面来分析，功能语法上有相当多这样的解构，每一行网格对应了语言三个元功能独立的实现方式（参见Halliday 1994: 385）。

话语层面又怎样呢？我们很难区分哪些语法手段实现哪一个元功能。有的语言资源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实现概念功能。而潜在地也能实现人际功能，如现在时，有的手段主要对语篇意义作贡献但同时也具有人际意义，如自传中的反身表达（Li 2000）。虽然Matthiessen还是把时态归为概念意义，同时也承认时态具有人际意义（Matthiessen 1996: 431-498）。

如果我们探讨话语层面的人际意义，可能性是多重的，这是因为实现语言三个元功能的成分是可以分离但又互相交错的，一个成分可以同时实现概念和人际或语篇功能。

Tony Bex也持这种看法，他在分析两封信的人际功能时，着重分析了那些同时实现语篇功能的结构成分（1996: 108）。他指出这并不奇怪，因为人际关系的构建是“正在发生的社会活动”的一部分，即语域的一部分（ibid: 101）。因此，Bex实际上在说，实现人际意义的语言成分也能实现概念意义。

叙事学家也意识到实现人际意义和实现概念意义的语言成分具有不可分离性。如Lancer指出，“一个叙事者在讲故事的同时总是显性或隐性地通过各种手段，表达与构成故事世界的各种事件、物体，特别是人物某种程度的距离，如亲近、疏远等，不表达这些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些情感上的关系可能和叙事者与故事意识形态上的关系有关，但并不等同于那种关系，是语篇所要传递的‘信息’的一部分，对于我们给语篇编码、接受和阐释语篇极为关键”（Fleischman 1990: 215）。

正是由于某些语言手段在表达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方面的相互重叠和交错性，我们可讨论所有能对话语的人际意义作贡献的语言成分和它们所构建的不同话语种类的人际意义，而无需将研究范围局限于功能语法中提及的那几种实现语言人际意义的手段。Butler对此持有相同的观点（Butler 1996: 172）。

2.4　从认知的、评价的和互动的三方面定义人际意义

根据韩礼德和Simon Dik（1997）对人际意义的定义，我们可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人际意义，即互动的和态度的。“互动的”指话语中所有与作者和读者互动有关的方面。“态度的”指话语中所有与作者或读者对话语的（情感上的或批评性的）态度和评价有关的方面（Dik 1997: 425）。互动的方面由语气实现，而态度方面由情态实现（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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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系统功能语法研究人际意义的模型


然而，语气和情态并非像该模型所显示的那样处于平行位置，在韩礼德的分析中，情态部分地从属于语气，这可从他对语气组成部分的描述看出来。在他的系统中，语气是动词的一个语法范畴，表示说话人对言语所描述事件的主观态度，由主语和限定词组成。“限定成分指的是几个表示时态（如is, has）或情态（如can, must）的动词操作词”。除了表示首要时态或情态，限定成分还实现极（polarity）的特性。每一个操作词都以肯定或否定的形式出现（1994: 75）。在对话中，语气的类型比情态类型更容易观察到。因此语气成分具有清晰定义的语义功能，它承载这小句作为互动事件的语义负荷。所以语气作为命题的核心，是一个常量，除非说话人采取主动的步骤去改变它（ibid: 77）。

韩礼德分析了两个语篇的语气，来说明如何将小句看作是交换。第一个语篇是一个四岁男孩和他父亲之间的谈话，韩礼德从语篇中选择了一些小句并标出了每个小句的语气和剩余部分（residue），还有主语、限定部分、动词、补语、副词短语等，并总结出主语和限定部分的数量。他承认，语气成分和主位不同，“在它出现的小句以及紧密相邻的小句之外没有什么重要性”。“但说话人或作者在连续的句子中对主语的选择的确给话语以某种特色。在这个例子中，显然起初Nigel在决定对话的方向，他的论点强烈地朝向外部的世界；……在后半部分，论争更加流畅了，……这种从一个立场到另一个立场的朝向变化使对话从总体上来看相当零碎”（Halliday 1994: 99）。

具体来说，韩礼德的观点是，描写小句的语气结构就是描写语言是如何被用来通过对话表达人际意义的。根据他对语气的分析，我们一方面应考察在一个情景中谁在讲话。能最清楚表明权势的就是在一个对话中谁能成为说话人，以及说了多长。另一方面考察说话人在得到了说话人角色后做什么，即谁给予信息，谁要求得到信息，这些是否是可以互换的权利？结论是在我们在语境中扮演的社会角色和我们对语气系统的选择之间有清晰的关系。通过把这种对语气的理解应用于上述对话，韩礼德为我们揭示了该对话中父子关系的特点。

但书面话语的情况就有所不同，特别是相当长的话语。韩礼德对他的第二个语篇——选自散文The British Experience 1945-75的一部分，只是划出了主语和每一个小句的主位，而没有作任何评论（Halliday 1994: 103ff）。可以看出大多数小句的主语和主位是重合的，而缺少评论似乎表明对第一篇对话中所用的语气分析在书面话语中并不能说明多少问题。因为如果我们仅仅分析该段的语气，就会发现绝大多数小句都是陈述语气（参见Martin 1992: 516, 7.4图），而且一直是作者在说话，似乎他们一直在给出信息。显然这一结论并不能使我们把握某一特定语类人际意义的特征，因此语气似乎不应成为分析书面话语人际意义的主要解释源泉。

而评价，如Dik的“态度的”维度所提到的那样，作为人际意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只在功能语法“作为交换的小句”一章中一带而过，说它是由评论性附加语来实现的（Halliday 1994）。然而，评价并不仅仅是评论性附加语，它广泛地存在于话语中，事实上，它弥漫在话语中，并需要我们把它作为人际意义的一个主要因素来研究。评价理论的提出就是朝这方面努力的一个成果（White 1999）。

总结一下我们在这一节中的讨论，就书面话语而言，当话语事件不再是说话人和听众之间面对面的互动，而是书写的产品时，我们可以将原来的人际意义模型加以修改：1）是情态而不是语气应成为人际意义的主要成分；2）评价在人际意义中具有更重要的地位，是人际意义的另一个主要成分。

功能语法根据逻辑上惯常的做法把情态分为认知性的和责任性的两类，韩礼德使用的两个相应术语分别是modalization和modulation（参见图1）。他只是顺便提到了评价性手段，把它们看作和情态分离的东西。Givón（1995）提出情态是认知性态度和／或评价性态度，即情态所标记的是说话人对命题的态度（见图2）。Givón用“态度”来指关于小句中信息的两种判断：（a）认知性态度，即真实、信念、可能性、确定性和证据；（b）评价性态度，即合意性、偏好、意图、能力、责任和操纵。这两方面并不总是泾渭分明，而是可以以某些特定的方式互相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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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Givón对情态的划分


Givón虽然只是在小句的层面讨论情态，但对两种态度的划分完全能应用于话语层面。在这里值得强调的是他把“责任性的”这一术语改变成“评价性的”，从而把传统上对情态的分类扩大了，延伸到一个包容性更强、更有实质性意义的领域——评价。

然而在Givón的讨论中似有一种用情态来概括所有人际意义资源的倾向。我将用“认知性”和“评价性”作为情态总体上的两种倾向，并用这两个术语概括这些对人际意义作出贡献的手段。这里只需提一下，情态可由各种手段来实现，而不仅仅是情态词。

这样我们就得到一个调整后的研究人际意义的框架（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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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调整后的人际意义因素


比较原先的框架，语气和情态是语法范畴，而“评价性手段”是对一些语法和词汇项目功能的描写。在调整后的框架中，三个成分（即认知性的、评价性的和互动性的）都是对语法词汇项目语义和语用功能的描写，比原来的框架更加平衡了。

3　研究人际意义的三元素、两层面模型

在上述调整的基础上，我在这里提出一个两层面的人际意义模型，即把人际意义的研究分成两个层面来考察：1）微观社会层面的人际意义，由那些首先朝向说话人个人介入的语言成分，以及朝向说话人和听话人在微型交际语境中互动的语言成分来实现；2）宏观社会层面的人际意义，由那些在话语的多重声音和读者之间互动中发挥作用的语言成分来实现（见表3）。


表3　以话语为基础的两层面的人际意义模型


[image: alt]


第一层面“微观社会的”显然包含在韩礼德的人际意义模型中，基于上一节的讨论，我认为有必要调整它的语义资源，即它一方面由认知性的和评价性的表达实现，一方面由互动的手段（如语气等）来实现。

作者／说话人把对话语中事件的态度和对读者的态度在认知性的和评价性的两个语义方面进行编码，即他如何揭示和掩盖对所说内容真实性的态度，以及如何表达对事件的个人评价。这种评价在我们的表格中表示为小写的e，而第二层面的评价则表示为大写的E。由于这两种不同层面的评价可能很难区分，建立区分标准等已超出我们目前扩展人际意义研究框架的任务范围。

当和另一个人互动时，说话人不可避免地会承担起某一种言语角色，他所说的任何东西（如他希望的那样）都会被理解为陈述、问题、命令或主动提议。通过扮演一个言语角色，他同时为他的听众创造了一个对应的角色（即使听者并没有去承担那个角色）。说话人问了一个问题，他就等于同时把回答问题者这一角色赋予了他的听者，然而说话人也可以通过某种谈论的方式，把这个创造的角色赋予他自己。因此这里的互动方面主要是指语气系统，他帮助建立起谈话参加者之间互相交换的关系。但是，如我们在前一节所讨论过的，语气本身不足以解释读者和作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特别是书面话语，我们必须考虑更高层面上的互动。

宏观层面的互动在扩展的模型中值得特别关注，因为话语的人际意义经常是在读者考虑作者话语中所蕴含的多重声音时建立起来的。

在叙事学中，声音被认为是提供谁在说话的信息，即告诉我们谁是叙事者（Prince 1987: 102）。在巴赫金关于小说复调性的理论中，声音的含义更为广泛。对他来说，小说话语的特点就是复调的、互动的，甚至是充满冲突的。他认为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是对传统小说独白式权威话语的挑战，它让各种观点、意识形态和各个人物的声音充分地互动，同时出现的还有不同的社会集团的声音、各种次语类的声音、叙事者以及不同人物的声音（Bakhtin 1981）。我们正是在巴氏的含义层面上使用“声音”一词的。

一种天真的至少过于简单化的观点是把语篇看成仅仅是作者／说话人生产的产品，说话人在某个直接的情景中对听者说话，说话人和听话人共享一个文化语境（Lemke 1992: 85）。在话语中和话语之外有两种对话在进行，一方面我们应把话语看成不仅包含作者的声音，而且也包含着“复调”。叙事性话语内在地具有一个以上的意识，因此对话的形式对它来说是内在的，即“内化了的对话”（Dentith 1995: 196）。巴赫金（1981）首先提出叙事者其实是具有多种意识的复数，这多种意识是不能被削减为一个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和各种社会实体的对话，由于读者无法参与这些内在的对话，这一层关系不属于我们考察的人际意义范围。

如果我们把读者对话语的接受考虑进去，就有了某种隐喻意义上的话语和读者之间外在的对话。虽然这种隐喻性的隐含对话不受作者意识的控制，它还是可以被看作人际意义的一个方面，因为作者被认为是在话语的后面的。这就是扩展的模型中宏观社会层面的人际意义。

如Iser（1978: 63）在讨论阅读行为时指出，“阅读是一种受语篇引导的行为，这必须由读者来处理，而读者又反过来受到他所处理的语篇的影响”。换言之，话语构建了社会文化方面的各种态度，读者一直在这一宏观层面上与隐含在话语中的声音互动。

把原先微观社会的人际意义模型扩展到包括微观社会和宏观社会层面的模型，旨在打破人际意义的“原子”式模型，这种努力的依据来源于功能语言学者对语言元功能的新探索，代表性的观点收集在《功能语言学的新发展》中Lemke的文章中（Lemke 1992）。

在Lemke看来，韩礼德所谓人际意义的词汇语法系统明显地和语言的朝向语义功能（orientational semiotic function）有关。Lemke强调所有的语言选择都指征性地、互文性地有意义。即“整个的社会空间为每一个言语、每一个语篇提供了框架，每一个社会或次社会通过将语篇与其他语篇、语篇种类和文化的固定模式联系起来建构意义，正是这些东西赋予语篇在有意义的社会空间中一个位置”（Lemke 1992: 85）。换句话说，语言的朝向语义功能指的是“不仅仅说话人表达自己的态度，而且通过语篇建立社会多样性的世界。因此重要的不是这个说话人‘有’这种态度，而是语篇在一个社会中有意义，该社会里有一个特定、各异的可能的态度系统，语篇就是在这个有多种态度的社会里构建的，它又反过来帮助构建这个有多种态度的社会”（ibid: 86）。Lemke因此提议研究建构语篇价值朝向以及建构社会多种观点的宏观社会联系的词汇语法资源。

总之，人际意义的研究似应超越功能语法中原子式的框架，包容另一个更大的维度。即宏观社会维度。更确切地说，即话语中多种声音和多种价值与读者的互动。这其实也把话语分析扩大到了批评语言学的领域。如David Lodge指出，“我们不必竭力为以下观念去辩护，即单个的言语或语篇有一个固定的本原的意义，批评要做的就是去揭示这个意义。我们可以在说话的主体、语篇与读者以及语篇之间互动的对话过程中去定位这个意义”（1993: 86）。扩展了的人际意义框架将关注在话语中多种声音与读者互动中定位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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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语法隐喻理论的理据和贡献
〔3〕



朱永生　严世清

1　引言

自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学术界掀起了一股对隐喻展开跨学科研究的热潮。1977年在美国伊里诺伊大学召开的隐喻与思维专题讨论会便云集了来自哲学、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等领域的一些知名学者，如J. R. 瑟尔，T. S. 库恩，G. 米勒，G. 吉伯斯，M. 布莱克等，会议论文后来由A. 奥托尼编辑出版（Ortony 1979/1993）。1978年，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又召开了国际跨学科隐喻研讨会，提交大会的论文后来也得以出版。之后，类似的专题讨论会还在其他国家举行过多次并出版了大量的论文集或专著（详见林书武1997）。近年来，隐喻研究的浪潮已波及中国，国内外语类主要学术刊物刊登了许多介绍国外研究成果的文章，甚至有人开始讨论创建隐喻学（束定芳1996）。

奥托尼（1979）认为，当代隐喻理论可以粗略地分为非构建主义（nonconstructivism）和构建主义（constructivism）两大阵营。前者因袭了修辞学或文体学的理论传统，将隐喻看作附属于语言之上一种反常的语言运用现象（linguistic deviations，参见Ching & Haleyand Lunsford 1980）。后者则将它看作是介乎语言、现实与思维之间，既反映语言的本质又反映人类智能工作机制的一种动态过程（Ricoeur 1977/1986; Ortony 1979, 1993）。从最近几年的研究成果看，以雷科夫（Lakoff）为代表的构建主义阵营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人们试图通过研究隐喻（尤其是业已积淀为语言中极普通表达方式的某些基本隐喻，即root metaphors）揭示语言的起源、发展和使用乃至人类认识和智能发展的奥秘。

在这种背景下，系统功能语言学派的创始人韩礼德对隐喻研究也予以关注，他在《功能语法入门》（Halliday 1985）最后一章提出，隐喻现象并不仅限于词汇层面，而且常常发生在语法层面，这便是语法隐喻（grammatical metaphor）这一术语的由来。本文试图阐明语法隐喻术语的理论依据，阐释语法隐喻理论中的转义（transference）和一致性（congruence）概念，然后揭示语法隐喻理论对当代隐喻研究的贡献和意义。

2　理论依据

语法隐喻这一术语之所以听起来相当怪异而且不易为人们所接受，根本原因之一可能在于隐喻已被公认为一种语义现象。构建主义者从一开始就将隐喻看作是一种与人类认知机制休戚相关的语义现象，即使是非构建主义者，也是从词项的选择性限制之中探求语义异常的产生机制（严世清1995）。与主流语言学家缜密的逻辑推理和经院式的理论阐释相比，韩礼德引入其理论的方式显得有些随意，甚至有循环论证之嫌。“修辞转义中有强烈的语法成分在内；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就会发现语法隐喻现象的存在，只不过语法隐喻中的变化主要发生在形式方面，尽管这些变化常常也蕴涵一些词汇变化”（Halliday 1985: 320）。那么，语法隐喻理论究竟有没有理论依据呢？

我们认为，语法隐喻理论的提出与韩礼德不同于其他语言学理论的语言层次思想是直接相关的。语言的层次性其实并不是什么新发现，人们很早就注意到了语言与意义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一个简单而且为人们乐于接受的观点是，名与实（用索绪尔的术语即“能指”和“所指”）之间是任意的、约定俗成的关系。该观点对语言学研究的影响十分深远，并最终导致了语言层次思想的诞生。传统的语法理论一般认为语音、词汇、语法和语义构成了一门语言的四个层面（Chafe 1975）。转换生成语法基本上因袭了该传统，所以音位学、句法学和语义学成为其理论框架的三大支柱（徐烈炯1988）。韩礼德早年也未能摆脱该传统的影响，提出语言系统应划分为音位、词汇语法和语义三层面。韩礼德不同于其他理论家的地方在于，其理论受马林诺夫斯基人类学思想和伯恩斯坦社会学思想的影响，因而带有明显的语用学倾向（朱永生1994）。他认为语言的每个层面都与意义关联，而其他许多语言学家一般将语言形式和意义看作两个独立的范畴。转换生成语法学派有关语法操作过程的模块性假设（参见Wilson & Sperber 1986）及其阐释语义学理论或投射理论等，实际上都是以此为预设前提的。韩礼德学说的核心在于表明语音、语法和意义三层次至多只能看作是形式上的、而非语言内部性质所致的区分。因此，韩礼德后来逐渐淡化词汇语法层面和语义层之间的区分，倾向于只讨论语音和词汇语法层面之间的关系，只不过韩礼德很少明确表明自己在某些问题上改变了立场（Butler 1985）。

可喜的是，韩礼德近年来似乎已经认识到了自己在这方面的缺陷，并开始着手整理自己的语言哲学思想。在最近发表的一系列论文（Halliday 1992, 1995, 1996）中，他便对语言层次及其与语法隐喻之间的关系作了较明确的阐述。韩礼德（1992）指出，在语言进化的初始状态（或原始语言时期），语言呈现为二维的“弹性空间”，即作为认知主体的人与作为认知客体的客观世界直接关联，从而形成了人的意识维度，即非物质或非现象维度与物质性的或现象性维度直接对立的情形，但这种二维空间认知方式并非人类所特有的种系特征，而是一切哺乳动物共有的特征，所以韩礼德称之为“哺乳动物形的经验”。在此后的进化过程中，这种二维空间系统得以解构，在物质（或现象）维度与非物质（非现象）维度之间形成了一个新的、同样是非物质性的符号系统，即词汇语法系统。该系统形成的意义在于最终导致了现代意义上语言系统的进化成功：一方面，词汇语法作为一种潜势可以表现无限多的意义；另一方面，词汇语法又赋予客观世界以“它者性”（the otherness），使得认知主体能够以此为工具或手段再现人类经验和构建某种社会现实。韩礼德（1992）明确指出，语法隐喻产生的根源也在于此，因为如果没有词汇语法这个层面，人类就不得不受制于直接与现象层面相关联的约束，从而也就不会有语法隐喻的存在。如果说韩礼德撰写此文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揭示语法隐喻理论的语言哲学依据，发表于1995和1996年的两篇论文则以实例说明语法隐喻的功能在于对人类经验的重塑或重新语法化。由此可见，韩礼德在最初提出语法隐喻理论的方式虽然有些随意，但也有其理论依据和理论意图。

与语言层次思想相关最直接的问题是韩礼德独特的语义观。我们知道，关于“什么是意义”的问题，古今中外曾出现过许多不同的答案。古代先哲们几乎是凭借直觉便认识到意义存在于语言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之中，因而意义与指称问题成为语言哲学界永恒的话题之一。在弗雷格（Frege 1892）雄辩地证明意义不等于指称之后，语义的性质似乎变得越发扑朔迷离。索绪尔认为意义相当于语言符号在该语言系统中的价值，即该符号与其他符号之间的关系。这一思想后来成为传统语义学理论的基本依据。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人们发现索绪尔的语义观实际上是一种循环论证，于是再度回到语言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上来寻求意义的真谛，真值条件语义学和可能世界语义学于是应运而生（Cresswell 1988）。不管这些理论在立场或研究方法上有何不同，它们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的，将语言符号和意义看作两个相互割裂的层面，意义是某种预先存在的物体，语言符号则是承载意义的主要工具之一。而韩礼德对此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首先，他认为意义不是僵化的成品，而是一种动态的过程，因此意义在他看来应该定义为“创义”（semogenesis or meaningcreating）（Halliday 1992）。其次，他认为语言不仅能反映人类经验，还能反映权力与控制等社会关系。因此严格地讲，意义从来就不是预先存在的，而是产生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过程之中。既然意义是动态性的而且与语言使用过程中的每一次选择都相关，那么语义就应该被看作是连接语言系统与客观世界的接面，很难将它归入语言范畴或客观现实范畴。

韩礼德语义观的另一重要意义在于，它有助于揭示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韩礼德认为，传统语义学一般注重的是语义的内部关系，如同义、反义、蕴涵或上下义关系等，而系统功能语言学所关注的是语义的外部关系（参见Halliday 1995）。虽然韩礼德未必完全否认能指和所指之间的任意性关系，但他显然不满足于这种近乎逃避困难的答案。他通过社会文化角度研究表明，“能指”的选择本身实际上并非任意性的，而是与说话人所要实施的用途相关。语法隐喻也是一种语义现象，因为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看来，语法形式上的选择也是有意义的选择。换言之，语法隐喻理论与词汇隐喻理论并不完全相悖，他们都承认隐喻是一种语义现象，都试图解答隐喻如何以其独特的方式表达意义这一核心问题，只不过主流学派的语言学家们较难接受韩礼德的语言层次思想而已。

语法隐喻理论需要回答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该术语本身是否必要，或者说语法隐喻理论所说明的语言现象能否或是否已经被其他术语所概括。韩礼德在解释语法隐喻现象时所使用的术语也有前后不一致的缺点，他交叉使用“转义”（transference）和“转换”（transformation）两个术语来说明语法隐喻产生的机制。此后，他意识到它们会造成一定的混淆，并试图澄清他所说的转换与乔姆斯基理论中同一术语之间的不同。“请注意这里所谓的转换与乔姆斯基初期语法理论中的‘转换’是不同的，在乔姆斯基理论中，转换是纯粹形式性的句法操作，而在这里我们讨论的是语法与语义之间的‘交互匹配’（cross-coupling）”（Halliday 1996）。

从理论上讲，韩礼德所作的这种区分是非常清楚而无可挑剔的。尽管乔姆斯基不断修改其理论模型，但语义领域的研究一直是其理论中的薄弱环节。因此韩礼德称乔姆斯基语法中的“转换”不牵涉语义问题，是有一定理论依据的。然而，转换这一术语在两大学派中的不同含义并不意味着他们所说明的语言现象之间毫无共同之处。韩礼德（1996）运用语法隐喻分析科学语篇后，发现科学语篇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大量使用以名词化形式出现的语法隐喻，并且指出这些语法隐喻降低了原有的级阶却便于语篇的展开（down in rank but discursive in function）。





（1a）The driver drove the bus too rapidly down the hill, so the brake failed.

（1b）The driver's over-rapid downhill driving of the bus resulted in brake failure.





对比以上这两个句子可以发现，（1a）中的两个小句降低了原有的小句级阶而成为（1b）的组成成分（词组级阶）。具体来说，它们分别充当（1b）中的标记（即the driver's over-rapid downhill driving of the bus）和价值（即brake failure）。此类语法隐喻的语篇展开功能则更为明显。讲话人在阐释此类现象时可以自由地对它们加以修饰（如〔1b〕中的over-rapid和downhill）或描述，而听话者也可以就此现象提出问题或展开讨论。换言之，概念语法隐喻可以充当话题的起始点或信息的载体。但是，（1a）和（1b）反映了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即韩礼德所说的名词化与转换生成语法中相应概念之间有着很大程度的相互重叠。也就是说，即使语法隐喻现象本身是客观存在的，但就其产生机制而言，语法隐喻至少已经部分地被转换生成语法学家所关注或涉及。生成语义学中的谓语升格转换（the predicate-lifting transformations）假说认为（徐烈炯1988），低级阶的谓词和高级阶的谓词组合之后可以构成新的高级阶的谓词。该理论实际上也可以用来阐释语法隐喻现象，尤其是韩礼德（1996）所说的隐喻综合征（syndrome cases of metaphor）的情形。

既然语法隐喻现象已经得到其他学派学者的讨论或关注，是否可以摈弃语法隐喻这一听起来相当怪诞的术语，使用现成的“名词化”或“转换”等术语来指称此类语言现象呢？对此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语法隐喻这一术语所囊括的显然不仅包括名词化等语言现象，而且可以指称许多其他形式的转义现象，例如人际语法隐喻和马丁（Martin 1992）所说的语篇隐喻等语言现象。简言之，语法隐喻这一术语不仅不能为其他术语所替代，而且是系统功能语言学对当代语言学研究的重要贡献，至少它给传统的句法研究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视角或方法。

以上讨论表明了语法隐喻在英语语言中的客观存在，那么它对于其他语言是否有普遍意义呢？从韩礼德有关语法隐喻性质的阐述中，我们不难推断他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尽管如他所说，“我们不知道语言进化之初是否沿着同一轴线，即从一致的表达方式逐步修缮的轴线展开”（Halliday 1985: 322），但他肯定，“每一门语言的历史大多是一个非隐喻化的历史，即最初隐喻性的表达形式逐步失去其隐喻特征的历史”（同上：327）。

为了进一步探讨语法隐喻的理据，我们研究了中国古代的某些作品，并分析了一些汉语科技语篇，发现语法隐喻也是汉语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我们看下面一段选自《春秋》的文字：





（2）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退飞，过宋都。

（转引自胡奇光1987: 43）





《公羊传》是我国最早涉及语言学问题的著作之一。该书分析了《春秋》中的这段文字，试图从语言与现实的关系阐释文中的词序。





（3）曷为先言陨而后言石？陨石，记闻，闻其真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曷为先言六而后言？六退飞，记见也，视之则六，察之则，徐而察之，则退飞。

（转引自胡奇光1987: 43）





简言之，《公羊传》认为语言中的词序是与人类认识世界的先后顺序互为照应的。这一理论阐释相当初步，但它所触及的问题至今仍有深刻的理论意义。《语用学杂志》于1994年发表的隐喻与象似性问题专集所讨论的实际上就是语言与客观世界的关系问题。虽然学者们在此问题上并未达成共识，但他们的讨论至少表明了隐喻性工作机制在语言发展或进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从一个侧面为语法隐喻现象的客观存在提供了理论佐证。

语法隐喻在各类英语语篇中被广泛运用是不争的事实，汉语语篇中同样含有大量语法隐喻。下面两段文字是某科学论文的中英文摘要，摘录于此，以求对比。





（4）摘要：对圆弧青霉PG37发酵产酶工艺及脂肪酶提取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实验结果表明， 20m3
 发酵罐在通风量为0.3～0.8v/ v/min，搅拌转速为180r/min，发酵温度为28℃，培养过程中流加棉籽油以控制发酵醪pH值为6.5～7.0的条件下，发酵84h左右，成熟发酵醪酶活力为4520U/ml。发酵液经过滤、超滤浓缩、硫铵沉淀、造粒等过程制得颗粒碱性脂肪酶成品，酶的提取总收率在70％以上，颗粒酶活力单位为5.0×104U/g。

　　Abstract: The enzyme-producing fermentation process and lipase recovery with penicillium cyclopium PG37 were studied systematicall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ith the conditions of the air flow rate 0.3～0.8v/v/min, agitation speed 180 r/min, fermentation temperature 28℃and fermentation time about 84 hours, the lipase yield reached 4520 U/ml, during which the cotton seed oil was fed to control pH value of culture broth at 6.5～7.0. The granulated alkaline lipase product was prepared by filtration, ultrafiltration, ammonium sulfate precipitation and granulation. The overall recovery of lipase and the granulated enzyme activity were over 70% and 5.0×104 U/g respect ively.

（邬敏辰等1998）





论文的作者比较熟悉科技论文的写作风格，英文摘要所使用的语法隐喻（主要是概念隐喻）不仅数量多而且形式多样。汉语摘要同样使用了许多语法隐喻，至少可以分为三大类：一、从过程（process）到属性（quality）的转化。例如在“发酵产酶工艺”、“搅拌转速”、“发酵温度”和“培养过程”短语中，物质过程“发酵”、“产酶”、“搅拌”和“培养”等降低了它们原先的小句级别而成为其他词的修饰语（epithets）；二、从过程到个体（entity）的转化。如“提取”、“过滤”、“浓缩”、“沉淀”和“造粒”物质过程在语篇中成了单独存在的个体，可以承载丰富的信息流；三、从属性到个体的转化。如“通风量”和“发酵醪酶活力”中的“量”与“活力”。韩礼德（1996）共区分了11种概念语法隐喻的转化模式，并提出语法隐喻可有程度之分。我们所选的两段文字可以说明，语法隐喻不是韩礼德凭空杜撰出来的术语，而是各种语言里都有的现象。

3　解析“一致性”

上文的讨论充分说明了语法隐喻现象的客观存在性及其理论意义，但是韩礼德理论自身的缺陷也是不容回避的。除了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的他在选用术语时前后不统一的缺陷外，另一明显的不足在于“一致性”与“不一致性”这组对语法隐喻理论至关重要的术语，韩礼德不仅没有提供辨别“一致性”与“不一致性”语言形式的标准，甚至对术语的来源也没有赋予系统的理论阐释，而是以一种随意的方式将它们引入其理论框架。“我们假定任何一个隐喻性的表达方式都有一个或多个‘字面’——用我们的术语毋宁说是‘一致性’——的表达形式”（Halliday 1985: 321）。后来，韩礼德也认为有必要澄清这组术语，试图界定“一致性”概念。“让我首先回到一致性表达形式——请注意，一致性是指语义和语法层面在它们共同进化的起始阶段的相互关系”（Halliday 1996）。为了进一步阐明其观点，韩礼德用以下形式总结了语义层和词汇语法层面进化之初的关系（即一致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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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中所使用的术语当然隶属于系统功能语言学框架，如果用最传统的语言表达，该表无非是说事件应由句子表达，动作由动词词组，参与者由名词词组，而动作的情境或条件等应由副词词组表达。换言之，韩礼德对于“一致性”表达形式的问题实际上并未提出新的观点，或者说只是因袭了传统语法的某些规定，赋予新奇的称谓方式而已。

在解析“一致性”这一术语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韩礼德的隐喻观是与构建主义隐喻理论遥相呼应的。韩礼德认为人类语言在进化之初就其本质而言是隐喻性质的，同时他还认识到了隐喻化与人类认知发展之间的关系，指出语法隐喻是朝着事物性（thingness）方向发展的，即从过程朝个体方向发展直至最终出现了某一可以指称此类个体的名词（Halliday 1996）。然而，由于韩礼德一向对生物体内部的语言学即心理语言学方面的研究不感兴趣（Butler 1985；严世清1998），他对“一致性”这一术语的阐释只能停留在直觉判断的层面上。也就是说，要想澄清“一致性”概念，我们就必须超越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框架，借助其他领域尤其是认知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

当代认知科学领域的重要课题之一是有关语言范畴化的研究，其理论依据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1）范畴化即“从差异性中把握相似性”（Taylor 1989: viii），是人类认知机制的重要机能；2）语言系统中的范畴并不是人们原先设想的约定俗成的结果，而是有着多方面的使动因素。除了世界上客观存在的混沌现象外，还包括人类在特定文化背景下与客观世界相互作用的方式等因素。换言之，认知语言学家对能指与所指之间任意性关系的传统认识同样提出了挑战，并在有关理论指导下对语言范畴产生的机制展开研究，其中有关“原型”问题的讨论与语法隐喻理论关系最密切。

泰勒（1989: 59）指出，所谓原型即“某范畴概念核心的图式表征”，这就是说，原型实际上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具体表现为在相似性基础上组合起来的单个的实体。关于这些实体之间的关系，泰勒认为梯度假设（the gradience hypothesis）较有说服力。根据梯度假设，语言系统中有些实体是原型的最佳代表，如苹果是“水果原型”的最佳代表，而正方形则是“四边形原型”的最佳代表。该假设还可用于解释语法范畴。传统语法对词类的划分因缺乏语义方面的考虑而备受批评，而级梯假设恰巧弥补了这一缺陷。它认为，从意义的角度看，词类也有级梯高低之分。如teacher，table等是比较典型的名词，而height和happiness则不够典型。梯度假设认为，非谓语动词形式是动词“非范畴化”的结果。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原型理论中的梯度假设与语法隐喻理论的共同之处，即韩礼德所说的许多概念语法隐喻实际上相当于原型理论中的“非范畴化”动词。





（5a）We trapped a bear in the forest.

（5b）Bear-trapping used to be a popular sport.

（转引自Taylor 1989: 194）





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角度看，（5b）中的bear-trapping是一个概念语法隐喻，而泰勒（1989）则从原型理论出发，指出它是动词trap非范畴化的结果。同样，诸如arrival，love等词在韩礼德看来都是语法隐喻，泰勒则认为它们根本就不应归为名词范畴，而应归入动词原型之列，尽管它们不是典型的动词。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其本质而言，韩礼德所说的一致性表达形式相当于认知语言学家们所说的原型的最佳代表。

4　语法隐喻理论的贡献

韩礼德（1996）虽然未能澄清何谓一致性，但他对词汇隐喻和语法隐喻之间的区分却显得相当有信心。他在论述隐喻的含义时明确指出，“传统上该术语仅用于指词汇转换，并被阐释为‘同样的能指，不同的所指’……但我要讨论的是语法转换；我对语法转换的解释是‘同样的所指，不同的能指’”（Halliday 1996）。从表面上看，词汇隐喻和语法隐喻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相互之间很难有共同点。但是，韩礼德并不这样认为。他在最初提出语法隐喻理论时就曾明确指出，语法隐喻也常常蕴涵词汇转义（Halliday 1985），所以语法隐喻理论无疑是对当代隐喻研究的重要贡献。具体地说，语法隐喻对隐喻研究的贡献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一、语法隐喻的研究为隐喻概念的重新界定提供了理论依据。当代隐喻研究的重要成就之一在于突破了传统修辞学理论对隐喻的界定，因此严格地讲我们现在所说的隐喻应该被看作是一切修辞格的原型（prototype），其内涵和外延都接近trope, parable, figure等（Kjargaard 1986）。语法隐喻概念的提出一方面表明了重新界定隐喻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又为丰富隐喻概念作出了不容置疑的贡献。

二、语法隐喻理论为揭示隐喻的性质提供了新的视角。语法隐喻的研究表明极端的非构建主义和极端的构建主义隐喻观都是不可取的。韩礼德认为一切隐喻表达方式总含有对某种一致的表达形式的转义使用（transference），这似乎说明他倾向于接受介乎构建主义和非构建主义之间的一种折中主义的隐喻观。

三、语法隐喻研究为阐释隐喻提供了新方法。系统功能语法从隐喻意义产生的过程出发探讨隐喻的工作机制，不仅拓宽了隐喻阐释的广度，也促进了隐喻研究向其内部机制发展。隐喻种类的概念对隐喻研究的贡献则更加明显，因为构建隐喻学的首要任务之一便是以适当的方式对隐喻进行归类，而语法隐喻和词汇隐喻的区分本身就是最基本的归类方法之一。

四、语法隐喻理论进一步揭示了隐喻的认知价值。隐喻的认知功能在系统功能语法中被称为“双向的隐喻化过程”（胡壮麟1996），并越来越受到该学派理论家的重视。韩礼德（Halliday 1995）明确指出，语法一方面具有认识世界的功能，识别不同现象之间共性的形式（即结构），因此词汇语法范畴（词项或语法术语）反映了客观存在的事物，是该事物语码化的结果；另一方面，语法所做的又是一种强制性的归类：它将某一群现象看作是相似的，并将它们与其他现象区别开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语法是在重塑人类经验，反映了语言的社会建构性。人们通过隐喻认识世界以及语言通过隐喻构建人的认知不仅反映在词汇层面，而且还体现在语法层面上。这一点再次说明了语法隐喻理论对整个隐喻研究的补充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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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语类研究理论框架探索
〔4〕



张德禄

1　引言

随着语言学研究逐步由语法研究向语篇研究发展，语言研究的重心开始向更大的单位转移。许多语言研究者开始逐渐把注意力转向代表语篇整体的“语类”（genre）研究。由于涉及语类研究的学科和领域很多，各研究者又都根据自己研究领域的特点来探讨语类，于是出现了很多不同的语类研究理论、方法和框架。本文力图在介绍、研究和评价各种理论框架的特点、优势和局限性的基础上，构建一个新的语类研究框架。

2　语类研究理论框架述评

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不仅语言学和文学关心语类研究，其它许多领域也把语类作为研究对象。这些领域包括民间故事研究、语言人类学、交际人种学（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会话分析、修辞学、社会学等。各个领域和学科都根据自身特点和需要提出了语类研究的理论。

目前建立的语类分析框架大部分是在系统功能语言学内部。首先，哈桑（见Halliday & Hasan 1985/89）在从事语篇衔接理论研究的同时，研究了语篇的语义结构，提出了“语类结构潜势”理论。

语类结构潜势是在同一语类中语篇结构的潜势。也就是说，属于同一语类语篇的结构都应该是从这个语类结构潜势中进行选择的结果。语类结构在此是语篇的意义结构，不是像词汇语法一样的形式结构。图1基本上反映出此理论的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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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文化、意义和情景（Halliday & Hasan 1985/1989: 100）


在这个分析框架中，文化指“文化语境”，它决定符号潜势，即决定符号潜势中有意义的情景值。符号潜势是做事、说话和存在的方式，既包括语言行为，也包括非语言行为。意义潜势是符号潜势在语言中的体现，所以只指由语言体现的意义，是情景语境在语言交际中的价值综合。语类意义潜势是意义潜势的一部分，表示某个情景语境内话语范围、话语基调和话语方式的价值。由此可见，哈桑认为语类不包括非语言行为，而是一个由情景类型产生的所有语篇的统称，和“语域”基本上是同一范围。

这一框架中的“意义潜势”和“语类意义潜势”与“所有可能的话语范围、基调和方式的值”和“一个刻度的话语范围、基调和方式的值”是整体—部分关系，都在语义层次上，右边一栏是对左边一栏的解释或说明。一个刻度的话语范围、话语基调和话语方式的综合就是一个语境构型（contextual configuration），决定了一个语类的结构潜势，即一个“语类”。语类结构潜势是一个语类中所有语篇产生的源泉和系统，它包括必要成分、可选成分和重复成分。必要成分及其顺序决定语类。如果它们发生变化，就会产生新的语类。哈桑认为（Halliday & Hasan 1985/89: 108）：1）语类由与其相联系的意义得以识别。“语类”这一术语实际上是更详尽的短语“语类特有意义潜势”的简略形式；2）语类与语境构型有逻辑关系，是其语言表达形式。如果一个语境构型是一种情景类型，那么语类就是做适合于这类社会事件的事情的语言；3）语类和语境一样也有精密度的区别。如果一组语篇属于某一具体语类，其结构应该是某个语类结构潜势可能的体现形式；4）显然，属于同一语类的语篇其结构可以变化，而不能变化的方面是必要成分或其位置，它们的变化会引起语类的变化。

这样，一个语篇由必要成分、可选成分和重复成分及其顺序组成。语类结构潜势决定：1）什么成分一定出现；2）什么成分可能出现；3）它们一定出现在什么地方；4）它们可能出现在什么地方；5）它们出现的概率多大（Halliday & Hasan 1985/89: 56）。

婉托拉（Ventola 1988: 52-7）对哈桑的理论作了比较详细的评价，认为哈桑的语类分析框架是线性的，而线性框架存在以下几个问题：1）线性框架所规定的成分顺序似乎不总是和实际语篇的顺序相符合；2）实际语篇成分的重复更加复杂；3）有些成分实际体现为非语言特征。另外，如果必要成分决定语类，那么这种成分可随任何一个情景因素的变化而变化，所以会产生无数新语类。

由此，她提出了新的语类分析框架。她同意马丁（Martin 1984）的观点，把语类和语域分开，在韩礼德理论的基础上重新定义，使语域成为一个体现语类的层次。她的分析框架包括三个层次：语类、语域和语言（形式）。各个层次都有自己相应的结构。语类在语域之上，是决定语域的，而语篇则作为一个形式和实体混合的层次，用以体现语域和语类。这与韩礼德一直强调的语篇是一个意义单位的思路不同。同时，她这个框架没有表明语义是在哪个层次上，即没有把语义作为一个层次明确表示出来。婉托拉还倾向于把语类看作一个动态范畴，提出了流程图理论，对“服务交流”语类的交际过程勾画出了详细流程图。

婉托拉的语类分析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与马丁的理论十分相似。但马丁借用了巴赫金的术语，在语类之上又加上一个“观念形态”（ideology）层次，“是组成文化的以编码为取向的系统”（Martin 1992: 507）。从动态的角度讲，则涉及权力的再分配。马丁在其分析模式中区分四个层次：观念形态、语类、语域和语言，而他的语言层次包括语义层次，所以实际上把语域和语类都置于语义之上、语言之外。

非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类研究的重点倾向于放在语言之外，区分更多的层次，这些层次之间不完全由一个标准定义。米勒（Miller 1984）、福伦兹和法莱尔（Frentz & Farrel 1976）、皮尔斯和康克林（Pearce & Conklin 1979）分别提出了自己的分析框架。

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分析框架相比，这些分析框架在文化之上又加了一个层次——人类性质（原型），即主导人类文化的人类本性。而所划分的几个层次有的按类别区分，如生活形式和语类，有的是整体—部分关系，如语类与情节。这样，层次本身的意义也不统一。

帕特利奇（Paltridge 1997: 101）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参考菲尔莫框架理论（the frame theory），根据对科研报告语类研究的结果，提出了自己的语类确认分析框架。这个框架在语类层次之上包括文化和语境两个因素，在语类层次之下包括情景成分，如交际框架、作者、听众、信息形式、渠道、语码、话题、场景等概念成分，如认知或概念框架、情节、角色、话语成分、语义关系等。

这个框架比较全面，几乎涉及语类研究的所有主要方面。缺点是没有表明这些方面之间的关系，包括层次关系、操作顺序关系等，所以系统性不强。

3　评价与总结

以上对现有语类研究分析框架进行了评述。下面我们对其进行总体评价，并尝试提出一个新的语类研究框架。

研究框架的建立以及层次和相关因素的确定应具有一致性。如果我们用体现来表示层次（如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见Halliday 1978; Halliday & Hasan 1985/89），那么整体—部分关系和范围与其结构的关系就在同一层次上。从语类分析框架的角度讲，我们应该确定什么是语类，什么决定语类，什么体现语类，语类有什么表现形式等。

这样，首当其冲的问题是，语类是语言活动还是社会活动？哈桑倾向于把它视为语言活动。但是，正如婉托拉所说的那样（Ventola 1988: 54-5），语类成分有时是由非语言特征体现的，如不考虑非语言特征的作用，我们就无法全面认识语类成分和语类结构。另外，语言活动是社会活动的一部分，两者通常交织在一起。有的语言活动占主要部分，有的非语言活动占主要部分，有些通常由语言活动体现的语类成分则可由非语言成分来体现，反之亦然。接受一个物品可以伴有语言行为，如Oh, it's gorgeous!，也可以只有动作，而没有语言行为。因此，语类实际上是一种涉及语言活动的社会活动，我们一般不把没有语言活动的社会活动视为语类。据此，语类可以定位为涉及语言活动的社会活动。这样，语类就是一个社会符号层次的范畴，而不仅仅是意义层次的范畴，在哈桑的框架中可以看作文化下第一层次的范畴，与马丁、婉托拉和米勒的“语类”同义，相当于福伦兹和法莱尔框架中的交流。但我们还必须注意，米勒、福伦兹和法莱尔以及皮尔斯和康克林的“情节、策略、言语行为、符号行为”等都与语类形成整体—部分关系，不是另一个层次上的成分，而是其部分。这样，语类就是一个跨越社会文化层次和意义层次的范畴（在图2中用虚线框表示）。

在语类之上决定语类的是整个文化背景和文化氛围，马丁的“观念形态”属于这个层次。文化决定所使用的交际符号，以及交际的类型、交际意义的类型等。不同的文化偏重不同的交际符号系统。

在此我们要确定是否需要把“原型”或“人类性质”设为一个凌驾于文化之上的层次。虽然人类性质或原型是文化产生的主要源泉，但文化还由于人类历史、经历等的不同而不同。另外，人类性质在一定的文化中是由文化表现出来的，它以人类共同的文化特点而存在。所以从尽量经济和简约的角度讲，我们不必再设立一个人类性质层次。这样，文化成为总体语类系统的语境，包括原型和人类性质等概念所覆盖的范围。

但是，每一个语类通常都与一定的文化模式相对应，而不是与整个文化模式相对应。我们可把这个与一个语类相对应的文化模式看作整个文化的一部分。这实际上是韩礼德的情景语境（Halliday 1978; Halliday & Hasan 1985/1989），也称为情景类型（situation type）或格雷戈利（Gregory 1988）的类属情景（generic situation）。情景类型与文化语境是整体—部分关系。它实际上是一类语篇的语境，即一个语类的语境，而不只是一个具体语篇的语境。

现在，我们需考虑语类由什么来体现。从语言学的角度讲，我们把社会活动称为“语类”是因为它包括语言活动，是人们用以完成交际任务、达到交际目的的活动。从语言的角度讲，体现语类的是意义，包括由语言特征体现的意义和由非语言特征体现的意义。这些由非语言特征体现的意义都可以在反映性语言（Language as reflection，参见Martin 1992: 516）中由语言来体现。由此，我们没有必要再重新定义语域，使其成为一个凌驾于语言之上的层次，实际上成为韩礼德“情景语境”或格雷戈利“类属语境”的代名词。语域是语义层特征，是体现社会行为类型的语义类型，是语言内部的一个层次。它与意义系统的关系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整个意义系统是整体，语域是部分，是根据情景语境从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谋篇意义中选择出的一个意义组合（或意义构型）。某个语类的语篇是这个意义组合的例证之一。它们都由语言的形式特征体现，这些形式特征又由语言实体体现。这实际上和韩礼德有关语域的观点相一致，“语域是个意义概念，可以定义为通常和某个由话语范围、话语基调和话语方式组成的情景构型相联系的意义构型”（Halliday & Hasan 1985/89: 38-9）。

在此，我们还要注意非语言特征的特殊性。由于非语言特征没有完全系统地符号化，所以没有明确的形式特征。这样，它既是决定意义的情景实体，又是体现意义的符号实体。它们的出现使得人们没有必要用语言来表达意义，由此“省略”了部分语言形式。这些成分包括婉托拉框架中的“非语言特征”和“伴语言特征”，米勒框架中的“经历”以及皮尔斯和康克林框架中“行为”。

我们可以根据哈桑的分析框架和婉托拉的分析框架建构语类分析框架（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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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语类分析框架


这个语类分析框架把语类视为一个包括语言活动的社会活动类型，是整个社会活动系统的一部分。它本身具有一个结构潜势，属于此语类的语篇要从这个结构框架潜势中根据情景语境选择适当的语类结构。这一思路和哈桑的语类结构潜势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哈桑的语类结构潜势不包括非语言特征体现的语类结构成分，而这个框架中包括由非语言特征体现的语类结构成分，无论是必要成分，还是可选成分。

在社会活动系统之上是文化语境，包括人类性和社会性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它决定整个社会的社会活动系统。与语类直接相关的是文化语境的部分，即情景语境，或称为情景类型，由话语范围、话语基调和话语方式变项组合而成。它决定一个语类的结构潜势，包括由语言组成的结构成分和由非语言特征组成的结构成分。

在社会活动系统之下是意义系统。语类由语域来体现，组成一个意义构型，是概念意义（由话语范围支配）、人际意义（由话语基调支配）和谋篇意义（由话语方式支配）的组合，是整个意义系统的一个部分。但需注意的是，并不是体现语类的所有意义都由语言特征体现。有些由非语言特征体现，包括手势、动作、行动、环境、共知知识等。当话语方式发生变化时，由语言体现的意义和由非语言特征体现的意义可以发生转化。一个由动作完成的语类成分也可用语言进行描述、叙述、评论和评价。

在语言系统中，意义由词汇语法体现，语类意义特征由体现不同类型意义的词汇语法结构体现。这些词汇语法结构仍属词汇语法系统，只不过它们是整个词汇语法系统的一部分。

词汇语法系统由音系和字系系统体现。音系字系特征又由语音和文字实体体现。

这种类型的框架图通常被解释为静态描写，似乎它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实际上，它既可以从静态的角度进行解释，即从潜势或系统的角度和选择结果的角度来解释，也可以从动态的角度进行解释，即从选择过程的角度进行解释。当产生某个语篇的入列条件满足时，就可按一定顺序从语类结构潜势中进行选择。如果各个成分的入列条件都满足了，就可产生一个完整的语篇。但如果中间某个成分的入列条件不能满足，特别是必要成分的入列条件不能满足，那么语篇就可能终止，从而产生从整个语类活动角度讲不完整的语篇。但是，这个语篇本身仍然是完整的，因为它完成了在此情景语境中所规定的交际任务。例如：





A: Can I help you?

B: Yes. Can I have ten oranges please?

A: I'm sorry. They've been sold out.

B: Bye.





无论选择的过程是否贯穿整个语类结构潜势，以上语类分析框架都是适用的。在此，我们需要对哈桑的“语类结构潜势”理论作修正的是：语类结构潜势应该允许在对语类结构成分进行选择的过程中从中间退出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语类结构潜势的入列条件不只是在选择的开始阶段出现，而是在每个成分选择的“通道”（path）上都出现。只有满足了这些“中间性”入列条件，选择才可以继续进行。这样，就可产生未完成对整个语类结构潜势的选择，但仍然完整，且仍然属于此语类的语篇。用这种方法，就可以兼收语类流程图理论的优点，完善语类结构潜势理论。

这个框架图主要是从编码的角度设计的，与马丁的框架在取向上相同，即主要是从讲话者的角度进行设计。讲话者需要根据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选择适当的语类，根据语类选择相应的意义特征，然后选择适当的词汇语法特征，依次类推。但我们也可从听话者角度进行解释，即首先根据实体特征发现形式特征——音系字系特征和词汇语法特征，然后根据形式特征发现意义特征，根据意义特征推测语类和情景语境。

4　结语

以上我们对现有的语类研究理论框架进行了介绍和评价，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新的语类研究框架。这一理论框架与韩礼德的理论体系是一致的，虽然在对语类概念的认识上有所不同。从以上讨论可见，语类研究作为走出语法“领地”，对语篇整体进行“摸索”的新的研究领域，不像语法研究那样有比较系统、一致、彻底、经济的研究原则和方法，还存在很大的任意性，构建框架的层次性、系统性和一致性不足。所以，语篇层次的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另外，各不同领域对语类进行的研究可为语言学界对语类的研究提供更广阔的视野，使我们在研究中注意更多的方面，并从更高的层次出发来考虑语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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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加的夫语法的若干问题探索
〔5〕



廖楚燕

1　引言

系统功能语法中为大多数人所熟知和研究的是悉尼语法，它以韩礼德（M. A. K. Halliday）为代表，始于20世纪60年代，是系统功能语法学派的主流，也是一般系统功能语法教科书中所介绍的理论。系统功能语法的另外一个分支是加的夫语法，其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当时，加的夫语法的代表人物福塞特（Robin P. Fawcett）在英国伦敦大学韩礼德和哈德森（Richard Hudson）两位导师的指导下完成其博士阶段的学习和研究。这标志着加的夫语法作为系统功能语法一个新分支的产生。后来福塞特到加的夫大学任教和研究，因此一般将该分支语法称为“加的夫语法”。塔克（Gordon Tucker）、谭慈（Paul Tench）等学者随后亦追随这方面的研究，进一步将该语法进行扩展和应用。

几年前在中国就开始有人关注和研究加的夫语法（参见冯捷蕴2002；黄国文，冯捷蕴2002），但为数不多，对之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更少，因此在系统功能语法盛行国内的近几年间，加的夫语法在中国仍未能得到充分的研究和发展。福塞特本人一直关心着中国的语言学研究，并亲自来中国讲学，他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参与到英语问题的研究中来。福塞特关于系统功能句法研究的最新文章可参阅他不久前在中国发表的有关英语“种类意义”（typicity）的两篇文章（参见Fawcett 2006a, 2006b）。

福塞特的研究深受其导师韩礼德的描述性语法和乔姆斯基（Norm Chomsky）的转换生成语法的共同影响。英语语法的加的夫模式毫无疑问是属于系统功能语法学派，因此具有传统描述性语法的特点。它为英语句法分析提供了很强的原则性，且在每个语法点上都作了明确的分析。同时，随着它在计算机模型中成功地实现言语的生成，该语法也被认为是一种生成语法（黄国文2003）。韩礼德（Halliday 1994/2000: F38）称它为目前以计算形式存在的最大的语法之一。

在国内，最早关于加的夫语法的简介见于黄国文和冯捷蕴（2002: 189-196）。他们总结了加的夫语法的四个特点：一、以语义为中心，它是在系统网络的语义特征上建立起来的。二、概率的使用，它使用概率对这些特征进行描述并解释句子是否符合语法。三、生成性，它旨在根据特定的体现规则生成语法结构和语义特征。四、简易性，它简化了韩礼德理论中的某些观点，使其更为容易理解，如小句复合体和小句的语义分析。加的夫语法和悉尼语法的根本原则是一致的，但在许多具体的观点上仍有明显的差异。然而，任何理论都是在众多分歧产生和不断讨论修正的过程中得以发展和完善的，系统功能语法亦如此。

2　加的夫语法的核心理论

2.1　语义、形式与概念系统

在加的夫语法中福塞特坚持形式是意义的体现，对语义层、形式层和逻辑概念系统进行了明确的区分，并指出它们之间的联系。语言体现逻辑概念，而在语言内部，形式则体现意义。一般而言，概念系统中的事件（event）与语义层面的情形（situation）相对应，体现在句法层面则为小句。小句用以表达情形，其子网络还包括从属网络、及物性网络、时间地点说明网络和情形并列网络（黄国文2003: 142），整个意义的系统网络是通过这些子网络中相关的语义特征建立起来的，“正是语义特征的系统形成一种语言的意义潜势”（Fawcett 2000: 298）。而概念系统中的物体（object）与语义层面的事物（thing）相对应，体现在句法层面则为名词词组。但是，概念系统中的逻辑形式并不总是与语言的语义层呈一一对应关系。事件可以最终体现在句法层的名词词组上，如名物化the cast's brilliant acting；而物体也可以通过小句来体现，如what he had for breakfast。这种交叉的体现形式为非一致式（incongruence），重新建构了人类的经验，带有隐喻色彩。福塞特把语义、句法等语言层与语言外的逻辑概念系统联系起来，更好地解释了语言表现人类经验的非一致形式。

福塞特（Fawcett 2000: 210）对语义系统与逻辑概念和句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说明（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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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语义系统与逻辑概念和句法的关系


2.2　对句法类别的划分

加的夫语法中的三种基本句法类别包括单位（unit）、成分（element）和形式项（item）。其句法描述中没有运用悉尼语法的级阶一说，而取而代之的是“填充概率”这一概念。与韩礼德理论中的级阶不同的是，加的夫语法中只有三级单位，而词和词素已不再作为单位，而属于形式项。两种分支语法的共同点在于，小句都被认为是英语句法中的最高单位。

加的夫语法的三级单位如图2所示（见黄国文2003: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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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加的夫语法的三级单位


句法单位“小句”对应“情形”这一语义单位，同时也对应概念系统中的“事件”这一单位。加的夫语法中没有“动词词组”这一单位，悉尼语法中“动词词组”的各成分在加的夫语法中被看作小句的直接成分，而英语小句的中心成分是主要动词（Main Verb）。

悉尼语法中的单位由其自身在级阶中上一单位里的角色来确定，但加的夫语法则根据其内部结构来辨别不同的单位，即依靠这些单位结构中的成分来辨别。其他语法学家如赫德尔斯顿（Huddleston R.D.）和哈德森亦未采用韩礼德通过单位在级阶中上一单位里的角色这一判断标准。单位“词组”中又可以细分为四种。表1为句法单位“小句”和“词组”的简介以及它们对应的语义单位和来自概念系统中的概念单位。


表1　加的夫语法中的句法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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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语法中韩礼德（Halliday 1994/2000: 180）认为词组是扩展的词，而短语是浓缩的小句，两者不可混淆，因而既存在介词短语又存在介词词组。值得注意的是，在加的夫语法中福塞特并未采用“短语”这一术语，因为他认为所谓的“介词短语”实际上并不总是小句的浓缩形式（Fawcett 2000: 205）。例如，小句Do not cram the cage with leaves是符合语法的，但我们并未能把其中的介词短语with leaves独立扩展成为一个小句。因此，任何词组都应该由其自身的内部结构及其表达意义的功能所确定，加的夫语法中坚持“介词词组”这一说法，与“名词词组”、“性质词组”和“数量词组”并列。该语法还提出名词词组中的两类次要单位，即属格串和人类专有名词字符串，这两类字符串不能成为小句的直接成分。

直接构成单位的成分称为“结构成分”，如构成小句的主语、主要动词和补语，或构成名词词组的指示词、表述词、种类词、中心名词、限定词等。“形式项”指在形式层面上语音和书写特征的具体体现。加的夫语法的句法分析树形图中的最底层结构成分是由形式项直接体现的。另一句法类别“位置”指的是一个成分在某个单位中的位置，该位置用符号@加上数字标记，如S@35表示主语处于第35的位置。它说明了成分在小句中的各种排列顺序。

2.3　体现规则

体现规则在加的夫语法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包括组合规则（componence）、重合规则（conflation）、填充规则（filling）和说明规则（exponence）。组合规则说明成分与它们所构成的单位之间的关系，即多个成分“组合”成单位并通过位置排序。重合规则是关于成分与成分之间的重合问题。如操作词（Operator）与助动词（Auxiliary Verb）重合，则标记为“O/X”。填充规则是指一个成分与其下单位之间的关系，即单位又“填充”成分。这种规则也称为单位插入规则（unit insertion），因为它等同于插入一个单位以填充成分。小句中的某些成分由词组填充，而这些词组又可能由字符串填充。加的夫语法中没有悉尼语法中所说的“构成”（consisting-of）关系。取而代之的是，单位由某些成分组合而成，而这些成分又由其他的单位来填充。说明规则表明抽象句法中的成分是由某个具有语音和书写特征的形式项来体现的，如“h<apple”表明领头词（Head）由apple来体现。另外，加的夫语法还有重新进入规则（re-entry）和预选规则（preselection）以保证词汇语法的正确输出。这些体现规则共同建立英语的句法结构，以协助完成由意义潜能至形式实例的整个输出过程。图3体现的是简化了的系统功能语法核心部分（Fawcett 200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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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系统功能语法的核心


2.4　小句分析树形图

韩礼德在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一书及其他著作中采用的是框形的小句分析图，即以表格式的图型来分析小句结构。其他绝大多数的系统功能语法家也采用了同样的分析图（参见Downing 1992/2002; Thompson 2000; Bloor & Bloor 2001）。一方面，他们将小句的几个系统分成几个平行的结构，包括及物性、语气、主位、信息、衔接等，这些结构在分析图中同时存在，而每个结构又各包括一行或多行分析，如语气结构下就包括“语气+剩余成分”层，而“语气”之下又包括“主语+操作词”层。这种多重结构并列存在，形成一个多层次的框形分析图，处在分析图最上边一行的是进行分析的小句，它是多重结构最后合并成一个单一结构的体现（参考Halliday 1994/2000: 368-391）。而另一方面，韩礼德（Halliday 1994/2000: 179）明确指出概念、人际和语篇意义三者其实不是由多个独立的结构来表示的，它们只是一个单一结构上的各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说，这些结构最终是彼此重合构成小句并体现小句意义的。然而，他从未解释过这些结构重合是如何发生的，其他系统功能语法家也曾尝试去解释这个问题，但都未获成功。因此，采用这种框形小句分析图容易引起读者的误解，使读者以为小句中存在三个或三个以上独立的结构。而且这样的小句结构分析须增加多个分析行，使分析复杂化，造成了不必要的麻烦。

任何小句都只有一种结构，根据加的夫语法的体现规则，它是由不同的成分同时组成的，这些成分又由其他单位进行填充，而这些其他单位最后又由具体的形式项来体现。福塞特认为，最好的小句分析表示方法是采用树形图。图中只有意义／元功能层面上的一个分析行，如图4对I want some hot chocolate一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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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例句I want some hot chocolate的分析


这种表示法可以清楚地体现出成分与单位、成分与成分之间的关系。其中不存在结构重合，只有在同一行结构中的成分重合（“/”表示成分的重合），韩礼德难以解释的结构重合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从另一角度看，这更符合英语小句的实际情况，一个小句最终只有一个结构，而这个结构是对多个系统进行选择的结果，这是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在小句中的体现。采用“及物性系统”、“语气系统”和“主位系统”等说法而不用“结构”一词，也可以避免读者的误解。

3　加的夫语法与悉尼语法的联系与区别

3.1　两者的联系

加的夫语法与悉尼语法两者都认同系统功能语法的根本原则和理论。作为韩礼德词汇语法（lexicogrammar）的进一步发展，加的夫语法也是基于语义的语法，并通过研究英语句法以用于篇章描述和言语生成。这两个分支在语言研究尤其是句法研究上具有互补性，共同建立起关于语言的全面分析。正如福塞特（Fawcett 2000: 275）所言，悉尼语法与加的夫语法从整体上说是语言的两种交互模式。据黄国文（2006: 6）回忆，福塞特几乎每次在讲解他的加的夫语法之前都会首先声明他自己是一个彻底的韩礼德派语言学家。

韩礼德把系统功能语法比作一种“语言”，而系统功能语法的各种模式则像是它的各种“方言”，根据各自的研究基地，有悉尼方言、加的夫方言、诺丁汉方言、马德里方言等。加的夫语法和悉尼语法都从属于系统功能语法学派，它们与系统功能语言学之间不是并列的关系，而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韩礼德（Halliday 1994/2000: F38）在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一书前言中提到，加的夫语法模式与悉尼语法模式是紧密相联的，两者都建立在同一种系统功能语法理论之上。

3.2　两者的区别

这里我们将讨论的重点放在加的夫语法和悉尼语法的区别上，以主要动词、“位置”概念、英语疑问句的分类及语调与标点符号这四个方面为例，需要说明的是，两者的区别不限于此。

3.2.1　主要动词等为小句的直接成分

加的夫语法将悉尼语法中构成动词词组的所有成分都视为小句的直接成分，如主要动词、助动词和情态动词。在悉尼语法中，主要动词、助动词和情态动词充当动词词组中的成分。而整个动词词组又转而充当小句的谓体，谓体则为小句的直接成分。换言之，韩礼德并未把这些动词作为小句的直接成分，而是作为小句在级阶下一级单位谓体的成分。此处以主要动词和助动词为例，借助操作词这一概念来探讨。

操作词是指小句中协助表达时态、极性（polarity）（归一性）和情态意义以明确命题有效性的那些成分。当小句为一般现在时或一般过去时、主动语态、正极性（肯定）并表达中等情态意义时，如He went to school，小句中不存在任何助动词，而是通过主要动词来协助传递命题的有效性，因此这种情况下根据不同成分之间的重合规则，主要动词与操作词发生了重合。而不管在悉尼语法还是在加的夫语法中，韩礼德和福塞特都把操作词视为小句的直接成分。因此，在主要动词与操作词会发生重合的情况下，既然操作词是小句的直接成分，那么主要动词也应该视为小句的直接成分。同样地，一个小句中可以存在一个以上的助动词，其中第一个助动词与小句的操作词重合，如What did he do?中的did一词，即为助动词与操作词的重合体。既然操作词为小句的直接成分，我们也应将助动词视为小句的直接成分，这样才可以避免小句分析中各种成分发生混淆并导致层次不清。这也是加的夫语法中不存在“动词词组”这一术语的原因。

3.2.2 “位置”概念的提出及其作用

加的夫语法提出了“位置”（place）这一新概念。成分是单位的组成部分，成分出现在单位之中的某个位置上，即用“位置”来表示，如S@35表示主语处于小句中第35的位置上（Fawcett 2000: 220）。“位置”这一概念在语篇生成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当某些成分的领头词未出现或不在其一贯的位置上出现时，我们仍可以通过一串按顺序排列的数字标识来辨认各成分的排列顺序并描述这些成分的位置。各成分可能以多种不同的顺序出现在小句中，以小句的中心成分主要动词为例，它可能出现在小句中不同的位置上。如在陈述句He is famous及其相对应的是非疑问句Is he famous?中，主要动词is的位置就有差异，前者在主语后，后者在主语前。相反，我们也可以通过它与主语的位置关系判断出这是一个陈述句还是疑问句。

对生成语法而言，在小句分析中引进“位置”这一概念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即使小句中各成分的顺序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我们仍能够通过利用“位置”轻易地说明各成分的排列方式。“位置”的重要性及其作用可具体体现在它可用于解释小句中的一种不连续现象（discontinuity），即小句成分的提升（raising phenomenon）。如在小句Who did you speak to?中，原为介词词组to whom中的介词宾语（completive）to被提升到介词词组之上的位置，其位置明显发生了变化。卡尼（Carnie 2002: 283）曾用“转移”（movement）来解释特殊疑问句中的这种现象，而雷德福（Radford 1997: 267-299）则用语言的经济原则加以解释。在加的夫语法中，如果一个单位中的成分根据就近关系原则以正常顺序出现，则称为一个连续的单位；相反，如果单位中各成分分裂开来，即各成分的位置由于某种原因被打断，则是一种不连续现象，其中可能发生于名词词组、性质词组、数量词组和介词词组中。

介词宾语紧跟介词后而构成介词词组，这是连续现象，即介词宾语出现在正常的、无标记性的位置上。但当它与介词分裂开来，被单独置于疑问句句首时，它与主要动词处于小句中的同一高度，所处的单位比原来正常位置要高。位置发生了变化的介词宾语看起来似乎像小句中的主要动词、操作词和助动词一样充当了小句的直接成分，但其实它仍然是与介词一起构成介词词组的成分，介词宾语的角色没有改变。这说明，位置的提升并未能改变这个成分在小句中的角色，它只是占了一个有标记性的、比原来高的位置，在例句中who成为了小句的起始点，也充当了小句的主位。

加的夫语法中使用“位置”这一概念，为英语疑问句等小句中的不连续现象作出了科学合理的解释，它和“单位”、“成分”等概念一起，为一些复杂的句法问题提供了基于理论并具有原则性的解释方法。

3.2.3　从疑问句分类看加的夫语法的功能性

传统语法认为英语疑问句一般分为两大类，一类为是非疑问句（yes/ no question），另一类为特殊疑问句（wh-question）。前者要求回答者确定是非，后者则一般以特殊疑问词如what，who，how等统领整个小句（疑问句传统分类详见Jespersen 1949: 480-481; Quirk et al. 1972: 385; Biber et al. 1999: 203-210; Huddleston & Pullum 2002: 865-917）。关于疑问句的称法主要有两类，分别是interrogative和question，前者是句法上的术语，而后者则是语义上的称呼。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提问是语言的主要言语功能之一，通过表达人际功能的语气来实现，一般用于寻求信息或服务。有些系统功能语法家（如Lock 1996: 181-185）对疑问句的分类和命名与传统语法相近。

在加的夫语法中，福塞特从语言功能的角度出发，赋予各种疑问句新的名称。他认为，任何事件中的交际角色都包括行为者（Performer）和行为对象（Addressee）。根据不同的交际媒介，行为者可能是说话者或作者，而行为对象相对应则是听话者或读者。行为者处于提供信息的位置，而行为对象则担任信息接收者的角色。福塞特把交际事件中的行为者和事件本身都看成是信息的提供者（Fawcett 2005: 13）。排除某些特殊情况，根据小句结构中主语和操作词这两个成分的先后排列顺序，可将小句分为信息给予句和信息寻求句，分别对应句法上的陈述句和疑问句。他又按照一个疑问句所寻求的信息类别，将英语疑问句分为极性寻求句（polarity seeker）、新内容寻求句（new content seeker）和内容选择寻求句（choice of alternative content seeker），即分别取代传统分类中的一般疑问句、特殊疑问句和选择疑问句。如“寻求句”（seeker）一词所示，所有这些信息寻求句都是根据其不同功能进行分类和命名的。使用seeker避免了interrogative和question之间的混乱不清，更清楚地揭示了疑问句的功能。加的夫语法对英语疑问句的重新命名进一步体现了该语法的功能性，也再次证明了它和悉尼语法一样都属于系统功能语法的范畴，它们的关注点都在于语言单位的功能性，都是从语言的功能角度出发来考虑和分析问题的。

3.2.4　语调与标点符号——形式的表现方式

“形式”的范围在加的夫语法中的范围比在悉尼语法中要更为广泛。加的夫语法认为口头语篇中的语调和书面语篇中的标点符号也是意义的体现形式，主张系统功能语法除了句法分析之外，还应把语调和标点符号纳入其研究范围。语调和标点符号如句法和形式项一样，直接体现小句的意义，因此也是不同类型的体现形式。以英语疑问句为例，语调和标点符号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小句如何表达人际意义。目前从系统功能语法角度研究语调和标点符号的著作不多，读者可参考的文献有谭慈（Tench 1996）的The Intonation Systems of English
 。因此，相对于悉尼语法，加的夫语法的研究范围要更为广阔一些，考虑到了小句的更多方面。

4　加的夫语法的不足

加的夫语法在许多语言问题上对悉尼语法作了补充和简化，但它也存在不足之处，这主要表现在它对某些问题的分析过于绝对和简化，此处以其对主位／述位层次的简化为例。

小句中成分与成分之间有时会发生重合，加的夫语法在树形分析图中在两成分间用斜线“/”来表示它们之间发生了重合。当同一小句中的两个成分出现重合时，两个成分融合到一起作为一个成分来表达意义。加的夫语法与悉尼语法的另一个不同点在于，加的夫语法并没有对小句结构中主语的主位功能和其他成分的述位功能作出清楚标识。而悉尼语法在分析小句的语篇意义时则对主位和述位作了明显的标记。福塞特认为，在小句分析中标明主位为多此一举，因为除了在增强型经验主位结构，如It was John who kissed Mary结构中，其他情况下与主语重合的任何参与者成分自然成为“主语主位”。他认为这一点是可以推断出来的，没必要增加主位和述位这一层。

经过分析，我们发现，福塞特的这一观点仅适用于陈述句中的无标记主位，对于陈述句中的标记性主位和疑问句的主位却不一定成立。如陈述句Finally we were there中的主语为we，we同时又是小句的参与者成分，但它却不是小句的主位，因为在它之前有一个环境成分finally取代了主语成为小句主位。又如What have you brought？的主语为you，you同时也是小句的参与者成分，但该小句的主位却是同为参与者成分的宾语what，这是特殊疑问句中的无标记主位。因此，并非所有与主语重合的参与者成分都会自然地成为小句的“主语主位”。主语不一定是主位。所以我们仍然坚持韩礼德的做法，即认为有必要分辨小句的主位与述位并对其进行标识。

另外，福塞特认为并不是所有的小句中都存在操作词（Operator），这一说法也值得商榷。这些个别现象表明，加的夫语法在处理一些语言问题上有点过于简化，从而影响了整个分析，我们仍坚持科学合理的做法。

5　结语

加的夫语法是系统功能语法的一个分支，是对韩礼德悉尼语法的一种扩展和简化。它以语义为基础，强调功能，针对某些语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同时将言语生成作为主要的研究目的之一，更专注于计算机模型中的言语生成。本文通过介绍加的夫语法的发展和性质，包括语义系统、句法类别、体现规则和小句分析树形图在内的核心理论，以及主要动词、“位置”概念、疑问句的分类等具体问题，探讨了它与悉尼语法之间的异同，目的在于使更多的中国学者更好地了解这一语法的主要观点，以及它与悉尼语法的关系，关注系统功能语法派别中除悉尼语法之外其他派别的思想。加的夫语法和悉尼语法这两个派别是同祖同宗的，在研究中把它们有效地结合起来，将有助于整个系统功能语法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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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语篇语义学与评价系统
〔6〕



姜望琪

1　解题

在讨论语篇语义学与评价系统的关系之前，先把“语篇语义学”和“评价系统”在本文中的内涵说清楚。

“语篇语义学”是英语discourse semantics的汉译名。但是，这个术语不仅系统功能语言学家使用，形式语义学家也使用。荷兰奈梅亨大学（Nijmegen University）的语言学家Pieter A. M. Seuren在1985年出版了《语篇语义学》，2001年出版了《一种语言观》，讨论了他们的语篇语义学理论。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Nicholas Asher 2004年也在网上发布了他的“语篇语义学”课程信息。2001年，欧洲逻辑、语言、信息暑期学校举办了信息结构、语篇结构、语篇语义学专题讨论会。2003年，《逻辑、语言与信息杂志》出专刊发表有关论文。

形式语义学家的语篇语义学研究跟系统功能语言学家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点——都强调对语篇意义的研究。但是，两者之间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不能混为一谈。因此，我开篇就要申明：本文讨论的语篇语义学是系统功能语言学概念，跟形式语义学无关。

“评价系统”则是appraisal system的汉译，其中的“评价”不是evaluation。这两个英语词虽然有人用作同义词，我感觉还是用不同的译名好一点。

2　语篇语义学

系统功能语言学家是从1992年开始正式在书面文献中讨论语篇语义学的。这一年，Halliday在“系统语法与‘语言科学’这个概念”中说，“实现过程也把一个平面（层次）的范畴跟其他平面的范畴联系起来。因此，词汇语法平面的范畴‘向上’跟语篇语义学相连，‘向下’跟音系学相连”（Halliday 2003/1992: 210）。这说明他开始为他以前简单称为“语义学”的平面改名了。

相对而言，Martin对语篇语义学的讨论要深入一些。他从1979年开始在悉尼大学讲授自己对语篇语义学的认识，1992年他把有关讲稿整理出版，定名为《英语篇章——系统与结构》（Martin 1992: xiii）。这是语篇语义学的第一部专著，因此这一节的讨论将以该书为基础。

《英语篇章》的第一章名为“语篇语义学——一个关于三层分节的建议”，介绍了语篇语义学这个概念的缘起及其主要内容。Martin指出，“就像《英语的衔接》，《英语篇章》也运用系统功能语法理论来探讨篇章结构问题，并且开发了以篇章为中心（而不是以小句为中心）的新的分析方法，作为对语法的补充（第二章到第六章）。《英语的衔接》把语法跟衔接分成两部分（分别作为结构性或非结构性意义资源），《英语篇章》却有另一种分工——以层次分类，分成语法跟语义学（分别作为小句取向或篇章取向的意义资源）。这样一种语义学以篇章意义为中心，而不是以小句意义为中心，所以，我们称之为语篇语义学”（Martin 1992: 1）。

为什么要提出这种新的分工呢？那是因为Martin认为现有系统功能语法理论有三点不足。首先，它无法概括由不同语法结构实现的相同的语义内涵。例如，按照Halliday的理论，下列三个句子分别属于三种经验过程：行为过程、心理过程和关系过程。但是，它们的语义内涵是一致的这一点却没有得到反映（Martin 1992: 16）。





（1）Ford is smiling because Trillian arrived.

（2）It pleased Ford that Trillian has arrived.

（3）Ford is happy that Trillian has arrived.





其次，语法隐喻要求多层次解读。不仅要解读其字面意义，而且要解读其隐喻意义。Halliday把这种多层次编码的结构看成是书面语言演变的结果。Martin认为，如果考虑人际隐喻，那么语法隐喻在口语中比在书面语中更常见（Martin 1992: 29）。换言之，这种多层次解读是语言的一种常态，要有一个更全面的解决方案。因此，他提议明确增加一个语篇语义层，以负责隐喻的解读。

第三，现有语言理论只承认句子（小句复合体）为最大语法单位，没法解释篇章模式。Halliday和Hasan提出了衔接理论，以补充小句语法的不足。语法负责构建篇章所需的结构性资源，衔接理论负责非结构性资源。Martin认为，语法与衔接理论之间的这种分工只具有描写正当性，不具有理论正当性，不能反映结构性资源与非结构性资源之间的连续性。而语篇语义学这个层次就有可能把小句语法负责的结构性资源跟衔接理论负责的非结构性资源结合起来（Martin 1992: 19）。

Martin承认，从语法的角度看，衔接手段构建的语义关系是非结构性的，是跨越语法结构的。但是，从语篇语义学的角度看，这种关系也是“结构性”的，尽管这种结构跟语法结构有明显的不一样。他在书中具体讨论了语篇结构跟小句语法结构之间的区别。

不过，更重要的是他在书中首次以四个章节的篇幅（占全书60％以上）详细讨论了四个语篇系统——协商（negotiation）、识别（identification）、连接（conjunction）和概念（ideation）。然后又用一章讨论了语篇系统跟词汇语法之间的互动（这五章就是前面引文中提到的第二章到第六章）。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语篇系统是语篇语义学的核心。下面我们简单介绍这四个系统的主要内容。

协商系统是一个人际系统。从这个系统的角度看，语篇是参与者之间的对话。因此，协商也可以说是通过对话塑造意义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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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词汇语法层面，表达人际意义的语法系统是语气。其中最主要的是直陈语气和祈使语气，直陈语气本身又分成陈述语气和疑问语气。在英语里，这些语气是通过主语的有无，通过主语与限定语的相对位置实现的。

这些语气系统及结构一般认为是形式性的。Halliday（1985）却对语气进行了语义解读，那就是他认为语气可以承担“提供、命令、叙述、提问”这四种言语功能。但是，Martin觉得Halliday的分析法把语义和语法这两个层次混在一起了。语气跟言语功能属于两个层次。他把前者归于语法，后者归于语篇语义学。然后，他又在Halliday的“提供、命令、叙述、提问”四种主要言语功能和“感叹、呼叫、问候、警告”四种次要功能的基础上提出了七种相邻语对（adjacency pairs）：呼叫、问候、感叹、提供、命令、叙述、提问。

所谓识别，是对语篇参与者的识别。识别系统关注的是一个语篇用什么方法引进人物、方位、物体，特别是在下文如何再次指称他们。换言之，这是一个追踪参与者的系统，它实施的是篇章元功能。

Halliday & Hasan（1976）引入了一个表示情景指称的术语——exophora，并提出了包括“外指”、“内指”、“回指”、“预指”等概念在内的一个指称系统。Martin（1992）把它作为自己的参与者识别系统的基础，建立了一个复取网络（retrieval network）。

从结构上讲，参与者识别系统可以称为“指称链”（reference chains），跟Hasan的“身份链”（identity chains）很接近。最简单的指称链由两个词项组成，一个假设词项，一个被假设词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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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较长的篇章里，指称链可以延长。在这种情况下，假设项本身也可以被其他项目假设。这样的指称链很像Hartford层次论学者的“参与者系列”（participant lines）（Martin 1992: 141）。

连接系统关注不同消息之间的逻辑语义关系，实施的是逻辑元功能。Halliday & Hasan（1976）把小句复合体之间的逻辑语义关系概括为四大类：添加（additive）、转折（adversative）、因果（causal）和时间（temporal）。同时，他们区分了外在关系（external）和内在关系（internal）。Martin（1992）提出了跟Halliday & Hasan很接近的添加（additive）、比较（comparative）、时间（temporal）和因果（consequential）四种连接关系。

Martin特别看重外在／内在关系之间的区分，视之为根本区分（Martin 1992: 178）。在他看来，内在关系体现的是论证过程，是提供论据的顺序，或者说，它构筑符号过程（semiosis）；外在关系体现的是现实世界事物发展的顺序。因此，他又把内在关系叫做“修辞关系”，外在关系叫做“经验关系”（Martin 1992: 178-180）。

概念系统专注于词汇项目之间的经验关系，如上下义关系、反义关系、同义关系等。概念系统实施的是经验元功能。

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对Halliday & Hasan“实义词衔接”的发展，特别是其中的搭配关系。所不同的是，Martin从语场的角度入手。他把Halliday的语场概念修改为“朝向某个机制性大目标的一些活动序列集合”（Martin 1992: 292），并把这些活动序列细分为“1）行动、人物、方位、物体、性质的分类关系（taxonomies）；2）行动跟人物、方位、物体、性质之间的构型（configurations），人物、方位、物体跟性质之间的构型；3）上述构型的活动序列（activity sequences）”（Martin 1992: 292）。如果以网球这个语场为例，上述概念系统可细化为（Martin 1992: 293）：





1）分类——局—盘—比赛之间的部分／整体关系；

2）构型——“施事+过程+中介”结构：运动员发-球；

3）活动序列——运动员发球—对方回击—运动员截击。





3　评价系统

Martin第一次在书面文献中正式讨论评价系统是在2000年。这一年，Susan Hunston & Geoffrey Thompson主编了《篇章中的评估——作者站位及语篇构建》，收录了Martin的《交换以外——英语评价系统》一文。2003年，Martin和Rose合作出版了《研究语篇——小句之上的意义》，再次介绍了评价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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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是一个人际意义系统。人们用评价资源跟别人协商社会关系——通过告诉听众、读者自己对某些人、物的感觉（即自己的态度）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评价首先涉及的是态度问题，即一个人对所发生的事件、别人的所作所为以及周围物体采取什么态度。其次是有关态度的强烈程度，是高还是低。第三是有关态度的源头。有的态度不一定是说话人自己的，他可能只是转述别人的态度而已。这三个方面分别被正式命名为“态度”（attitude）、“级差”（graduation）和“介入”（engagement）。

态度子系统又可以被进一步细分成三个小系统。表达感情的称为“情感”（affect），评估人物品格（简称“人品”）的称为“判断”（judgement），评估物体价值（简称“物值”）的称为“鉴赏”（appreciation）。下列句子中的黑体词语都是表达感情的：





（4）I was torn to pieces
 .

（5）I can't explain the pain
 and bitterness
 in me...

（6）We were ecstatic
 .

（7）He became very quiet
 . Withdrawn
 . Sometimes he would just press his face into his hands
 and shake uncontrollably
 . I realized he was drinking too much
 .

（参照Martin & Rose 2003: 25-7，例句稍有改动）





从感情的内容来看，它们可以分成“正面”（positive）和“负面”（negative）两类。例（4）、（5）、（7）里的torn to pieces, pain, bitterness, withdrawn, press his face into his hands, shake uncontrollably表达的感情是负面的，例（6）里的ecstatic是正面的。从表达感情的方式看，它们可以分成“直接”（direct）和“隐含”（implicit）两类。所谓直接表达，就是用情感名称直接表达，如torn to pieces, pain, bitterness, ecstatic。不过，说话人也可以通过描写身体行为来直接表达感情，如withdrawn, press his face into his hands, shake uncontrollably。所谓隐含表达，是指离开上下文就不清楚所表达的到底是什么情感这种情况，如上述例句中的划线词语very quiet, drinking too much。他们承认隐含表达有时候很难与描写身体行为的直接表达区分清楚。

判断同样可以有正面、负面，直接、隐含之分，但是它还可以分成“私德”（personal）、“公德”（moral）两类。有关私德的正面判断称为“赞美”（admire），负面判断称为“批评”（criticize）；有关公德的正面判断称为“表扬”（praise），负面判断称为“谴责”（condemn）。以下例（8）、（9）、（10）和（11）涉及的是私德：其中（8）和（9）属于赞美，（10）和（11）属于批评；（8）和（10）是直接判断，（9）和（11）是隐含判断。例（12）、（13）、（14）和（15）涉及的是公德：（12）和（13）属于表扬，（14）和（15）属于谴责；（12）和（14）是直接判断，（13）和（15）则是隐含判断。





（8）[he was] A bubbly, vivacious man who beamed outwild energy. Sharply intelligent.（私德、赞美、直接）

（9）He was working in a top security structure.（私德、赞美、隐含）

（10）What's wrong with him? ...I can't handle the man any more!（私德、批评、直接）

（11）I can't explain the pain and bitterness in me when I saw what was left of that beautiful big, strong person.（私德、批评、隐含）

（12）...at least their leaders have the guts to stand by their vultures, to recognize their sacrifices...（公德、表扬、直接）

（13）I envy and respect the people of the struggle...（公德、表扬、隐含）

（14）Our leaders are too holy and innocent. And faceless.（公德、谴责、直接）

（15）...'those at the top' were again targeting the next 'permanent removal from society'...（公德、谴责、隐含）

（参照Martin & Rose 2003: 30，例句稍有改动）





鉴赏是对物体价值的判断，既包括有形物体，也包括抽象物体。例如，a beautiful relationship, a very sensitive issue, healing of breaches, redressing of imbalances是正面鉴赏，而my unsuccessful marriages, a frivolous question, broken relationships, the community he or she has injured则是负面鉴赏。

Martin & Rose承认，判断与鉴赏，或者说评估对象到底是“人品”还是“物值”，有时候很难区分。例如，一篇评论Stevie Ray Vaughan的光盘《德克萨斯水灾》（Texas Flood）的文章里有这么一句话And the newly included bonus numbers (...) illuminate the raw soul and passion
 that propelled his artistry
 even when he was under the spell of drug addiction。如果把它看作对Vaughan的吉他演奏，而不是对人品的评估，那么它是鉴赏；如果把它看作对Vaughan的能力（作为他的品格的一部分，就像把吸毒看作品格的一部分）的评估，那么它是判断。因此，他们强调要看语境，不能光看用了什么词语（Martin & Rose 2003: 36）。

在这一章的最后一节，他们又进一步讨论了态度子系统的一些细节问题。他们提出，情感可以从下列六个方面进行分类：





1）感情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2）是一时的情绪宣泄，还是一种长期的心理状态或倾向。

3）是针对某个特定外在因素的，还是一般的心情，没有任何针对性。

4）感情的强烈程度。

5）有主观意图，还是单纯被动反应。或者说，激发因素是非真实的，还是真实的。

6）是安全／不安全，满意／不满意，还是幸福／不幸福。





关于判断，他们说它可以被看成是有关建议（proposal）的感情的体制化（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feeling），是关于人们应该（或不应该）怎么做的规范。同时，他们引入了两个新的术语：社会敬重（social esteem）和社会约束（social sa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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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敬重涉及赞美和批评，一般没有法律意义。如果有人在这方面碰到困难，他需要咨询心理医生。社会约束涉及表扬和谴责，而且往往带有法律意义。如果有人在这方面碰到困难，他需要咨询律师。而鉴赏则可以被看成是有关命题（proposition）的感情的体制化，是关于怎么为产品和表现（products and performances）估值的规范。这个小系统有三个变量：反应（reaction）、构成（composition）和估值（valuation）。反应又可以分作两类：评估对象吸引我们注意力的程度（反应：影响），以及它对我们情绪的影响（反应：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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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成则涉及我们对评估对象的均衡性（构成：平衡）和细节（构成：复杂性）的感知。估值涉及我们对评估对象社会意义的估算。

级差子系统如上文所说，涉及态度的强烈程度。这个子系统也有两个小系统：“语势”（force）和“聚焦”（focus）。语势主要由两类词语表达。一类是强化语（intensifier），如very, extremely, quite。比较词语（如best, better, more, too）也可以归列这一类。另一类称作“态度词语”（attitudinal lexis）。聚焦是对经验性范畴的锐化（sharpen）和柔化（soften），把本来没有级差的范畴变得具备级差。例如，real policemen中的real使得policeman这个职业具备了等级性，类似的词语还有kind of, sort of。像real这样的词语把聚焦锐化了，而像kind of, sort of这样的词语则把聚焦柔化了。

介入子系统涉及态度的源头——所提到的评价来自什么人。一般情况下，说话人所提到的评价来自他自己，如It was the beginning of a beautiful relationship。但是，说话人有时也会引用别人的话，如Then he says: “He and three of our friends have been promoted.” “We' re moving to a special unit. Now, now my darling. We are real policemen.” Martin & Rose借用俄罗斯语言学家Bakhtin理论中的术语“单声”（monogloss）和“多声”（heterogloss）分别为这两种源头命名。

4　语篇语义学与评价系统的关系

Martin在2000年的文章里说，对人际语篇语义学的探索一般都是以语法为基础的，1992年的《英语篇章》阐述了这样一种探索。Martin（2000: 143）从互补的角度讨论以“评估”词汇为基础的另一种探索。这说明评价系统从一开始就是与语篇语义学密切相关的。

在2003年的《研究语篇》的“序言”中，Martin & Rose说，该书以《英语篇章》为出发点，进一步研究语篇语义学（Martin & Rose 2003: xi）。与Martin（2000）的区别是，语篇系统的数目增加了。评价被作为第一个语篇系统介绍给读者。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突出语篇（不管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的互动本质——协商性”（Martin & Rose 2003: 22）。

2005年，Martin和White合作撰写了《评估语言——英语评价系统》，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他们的评价理论，特别是详细地阐述了《研究语篇》中没有深入展开的级差子系统和介入子系统。跟《英语篇章》和《研究语篇》另一个重要的不同是，这本书明确讲到了语篇语义学与评价系统的关系。

他们在第一章介绍了评价系统在系统功能语法里的位置。在讲到语篇语义学时，他们把评价系统作为语篇语义学的五个语篇系统之一。他们说“这个层次涉及语篇组织的各个方面，包括篇章是如何引入人物、方位和物体，在引入以后又是如何追踪的（识别系统）；事件、状态是如何按时间、因果、对比、类似等关系互相连接的（连接系统）；参与者是如何根据部分整体关系、大小类关系互相联系的（概念系统）；话轮是如何组织成交换的（交换物品、服务、或信息）（协商系统）；以及评估是如何确立、放大、指向目标，归属源头的（评价系统）”（Martin & White 2005: 9）。

然后，他们阐述了把评价系统置于语篇语义学之内的三个理由。首先，态度意义的表达往往不受小句这样的语法单位的局限，而是散见于语篇的不同部分。如Stevie Ray Vaughan的一个粉丝在网上如此表达他对Stevie Ray的光盘的狂热。





（16）awesome! awesome! awesome! awesome! It's very worth buying. oh did i say that it's awesome! thank you. stevie ray!

(Martin & White 2005: 10)





其次，同样一种态度可以通过多种语法结构表达，如例（17）。因此，我们需要跳出小句语法的藩篱，以概括这些不同结构所表达的共同意义。





（17）an interesting
 contrast in styles


adjective
 (Epithet)

　　The contrast in styles interested
 me


verb
 (Process)

　　interestingly
 , there's a contrast in styles


adverb
 (Comment Adjunct)

(Martin & White 2005: 10)





第三，还有语法隐喻的问题，其中的措词跟意义之间没有一致关系。例（17）中涉及的态度意义还可以被表达为物体。





（18）the contrast in styles is of considerable interest


(Martin & White 2005: 10)





其实，例（17）中的表达式本身也可以看作语法隐喻，contrast本身就是一种名物化，它可以被拆解为different。





（19）His overall appearance, his stage presence, even his playing style are quite different in the two shows.

(Martin & White 2005: 10)





以上就是Martin在《英语篇章》中阐述的他之所以要提出语篇语义学的三个理由。这说明，提出语篇语义学和把评价系统置于语篇语义学之内是出于同样的目的。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英语篇章》里，Martin还说，解决语法结构跟语义内涵不一致（即不同语法结构表达相同的意义）的一个办法，是把内容平面分成两部分，设立一个由不同过程实现的“态度网络”（attitude network）（Martin 1992: 16）。换言之，语篇语义学这个概念在提出之初就跟评价系统的核心概念——态度子系统有内在联系，尽管当时评价系统这个概念还没有正式成形。
〔12〕



其实，“态度”这个术语，据笔者查证，在《英语篇章》里至少出现了10次。特别是在46页和586页两次跟MODULATION等词并列使用，有一次还跟MODULATION一样全部用大写。至于评价系统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态度子系统的最重要小系统——情感（affect），则因为Poynton从1985年就开始正式使用而在书中有专门一个小节加以论述，并且多处提到。

在《评估语言》的第一章里，Martin & White还说，“……我们可以把评价系统作为一个人际系统置于语篇语义学层面。在这个层面，它跟其他两个系统一起表达人际意义——协商系统和参与系统（involvement）。协商跟评价是互补的，它专注于语篇的互动方面、言语功能、交换结构（如Martin 1992所阐述的那样）。……参与和评价也是互补的，它专注于用来协商语脉关系[ten-or]的，特别是团结一致关系（solidarity）的不可分级的资源。上文讲到Poynton时介绍过的称呼语属于这个领域，也包括诅咒语（及有关委婉语）、感叹语。……在这个领域，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也不打算提出一个穷尽性的资源名目。我们的目的只是表明，可以用来协商团体身份并与评价系统和协商系统合作以便实现语脉关系的资源有很多”（Martin & White 2005: 33-4）。

2007年，Martin和Rose修订出版了《研究语篇》的第二版。新版的最大变动是增加了协商系统。这样一来，《英语篇章》中讨论过的语篇系统在《研究语篇》中都有了进一步的阐述，《研究语篇》名副其实地成了《英语篇章》的续作。评价系统、协商系统、参与系统是语篇语义学层面共同表达人际意义的三个系统这个命题也更加落实了。

5　结语

本文通过梳理Martin及其同事1992年以来四部著述中的有关论述，论证了语篇语义学与评价系统之间的关系。这些著述代表了语篇语义学研究的三个阶段。《英语篇章》代表第一个阶段。它总结了Martin此前十几年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是从Halliday的小句语法到语篇语义学的过渡。随着90年代语篇语义学研究的深入，评价系统的重要性逐渐变得明显起来。因此，Martin在2000年的《交换以外》中作了介绍。2003年的《研究语篇》又明确把评价系统算作一个语篇系统。这是语篇语义学研究的第二个阶段，Martin开始提出明显具备自己特色的语言学理论——评价理论。而2005年的《评估语言》则表明评价理论已经成熟，它已经成为语篇语义学研究新阶段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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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文章原载于《外国语》1996年第1期，本集收录时参考文献格式略有改动。


〔2〕
 文章原载于《外语研究》2001年第1期，本集收录时参考文献格式略有改动。


〔3〕
 文章原载于《外语教学与研究》2000年第2期，本集收录时参考文献格式略有改动。


〔4〕
 文章原载于《外语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5期，本集收录时参考文献格式略有改动。


〔5〕
 文章原载于《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1期，本集收录时参考文献格式略有改动。


〔6〕
 文章原载于《外语教学》2009年第2期，本集收录时参考文献格式略有改动。


〔7〕
 这一章的副标题就是“通过对话塑造意义”（Shaping meaning through dialogue）。


〔8〕
 Halliday & Hasan（1976: 4）曾提出，当一个元素预设（presuppose）另一个元素，即不借助后者，就不能有效地解码前者时，衔接关系就建立起来了。Martin觉得“预设”这个概念一般理解为“甲句子为假时，乙句子仍为真”这种句子之间的关系，所以改用了“假设”（presumption）这个概念（1992: 101）。


〔9〕
 这两次讨论除了例子不一样，理论部分基本没改。本文的介绍将以2003年版为主，书中有一处印刷错误将根据2000年的文章改正。


〔10〕
 从内容上看，“社会敬重”就是上文的“私德”，“社会约束”就是上文的“公德”。但是，两位作者在这本书里没有说明这两套术语之间的关系。2007年的第二版也没作改动，还是两套术语并用。


〔11〕
 这句话在2003年的书里印成了下列第一栏的形式，而根据2000年的文章，它应该是第二栏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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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Martin在2000年的文章里提到，他1992的《英语篇章》反映了他们当时还处在没有把判断、鉴赏与情感分开的阶段（Martin 2000: 150）。


第三篇

系统功能语言学　适用性研究

前沿动态

本篇探讨理论与实际操作之间的接面（interface）问题。我们的目的是描述和解释在把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应用到具体语境中时所涉及到的理论部分是如何运作的。

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适用性研究方面，我们国内的成就主要涉及功能语篇分析和跨学科应用两个方面。

一、功能语篇分析。在我国，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在语篇分析方面的应用较早见于黄国文（1988）。实际上，黄教授关于功能语篇分析的一系列专著（如黄国文1988，2001b；黄国文，葛达西2006）在很多高校都被用作语篇分析的教材。黄国文（2001a）比较全面地体现了他的功能语篇分析思想。这也是一篇高被引频次文章（根据中国知网引文数据库截至2010年4月1日的统计，该文已被引用227次）。文章从功能语篇分析的目标、范围、方法、步骤等方面，指出功能语篇分析是一种解释性的活动，它的目标是对语篇进行评估。黄教授强调，在对语篇评估之前，语篇分析必须从“语篇表达的是什么意义”、“语篇是怎样表达意义”和“语篇为什么表达某种意义”这三个方面考察语篇。语篇分析者可以从文化语境、情景语境和语言三个方面分析语篇。文章最后指出，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是一种操作性强，应用性强的语篇分析理论。这篇文章不仅论证了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进行语篇分析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而且它为功能语篇分析提供了明确的分析理念和有据可依的分析模式。

我国学者在功能语篇分析方面的研究兴趣具体涉及批评话语、积极话语、评价理论应用、多模态话语分析等方面，它们代表了功能语篇分析的几个分支，分别探讨语篇分析的态度取向（否定的／肯定的）、评价理论的运用和语篇使用的模态。

Matthiessen（2009: 21）把批评话语分析和积极话语分析统称为策略语篇分析（strategic discourse analysis），由此可见两者的近亲关系。实际上，在我们看来，两者的关系就像一枚硬币的正面和背面，完全取决于语篇分析者的立场和态度。

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与策略话语分析的接面研究领域，我们这里选录了朱永生的《积极话语分析：对批评话语分析的反拨与补充》。这篇文章剖析了积极话语分析与批评话语分析之间的关系。在这篇文章里，朱教授梳理了积极话语分析和批评话语分析的关系，指出前者是由后者发展而来的，是对批评话语的补充和延伸。他从动机（应积极友好）和方法（语料的选择方法和分析方法）方面阐释其对批评话语分析的反拨与补充。积极话语分析主张对语篇分析提出一个新的目标，不是批评，而是设计。朱教授强调，无论哪种分析，都不应以词汇意义分析为主，句法意义分析和话语意义分析同样不可忽视。

此外，李战子（2004）针对当前许多学者热衷运用评价理论进行话语分析的现象，通过概括评价理论在商业包装话语、历史话语和自传话语分析领域的运用情况，指出在话语分析中运用评价理论过程中亟待解决的一些问题，如对读者定位的考虑，语境因素对识别评价手段重要性的认识，如何识别评判标记以及评价与语类的关系等。刘立华（2007）指出系统功能语言学为批评话语分析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并认为批评话语分析中应用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主要体现在对语言的及物性、语法隐喻运用和评价分析方面。

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与多模态语篇分析的接面研究领域，我们收录了杨信彰的《多模态语篇分析与系统功能语言学》。文章针对现在国际上逐步升温的多模态语篇研究，讨论多模态与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关系。杨教授认为，虽然在多模态语篇中，语言不再是呈现经验和交际的唯一手段，多模态的意义表达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涉及到设计、生产、传播等过程，但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元功能、语域、衔接等概念能很好地解释和描写多模态语篇的运作机制。他还强调多模态语篇分析应重视语言与其他模态之间的密切关系。语言能扩展、详述其他符号，为其他符号提供语境，与其他符号建立概念衔接关系。反过来，其他符号也有同样的作用。各种模态在语篇中互为补充，在语境中创建意义。

此外，张德禄（2009）从理论上探讨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在多模态语篇分析中的作用，揭示了该理论强大的描述力和解释力也同样适用于包括语言在内的多个模态构建的语篇，从而把多模态语篇分析纳入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应用范畴。文章探讨了如何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框架下为多模态话语建立一个分析框架。文章建构的分析框架主要由五个层面的系统及其次范畴组成，分别是文化层面、语境层面、意义层面、形式层面和媒体层面。同时文章将模态之间的关系分为互补性的和非互补性的两大类，并探讨非语言模态的语法结构同语篇结构之间的关系。

从上述分析我们看到，这几位学者对功能语篇分析的贡献在于思考将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运用于实际语篇操作分析的切入点在哪里，探讨有效的运用模式，并致力于建构该理论同语篇实践分析之间的接面。我们也看到，在我国，功能语篇分析是相对成熟的研究领域，较有系统性和层次性。

二、跨学科应用。在理论－实践的接面这一部分，就跨学科的应用领域，我们目前的研究主要涉及计算语言学、汉英对比、外语教学、翻译、文体学、临床语言学等六个学科领域。

计算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发展的长期目标之一就是语义系统的生成和网络构建（见胡壮麟2007）。但遗憾的是国内在这方面成果不多，我们这里收录的是林允清的《英文生成系统GENESYS》。文章介绍了英文生成系统GENESYS的设计原理和运行过程。林教授长期在国外从事系统功能的语篇语义生成系统的研究，先后在Cardiff和Oxford工作过。严格地说，林教授的研究虽然备受瞩目，但并不是本土的研究，也不能代表目前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水平。

许庆欣（2007）以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为指导，设计了一个词汇语法拼写校对软件模型，以输入文本中的真词错误为纠错目标。她的软件模型有四个处理单元，分别对应语言的四个级阶，可以侦别出词汇层、局域性句法层、整体性句法层和语义层次上的拼写错误。她的研究是系统功能语法理论在自然语言生成领域的一次尝试，也无疑是值得鼓励和称道的。

汉英对比。在汉英对比研究这个领域，总体看，进行实践分析的学者多，进行适用性接面研究的学者少。我们收录了张德禄的《汉英语篇连贯机制对比研究》。这篇文章探讨如何把汉英语篇连贯机制对比纳入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框架，并提出了系统的汉英对比理论框架。文章讨论了语篇连贯机制对比研究的范围、目的、角度等方面。文章高瞻远瞩，强调语篇层次的对比。文章同时指出，作为语篇对比，对语篇本体的研究是必然的，但不能把研究的范围只限于语篇内部，要把握语篇在社会交际中的位置。在研究中，对现象的描述是必需的，精确可靠地把语言特征的基本特点和规律描述出来，研究这些特征出现的根源。通过了解交际目的、语言的文化背景和交际双方的关系，通过共享信息等追溯这些特征产生的渊源。张教授的这篇文章不仅对于汉英语篇连贯机制的对比有实际的指导意义，而且也为开展其他领域的汉英对比和语言类型学意义上的语言对比有借鉴意义和指导作用。

外语教学研究。这方面我们收录了程晓堂的《基于语篇的语言教学途径》。程教授在这篇文章中关注的是教学改革，提倡全面实施基于语篇的语言教学途径。他指出，我国目前的外语教学还处于以词汇和句子语法为中心的阶段，语篇层次的教学还没有摆在首要位置。要做到真正意义上基于语篇的语言教学途径，应该是从教学大纲的设计、教材的编写、教学的实施以及教学结果的评估等课程环节入手，都以基于语篇的语言观和语言教学观为指导。

杨炳钧和尹明祥（2000）论证了系统功能语法的六大核心思想（即系统、层次、元功能、功能、语境、近似的和概然的思想）对外语教学的指导意义。文章还指出，它们对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指导思想以及教学测试与评估都有很高的指导意义。张德禄（2004）探讨了计算机辅助外语教学中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适用性问题。他分析了机辅教学的系统性和功能性，提出机辅外语教学主要在情景和语音文字两个层次上为教学提供新的有利条件。他认为，系统功能语言学可以为机辅教学提供新的视角和理论基础，为其提供新的语言描述和理论指导。

翻译研究。我国系统功能界对翻译的研究无论理论探讨还是实践操作都做得很出色。张美芳和黄国文（2002）对语篇语言学与翻译研究关系的探索，开创了功能翻译的先河。这篇文章（根据中国知网引文数据库截至2010年4月1日的统计，该文已被引用224次，下载1918次）对于系统功能路向的翻译研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文章中所说的“语篇语言学”实际上指的就是“语篇分析”（见原文）。文章旨在建立功能的翻译观，提出语篇分析的方法作为翻译研究中的一种方法，并阐述了翻译研究语篇分析方面的理论依据和研究重点，包括意义与形式之间的体现关系、语篇特征、语篇体裁与情景语境、蕴含意义的解释等。

黄国文的《翻译研究的功能语言学途径》从功能语言学角度探讨翻译问题，尤其是对译文的评价。他着重描述了从功能语言学的路向研究翻译问题或译文研究过程中的六个步骤（观察、解读、描述、分析、解释和评估）。他指出，这六个步骤实际上构成了一种用系统功能的路径来进行翻译问题研究或对译作研究和评估的方法。这样，文章具体描述了功能翻译的途径和方法，对后来的翻译研究，特别是典籍译文的功能研究，具有理论和操作上的指导意义，如黄国文（2006）对古诗英译文的功能研究。

张、黄两位教授的开创性研究带动了一支从事功能翻译研究的队伍。今天，在系统功能语言学和翻译研究的跨学科领域，无论在探讨适用性（即功能的翻译模式和路径）方面，还是翻译实践方面，都不乏其人（参见黄国文2009b）。这样可喜的成绩，与上述几篇文章的发表具有很大的关系。

文体学研究。刘世生（1994，2005）探讨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对现代文体学（包括系统功能文体学、语篇文体学和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的影响。刘世生（1994）强调读者的积极参与，同时重视交叉研究，对文学作品进行的文体学研究考虑使用跨学科的多文本交叉的方法。这篇文章的亮点是把现代文体学研究纳入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视野，为现代文体学的系统功能分析之路作了理论到实践的铺垫。而刘世生（2005）更系统地探讨语言同文学之间的接面关系。他指出分析文学文本可从词汇层面、句法层面、词义结构方式、语境因素、比喻用法、原文改写等角度入手。根据语篇体裁和分析目的的不同，这些方法同样也可以用来分析非文学语体中的文学特点。这篇文章提出了把文学文本的语言学分析路径应用到非文学文本的分析，目的是分析后者的文学特征。这种观点为非文学语体的分析提供了新思路。

申丹（1997，2002）则从理论上澄清了功能文体学分析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包括如何对文本进行及物性分析、“突出”和“前景化”的判断标准、对文学作品情景语境的理解以及如何处理语言分析阶段与文学解释阶段的关系等。文章特别指出，区分性质上的突出和数量上的突出更有利于把握语言特征的本质。在判断什么是真正的突出时，要依据文本的主题意义。只有被文本的主题意义所促动的突出才是真正的突出。在判断什么是真正的前景化时，文本分析者需要考虑的是语言特征与主题意义的关系。无论一个突出的语言特征具有什么基本语言功能，只有它对表达文本的主题意义作出了贡献，才是真正的前景化。这个标准也同样适用于对及物性结构的分析。文章指出，语言分析和文学解释是互为渗透，互为促进的“螺旋形进程”，因此对文本主题意义的阐释应贯穿这两个阶段。

临床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和临床语言学的跨学科研究探讨系统功能理论在研究各类语言交际障碍方面的适用性和可行性。在这方面，吴克蓉（2006）对失语症患者会话的系统功能研究可以说是填补了国内研究的空白。她的研究重点是对患者与研究人员对话的语篇结构模式进行分析，从经验功能、语音语调、人际功能和语篇组织层面切入，探究失语症患者语篇层面的障碍，目的是为设计失语症患者语言康复课程奠定基础。

在探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适用性层面上，我们实际就是在探讨连接理论和实践操作的纽带，在这里学者们的研究把理论探讨转化成摸得着看得见的程式，以便推广，在操作层面铺展开来。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说是喜忧参半。如何做到不同专题研究的均衡发展，齐头并进，我们期待同仁们献计献策，共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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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积极话语分析：对批评话语分析的反拨与补充
〔1〕



朱永生

1　引言

1999年，英国伯明翰召开了一次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简称CDA）国际研讨会。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Martin教授在题为“积极话语分析：团结与变革”（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 Solidarity and Change）的论文中提出了“积极话语分析”（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简称PDA）这一全新的命题，引起了与会者的兴趣和争论。此后，Martin，White和Wodak等人发表了许多文章，对积极话语分析的动机、内容和方法进行了论述。在本文中，我们将从积极话语分析与批评话语分析的联系入手，探讨积极话语分析在哪些方面是对批评话语分析的反拨和补充，有哪些创新，有哪些欠缺，从而使我们对积极话语分析的贡献、不足和未来的走向有一个比较充分的认识。

2　积极话语分析的缘起

积极话语分析是从批评话语分析发展而来的。因此，要了解积极话语分析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任务、方法和意义，必须先回顾批评话语分析的历史。

2.1　批评语言分析发展的几个阶段及其主要成果

20世纪70年代，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广泛流传，哲学界、语言学界、社会学界、新闻学界和心理学界诸领域，对意识形态与社会文化的关系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英国格拉斯哥大学传媒小组开始了对电视“坏新闻”（bad news）的研究，并于1976年发表了有关成果。这些成果表明，“坏新闻”往往有利于政府和资本家的利益。不久，伯明翰大学的现代文化研究中心也对新闻作了批评的分析（参见van Dijk 1985；陈中竺1995；辛斌2005）。这些研究可以被看作是批评语言学的雏形。而东英吉利亚大学Fowler和Kress主编的《语言与控制》（Language and Control
 , 1979）一书则可被视为批评话语分析的正式问世。在该书的最后一章，Fowler和Kress提出了“批评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这一概念，并对其系统功能语法的理论来源以及分析方法进行了阐述。可以说，Fowler和Kress就是批评话语分析的创始人。

Fowler对批评话语分析的贡献是开创性的。他发表的《语言学批评》（Linguistic Criticism
 , 1986）和《新闻语言：新闻报刊中的话语与意识形态》（Language in the News: Discourse & Ideology in the Press
 , 1991b）等著作，为批评话语分析的创建和推广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Kress拓展外围，研究批评语言学的应用，把语言提高到社会符号的高度来研究。他与van Leeuwen合著的《解读形象》（Reading Images 1990）等论著，发展了批评阅读理论。

另外两个必须提及的人物是荷兰语言学家van Dijk和英国语言学家N. Fairclough。

van Dijk早在70年代就对意识形态的研究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发表的专著《语篇与语境》（Text and Context
 , 1977），《作为话语的新闻》（News as Discourse
 , 1988），主编的论文集《话语与社会》（Discourse and Society
 ）和《话语研究》（Discourse Studies: An Interdisciplinary Introduction
 1997）以及发表的大量论文，为批评语言分析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Fairclough则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等主要的社会理论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结合具体的语篇分析，对话语、意识形态、霸权以及资本等各种倍受争论的概念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并创造了“话语实践”（discourse practice）、“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话语秩序”（discourse order）等术语。通过分析各种语境与话语的各种后果，促使话语解读走向更加复杂的制度分析与政治分析。他的《语言与权力》（Language and Power
 , 1989）、《话语与社会变化》（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 1992）和《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 1995a）以及《媒体话语》（Media Discourse
 , 1995b）等著作为批评话语分析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以Fowler, Kress, van Dijk和Fairclough为代表的批评语言学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以社会问题尤其是种种不平等的现象为针砭对象，通过话语分析，把社会冲突的原因归咎于权力因素，把批评的矛头指向政府或者其他权力机构和个人。虽然Fowler等人（如Fowler 1991a; Kress& Hodge 1979）试图把“批评”解释为“评论”和“评价”等中性概念，把意识形态解释为不含“抱怨”和“挑错”等负面含义的“理解世界，整理、归纳经验时所持的一般观点和看法”，但事实上他们对社会矛盾所采取的态度始终是解构性的，所进行的话语分析也都是消极的。

2.2　批评语言分析的指导理论

批评语言分析在哲学和语言学上都有具体的理论作指导。

哲学上的指导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这种理论反对一切意识形态，认为电视、报刊等都是意识形态，都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国家机器，本质上是为了压抑人性，因此需要对其进行批判（辛斌2004）。

语言学上的指导理论主要是美国人类学家Sapir和Whorf关于语言与思维关系的假说以及英国语言学家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理论。

Sapir和Whorf认为，人类是通过语言来感知外部世界的，因此语言与思维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语言能影响思维方式，思维方式也能决定语言的使用方式。然而，语言并不是一个完全透明的中介，它既能客观反映现实，又能歪曲现实，甚至再创现实，从而影响和控制人类的思维和态度。这种双向支配对批评语言学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Fowler 1987, 1991a）。

Halliday等功能语言学家主张把人看作是社会人，把语言系统看作是社会符号，把语言使用看作是社会行为（Halliday 1978, 1985）。因此，他们高度重视对语言系统（system）、功能（function）、语境（context）、语篇（text）、语域（register）和语类（genre）的研究，从中探究语言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这种语言哲学观与Sapir和Whorf假说一脉相承，很快就被以Fowler为代表的批评语言学家所接受。

批评语言学家的工作就是要通过对大众语篇，如报纸、政治宣传文章、官方文件等的批评分析，揭示语篇所体现的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等不平等的社会现象，最终目的是提高读者对操纵（monopoly）的敏感度，指导读者带着批评的眼光进行阅读，以增强对大众语篇的反控制意识。

2.3　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

批评话语分析是工具语言学（instrumental linguistics）的一个分支。它强调语言学的主体地位，强调对系统功能语法等语言学理论与方法的掌握，试图通过应用Halliday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分析方法，达到揭示语言与意识形态相互关系的目的（Fowler 1991a）。

具体地说，批评话语分析应用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篇思想、语境思想和功能思想。

从语篇的角度看，他们把语篇看作是社会符号系统的具体体现，语言是社会介入的媒介，因而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能反映语言使用者的主观态度。在语篇的选择上，他们用得最多的是新闻语篇，其原因是他们认为这类语篇更能反映语言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从语境的角度看，他们既从情景语境入手，分析话语范围（field）、话语基调（tenor）、话语方式（mode）等语境因素对语义结构的制约，又从文化语境入手，探讨社会行为方式和结构对语类结构（generic structure）的影响，进而从意识形态的高度研究语境对语篇结构和语篇意义的支配作用。

从功能的角度看，他们应用Halliday语言三大纯理功能的假说，从人类经历、人际关系、信息组织等层面对语篇进行分析，从多个角度探讨语言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具体地说，他们从语言的概念功能入手，通过分析及物性（transitivity）系统和语态（voice）系统的使用情况，确定发生了什么行为，谁是行为的参与者，以及行为发生时的环境。在参与者当中，他们更重视对施事（agent）即导致行为发生真正因素的研究。他们从人际功能入手，通过分析语气（mood）系统和情态（modality）系统的使用情况，确定参与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作者本人或作者所代表的机构对相关事态所采取的态度。此外，他们应用Austin和Searle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研究言语行为的合适性（appropriateness）以及言语行为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他们还从语篇功能的角度入手，通过分析语篇的主位结构（thematic structure）、信息结构（information structure）和衔接（cohesion），探索新信息和旧信息在语篇中的分布和互动情况，并由此确定讲话者的讲话重点和语篇信息的推进方式。

3　积极话语分析对批评话语分析的反拨

3.1　对批评话语分析的批评

迄今为止，批评话语分析的最大贡献是通过解剖大量而具体的真实语料，以客观的语言证据和详尽的分析，向人们揭示话语与权力之间的紧密关系，达到对现有社会制度进行解构的目的。然而，这种方法和动机在有些语言学家看来是过于消极的。早在1996年，Caldas-Coulthard & Coulthard就对批评话语分析的现状表示了不满，希望一向“侧重于政治的”批评话语分析家们能“影响世界，改造世界，并帮助创建一个没有性别歧视，没有肤色、种族、年龄和社会阶级歧视的世界”。Kress于同一年也对批评话语分析提出了指责，认为这种分析只是对有关的社会组织、社会行为和涉及的人进行批评，但没有提出任何积极的改进方法。他强烈主张把话语分析“从批评阅读、分析和消极的行为改变为建设性的行为（productive activity）”。2000年，Kress更加明确地指出，有必要对语篇分析提出一个“新的目标，不是批评，而是设计（design）”。所谓设计，就是抛开前人的消极做法，通过有意识的语篇分析，规划一个美好的未来。Luke（2002）也主张“在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形势下”“以建设性的方式使用权力”。除了提出这些号召以外，这些语言学家还身体力行，试图改变批评话语分析的走向。Janks & Ivanic（1992）讨论了人们对语言使用的批评意识以及一些争取自由和解放的语篇，Anthonissen（2004）论述了对南非种族隔离方面的新闻检查应该采取的积极的抵制措施。

对于上述变化，Martin是认可的。但同时他认为，这些努力还不足以改变批评话语分析只顾消极揭露而不考虑积极创建的“水门语言学”（Watergate linguistics）倾向，有必要建立一个能与批评话语分析彼此互补的“积极话语分析”体系。自1999年以来，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述了积极话语分析的动机、语料选择和分析方法，得到了英国语言学家P. White（如White 1997）和奥地利语言学家R. Wodak等人的支持和响应（如Wodak 1989, 1996）。

3.2　积极话语分析对批评话语分析的反拨与补充

3.2.1　反拨

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我们发现，积极话语分析与批评话语分析在动机和方法上存在不同之处。这些不同之处可以被看作是积极话语分析对批评话语分析的反拨。

1）动机。批评语言学对所分析的社会事实一般都采取揭露和批评的态度，对权力因素的分析几乎成了话语分析的全部内容，向人们展示的是一个可怕的世界。而Martin等人认为，仅仅满足于揭露和批判是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他主张话语分析应该采取积极友好的态度。这个积极友好，不仅适用于自己和自己一方的人，而且同样适用于对立的一方，其目标在于通过这样的分析，朝着“和平语言学”（peace linguistics）的远大目标努力，最终建成一个宽松、和解、共处的人类社会。这就是说，积极话语分析家们深入研究权力因素对话语的影响，更注重社团精神。“和解”（reconciliation）、“一致”（alignment）等词语在他们的论述（如Martin 2004b）中出现的频率相当高，就是这个原因。

2）方法。这里涉及语料的选择方法和语料的分析方法。

在语料方面，积极话语分析特别重视对“地域”（site）的选择。这里所说的“地域”，不是指某个事件发生的地点，而是语篇所涉及的领域（locale of discourse），除了批评话语分析一贯重视的社会冲突外，积极话语分析还关心外交、斡旋、谈判、会议、咨询等语篇。其中最受重视的是那些政治性强、涉及重大社会问题的语篇，如由种族矛盾引起的人权危机。具体的事例包括南非白人和黑人之间的种族矛盾，澳大利亚20世纪60年代前强行将土著人的孩子与父母分离、由白人家庭收养的历史问题，以及澳大利亚政府向土著人归还被占土地的问题。在选择语篇的时候，积极话语分析注意选用包含弱势群体声音的语篇，如曾经被迫与自己的家庭分离的澳大利亚土著儿童对痛苦往事的回忆和评论，以防人们只通过新闻媒体报道听到统治者的一家之言。

在分析方法上，积极话语有“三多”的特点。一是“多模式的”（multimodal）。既研究语言符号系统本身的作用，又研究图画、照片、背景音乐等非语言符号系统的使用对意识形态的影响；二是“多层次的”（multistratal）。从语音、词汇语法、语义等不同层次对语篇进行分析；三是“多功能的”（multifunctional）。应用Halliday的三大纯理功能思想，从概念功能（ideational function）出发研究投射（projection）和扩展（expansion）在及物性系统（transitivity system）和语态系统（voice system）中的互补，从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出发研究评价成分对人际关系建立和维持所发挥的作用，从语篇功能（textual function）出发研究引语等成分在主位结构（thematic structure）中的分布。在具体的话语分析中，Martin十分重视语境的作用。传统的做法是把语篇外的信息看作语境，而语境要么被忽视，要么根据常识对它进行讨论，或借用诸如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等其他学科的分析方法进行分析。而Martin主张把语境看作社会符号（social semiotic），视为意义系统（system of meaning），并当作附加的语篇特征（additional texture），在语篇分析中加以考虑。

3.2.2　补充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到，积极话语分析是在批评话语分析存在若干不足的背景下产生的，因此可以被视为对批评话语分析的反拨。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积极话语分析在哲学指导思想和动机两个方面与批评话语分析是相通的。从哲学的角度看，以Martin为代表的积极话语分析家们和批评话语分析家们是一致的，都受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不把语言看作是上层建筑，而把它看作是社会基础。从动机来看，积极话语分析并不是要彻底推翻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根基和分析方法，而是主张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各种社会矛盾，希望通过话语分析提倡和创建一个和谐的社会。从这两层意义上讲，它又可以被看作是对批评话语分析的补充与延伸。

3.3　实例展示

批评话语分析家们一般都选择那些对权力机构不满的语篇，而积极话语分析家们既关心此类语篇，也关心更具积极意义的语篇。仅以Martin（2004a）引用过的两段语篇为例。

先看澳大利亚前总理Paul Keating于1992年12月10日在悉尼Redfern土著人集中居住地举行的“澳大利亚世界土著人国际年”发起大会上的发言。





（1）... It
 begins, I think, with that act of recognition.

　　Recognition that it was we
 who did the dispossessing.

　　We
 took the traditional lands and smashed the traditional way of life.

　　We
 brought the diseases. The alcohol.

　　We
 committed the murders.

　　We
 took the children from their mothers.

　　We
 practised discrimination and exclusion.

　　It was our ignorance and our prejudice.


　　And our failure
 to imagine these things being done to us.

　　With some noble exceptions, we
 failed to make the most basic human response and enter into their hearts and minds.

　　We
 failed to ask—how would I feel if this were done to me?

　　As a consequence, we
 failed to see that what we were doing degraded all of us.

　　If we needed a reminder of this
 , we received it this year.

　　The Report of the Royal Commission into Aboriginal Deaths in Custody
 showed with devastating clarity that the past lives on in inequality, racism and injustice.

　　In the prejudice and ignorance of non-Aboriginal Australians, and in the demoralisation and desperation, the fractured identity, of so many Aborigines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s.

　　For all this, I
 do not believe that the Report should fill us with guilt.

　　Down the years
 , there has been no shortage of guilt, but it
 has not produced the responses we need.

　　Guilt
 is not a very constructive emotion.

　　I
 think what we need to do is open our hearts a bit.

　　All of us.


　　Perhaps when we recognise what we have in common we
 will see the things which must be done—the practical things.

　　There
 is something of this in the creation of the Council for Aboriginal Reconciliation.

　　The Council's mission
 is to forge a new partnership built on justice and equity and an appreciation of the heritage of Australia's indigenous people.

　　In the abstract
 those terms are meaningless.

　　We
 have to give meaning to “justice” and “equity”—and… we
 will only give them meaning when we commit ourselves to achieving concrete results.





这段话讲到的土著儿童事件，指的是20世纪60年代之前大约70年的时间里，澳大利亚政府把成千上万个土著儿童从他们的父母身边强行带走，交给异地的陌生白人家庭抚养，以接受所谓的先进教育。这件事使土著儿童和家长在心灵上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对这样一个严重伤害土著居民人权的事件，Keating在发言中主张正式向受害者道歉。针对这个发言，Martin应用评价理论（appraisal theory）进行了逐字逐句的分析，发现Keating在发言中使用的一连串的we和our，都是负面的物质过程的行为者，把上述事件的所有责任都明确无误地归咎于白人自己，勇敢而明智地担起了历史的责任，其目的是为了得到受害者的宽容，实现土著人和白人移民之间的和解。

然而，针对同一个事件，却存在不同的声音。





（2）The prime Minister acknowledges and thanks you for your support for his personal apology to indigenous people affected by past practices of separating indigenous children from their families.
 However,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support an official national apology. Such an apology
 could imply that present governments are in some way responsible and accountable for the actions of earlier generations, actions that were sanctioned by the laws of the time
 , and that were believed to be in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ren concerned.





这是澳大利亚参议员Herron在Keating发表上述演讲几年之后代表Howard总理写给Brennan神父的一段话。背景是为了弄清土著家庭分离的历史真相，澳大利亚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为了庆祝调查报告发布一周年，1998年5月举行了第一个全国范围的“道歉日”（Sorry Day）活动。在这次活动中，总理Howard只愿意以个人的名义而拒绝以政府的名义表示道歉，理由是他认为如果道歉，就有可能使他的政府为过去发生的，当时法律允许的，而且是对那些儿童有利的行为承担责任。

Martin从语法隐喻入手，对这段讲话进行分析后明确指出，这段讲话中有四个施事（agent），即past practices of separating indigenous children from their families, the government, such an apology和the laws of the time，而这四个施事当中没有一个是指具体人的，这样使用语言的目的是为了掩盖责任人的身份。

从上面两个例子中，在语料的选择上我们可以看到两点，一是积极话语分析通常选择那些提倡和解与团结的语篇作为分析的语料，二是积极话语分析也可用于批评话语分析最感兴趣的语篇。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在Howard和Keating之间，Martin支持的不是Howard推卸责任、拒绝道歉的态度，而是Keating勇于承担责任、以求和解的精神。

然而，Martin最推崇的还不是Keating的精神和态度。他最欣赏的是饱受种族迫害之苦的南非前总统Mandela在其自传《通向自由的漫长之路》（Long Walk to Freedom
 , 1995）结尾部分体现的“既要解放被压迫者，又要解放压迫者”、“不仅要甩掉我们自己身上的枷锁，而是要以尊重和扩大他人自由的方式生活”这种宽大的胸怀和崇高的境界。





（3）When I walked out of prison, that was my mission, to liberate the oppressed and the oppressor both. Some say that has now been achieved. But I know that this is not the case. The truth is that we are not yet free; we have merely achieved the freedom to be free, the right not to be oppressed. We have not taken the final step of our journey, but the first step on a longer and even more difficult road. For to be free is not merely to cast off one's chains, but to live in a way that respects and enhances the freedom of others. The true test of our devotion to freedom is just beginning.

　　　　I have walked that long road to freedom. I have tried not to falter; I have made missteps along the way. But I have discovered the secret that after climbing a great hill, one only finds that there are many more hills to climb. I have taken a moment here to rest, to steal a view of the glorious vista that surrounds me, to look back on the distance I have come. But I can only rest for a moment, for with freedom come responsibilities, and I dare not linger, for my long walk is not yet ended.

(Mandela 1994)

4　结语

到目前为止，积极话语分析还处于初创阶段。它的理论和方法还有待进一步阐明和完善。虽然我们目前还很难断定积极话语分析今后的走向，但有两点却是毫无疑问的。一是尽管Martin已经开始重视多模式研究，但事实上做得还很不够，今后有必要把语言层次的作用、隐喻的作用、符号的作用、抽象形象的作用、礼节和仪式的作用，都可以纳入研究的范围。二是到目前为止，评价理论是积极话语分析的主要方法，但在我们看来，以词汇意义分析为主的评价理论只是积极话语分析可以使用的理论资源之一，句法意义分析和话语意义分析都是不可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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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多模态语篇分析与系统功能语言学
〔2〕



杨信彰

1　引言

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数字化和信息化的时代。新技术的出现带来了语篇的变化，人们不再把语言作为唯一的意义表达手段。以前人们关注的是单模态语篇，语篇分析以前仅仅集中在语言语篇，但由于技术的发展，语篇出现了照片、图画、精美的布局等多模态特征。Halliday（1978）认为语境包括语场、语旨和语式。在多模态语篇，语式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表达层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使得内容层的变化成为可能。Kress等人（1997）意识到了图像在语篇中已成为重要的交际形式，引起语篇的形式和特征发生了变化，因此读者在阅读时不再仅仅依赖书面语言。他们认为从语言单模态到多模态的发展促使人们从语言学到符号学的变化。

Matthiessen & Nesbitt（1996）意识到技术和社会需求的发展导致出现语言理论和描写脱离的现象。多模态语篇分析的一个方面是分析语篇中各种表征模态创建意义的机制。多模态的出现对符号学和语言学理论提出了新要求，因而也成为语篇分析的一个热门话题。不同符号系统呈不同的模态，人们寻求和探讨适用于各种符号模态的理论框架。有些学者根据Halliday（1978 1994）的符号理论尝试解释各种模态的语法，如Martinec（1998）动作符号学，O'Toole（1994）和Kress & van Leeuwen（1996）的视觉符号学，van Leeuwen（1999）的声音符号学。本文拟综合多模态的研究，讨论多模态的本质以及多模态与功能语言学理论的关系，说明语言在多模态语篇分析中的地位。

2　多模态的普遍性

多模态是人类生活的一种普遍内在特征。Halliday早就意识到多模态语篇的存在。他（Halliday 1985: 4）认为除了语言，人们还有许多表达意义的方法，如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语言是文化中的一套符号系统，但语言的这一意义潜势最具有系统性。Halliday（1977/2003）指出，语言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有三层编码系统，即意义、表达以及位于其中的词汇语法。Halliday（1985: 10）把在情景语境中起作用的任何一个语言实例称作语篇，并认为语篇可以是口头或书面的，也可以是其他的表达媒介。这就是说，语篇的媒介可以多种多样，既可以使用某种符号系统作为表达媒介，也可以是多种模态的结合。但对Matthiessen（2007: 4）来说，要探讨多模态，首先就要考虑语言这个符号系统。他的观点是，语言的内在本质就是多模态的。Matthiessen（2007: 10）认为语言本身的多模态表现在语言表达层至少有三个系统：语音、文字和其他符号。语言表达层的这些模态与其他符号系统一起发展。Matthiessen（2007）观察了原始母语和成人语言的发展和变化，把原始母语也看作是多模态的。原始母语采用整个身体作为表达层，意义和表达模态密切相关。表达模态包括手势、面部表情、眼神、发音等。各种模态的功能和表达的意义可能不一样，例如手势通常表达动作。成人语言具有元功能的意义表达方式。在成人语言中，多模态得到保持和扩大。我们在交际中除了语言外，还使用发音、手势、面部表情等身体语言和副语言。在语言作为单模态的时代，语言被看作是主要的交际手段，其他模态被认为是附属的。因此，单模态的呈现被看作是有自己的规范。但是在多模态时代，多种符号资源已成为交际的中心，语言的地位发生了变化。

符号系统的不同在于它们使用的是不同的模态资源。语篇、绘画、音乐等各种符号系统通过不同表达模态来体现。不同符号模态采取不同创建意义的方法，因媒介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方法创建不同的意义（Baldry & Thibault 2006）。语言和其他符号系统形成多纬的意义表达空间。在Matthiessen（2007）看来，我们可以从表达层、内容层和语境三个视角审视多模态特征。由于内容层的词汇语法和语义只有一种系统，语言的多模态性主要表现在表达层，内容层上的差异不像表达层上的那么大。在表达层，符号系统的表意潜势不同，所使用的符号系统会不同。内容层中口语和书面语的模态差别只是语域变异的一部分。从语境来看，所有的符号系统都是在语境中运作，各种符号系统相互整合，互为补充，在语境中共同创建意义。但是各符号系统并非总是和谐的，意义的创建可能是由不同符号系统的矛盾产生的。因此我们在审视语言的多模态性时需要结合内容层的词汇语法体现形式和功能意义进行分析。

不同的表达方式使用不同的表达媒介和不同的模态。Matthiessen（2007）认为表达方式在不同表达媒介中表现为序列（sequence）、成分（segments）和语调（intonation）。在口语中，表达媒介是由发音顺序体现的成分、由时间展开体现的序列和由音高移动体现的语调。在书面语中，表达媒介是由文字顺序体现的成分、文字横向展开体现的序列。书面语中没有音调，但有如字体、字号等文字特征。

此外，多模态语篇的分析和描写还与语域有着密切的关系。语域可以是单模态和多模态，语域不同，各个符号系统的作用也不同。Matthiessen（2007: 55-57）分析了多模态的旅行指南发现，各种符号在表示具体空间时分工不同，空间通过语言、照片和图标来识解。这种程序性语篇在语言上通过物质过程来识解，语言的概念资源被用来识解旅行者的空间移动，存在过程、关系过程或心理过程用来介绍途中的地点，照片用来对文字描写作进一步详述，地图用来客观地识解空间。Baldry & Thibault（2006）也观察了多模态的使用引起语域的变化。在多模态课本中，很少出现表示来源的词汇语法手段，如说话者、感知者、分配者和归属者，无来源的关系小句起重要作用。

3　多模态的交际特征

交际要获得成功，参加者就要表达清晰的信息，选择受众最容易理解的表达方式。多模态语篇是一种交际手段，以多种表达方式创建意义，进行交际。符号资源是在社会文化和政治历史中产生的，新的社会文化和政治需要导致出现新的交际方式。新的交际技术也产生了新的交际理论。Kress & van Leeuwen（2001）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根据对符号模态特征的分析，描绘出多模态的交际理论，把多模态定义为设计符号产品或事件时多种符号模态的使用以及它们的结合方式。这些符号起着互相加强、互为补充的作用。他们提出意义创建的四个层面：话语层、设计层、生产层和传播层。话语是社会对现实构建的知识，由特定社会语境产生并由多种符号模态体现。设计是符号资源的使用，介于内容和表达之间，在语境中体现话语。设计是对符号产品和事件形式的概念化，包括话语的形成、互动和符号模态的结合方式。生产指媒介在交际中的使用，是对符号事件的实际表达。生产实现了设计，涉及表达的物理过程、材料的物理品质等。传播指的是对符号产品和事件的技术上重新编码。一个话语可能有不同的解释，但设计和话语在解释起重要作用。Kress & van Leeuwen（2001: 22）认为在生产过程中，意义的产生不是任意的。意义在生产时开始产生，最后由于媒体有了语法，便成为模态。

Kress & van Leeuwen（2001）的多模态交际理论主要集中在交际的符号资源及其使用。交际包括了话语、设计、生产、传播、解释等多个层面。在交际过程中，意义可以由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模态和媒介来表达。Kress & van Leeuwen（2001: 69-70）注意到，以前的语言学家和符号学家通常把生产看作设计的体现，不添加任何意义。因此，这样的研究不注意媒介，把物质和意义分开，只关注手写的或印刷的句子。基于社会符号学的观点，Kress & van Leeuwen（2001）把模态看作是符号资源，能同时实现话语和互动。设计层使用这些资源，联合各种模态，根据交际情景的利益进行选择。模态可以由一种以上的媒介体现。媒体是符号产品和事件生产的物质资源，包括工具和材料，如乐器、计算机、照相机、墨水、颜料、声带等。

Halliday（1979）认为符号系统由内容和表达构成，内容由表达体现。在Kress & van Leeuwen（2001: 20）看来，交际包括内容层和表达层，即所使用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由于文字的出现，内容层分成话语和设计。随着现代交际技术的出现，表达层分为生产和传播。符号模态和设计思想通常来自生产层，使用适合于生产的符号理论，如符号的来源（provenance）和经验意义潜势（experiential meaning potential）。经验意义潜势来自于我们能根据身体的体验，将概念和能指联系起来的能力。从Lakoff & Johnson（1980）的隐喻观看，我们早期移动身体和物质世界互动的经验构成了我们能通过隐喻建立抽象概念的能力。

4　元功能理论与多模态

从社会符号学的角度看，符号的使用受语境影响，表现在所采用的表征和交际手段上。语言是典型的符号系统，有关语言的理论同样也适用于其他符号系统。以此看来，Halliday（1978, 1985）的语言三个元功能理论也可以用来解释和描写其他符号系统。许多学者（如Kress et al. 1997; Baldry & Thibault 2006; Matthiessen 2007; Royce 2007等）受Halliday元功能理论的影响，认为所有的符号模态都能表达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都有元功能。Bowcher（2007: 259）认为所有的人类交际系统都能呈现和传递交际者的社会关系，能呈现和传递交际者想传递的事件、状态和看法，能保证信息的产生连贯并与语境相关。也就是说，所有的符号系统都具有Halliday提出的语言三大元功能。Matthiessen（2007: 57）还指出不同模态使用不同的表达媒介。这些表达媒介可以充当不同表达方式的载体。口语中的音高凸显相当于图像中的亮度，音高移动相当于色调。Kress & van Leeuwen（1996）研究了适合解释当代符号实践活动的符号理论，认为不同的符号模态经常可以表达相同的意思。他们认为不同模态存在着相同的符号原理，因此音乐可以编码动作，图形可以编码情感。

虽然不同的符号系统具有不同的体现方式，但它们都有一些共同之处。元功能理论有助于我们区分语言和其他符号系统的不同意义由表达方式。语言的元功能意义由词汇语法来体现，在其他模态也有类似的特征。Royce（2007）讨论了语言和其他符号系统之间的关系，认为视觉图像同样体现着三大元功能。视觉图像包含三个成分：呈现的参加者、互动的参与者和构图特征。呈现的参加者指图像中出现的所有成分或实体。互动参与者指阅读过程中的参与者，即阅读者和图像设计者或绘画者。构图特征指能产生结构连贯的成分排列方式，相当于“语篇功能”。

在具体模式上，Royce（2007）运用元功能的理论，提出图像—文字元功能接口的解释，从而分析语篇的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构图特征。概念元功能在语言上主要体现在及物性系统的选择上，图像和语言一样，都能体现概念功能，呈现人类的经验。符号间概念意义的互动涉及识别视觉信息成分（visual message elements），即图像中的参与者、过程、环境和属性。这些成分都有语义特征，体现在各种视觉技术上。人际意义涉及生产者和读者之间所处的关系，图像的言语功能经常需要文字支持才能确定。在文字语篇中，人际功能主要体现在语气和情态，但在多模态语篇，我们需要观察文字成分和其他符号之间的人际互补和语气，观察命题呈现给读者的方式。语言的情态系统理论同样适用于其他符号系统。Hodge & Kress（1988: 128）认为情态标记是个复合体，情态的判断在于它有一个规范符号模式。语言有专门的情态标记系统，但其他符号系统使用的情态就很不清晰。这就需要充分理解作者的信息意图和所使用的呈现手段，寻找其中的情态提示。多模态语篇的构图特征表现在页面上构图成分的布局。构图成分的位置不是任意，因此分析时涉及信息值、视觉凸显、视觉同义、视觉框架、阅读途径等（Royce 2007: 70），而阅读途径又是通过中心和边缘、左右、上下等选择来构建（Baldry & Thibault 2006: 81）。

5　多模态的协作和互补

许多学者把功能语言学理论用于解释和描写各种符号系统，但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各种符号系统协同作用、相互补充共同创建意义的机制。此外，我们还需要关注多模态语篇中语言与其他模态的关系，避免顾此失彼。语篇是现实存在，大都与语言有关。多模态语篇中有些视觉材料帮助建立语境，直接涉及语境的识解，对于理解语篇很重要。反之，文字语篇对于解释图像也十分重要。Bowcher（2007）认为视觉材料在识解语境的相关特征时对文字材料起着合作的作用。Royce（2007）把这种合作作用称作“符号间互补”。Kress & van Leeuwen（1996）指出，视觉结构和语言结构一样都能体现意义，但对经验和社会互动的解释方式不同，体现在语言中的意义可能和体现在视觉交际中的意义部分重叠，但也可能不一样。有的意义通过视觉手段来表达更有效，有的通过语言表达更有效。

首先，我们需要阐释语言和其他符号系统的关系。Martinec（2005）把不同符号系统的关系分为两大类：多模态语篇不同部分之间的关系和整个语篇的关系。为了阐释多模态语篇不同部分之间的关系，Martinec（2005）认为首先需要建立符号间关系，确定每种模态的分析单位。这种分析单位是语义单位而不是形式单位，它们在各种模态中有自己特有的体现方式。但是，据Martinec（2005）的观察，语篇和图像单位的关系并不是直截了当的，一个图像通常只和它周围的一部分语篇有联系。语域或媒体不同，语篇和图像的关系也不尽相同。有时候段落中的几个小句复合体先谈及整个图像过程，然后谈及各个成分。在图像从属语篇时，图像只与部分语篇有关。新闻网站上的一部分图像与语篇中的某个名词词组呈上下义的逻辑语义关系。Royce（2007: 70）建议根据衔接理论，解释这些词汇项与视觉信息成分的语义关系，分析多模态语篇中模态之间的概念衔接关系（如重复、同义、反义、上下义、部分整体义和搭配）。

其次，文字和构图特征属于一种符号间的互补关系。Kress等人（1997: 272）认为，在多模态语篇中，书面语通过布局和视觉图像发生联系。读者在阅读图像时需要伴以文字说明才能理解图像的准确意义。对一些读者来说，多模态语篇中的图片可能成为主要的交际模态，语言起辅助作用。对另外一些读者来说，他们可能阅读页面上的所有成分，这就产生了阅读顺序问题和不同模态意义之间的联系问题。Barthes（1977）在论述图像和语言的关系时也指出，图像和其他符号系统的意义总是依赖于文字语篇，孤立的图像具有很多的解释。他认为文字语篇能扩展或详述图像的意义。Matthiessen（2007）分析了几例多模态报告，指出图标的使用识解了概念意义，是对文字语篇的进一步阐述。图表的意思由语言识解，语言资源被用来评判图表信息的言据性。

6　结语

多模态已成为人类言语交际的普遍特征。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生活发展需要的变化，当代语篇的多模态性更加明显。在多模态语篇里，语言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意义不仅仅出现在语言里，语言不再是呈现经验和交际的唯一手段。模态不同，意义的表达方式不一样。多模态语篇的意义表达方式发生了变化，涉及设计、生产、传播等过程。

从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出，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元功能、语域、衔接等概念能很好地解释和描写多模态语篇的运作机制。语言能扩展、详述其他符号，为其他符号提供语境，与其他符号建立概念衔接关系。反过来，其他符号也有同样作用。各种模态在语篇互为补充，在语境创建意义。因此，我们在进行多模态语篇研究中，需要避免只重视语言之外的其他模态，忽视语言和其他模态之间的互动和联系，或者把语言和其他符号孤立地隔离开来。





[image: alt]






参考文献





Baldry, A. & P. Thibault. 2006. Multimodal Transcription and Text Analysis: A Multimedia Toolkit and Coursebook with Associated On Line Courses
 [M]. London and Oakville: Equinox

Barthes, R. 1977. Image-Music-Text
 (trans. H. Iswolsky) [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owcher, W. 2007. Field and multimodal texts [A]. In R. Hasan, C. M. I. M. Matthiessen & J. Webster (ed.). Continuing Discourse on Language
 (Vol. 2) [C]. London and Oakville: Equinox

Halliday, M. A. K. 1978.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
 [M]. London: Elcoard Arnold

Halliday, M. A. K. 1979. Modes of meaning and modes of expression: Types of grammatical structure, and their determination by different semantic functions [A]. In D.J. Allerton, E. Carney & D. Holdcroft (ed.). Function and Context in Linguistic Analysis
 [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alliday, M. A. K. 1985. Part A [A]. In M. A. K. Halliday & R. Hasan (ed.). Language, Context, and Text: Aspects of Language in a Social-semiotic Perspective
 [C]. Victoria: Deakin University

Halliday, M. A. K. 1994.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2nd edition) [M]. London: Edward Arnold

Hodge, R. & G. Kress. 1988. Social Semiotics
 [M]. Ithaca, New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Kress, G. & T. van Leeuwen. 1996. 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
 [M]. London: Routledge

Kress, G., R. Leite-García & T. van Leeuwen. 1997. Discourse semiotics [A]. In T. A. van Dijk (ed.). Discourse as Structure and Process
 [C].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Kress, G. & T. van Leeuwen. 2001. Multimodal Discourse: The Modes and Media of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M]. London: Hodder Arnold

Lakoff. G. & M. Johnson.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artinec, R. 1998. Cohesion in action [J]. Semiotica
 , (1-2): 161-80

Martinec, R. 2005. Topics in multimodality [A]. In R. Hasan, C. M. I. M. Matthiessen & J. Webster (ed.). Continuing Discourse on Language. Volume 1
 [C]. London and Oakville: Equinox

Matthiessen, C. M. I. M. 2007. The multimodal page: A systemic functional exploration [A]. In T. Royce & W. Bowcher (ed.). New Directions in the Analysis of Multimodal Discourse
 [C]. New Jersey and London: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Matthiessen, C. M. I. M. & C. Nesbitt. 1996. On the idea of theory-neutral descriptions [A]. In R. Hasan, C. Cloran & D. Butt (ed.). Functional Descriptions: Theory in Practice
 [C]. Amsterdam: Benjamins

O'Toole, M. 1994. The Language of Displayed Art
 [M].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Royce, T. 2007. Intersemiotic complementarity: A framework for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A]. In T. Royce & W. Bowcher (ed.). New Directions in the Analysis of Multimodal Discourse
 [C]. New Jersey and London: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van Leeuwen, T. 1999. Speech, Music, Sound
 [M]. London: Macmillan





第13章

英文生成系统GENESYS
〔3〕



林允清

1　引言

Halliday所开创的系统功能语法（systemic functional grammar）已在自然语言生成（natural language generation）得到了广泛的应用。80年代初南加利福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 California）的信息科学学院（Information Science Institute）　建立PENMAN研究项目。Halliday在同事的协助下编写了一部可以在电脑上运行的英文语法并命名为NIGEL。这部语法曾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系统语法（McDonald, Meteer and Pustejovsky 1987）。1987年威尔士大学（University of Wales）成立了COMMUNAL研究小组，在Fawcett的带领下编写了命名为GENESYS的英文系统语法。GENESYS自开编以来，不断地得到补充和改善，已达到可以和NIGEL相提并论的地步，并且在某些方面更为详细和完善。本文着重介绍英文生成系统GENESYS的设计原理和运行过程（详情见附录）。

2　GENESYS的设计原理

2.1　系统语法的基本思想

一个系统语法是由许多系统（systems）组成，而每一个系统则包含着几个选择（choices），或曰特征（features）。系统之间相互连贯构成一个或多个网络（network）。所有的选择加在一起就是一个系统语法所能表达意义（meaning）的总和。换句话说，一个系统语法网络本身就有一种意义潜能（meaning potential）。一个系统语法不仅说明可以表达哪些意义，而且可以用句子把这些意义表达出来。所以，如果我们在一个系统语法中作一些选择，那么这些选择就是我们所想表达的意义；这个语法同时也会告诉我们这个意义可以用什么句子来表达。

所以，一个系统语法至少有两大部分：一是系统网络，用来提供所能表达的意思，二是实现（realization）部分，用来将意义转化为句子。换句话说，系统网络和选择构成语义（semantics），而实现部分则构成语法（syntax）。

2.2　意义与系统网络

一句话有哪些意义呢？在系统语法中，一句话通常描述一个场景（situation）。一个场景一般由以下几个方面组成：物性过程（transitivity）、时量（time-specification）、语气（mood）、两极性（polarity）等。物性过程指发生的过程（process），时量指发生的时间，语气指是提供信息（information-giver）还是询问信息（information-seeker），两极性指这个句子是肯定句还是否定句。





（1）You must have been there （你一定去过那里）





这句话大致含有以下这些意义：描绘的是关系过程（relational process）中一个地址过程（locational process），是肯定的意思（positive），没有表明具体的时间（no-time-specification），但是从现在的角度看过去发生的事（past, retrospective），并具有猜想的成分。所描述的地址过程中有两个参与者角色（participant roles），一是载体（carrier，简为Ca），即You；另一是地点（location，简为Loc），即there。

GENESYS的系统网络很复杂。为了简明起见，图1只表现了它的一小部分（详见附录）。在图1的网络中，大写的是系统名称，小写的是特征。带有*符号的特征是句（1）所表达的意义。括号里的数字是实现规则的号码（详见第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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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GENESYS系统网络片断


在GENESYS的软件中，图1中的大括号用“&”来表示，而小括号则用“/”来表示。这样，图1的系统网络片断就被表示为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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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GENESYS中系统网络的表示


要想生成句（1）You must have been there，我们只需要选图1或图2中注有的选择，这些选择就是这句话所表达的意义。当然，图1或图2中注有的选择只包含句（1）意义的一部分，比较完整的句（1）意义见附录。

2.3　语法及实现规则

我们在图1（或图2）中选择了带有*的特征（即You must have been there的意义）后，怎样才能将这些意义转化成这个句子呢？从系统语法的角度，这句话的语法分析为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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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整个句子的语法分析


在GENESYS中，此语法树（syntactic tree）则表示为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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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GENESYS的表达方法


现在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如何从所作的选择中产生图3或图4所示的语法树呢？这就需要实现规则了。GENESYS中的实现规则的形式是：





规则数码：所附特征：任务1，任务2，……





实现规则有以下几类：

A．单位插入（unit insertion）。这类规则在现有的语法树中加入一个语法单元（syntactic-unit）。例如，特征situation附有实现规则1.1：





1.1: situation: UnitCl.





这条规则的任务就是让GENESYS去把符号Cl（指clause，小句）放入现有的语法树中。

B．构件放置（componence）。这类规则的任务是产生出语法单元的一个部件并把它放在此语法单元中适当的位置上。例如S@35这一任务就是让GENESYS把S（subject，主语）放在当前正在被生成的单元（Cl）中。S是Cl的一个部件。

C．元—角合一（conflation）。这类规则的任务是表明一个语法元素所起的参加者角色。例如Ag by S这一任务就是说S（subject，主语）跟Ag（agent，行动者）合为一体。这在GENESYS中被表现为S/Ag。

D．以词填元（exponence）。这类规则表明某个元素由什么词来填充。例如，M<“kiss”这一任务就是说M（main verb，主动词）最后是生成为“kiss”。

E．再次进入（re-entry）。这类规则表明为了生成某个参加者角色GENESYS必须再次进入某个系统网络。例如，for Ag re_enter_at thing这一任务就是说GENESYS必须再次进入thing（物）网络以便生成行动者（Ag）。

以上这几类规则的功能将在下一节进一步阐述。

3　GENESYS句子生成之简述

下面我们来简要看看GENESYS是怎样生成如图3或图4所示语法树的（详见附录）。开始的时候，还没有语法树。因为我们在图1中选了situation，而这个特征附有实现规则（1.1），这个规则将被应用。这条规则的具体内容是：





1.1: situation:Unit Cl, S@35.





它的任务是：（i）将Cl（小句）放入语法树中，使之成为语法树的根；（ii）将S（主语）放在这个小句的第35位。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S@35中数字的用途。我们知道一个小句中可能有好几个成分（比如主语、动词、宾语、状语等），它们之间必须有个顺序。怎样才能使顺序正确呢？英文句子一般都有一个主动词（main verb，简写为M），而且主语一般都在主动词之前。这样我们就可以将这一顺序表示为：S@35, M@94.而35和94这样的数字只是用来表示先后顺序，其他数字当然也可以（GENESYS中用了约200数字来处理小句中的元素及其顺序关系）。S和M之间之所以留这么大空隙是因为它们之间可能会放入其他元素，比如助动词。英文中宾语的位置比较灵活，通常宾语出现在主动词的后面，比如John likes this book句中的 this book。但在某些情况下宾语也可以放在主动词的前面，比如This book John likes。前者称为非主题化（unthematized），后者为主题化（thematized）。在非主题化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把宾语放在第106位，即C@106，以使之出现在主动词（被放在第94位）之后。在主题化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把宾语放在第12位，即C@12，以使之出现在主动词之前。所以，放置宾语的实现规则要附在适当的特征上，比如特征[overt_location_unthematized(3.114)]所附的实现规则3.114，其任务之一就是把宾语放在第106位，使之出于主动词之后（参见附录）。

规则1.1应用之后，就生成了图5所示的语法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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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规则1.1应用之后的语法树


为了生成句（1），我们还得选特征be_loc（3）和retrospective（参见附录）。这个特征所带的规则3应用时首先产生一个动词符号M，同时将M放在第94位，即M@94。特征be_loc所对应的动词原形是be，但因为我们还选了retrospective，所以最后得到的主动词是been。这是由规则3中的M<“been”来完成的。这时候的语法树就生长为图6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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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规则3应用之后的语法树


特征simple_loc_carrier（2.0901）的选取给了我们规则2.0901。因为所指过程是simple_carrier_loc，它的参加者角色之一就是载体Ca（倘若过程是complex_carrier_loc，那么应的参加者角色就可能是Ag_Ca或Af_Ca）。这个Ca在句子中充当主语（S），即Ca和S相结合（Ca is conflated with S）。这一任务是由规则2.0901中的Ca by S来完成的。这样，我们的语法树就成了图7的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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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规则2.0901应用之后的语法树


特征overt_location_unthematized（3.114）所附规则3.114的任务之一是把宾语放在第106位，即C@106。这个规则的另一任务是表明此宾语的参加者角色是地点Loc，即Loc by C。至此，我们的语法树就成长为图8的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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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规则3应用之后的语法树


加上其他实现规则的执行，最终的语法树为图9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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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situation网络生成的语法树


以上我们只是讨论了situation网络的特征选取及语法树生成。可以看出，在生成的语法树中（见图9），除了主动词M，助动词X和操作符号O有了具体的词汇外，其他成分（比如S和C）还是空的。situation网络只是说表达的是什么样的场景，但并没有说参加者角色是什么。为了产生具体的参加者角色，我们必须利用其他网络，比如thing（事情）网络和quality（品质）网络。在我们所举的例子中，需要进入thing网络来产生载体Ca和地点Loc。

但GENESE怎样知道去用thing网络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来看看另外一个问题：GENEYS怎样知道一开始就要利用situation网络呢？因为GENESYS是用来生成句子的，所以在编写GENESYS的程序时就表明一定要先用situation网络。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因为已经产生了一个句子框架，只需要再进入一些网络去生成具体的参加者角色。不同的过程有不同的参加者角色，而不同的参加者角色需要用不同的网络（比如John loves Mary中的Mary必须用thing网络来产生，而John is handsome中的handsome则需由quality网络生成出来）。因此，用什么网络需要根据过程的角色而定。这一问题就由再次进入规则（re-entry rules）来解决。如特征carrier_S_theme_presented附有规则2.091（参见附录）：





2.091: carrier_S_theme_presented : for Ca re_enter_at thing.





在执行这条规则时，GENESYS将这一信息（即for Ca re_enter_at thing）保存在某个地方，等图9所示的语法树生成出来后，GENESYS才把它取出来。这样它就知道要去利用thing网络来生成载体Ca。同样，特征be_loc所附规则3.114中的一个任务就是for Loc re_enter_at thing。GENESYS在执行这条规则时就知道还要去用thing网络来生成地点Loc。

在生成如图9所示的语法树时，GENESYS搜索（traverse）situation网络，作适当的选择，将所作的选择收集到一起（这些选择叫选择表达〔selection expression〕）。GENESYS同时也将所有相关的实现规则收集在一起，然后按它们的数字大小顺序加以应用，产生出如图9所示的语法树。这样一整个过程叫一个循环（pass）。

接下来，GENESYS搜索thing网络，做类似的工作，就会生成出如图10的语法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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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Pass 2生成的语法树


这就是第二循环（pass 2）。在第三循环（pass 3）中，GENESYS再次进入thing网络，选择特征，执行规则，生成出如图11的语法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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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Pass 3生成的语法树


至此，一个完整的句子的语法树就产生出来了（见图3）。

4　COMMUNAL研究项目

本文所介绍的英文（句子）生成系统GENESYS只是COMMUNAL项目的一部分。COMMUNAL的目标是研制一个能与人进行随和对话的智能系统。这样一个智能系统不但需要能生成句子，还需能生成对话（dialogue）（Lin, Fawcett and Davies 1993）及课文（text）（Lin & Fawcett 1996）。它还需具备知识（knowledge）及信念（beliefs），必须能够进行规划（planning）和逻辑推理（logical reasoning）。

就句子生成而言，系统网络的设计及调试需要花很多时间。需要哪些系统、特征，在哪里安置实现规则等都需要反复推敲，以避免重复、减少规则的数量和长度。GENESYS虽是英文生成系统，但对汉语生成来讲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本文省略了对GENESYS中可能性（possibilities）、偏向（preferences）、运行控制规则（rules for setting probabilities，或SP rules）等部分的介绍。本文没有讨论GENESYS中的语调（tones）问题，对GENESYS的系统网络也进行了适当的简化。关于GENESYS的详细描述，见Fawcett, Tucker & Lin（1993）。

附录提供了GENSYS生成句子You must have been there比较详细的运行过程。但其基本情况则如本文前两节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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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GENESYS句子生成的详细运行过程

1．第一循环：搜索situation网络

Entering situation network

Selected [situation]





Having selected [situation], you must choose in the systems: TRANSITIVITY & TIME-SPECIFICATION & MOOD(A) & POLARITY.





In the TRANSITIVITY system you must choose one of:









1．relational*

2．material

3．mental

4．environmental.





Having selected [relational], you must choose one of:









1．locational_r*

2．attributive_r

3．possessive_r.





Having selected [locational_r], you must choose one of:









1．simple_carrier_loc(2.0901)*

2．compound_carrier_loc

3．third_party_agent_loc.





Having selected [simple_carrier_loc], you must choose one of:





1．unspecified_process_loc*

2．specified_process_loc.





Having selected [unspecified_process_loc], you must choose in the systems LOCATION-OVERTNESS & LOCATION_MARKEDNESS. In the LOCATION_OVERTNESS system you must choose one of:









1．overt_location_loc_ca*

2．covert_location_loc_ca(3.104).





In the LOCATION_MARKEDNESS system you must choose one of:









1．be_loc(3)*

2．marked_loc.





Having selected [overt_location_loc_ca], in the system OVERT_LOCATION_PRESENTATION you must choose one of:









1．overt_location_presented*

2．overt_location_sought(3.115).





Having selected [overt_location_presented], in the system OVERT_LOCATION_THEMATIZATION you must choose one of:









1．overt_location_unthematized(3.114)*

2．overt_location_thematized(3.113).





In the TIME_SPECIFICATION system you must choose one of:









1．no_time_specification*

2．time_specification.





In the MOOD(A) system you must choose one of:









1．information*

2．directive(1.101).





Having selected [information], you must choose in the systems: MOOD(B) & TIME_REFERENCE_POSITION. In the MOOD(B) system you must choose one of:









1．giver(1.2)*

2．seeker(16).





In the TIME_REFERENCE_POSITION system you must choose one of:









1．present_trp3

2．past_trp(15)*.





Having selected [past_trp], you must choose one of:









1．non_modal_past

2．modalized_past*

3．modulated_past.





Having selected [modalized_past], you must choose in the systems: MODALITY & MODALITY_CONDITIONALITY. In the system MODALITY you must choose one of:









1．necessity(14.1)*

2．prediction(14.2)

3．possibility(14.3).





In the MODALITY_CONDITIONALITY system you must choose one of:









1．non_conditional_mod*

2．conditional_mod.





Having selected [modalized_past], a gate is encountered. This leads to the automatic selection of the feature [modal].





Having selected [modalized_past], a complex entry condition is encountered, which leads to the system EXPECTATION. In this system you must choose one of:









1．not_expectation*

2．expectation(15.4).





Having selected [information], a complex entry condition is encountered, which leads to the system PERIOD_DENOTATION. In this system you must choose one of:









1．not_period_denoted*

2．period_denoted(15.3).





Having selected [unspecified_process_loc] and [information], a complex entry condition is encountered, which leads to the system CARRIER_ PARTICULARIZATION_SPECIFICATION. In this system you must choose one of:









1．unparticularized_carrier

2．particularized_carrier_S_theme_loc_ca.*





Having selected [particularized_carrier_S_theme_loc_ca] and [information], a complex entry condition is encountered, which leads to the system CARRIER_SUBJECT_THEME_PRESENTATION. In this system you must choose one of:









1．carrier_S_theme_presented(2.091)*

2．carrier_S_theme_sought(2.092).





In the POLARITY system you must choose one of:









1．positive*

2．negative(17).

2．第一循环：实现规则

The selection expression
 that was generated on pass 1 is: [situation, relational, locational_r, simple_carrier_loc, unspecified_process_loc, overt_location_loc_ca, overt_location_presented, overt_location_unthematized, be_loc, no_time_specification, information, giver, past_trp, modalized_past, necessity, non_conditional_mod, modal, not_expectation, not_period_denoted, particularized_carrier_S_theme_loc_ca, carrier_S_theme_presented]





The realization rules
 are: 1.1, 2.0901, 2.901, 3, 3.114, 14, 14.1, 15.





Rule 1.1: situation: Unit Cl, S@35.





Rule 2.0901: simple_carrier_loc: if not unparticularized_carrier_is_delayed_theme: Ca by S.





Rule 2.901: carrier_S_theme_presented: for Ca re_enter_at thing.





Rule 3: be_loc: If information or moodless: Subrule be_subrule: M@94.

Subrule be_subrule_4: (If retrospective or modalized_past) and not_expectation and not_period_denoted: M < "been".





Rule 3.114: overt_location_unthematized: C@106, Loc by C, for Loc re_enter_at thing.





Rule 14: modal: If (giver and not thematized_eupn) or (seeker and an_S_theme_sought and not a_non_S_theme_sought): O@37.





Rule 14.1 : necessity: If non_conditional_mod: O < "must".





Rule 15: past_trp: If modalized_past: Xr@64, Xr < "have".





The structure
 built on pass 1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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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二循环：搜索thing网络

Re-entering for Ca at thing





Having selected [thing], you must choose one of:





1．stereotypical_thing(70)*

2．recoverable_location.





Having selected [stereotypical_thing], you must choose one of:





1．interactant*

2．outsider.





Having selected [interactant], you must choose one of:





1．performer

2．addressee.*





Having selected [addressee], you must choose one of:





1．singular_addressee(74.3)*

2．plural_addressee(74.31).

4．第二循环：实现规则

The selection expression
 that was generated on pass 2 for Ca was: [thing, stereotypical_thing, interactant, addressee, singular_addressee].





The realization rules
 are: 70, 74.3.





Rule 70: stereotypical_thing: Unit ngp.





Rule 74.3: singular_addressee: If not covert_token_classification_or_interactan t: h < "you".





The structure
 built on pass 2 is:





S/Ca | ngp → h < "you"

5．第三循环：搜索thing网络

Re-entering for Loc at thing





Having selected [thing], you must choose one of:





1．stereotypical_thing(70)

2．recoverable_location(70.1).*





Having selected [recoverable_location], you must choose one of:





1．location_near_speaker(79.1)

2．location_away_from_speaker(79.2)*

6．第三循环：实现规则

The selection expression
 that was generated on pass 2 for Loc was: [thing, recoverable_location, location_away_from_speaker].





The realization rules
 are: 70.1, 79.2.





Rule 70.1: recoverable_location: Unit ngp.





Rule 79.2: location_away_from_speaker: h < "there".





The structure
 built on pass 2 is:





C/Loc | ngp → h < "there"

7．显示完整的语法树

After all re-entries, the final structure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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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汉英语篇连贯机制对比研究
〔4〕



张德禄

1　引言

语言比较和对比在古代就出现了。古罗马人在比较古希腊语和古罗马语时，发现了它们之间的相似性，提出了普遍语法的概念（参见Robins 1997）。但比较语言学或者对比语言学作为一个理论体系产生于19世纪20年代（参见王金安2005），即历史比较语言学（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linguistics），或称比较语文学（comparative philology）。其研究重点是从历史的角度，根据语言的演化过程来发现语言的产生与消亡，以及现有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

但随着索绪尔共时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发展，历史比较语言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代之于以共时研究角度为主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包括以布龙菲尔德为代表的形式语言学和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的功能结构主义语言学。这时，语言比较研究越来越少。后来，转换生成语法逐渐取代了结构主义语言学。转换生成语法强调语言的共性，提出了“语言普遍性”理论，认为从心理和生理的角度讲，儿童天生就具有习得语言的能力，这种能力是语言具有的共性特征，而这些共性特征是语言的基础。从这个角度讲，发现这些共性特征的过程应该是比较性的，因为不通过研究多种语言就无法确定语言的共性特征。这样，进行英语和其他语言的比较，发现这些语言和英语的共性特征应该成为转换生成语言学的研究重点。

1941年美国语言学家Whorf在他的“语言与逻辑”（Language and Logic）一文中第一次提出了“对比语言学”这个学科名称，同时还把它与比较语言学作了比较，说明其价值和特点。一直到1957年美国语言学家Lado出版了他的《跨文化语言学》（Linguistics Across Cultures），对比语言学才成了一门真正独立的学科。Lado把它定位于“应用语言学的一个新领域”，但是他的研究系统不是建立在对比语言学学科理论基础上的，其理论基础是结构主义语言学。

对比研究可以发生在语言的各个层次和各个方面，但最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语法及其以下层次和级阶上，如语音对比、语调对比、词汇对比、结构对比等。最初的对比通常是形式的，如音系、词汇和语法形式。但随着语篇分析理论的发展，功能语言学理论的发展以及对语境和认知因素的重视，语言对比也开始在语篇层面上进行。

语篇对比在对比语言学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从对比的层次来讲，对比可以在任何一个层次上进行，如语音、音系、词汇、语法、语义等。语音对比是对比语言的实现形式和意义的表达层面，只能用以说明语篇实体层的基本特征。音系、词汇和语法是体现语篇交际功能的形式特征，是十分重要的，但不能显示语篇交际功能的本体。这个任务只有通过语篇对比才能完成。语篇是一个意义层面的单位，是直接实现语言交际功能的层面。所以，不同语言在社会交际功能层面的区别，特别是在文化、意识形态和认知方式方面的区别必须通过语篇层面的对比来完成。

从对比的方面来讲，语言对比可以在语篇内进行，也可以在语篇外进行。在语篇内部主要对比语言实现其社会交际功能的内部机制，包括实现语言意义的语音和书写符号，直接实现语言意义的词汇语法特征和语言的意义。从语言本身来讲，语言内部特征的对比是语言本体特征的对比，而语言外部特征的对比是对语言各层次特征产生动因的对比，是对说明为什么这些语言特征，而不是那些特征被选用的对比。探讨语言特征产生的原因是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方面，所以语篇层面的对比是十分重要的。但从语言功能的角度讲，进行语言对比主要是对比不同语言中的特征在社会交际中的功能，而形式特征和实体特征只是实现语言交际功能的手段，只对比手段而不对比本体是舍本取末的做法。所以，语篇层面的对比是重中之重。

2　语篇对比研究概览

如上所述，语篇对比是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展起来的，但在1968年，Henry Gleason就提出了“比较话语分析”（comparative discourse analysis）的概念，并认为，“在系统比较方面，我们有了一个为我们提供比以前任何时候起点都好的框架。它能使我们聚焦于被证明是最有趣的对比问题上：相互联系的话语在组织方式上的差别，以及这个组织方式为读者或者听者提供的信号方面的差别”。但由于当时语言学界都在致力于把对比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联系起来，或者和转换生成语法联系起来，所以没有时间进行对比话语分析。语篇对比的真正起点可以Hartmann的专著《对比语篇学》（Comparative Textology）为标记。在这部著作中，Hartmann第一次提出了对比话语分析的概念，并且把话语分析理论和对比分析理论结合起来，发展了一个对比话语分析的理论框架（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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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对比话语学的组成部分


从图1中可知，对比话语学都是以语篇作为对比的基本单位，可以从语义、句法和语用三个层次进行研究，分别为话语语用学、话语语义学和话语组合学。他进一步解释说，话语语用学研究表示语篇与不同语言变体之间关系的不同方式，其目的是根据语境对语篇进行分类，探讨在不同语境中出现的不同语篇。话语组合学研究话语的不同成分和阶段是如何相互连接，形成一个语篇整体的，包括Halliday & Hasan（1976）提出的衔接。话语语义学研究语篇内部各个成分和部分之间的语义关系。

在选择对比语篇材料上，Hartmann也提出了一个基本分类标准。他把可以进行对比的语篇分为三类，分别定名为A、B、C三个类别，并把可进行对比的语篇称为“平行语篇”（parallel text）。这三类平行语篇分别是：A类指完全翻译过来的语篇与原语语篇。译者按照原语的语境在目标语中建立相同的语境，并且把原语语篇翻译成合适的、通顺的目标语语篇。至于这两个语境是否有区别，还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B类指经过改动的语篇，即翻译者经过缩减、增加、改动原语篇使翻译后的语篇与原语篇不完全相同。这样，虽然整体的信息没有变化，但具体信息发生了变化，两个语篇不是完全对等的。C类指两个语篇是在各自语言中创作的，不是同一个语篇，但两者根据对比的需要具有一定相似性。这样，可以进行对比的成对语篇分别是：对等语篇、改动的语篇和相似的语篇（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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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平行语篇的类别


与此同时，Oleksy于1989年提出了对比语用学作为一个学科进行研究的概念，并且对语言运用中的问题进行了对比研究，包括话语结构、话语类型、交际原则、社会规约等因素。Wierzbicka于1991年出版了《跨文化语用学》一书，把文化对比、语用对比融入语篇对比中。2001年，Scollon & Scollon出版了专著《文化间交际：话语方法》，把对比完全建立在语篇层面上，其中比较新鲜的方面是他把意识形态放在对比中，作为对比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且提出了一个意识形态与话语，以及其他相关因素的关系图（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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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话语系统


从图3可见，意识形态是语篇产生的基础，经过其他相关系统，如面子系统、社会化过程等的过滤和修整，才以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这样，语篇对比从深层次上讲必然涉及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中的意识形态上的对比。除此之外，还出现了许多研究语篇层面对比的著作，这里不一一列举。但在所有这些著作中，没有单独研究语篇连贯机制的对比研究。

在国内，进行语篇对比的研究起步比较晚，许余龙在1989年出版了《对比语言学概论》一书，对对比语言学从总体上作了介绍。他用第六、七两章的篇幅讨论了我们现在认为是语篇对比的内容。第六章为篇章对比，重点讲现在所谓的语篇连贯机制，包括衔接、连贯等；第七章讨论语用对比，包括隐含意义、篇章结构等。在此，我们称之为语篇层面的对比。彭宣维（2000）则以Halliday的语言三大元功能为出发点，对语篇进行了综合对比，但大部分为语法层面上的微观研究，涉及语篇整体层面上的研究比较少。朱永生、郑立信、苗兴伟（2001）对英汉语篇的衔接手段进行了对比。他们的研究集中在Halliday & Hasan（1976）所提出的衔接类型上，包括照应（指称）、替代、省略、连接和不同形式的词汇衔接。

3　汉英语篇连贯机制对比的理论框架

根据Halliday和Halliday & Hasan（1976, 1985）的观点，语篇是一个意义单位，是一个在某语境中起交际功能的单位。所以，小到一个词，如“Stop!”，大到一个长篇巨著，如一部小说，都是一个语篇。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可以看到，语篇不是根据形式特征定义的，而是根据其意义和功能定义的。但是，一般来讲，语篇不是由一个句子组成的，而是由多个句子甚至成千上万个句子组成的。如此一来，弄清楚为什么这些句子能够形成一个整体，使听话者或者读者把它看作一个单位就是语篇分析的重要任务。这就是我们所称的语篇连贯的机制（或手段）。除此之外，语篇层次的对比还涉及语篇的宏观结构等因素，所以朱永生等（2001）提供了语篇层次对比的理论框架（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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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语篇对比


根据图4的模式，语篇对比分为宏观对比和微观对比。宏观对比又分为语类结构和宏观结构；微观对比分为结构性和非结构性，结构性包括信息结构和主位结构。非结构性又称衔接手段，包括语法和词汇两个类别，每个类别又都有自己的次范畴。

但笔者认为，语篇层面的对比不仅包括语篇内部宏观和微观方面的对比，还包括语篇与语境关系的对比。语篇只有和语境联系起来，确定语篇在语境中的功能和地位，才能真正确定语篇的整体意义和功能。

另外，从语篇内部来讲，语篇的基本内容可以认为是离子型的，包括各个层次的语篇单位，如词、句子、短语、段落、章节、话语功能单位、宏观结构单位等。但这些离子型的单位是如何相互联系起来的，如何组成更大单位的，如何与语境联系起来的，还需要另外一个语篇的组织机制——语篇连贯机制。语篇连贯机制的基本特点是关联性，它总是把这个成分与那个成分或那些成分，这个单位与那个单位或者那些单位，甚至这个结构与那个结构或者那些结构联系起来。语篇连贯具有分级性、连接性、整体性和功能性特性（张德禄2000）。

总而言之，语篇连贯的机制是把离子型的部分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意义整体。在语境中起适当功能的语篇组织机制，是和离子型的内容部分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的语篇机制。语篇组织机制包括三个类别：宏观型——用以连接语篇的宏观结构成分，使整个语篇形成一个整体的机制；微观型——用以把语篇内部微观层面的成分、部分等连接起来，形成更大单位的机制；语境型——把语篇与语境联系起来，表示语篇与语境关系的机制。或者说是把语篇和语境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意义整体的机制。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可以用系统网络的形式来描述语篇对比中语篇连贯机制与语篇内容离子型成分之间的关系（见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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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语篇连贯机制的对比在整个语言对比中的地位


在图5中，我们根据对比的单位和层次，把语言对比分为句子对比和语篇对比两个类别。句子对比是把语言对比限定在语法层面上，基本上是形式上的对比，而语篇对比则是在更大范围上的对比，更倾向于意义上的对比。由于大多数语篇都是由多个句子组成的，所以语篇是如何组成的，有哪些相关因素，成为语篇研究的关键。前期的研究基本上是把组成语篇的因素归纳为两个类别，即语篇的宏观结构和语篇的组篇机制。语篇的宏观结构指实现语篇主题的语义结构，而语篇的组篇机制则指语篇的微观组织机制，包括语篇的微观结构（主位结构和信息结构）和Halliday & Hasan（1976）所称的非结构性的衔接。语篇和语境的关系则不在语篇分析的范围之内，而是把它归为语用学的研究范围。

笔者认为，组成语篇的主要因素不在于语篇的结构是宏观结构还是微观结构，而在于了解组成语篇的基本因素是什么，这些因素是如何相互联系，组成更大的单位，乃至整个语篇的。所以，我们把组成语篇的因素分为两个类别，即不同层次的单位和把这些单位联系起来的语篇连贯机制。从所涉及的范围来讲，语篇连贯既涉及语篇内部成分与成分之间的关系，又涉及语篇与语境的关系。因此，它实际上涉及语篇内和语篇外两个方面。从单位的角度讲，我们仍然可以从句子和语篇两个层次来划分。句子可以划分为句子、小句、词组和短语、词等单位；从语篇的角度讲，语篇可以划分为宏观结构、宏观结构成分、中型宏观结构成分、微观结构等。从语篇连贯机制的角度讲，仍然可以分为结构性和非结构性。从结构性的角度讲，连贯的机制不是表示结构内部的关系，而是结构之间的关系。在结构内部是结构成分之间的关系，仍然是连贯的机制，结构上包括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结构关系在宏观结构中表示结构成分之间的关系，而在微观结构中指结构之间的关系，这是因为宏观结构是最大结构，而微观结构是最小结构。

从非结构的角度讲，连贯的机制包括由词汇和由语法实现的语义关系。从篇际关系的角度讲，它包括表达语篇与语境关系的机制和表达语境实现意义的机制。

4　汉英语篇连贯机制对比研究的范围、目的和角度

以上我们对语篇对比的必要性、语篇对比在语言对比中的地位、语篇对比的发展历史、语篇对比所涉及的范围、基本因素等进行了论述。下面把该研究的范围、研究目的和研究角度进行简单的说明。该研究的基本目的是研究母语，即汉语的语篇连贯的机制，这是因为对语篇连贯机制的研究开始于英语，所以对英语的语篇连贯机制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而在汉语中这方面的研究还偏少（参见朱永生，郑立信，苗兴伟2001），所以我们要通过汉英对比来研究汉语语篇连贯机制的基本规律和特点。另外，大部分进行汉英对比的研究者是英语教师，对英语中语篇连贯机制比较熟悉，所以可以借用英语中语篇连贯机制研究的成果来进一步认识汉语的基本特点。以前的大部分研究基本上从英语到汉语，就是因为研究者是英语教师，对英语的基本特征比较熟悉，从英语到汉语是顺理成章的。但这种研究方式也有一个缺点，就是对于汉语基本特点的认识经常要受到对英语基本认识的影响，得出的结论偏向于英语的基本特点。所以，我们需要在借用对比语言学理论的前提下，不是通过英语来研究汉语，而是直接观察汉语，发现汉语在语篇连贯机制方面的特点，然后把这些特点与英语中相对应的特点进行对比，找出它们的共同点和不同点。这种研究角度可能难度更大些，但更客观些。

对比涉及两种语言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我们在研究中不应该偏向任何一方，共同点和不同点同样对待，同等重要，重要的是发现语言的本质，发现语言运作的真正规律。这里难度比较大的是发现相同点和不同点所处的层次，以及它们所涉及的范围。

在研究中，对现象的描述是必需的，要尽量精确可靠地把语言特征的基本特点和规律描述出来，让大家认识它。但不能到此为止，而是要继续研究这些特征出现的根源是什么，通过了解交际目的、语言的文化背景和交际双方的关系、双方共享的信息来追溯这些特征产生的根源。

作为语篇对比，对语篇本体的研究是必然的，但也不能把研究的范围只限于语篇内部，这样就不能认识语篇的整体意义。我们研究语篇的相关因素就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语篇本体，更好把握语篇在社会交际中的位置。

从研究方法上讲，对比研究通常以定性研究为主，因为语篇对比研究所涉及的方面和层次很多，特别是在进行具体的对比时，无法大规模进行定量研究。然而即使是如此，我们还是要坚持以实证为主的做法，运用大量的实例来证实得出的结论。在选择实例上，要尽量避免只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在可能的情况下，需要多用一些例子。在某些具体的方面，在研究的层次和范围确定以后，也可以运用定量的方法来进一步证实由定性方法得出的结论，提高得出结论的可信度。

5　结语

综上所述，语篇层次的对比是语言对比一个最重要的方面之一，不同语言在社会交际功能层面的区别，特别是在文化、意识形态和认知方式方面的区别必须通过语篇层面的对比来完成。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在语篇层面上的对比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梳理出了语篇对比的方面、层次、类别和话语系统的运作方式，为进一步对比研究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而在语篇连贯机制的对比方面也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成果，并且也初步建立了在这方面进行对比的理论框架。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借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系统网络理论，又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同时还简单讨论了汉英语篇连贯对比研究的范围、目的和角度。下一步的主要研究任务是根据语料进行具体的研究，用定性和／或定量的方法，研究汉英语篇连贯机制在不同层次、不同类别上的异同，认识汉英语篇连贯机制形成的基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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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基于语篇的语言教学途径
〔5〕



程晓堂

1　引言

在语言教学的发展历史中，一些主要教学理论和方法的产生和发展都或多或少受到当时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等相关学科的影响。近半个世纪以来，语言学研究对语言教学（包括母语教学、第二语言教学和外语教学）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比如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交际语言教学就是受到功能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影响而形成的一种语言教学途径。近些年来，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等领域的研究也对语言教学的研究起着极大的推进作用。特别是目前方兴未艾的语篇语言学（text linguistics）和语篇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对语言教学的影响尤为明显。

现代语言教学的一个基本理念是，课程大纲的设计、教学材料的选择和编制、课堂教学过程的设计与实施、教学结果的评价等都要优先考虑人们实际使用语言的情况。也就是说，要根据语言实际使用情况来决定向学生教授什么语言和怎样教授语言（Brown 1995; McDonough & Shaw 2003; Nunan 1999; Richards 2001）。因此，研究和了解语言的实际使用情况成为设计语言课程和实施语言教学的前提条件。语篇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使用中的语言，而不是假想的或人为杜撰的语言。它研究人们如何在真实的语境中运用语言来实现交际目的。它特别关注语言形式与意义的关系、语言的使用与语境的关系、语言使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语言与文化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显然，语篇语言学的基本理论与现代语言教学的基本理念有很多不谋而合之处。也正是因为如此，近些年来，语篇语言学引起了语言教学界的广泛关注，而语篇语言学的研究者也开始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应用到语言教育的研究之中。基于语篇的语言教学途径（a discourse-based approach to language teaching）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本文将讨论基于语篇的语言教学途径的发展过程和核心思想，并探讨这一教学途径对我国外语教学的启示。

2　发展过程

基于语篇的语言教学途径的产生和发展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强调在语言教学中除了进行语音、词汇、语法等层次的教学以外，还要渗透语篇层次的教学。第二阶段则是提倡语言课程从设计到实施都要围绕语篇来进行，要始终以“语言即语篇”的语言观来指导语言教学。

2.1　在语言教学中渗透语篇教学

其实，从一开始，语篇语言学就与应用语言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Poole 2002: 73），而应用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就是语言教学研究。所以，自从语篇语言学成为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以来，已经有很多学者探讨如何把语篇分析的研究成果应用到语言教学方法、教学材料及课堂教学实践的研究之中，如Bygate（1987），Cook（1989），McCarthy（1991），Hatch（1992）和Nunan（1993）。这些学者主要是向语言教师和语言教学研究者介绍语篇分析的基本概念和主要内容，如什么是语篇分析，口语与书面语的区别，语篇中语音、词汇、语法等层次之间的关系，语篇的衔接与连贯，语篇结构模式，语篇的类型等。这些学者试图向语言教师说明以下几点：l）语言的基本单位不是句子，更不是词汇，而应该是语篇。语篇可长可短，可以短到一个单词，可以长到一本书或几本书；2）语言教学应该帮助学生从语篇的角度来理解语言、学习语言和使用语言；不能孤立地以词汇或句子为单位来学习语言，要注意学习语篇的功能和语篇的结构模式（discourse patterns）；3）口语与书面语既有共性，又有差异，语言教学要对口语和书面语给予同等的重视。这些学者还建议语言教师学习一些语篇语言学和语篇分析的基本知识，并把其中的一些知识运用到语言教学实践之中，以便对现有的基于句子语法的语言教学方法进行适当的补充。对于语言教师来说，就是要在语言教学中渗透语篇的教学，如分析语篇的结构、写作目的。

2.2　基于语篇的语言教学

如果说前面提到的这些学者主要是探讨如何把语篇分析的研究成果应用到语言教学之中的活，那么McCarthy和Carter于1994年出版的《作为语篇的语言——对语言教学的启示》（Language as Discourse—Perspectives for Language Teaching
 ）则试图在语篇语言学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语言教学思想或教学途径。显然，该书的作者并不满足于把语篇分析的研究成果应用到语言教学的实践中（比如通过分析语篇中的衔接和连贯手段来改进阅读和写作教学方法），而是要在“语言即语篇”（language as discourse）思想的基础上，尝试性地建构一种新的语言教学模式。McCarthy & Carter的主要观点是，由于传统的基于句子语法的语言描写不能反映语言使用的实际情况，所以传统的基于句子语法的语言教学模式也不可能真正培养学习者的语言运用能力。显然，两位学者试图建构的语言教学模式对传统的基于句子语法的语言教学模式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正是因为如此，该丛书总主编Christopher Candlin认为这是一本令某些人感到不舒服的著作（an uncomfortable book）。

McCarthy & Carter的观点之所以可能令某些人感到不舒服，是因为它提倡一种新的基于语篇的语言观，并根据这一语言观提出了新的语言教育观。所谓语言观，就是人们对语言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的认识。在语言学发展历史中，出现过各种各样的语言观，如行为主义、结构主义、形式主义、功能主义等。所谓语言教育观，就是人们对如何进行语言教学的认识。那么McCarthy & Carter究竟提出了什么样的语言观和语言教育观呢？

其实，从语篇的角度来描述语言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讨论语言教学的过程与方法，并非McCarthy & Carter首创。如果说传统的语言研究主要局限于句子以下的层次，那么近些年来。基于语篇层次的语言研究（language study at discourse level）已经不是新鲜话题了。同时，语言教育研究者（如McCarthy 1991; Hatch 1992）也已经意识到，语言教学不应该停留在语音、词汇、句子等层次，而应该上升到语篇的层次。然而，McCarthy & Carter并不满足于在现有的语言教学模式中增加一个语篇层次的做法。

McCarthy & Carter（1994: 38）“语言即语篇”的思想实际上是一种基于语篇的语言观（a discourse-based view of language）。这一语言观与以往语言观的区别是：以往的语言观认为语言有多个层次（如语音层次、词汇层次、语法层次、语篇层次等），语篇是其中的一个层次；而基于语篇的语言观认为，语言就是语篇，不能把语篇看作是语言多个层次中的一个。因此，语音、词汇和语法都是语篇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在组织语篇结构上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它们都不是与语篇并列的语言层次。基于这一思想，语言教学的改革并非仅仅是在传统模式的基础上增加一个语篇层次的教学，而是应该把语言当作语篇来进行教学，所有教学活动要围绕语篇来进行。语言教学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学习者认识到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要素是如何相互联系、共同组织和建构语篇的。这就是McCarthy & Carter所倡导的基于语篇的语言教学途径。

除了向以往的语言观和语言教育观提出挑战以外，McCarthy & Carter还对语言教育的其他方面提出了质疑。一般认为，英语教师（这里指在英语国家教授英语的教师）对英语语言已经十分熟悉，而且他们还可以随时参考那些权威的、久经考验的语法书籍和词典，所以他们所要做的只是研究如何有效地教授这种语言而已。McCarthy & Carter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对于语言教师来说，只了解教学方法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在语境中研究语言，我们才能真正了解语言的功能；而在语境中研究语言很可能迫使我们重新认识语言的形式与意义的关系。因此，基于句子语法的语言知识并不能真正满足语言教学的需要。仅凭借丰富的语法知识和词汇知识，英语教师很难胜任英语教学的任务。英语教师需要学习和了解语篇分析的基本方法。

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第一语言的教学与第二语言的教学缺乏联系和沟通。母语教学的途径与外语教学的途径很少能够相互借鉴。比如，英国的英语教学与外语教学基本上是老死不相往来。直到近几年，才有加强两者之间联系的呼声。McCarthy & Carter认为，以语篇为基础进行语言教学应该是语言教学的基本原则。所以，基于语篇的语言教学途径既适用于第一语言的教学，也适用于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教学。

除了McCarthy & Carter（1994）系统地阐释基于语篇的语言教学途径以外，其他一些有语言学背景的语言教育学者也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类似的研究。Nunan（1999: l09）较为详细地讨论了一个有机的、基于语篇的语言教学思路（an organic, discourse-driven perspective to language teaching）。所谓有机的语言教学思路，是指语言教学中不能把语言看作孤立的句子来进行教学，而应该在一定的语境中教学。Nunan认为语言学习不是砌墙（building a wall），而应该是在花园里种花（growing a garden）。砌墙的过程是线性的，需要一块一块地砌，而在花园里种花是非线性的，可以同时种很多花，尽管这些花并不同时开放。如果采用基于语篇的语言教学思路，语言学习的过程就相当于花园种植的过程。学习者在一定的语境中接触、体验、学习和使用语言，了解语言各要素是如何相互联系并根据需要传达意义的。

3　核心思想

任何一种语言教学途径都要回答几个核心问题：我们应该教授什么样的语言？应该教授语言中的哪些组成部分？我们应该如何教授语言？语言教学的目标是什么？下面我们通过讨论基于语篇的语言教学途径对这几个问题的回答，来探讨基于语篇的语言教学途径的核心思想。

3.l　语言材料

基于语篇的语言学研究以完整、真实的口语和书面语材料为研究对象，并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研究语言的使用情况。从使用的角度来看，语言可以分为口语和书面语两大类别，而且各有显著的特征。从语篇的角度来看，特别是从语言实际使用情况来看，口语与书面语异同比我们以往的认识要复杂得多。比如，由于语境的需要，口语可能有书面语的特征，而书面语有时也有口语的特征。另外，独白式的语言材料（monologue）与对话式语言材料（dialogue）并没有绝对的界限。语言材料有时接近独白，有时接近对话。

在系统分析口语与书面语异同的基础上，McCarthy & Carter（1994）指出，在语言教学中，教学大纲或教材在选择语言材料时要在这样一个框架内进行：1）要体现口语媒介与书面语媒介的区别；2）要广泛选择口语和书面语材料，使所选材料能够反映有关语言得体性或宽或窄的各种限制；3）选择一些创造性使用语言的例子，如违反常规的语言使用情况；4）要重新考虑文学语篇与日常文体语篇的关系。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教学大纲和教材经常把文学语篇（literary texts）与其他日常文体的语篇（everyday texts）对立起来。其实，文学语篇包含大量的口语和书面语特征。比如，文学语篇里既有那些类似于广告语言的口语，也有那些类似于技术文献或学术文献的语言。

基于语篇的语言观对语言教学的启示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如果教师了解口语和书面语的区别，他们就能更好地把握所教授的语言，从而提高语言教学的效果；2）语言教师不应该认为各种文体的语篇是可以决然区分的。有些语篇类型有明显的界限，而有些类型则没有决然的界限。比如，口语和书面语的界限有时并不是十分清楚；3）有些类型的语篇有明显的语言特征（linguistic features）。有些语类如叙事、报告、论述是某些社会的主要文化活动（cultural activities），这些语类直接影响到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和使用语言的方式。合理使用这些语类是语言运用能力的重要方面。教师应认识和了解这些类型语篇的语言特征，并通过适当的方式使学生学习和了解这些特征；4）语言教师应该了解所教授语言的主要语类以及不同语域的语言组织形式。语言从来不是中性的，而是与意识形态紧密联系的。语言教学中，对语类的选择以及教学方法的运用经常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5）在语言教学实践中，语篇分析的启示能使教师更加合理地选择语言材料。在组织和安排语言材料时，可以做到更有目的性，循序渐进、有章可循。

3.2　语篇结构

语篇中各种成分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包括微观结构特征（micro-structural properties）和宏观结构组织（macro-structural organization）。语法结构、词汇以及句子之间的衔接手段都属于微观结构特征。而句子与句子之间以及更大语篇成分之间的逻辑—语义关系则属于宏观结构组织。语篇中常见的一种宏观结构组织就是小句关系（clause relations）。注意，这里的小句并不只是传统语法中的从句或分句，而是指独立的句子以及句子中包含的从句或分句。

传统的基于句子的语法理论以及后来的衔接理论（Halliday & Hasan 1976）对语法结构、词汇以及句子之间的衔接关系已经有了比较系统的阐释，很多研究成果已经应用到语言教学之中。所以，语篇的微观结构特征在语言教学中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但是，由于缺乏理论指导，语言教学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对语篇的宏观组织结构仍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因此，McCarthy & Carter对这一点特别关注，而且以小句关系为基础，重点讨论了语篇的宏观组织结构。

所谓小句关系，就是语篇中一个或一组小句与另一个或一组小句之间的逻辑—语义关系（参见胡壮麟1999；程晓堂，王琦2004）。Winter（1977）和Hoey（1983）是小句关系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他们把小句关系归纳为三种：问题—解决方法（problem—solution）、假设—真实（hypothetical—real）、一般—个别（general—particular）。在“问题—解决方法”的小句关系中，第一个小句提出问题，后面的小句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假设—真实”的小句关系中，前一个小句是假设部分，陈述别人已经说过的观点或情况，后面的小句是真实部分，说明作者自己的观点，即支持或否定假设部分提出的观点或情况；在“一般—个别”的关系中，前面的小句陈述一般的或概括性的内容，后面的小句提供具体的例证或细节内容。

在实际语篇分析中，我们会发现小句关系十分复杂。有时几种关系相互交叉，有时关系并不是两个小句之间，而是两组或多组小句之间。比如，在“问题—解决方法”的关系中，提出问题的小句可能不只一个，而描述解决方法的小句也不只一个。一般语篇及其组成部分要体现完整的小句关系。比如，如果语篇提出了问题，而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则可能被视为不完整。

小句关系的概念对语言教学的启示是，在理解语篇时，要引导学生发现语篇中各个成分之间的逻辑—语义关系。教师可以根据这种语篇框架（text frame）来设计阅读理解问题，而不是随意地根据语篇中的某些信息来设计问题。大量的研究表明，在阅读教学中帮助学生理解语篇的结构有利于提高阅读理解的效果（Grabe 2004）。值得注意的是，有时为了营造某种特殊的写作效果，作者可能有意违反常用语篇结构（如采用与通常不同的顺序）。在语言教学中，教师要注意引导学生观察和发现这些非常规的语篇结构。

3.3　语篇模式

上文曾经提到过，McCarthy & Carter（1994）反对把语篇看作语言的一个层次，而主张语言就是语篇，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要素共同构建语篇。所以，语言中的词汇语法系统与语篇模式（discourse patterns）并不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系统，而是相辅相成、彼此通融的系统。

所谓语篇语法（discourse grammar），其实就是与句子语法相对而言的一种语法体系。句子语法主要描述单词或短语如何组合成句子，而语篇语法则主要描述语篇的组织体系（discourse management），即语篇的各个组成部分是如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有意义的语篇的。提到语篇语法，不得不提到Halliday & Hasan的衔接理论。

Halliday & Hasan（1976）提出的衔接理论不仅是语篇语言学中的经典理论，而且已经广泛应用到应用语言学的各个领域。有人认为Halliday和Hasan提出的衔接手段只是在语篇的形式层面上连接句子。其实，衔接手段的作用绝对不只是连接句子。衔接手段在实现语篇的语类和语域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是语篇组织体系（discourse management）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Halliday & Hasan的衔接手段主要是语法手段和词汇手段，所以这些手段实际上体现了词汇语法系统在语篇组织体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所谓语篇组织体系，就是作者或说话者就如何安排语篇成分作出的各种决策，如凸显哪些成分。McCarthy & Carter（1994: 90-93）以代词为例进一步说明衔接手段在语篇组织中的作用。传统英语语法通常把人称代词和指示代词归为两个不同的系统。而在语篇语法中，人称代词和指示代词完全可以作为一个系统来考虑。比如，it不仅可以与he和she等人称代词一起来研究，也可以与this和that等指示代词一起来研究。传统语法一般只讨论句子之内以及相邻句子中代词的使用，而语篇语法则需要研究代词在更大语篇成分（如段落）中的使用情况。比如，在一个新的段落开始或转向一个新的话题时，一般要使用完整的名词短语，而不适合使用代词。

除了衔接手段以外，英语中的时态（tense and aspect）在语篇语法中也有着重要的语篇组织功能。英语语篇中时态的选择和使用并非完全是为了反映事件发生的时间及状态。在很多情况下，时态的选择和使用主要是用来表达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而不是概念意义（即客观的时间意义）。比如，通过交替使用现在时和过去时，作者可以调整读者与语篇世界（textual worlds）之间的距离以及读者与作者之间的距离和关系。

除时态以外，情态在语篇组织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广义的情态指作者或说话者对所传达的信息或观念所持的态度。根据传统语法，情态主要由can, could, may, might, will, would等情态动词来实现。但是，从语篇的角度来看，用来实现情态的形式和手段远不止情态动词。英语中的很多词汇和语法手段都能表达某种情态意义。比如He might be right中的might所表达的情态意义基本上可以由possibly或possible来实现，如He is possibly right或It is possible he is right。

以上所涉及的内容基本上都是语法模式在语篇组织中的作用。那么语篇中的词汇模式（patterns of vocabulary/lexis）又起什么作用呢？根据语言即语篇、语篇即语言的思想，语言中的词汇不仅仅传达某些单个的概念或意义，而是起着组织语篇的作用。关于这方面的研究，Hoey于1991年出版的Patterns of Lexis in Text
 　是一部经典著作。其核心思想是，作者或说话者通过选择某些关键性的词语来暗示（signal）语篇的结构。以英语为例，为了实现“问题—解决方法”的语篇结构模式，作者或说话者可能在语篇中使用problem, crisis, circumstances, difficulty, issue等词汇。当然，这有些类似于Halliday & Hasan所说的词汇衔接手段。

3.4　语言分析

语言学家Halliday（1987: 9-10）曾经把语言学习分为三种情况：l）学习语言（learning language）；2）通过语言来学习（learning through language）；3）了解语言（learning about language）。所谓学习语言就是掌握语言的一些规则和惯用法，以便能够使用语言；通过语言来学习指把语言作为工具或手段来学习其他知识；了解语言则是认识语言系统的本质，了解语言系统的运作方式，以及了解语言的功能。尽管在实际语言学习过程中以上三种情况并不是决然分割的，但认识到其中的区别是有重要意义的。

在语言教育界存在这样一种观点，即学习者应该学习语言（learn the language），而不是了解语言（learn about the language），因为了解语言并不意味着能够使用语言。但是，McCarthy和Carter认为，学习者有意识地分析和了解所学语言的本质、运作过程及功能是非常必要的，特别是从语篇和话语的角度来了解语言系统及其本质。那么如何使学生了解语言呢？McCarthy & Carter（1994: 135）认为，分析文学作品是有效途径之一。

文学作品是语言使用的实例（examples of language in use），而且是在真实社会语境中（real social context）出于真实交际目的（real communication purposes）的语言使用情况。因而，从语篇的角度来分析文学作品传达的意义及其语篇模式，比传统的语法分析、词汇分析和语音分析更有优越性。比如，大多数语言教材中的对话都是完整、规范的语句，语言得体、准确，双方尽力合作，等等，而很多文学作品中的对话却不是如此。从会话分析（conversational analysis）的研究可以看出，会话中各方所说的内容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说话人说这些话的目的。有时理解说话的目的比了解说话的内容更加重要。

除了分析文学作品以外，分析语言中蕴含的文化内涵也是学习者了解语言系统的有效途径。语言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种广为人知的观点是：语言反映文化，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渗透在语言之中，文化通过语言来体现；了解文化有利于理解语言，通过理解语言也能了解文化。但是，以上所说的文化，通常指文化知识和文化背景在文化与语言的关系上，有一点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即语言与文化价值观（cultural values）和意识形态（ideology）之间的关系。说话者或作者总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通过语言的选择和使用来反映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比如，不同的报纸有不同的政治立场，在报道同一事件时，不同的报纸可能使用不同的语言。通过分析语篇反映的文化内涵和意识形态，学习者能够更好地了解语言的本质和功能。

在上述观点的基础上，McCarthy和Carter指出，如果语言学习者能够分析他们在学什么、为什么学等问题，那么他们就能学得更好。长期以来，语言教学着重技能的训练，特别强调语言的工具性（instrumental functions）和语言的用途（purposes of the language），而忽视了语言学习对学习者其他方面（如智力）的促进作用。

3.5　语篇能力

在阐述基于语篇的语言教学途径的过程中，McCarthy & Carter（1994: 172）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语篇能力（discourse competence）。人们使用语言的能力既不是简单的语法知识和词汇知识（linguistic competence），也不仅仅是由社会语言能力（socio-linguistic competence）和策略能力（strategic competence）构成的所谓的交际能力。语言使用的能力包括很多方面的能力。但是，这些方面的能力并不是彼此割裂的，而是完全融为一体的。比如，我们要实现某种交际目的时，也必须通过语法词汇手段来实现。所以，McCarthy & Carter认为，既然只有从语篇的角度来描述语言才能了解语言的真实面貌，那么也要从语篇的角度来讨论人们使用语言的能力。这种能力就是语篇能力。

如果要在语言教学中发展学习者的语篇能力，那么首先要以“语言即语篇”的语言观为指导来设计一种基于语篇的教学大纲（the discourse syllabus）。教学大纲的设计一般都涉及分析（analysis）和分类（classification）的过程。所谓分析和分类，就是根据某种标准对语言系统进行详细的分析和分类，并在此基础上确定教学的目标。最传统的结构教学大纲（structural syllabus）就是把语言系统分为无数个语法结构，并按一定的顺序（如复杂程度）罗列这些结构。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的交际语言教学大纲（communicative syllabus）则是把语言分为无数个交际功能（communicative functions）或言语行为（speech acts），如问候、道歉、致谢、邀请等。根据交际语言教学的思想，语言学习的过程就是学习和掌握这些交际功能的过程。

根据“语言即语篇”的思想，无论是语法结构、词汇，还是交际功能，都是语篇的组成部分。人们使用语言的过程就是产生或理解语篇的过程，而不是使用语法结构或词汇的过程，也不纯粹是完成某些言语行为的过程。所以，凡是只在语篇以下的层次对语言进行分析和分类，并在此基础上设计教学大纲，都是不合理的，至少是不全面的。因为这种教学大纲“只涉及到语篇的组成部分，而没有涉及语篇本身”（Widdowson 1979: 248）。

一种改进的做法是在语言教学大纲中增加一个关于语篇的组成部分，即语篇结构（discourse structure），如语篇的衔接与连贯、语篇中的修辞结构、话轮转换手法。但是，这种改良的做法仍然是把语篇看作是语言的一个层次，并没有充分体现“语言即语篇”的语言观。所以，McCarthy & Carter（1994）主张把语篇完全融入语言教学大纲，而不仅仅是在词汇、语法等层次的基础上增加一个语篇的层次。

为了进一步阐述他们的观点，McCarthy & Carter（1994）列举了两个语言教学大纲的例子。一个是International Certificate Conference为欧洲成年人语言学习设计的教学大纲，另一个是Aston设计的语言教学大纲。这两个大纲都涉及一个重要的概念，即语篇策略（discourse strategies）。所谓语篇策略，就是说话者或作者在生产语篇的各个阶段所作的各种选择。在作出这些选择时，说活者或作者要考虑很多方面，如听话者或读者将如何理解语篇的信息，什么样的言语行为是必要的或可取的，哪种交流方式最合适。显然，语篇策略包括语言使用者在词汇、语法、语类、社会—文化准则等各个方面所作出的选择。

那么语言学习者如何才能学习和掌握语篇策略呢？McCarthy & Carter（1994）认为，学习者只有通过使用语篇才能掌握语篇策略。这一思路与任务型语言教学（task-based language teaching）有不谋而合之处。任务型语言教学的核心思想是，学习者在完成各种任务的过程中使用语言，在使用语言的过程学习语言（参见Candlin & Murphy 1987; Prabhu 1987; Nunan 1989; Ellis 2003）。当然，在实际实施过程中，任务型语言教学有各种做法。能否真正体现“语言即语篇”的语言观取决于任务的设计。

4　对我国外语教学的启示

我国外语教育界对语篇教学这个术语并不陌生，已经有不少研究者（如刘辰诞1999；陆振慧2003；张国扬，朱亚夫1996；张喆，赵国栋2003）对语篇语言学与语言教学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很多一线外语教师也开始在外语教学中尝试语篇教学的各种途径。然而，笔者认为，目前大家所说的语篇教学还只是停留在前面我们所说的基于语篇的语言教学途径的产生和发展的第一阶段，即强调在语言教学中除了进行语音、词汇、语法等层次的教学以外，还要渗透语篇层次的教学，如分析语篇的结构、语篇的写作目的等。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没有构建一个真正意义的基于语篇的语言教学途径。

所谓真正意义的基于语篇的语言教学途径，是指教学大纲的设计（包括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的描述）、教材的编写、教学的实施、教学结果的评价等课程环节都要以基于语篇的语言观和语言教学观为指导（参见本文第3节的讨论），而不能以基于句子语法的语言观为指导。显然，我国目前各个层次的外语教学基本上还是以词汇和句子语法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模式。尽管一些教师开始尝试所谓的语篇教学，但那也只是在传统教学模式的基础上进行改良，而不是改革。

那么我国的外语教学是否应该全面采用McCarthy & Carter（1994）所提倡的那种真正意义的基于语篇的语言教学途径呢？笔者的观点是，我们应该采取既积极又稳妥的态度。所谓积极，就是说我们要积极研究、尝试基于语篇的语言教学途径。从最近二三十年的情况来看，以功能主义语言学为基础的语篇语言学发展非常迅速，其影响也越来越广泛。语篇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也开始广泛应用到各个语言实践领域，包括语言教学。所以，可以预言，基于语篇的语言教学途径将是未来语言教学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

所谓稳妥，就是要结合我国外语教学的实际情况，适时地、有针对性地采用基于语篇的语言教学途径。尽管从McCarthy & Carter（1994）提出基于语篇的语言教学途径这一思路以来已过去十多年，但究竟如何进行基于语篇的语言教学，现在还没有非常成熟的经验。另外，基于语篇的语言教学途径是否适用于各个层次的语言教学也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因此，我们不妨先在一定范围（如大学英语教学）尝试性采用基于语篇的语言教学途径，积累一定的经验以后再逐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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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翻译研究的功能语言学途径
〔6〕



黄国文

1　引言：学术游戏与游戏规则

翻译活动是人类活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只要有人类交际的地方，就存在着翻译活动；没有这种活动，文化传播和人际交流都很难甚至无法进行。翻译活动是多类型的，对翻译的定义也可以是多种多样的。翻译作为一个学科，它涉及的面很广，除了本体论外，还从不同的学科（如语言学、哲学、文学、文艺批评、人类文化学、认知科学、符号学、心理学、传播学、社会学、历史学、美学、逻辑学等）中吸收营养和精华为我所用。翻译学是一门经验性的（Empirical）学科，无数优秀的翻译家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翻译经验并总结出翻译方法，为翻译理论的探索和建立提供了基础和立论依据。多少年来，很多翻译研究者不断努力，试图建立一种科学的翻译理论，目的之一是想摆脱传统的评点式、随感式和印象式的翻译批评方法。有了这样的理论体系，我们就能在不同的层面和平面对翻译问题和译文进行多维的、立体的、定性的、定量的、科学的分析。

就目前的情况看，大多数学者对翻译的研究主要沿着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路子。很多人认为，文学的语言是情感性的语言，而不是科学性语言。因此，对文学翻译和译作的评论只能从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角度开始和结束。对于这种观点和做法，赞成的人非常多，因为有它存在的理由。我是从事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的，我认为如果可以把学术研究说成是一种娱乐活动的话，从事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的人和从事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的人是在玩不同的游戏。虽然他们都对同一种事物（如翻译问题、译作等）感兴趣，但并不是在玩同一个游戏，而不同游戏是有不同规则的。对翻译问题的探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讨论是要基于一定的范围和前提的。我近年来所做的是从功能语言学的角度探讨汉诗英译问题，自己没有能力去评判从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路子来进行翻译研究的利和弊。既然大家在玩不同的游戏，就要做到自己愉快别人也愉快，Live and let live，道理就在这里。

之所以说上面这些话，因为我相信有人会用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方法来评判我所感兴趣的功能语言学途径。

2　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路向

早在1965年，J. C. Catford（1965；中译版本见穆雷1991）就试图用M. A. K. Halliday（1956，1961）的阶和范畴语法（Scale and Category Grammar）思想来建立一个基于语言学的翻译理论模式，他所说的诸如“语境”（Context）和“语境意义”（Contextual Meaning）这些概念都是源于Halliday和他的老师——伦敦学派的奠基人J. R. Firth的语言学理论。Catford自己是这样说的，“本书所采用的普通语言学理论基本上是爱丁堡大学，特别是M. A. K. 韩礼德博士提出的，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已故的J. R. 弗斯的著作的影响。”（穆雷1991: 1）Catford（1965）的书在我国不但被翻译出版，而且也被选入《西方翻译理论精选》（申雨平2002: 280-363）。

最近十多年来，国外出版了不少以功能语言学（这里所说的是“大功能”，与N. Chomsky的“形式主义”相对而言，包括语篇分析、话语分析、社会语言学、认知语义学、语用学、认知功能学等）为指导的研究翻译问题的文章和专著。就英国而言，这些年就出版了多部这方面的论著（如Hatim & Mason 1990/2001; Bell 1991/2001; Baker 1992/2000; Hatim & Mason 1997; Hatim 1998/2001; Munday 2001）。从文献上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人试图把功能语言学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之中，而其中重要的理论是来自Halliday（1985，1994）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我称之为“小功能”）。在这些以功能语言学作为理论指导的翻译论著中，“语境”（Context）、“纯理功能”（Metafunction）、“衔接”（Cohesion）、“连贯”（Coherence）、“主位”（Theme）这类系统功能语言学概念都是不能不谈的。

与西方一些先进国家（如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等）相比，我国的翻译研究在采用功能语言学理论方面起步较晚，原因是不言而喻的。在最近十年，我国有越来越多的翻译研究工作者试图从功能语言学的角度研究翻译问题，他们的论著所涉及的问题既有翻译理论探讨，又有实例分析。最近几年，除了学术论文外，还有一些涉及功能语言学与翻译研究的论著问世，我手头能看到的有李运兴的《语篇翻译引论》（2001）和萧立明的《新译学论稿》（2001），我相信还有其他这方面的论著。这些论著虽然还未能提出一个系统的、基于功能语言学或语篇分析的翻译理论框架，但它们对于翻译理论的功能语言学探讨起了推动作用。从这些论著中我们看到了功能语言学对翻译问题的解释力。近年来，我和同事们在功能语言学与翻译的结合研究方面作了一些努力。例如，我们主办的“第一届系统功能语法学术周”（2001），主题之一就是功能语言学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戴凡，王振华2002）。我们在功能语言学应用于翻译研究方面也初步作出了一些尝试（如张美芳，黄国文2002；黄国文，张美芳2003；张美芳1999，2000，2001a，2001b；黄国文2002a，2003；尚媛媛2001，2002，2003a，2003b），也已引起同行的注意（如《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年第4期第62-63页）。正是在上面所说的大环境和小环境下，我们2002年主办了“语篇与翻译”国际会议，邀请国内外专家（如Basil Hatim, Mona Baker）到会指导，希望通过这次学术会议与同行切磋，把这方面的研究提高一个层次。这一切都表明，我们一直在努力尝试借鉴和应用功能语言学及语篇分析理论进行有关翻译的研究和探讨。

我对形式语言学了解不多，但我知道，E. A. Nida将语言学理论应用于普通的翻译时，提出了翻译过程中的三阶段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原文的表层成分（语法、意义和含义）要作为能够转化为译语和能够被重新组合以形成译语表层成分的语言核心及次核心的结构来分析，这一基于语言学的翻译研究模式与Chomsky的生成语法（1957，1965）有非常相似之处，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对欧洲翻译研究的发展和动态对等论有更加深远的影响（ Nord 1997: 5）。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无论从功能语言学途径还是从形式语言学角度探讨翻译问题，对翻译研究都是有启示和推动作用的。实际上，现代意义的翻译研究正是始于积极运用各种语言学理论的成果，从而形成了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虽然语言学的翻译研究目前似乎将其一度占据的中心位置让给文化角度的翻译研究，但其在翻译研究的重要性是取代不了的。

3　汉诗英译研究尝试

近年来我对汉诗英译问题非常感兴趣。从文献上看，我国翻译界的学者在汉诗（尤其是古典诗歌）英译方面已做了很多工作。有些人主要从事翻译实践，有些人则主要对译文进行研究，还有些人既翻译又写评论文章。至今国内所发表的古诗英译评论中，主观成分较多，通常是随想式、经验式和点评式的，没有一套可仿效、可重复使用的方法与理论。关于汉诗的英译标准，也是见仁见智。此方面翻译学界名家如云，各有所长，笔者对翻译研究不深，也无意对名家的译作和论文评头品足，因此只能试图从功能语言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探讨，同时通过分析来测验功能语言学在翻译研究和译文分析中的可行性。但由于我们主要是对诗歌的功能语篇分析，所以重点在于语言分析和语篇分析上，而没有从文学欣赏角度和意境的传递角度去读诗、分析诗，这难免忽略了诗和评论诗的重要一面。

要翻译好一个语篇，特别是像诗词这类文学作品，首先要对它进行解读，揣摸作者的意图，理解它的含意，体会它的意境，然后才能选择特定的语言形式来表达原文所要表达的意义。译者所选择的形式（包括语篇的宏观结构、小句、词组和单词）必须能最大程度传递原文的语义和意境。特定的形式表达特定的意义，形式是意义的体现（黄国文1999: 106-115）。富有经验的人在翻译作品时可能没有刻意去考虑形式的选择问题，但作为语篇分析者，我们应该找出翻译者为什么使用某些特定的形式而不用其他可能的形式去表达原文的意义。无论译者是有意的还是无意地使用某种形式，他所作出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选择所带来的效果，因为选择本身就是意义。

从语言学，尤其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角度探讨汉诗英译问题，这是一种新的尝试。我们从功能语言学的角度出发，从“观察”到“解读”，从“描述”到“分析”，从“解释”到最终“评估”，对汉诗英译问题进行探讨性研究，其目的有二：1）从新的角度重新审视一些翻译问题；2）检验功能语言学在语篇分析和翻译研究方面的可应用性和可操作性。

4　功能语篇分析的步骤

在功能语篇分析的实践中，我们认为语篇进行分析大致有六个步骤：1）观察（Observation）；2）解读（Interpretation）；3）描述（Description）；4）分析（Analysis）；5）解释（Explanation）；6）评估（Evaluation）（参见黄国文2002b）。这六个步骤构成了一种方法，也可用于研究翻译问题或译作。

和语篇分析一样，翻译问题研究者要具有一定的观察能力，并能断定某一语篇（译文）是否有被实际分析、研究的价值。从理论上说，每个翻译方面的问题或译作都有研究价值，都可拿来研究，每个译文都可以拿来评论。但在实践中，并不是每个问题或每个译文都会引起分析者的兴趣或符合分析者的研究目的和研究范围。文人墨客、艺术家会因喜欢某一个人、某一个地方或某一件事而创作。同理，语篇分析者也会因喜欢某一个语篇而把它作为分析的语料。观察到能引起自己兴趣，符合自己研究目的和范围的译文或翻译问题，那就有了研究的开始。

在观察过程中，选择了研究对象后就应该有“解读”该语篇（译文）或翻译问题的能力，要设法弄明白该语篇的意义、含义或该问题的关键以及所涉及的其他问题。如果研究者没有能力解读和弄明白问题或无法对某一语篇进行说明性分析，那他就不可能对它作进一步的研究。

要对译文或翻译问题进行描述，必须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作指导，在一定的理论框架中探讨问题，包括术语的使用。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所作的分析就有可能是随想式、个人经验式的，没有系统性可言，别人也无法按照同样的方法再做一遍，当然也无法进行验证，因此也就谈不上是科学的方法。可以说，大多数学习英语的人都有能力“观察”和“解读”某一译文，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对某一译文或翻译问题在一定的理论框架中进行系统的描述。

“解读”和“描述”译文或翻译问题后，就要想办法对它进行“分析”和“解释”。分析应该根据研究目的和范围来进行，而解释就是要弄清楚该译文或翻译问题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解释通常是基于分析的结果。

根据Halliday（1994: xv）的观点，语言分析有两个不同层次的目标。较低的层次是解读语篇所表达的意义，通过语言分析来说明语篇是怎样表达意义和为什么会表达那样的意义。这个层次的分析如果基于一定的语法体系，那应该是不难达到目标的。较高的层次是对语篇进行评估，通过语言分析和语篇分析，我们可以说出为什么某一语篇达到（或没有达到）它的既定目的。也可以说在哪些方面这个语篇是成功的，在哪些方面是失败的或不是那么成功的。这个目标不容易达到，它不但需要对语篇本身的分析，而且还要考虑到语篇的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同时还要探讨语篇与语境之间的各种关系。可见，最后的步骤是最难做到和做好的。

上述六个步骤实际上处在“客观—主观”这个连续体（Cline）上。“观察”是最客观的，“评估”是最主观的。下面通过两个例子来说明我们是怎样在翻译研究中遵循上述六个步骤的。

5　两个例子

在这里的讨论中，我们将通过两个例子来说明上面所说的六个步骤。先看关于苏轼的《题西林壁》一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例子。

在我刚刚完成的《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探索》一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的绪论一章中，通过对宋代诗人苏轼《题西林壁》一诗的分析来说明以下两点：1）对汉诗英译文进行语言学分析会给翻译研究和英汉语篇对比研究提出问题和带来启示；2）对一首诗的分析可以是多角度、多方位的。

苏轼的这一首诗阐发了一种人生哲理，“这首诗写出了诗人游览庐山以后，在认识上的一个飞跃。诗人认为要认识庐山真实的山景，必须要进行正面、侧面、远望、近看、高俯、低仰等全方位的观察才行。如果你只看了庐山的一角、一面、一个方向，那你就不能认识庐山的整体形象”（朱丽云2000: 211-212）。而这个哲理又可以为我们从语言学角度探讨汉诗英译提供一种理据。由于我的书是研究汉诗英译问题，能在这里用上这首诗来支持该书的这种尝试也是一种巧合。苏轼这首诗所涉及的人生哲理，既浅显又具有普遍意义。如果允许引伸的话，也许就可以这样认为，对一首古诗的理解，不同译者可能也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而由于不同的译者都是想把一种语码所表达的意义用另外一种语码表达出来，所以他们都尽力从他们各自的角度（同时受环境、经验、学识、水平等的制约）去阐述、重解和重构原诗。一般认为，译诗者（翻译家）和诗歌翻译研究者都属于翻译界的文人或学者，他们对汉诗英译文的考察和评论是否也会出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情况呢？也许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才不揣冒昧，试图从功能语言学分析（即从“山外”）的角度来考察和分析古诗的英译文。

选择在该书的绪论中讨论苏轼这首诗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找到的该诗的四种英译文为该书其他12章的讨论提供了切入点，四种英译文所涉及的大多数问题在后面各章都有比较详细的讨论。因此，绪论一章对这些英译文的分析是纲要式的，各种分析实际上是全书的引子，是后边各章分析的切入点。

在这里，选择苏轼这首诗是研究者观察和解读的结果。观察和解读后，接下来是描述。由于该书是从功能语言学角度进行研究，所用的理论框架、术语和讨论的重点也是紧靠这方面的。

我们分析的重点在于与研究目的和范围紧密相关的部分。涉及到语言的选择和使用，也涉及到叙述的视角或其他修辞手段。

在对例子（译文）的描述和分析后，就涉及到对分析结果的解释。如果说，对译文或翻译问题的描述和分析可以是比较客观的话，对分析结果的解释多少就存在着主观的因素，这是所有人文社会学科共存的问题。至于评估，主观的因素就会更明显些。

下面举一个更具体的例子。

我们曾在《中国翻译》（参见黄国文2003）发表一篇习作，从“形式对等”角度对元代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的三种英译文进行分析。我特别喜欢这首小令，因为它是元朝散曲小令中的杰作，是脍炙人口、历代传诵的名篇。在我的“观察”过程中，我发现很多翻译者对它感兴趣，并把它译为英语，我还看到这些译文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翻译观（形似派与神似派）。

通过“观察”，我选择了《天净沙·秋思》的三种英译文作为研究对象，并尽力去对它们（包括原文）进行解读、说明，并对原文和译文进行语言分析和语言描述。由于这是典籍英译研究的功能语言学尝试，因此重点在于译文的语言分析和描述。事实上，我们可以对所选的译文进行穷尽的（Exhaustive）功能分析，这从理论上说是可以的，但实际上往往是不经济的，有时甚至是毫无意义或不可能的（参见黄国文1988，2001）。最有效的、实在的方法是把重点放在与研究者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兴趣吻合的地方。对同一个译文，不同的研究者可能会看到不同的值得研究的部分。

通过语言分析和描述，我们便从研究的目的和讨论的范围方面作了一些“解释”。“翁显良的译文体现了他的翻译观，‘只要能再现原作的意象，不一定要模仿其章法’，可以‘完全摆脱原作的语序和句法’，只有‘舍形取神，才能保持本色’”（参见杨自俭，刘学云1994: 47-50）。而“Schlepp译文的语言选择和语言组织表达的是静态的‘事物’（Thing），全曲由十一个景象组成，这些‘互有关联又很疏散’的事物构成了‘一幅静态画面’”。这种解释是经过语言分析和描述后才作出的。

最后我们试图对几种不同的译文作出“评估”。“我们的分析表明，从‘形式对等’角度看，相比之下，Schlepp的译文比其他两种译文更忠实于原文，更能传递原曲的意境，留给读者想象的空间更大，读者有更多解读语篇意义的余地。根据功能语言学的观点，形式是意义的体现。在翻译像《天净沙·秋思》这样的名曲时，应该尽可能在形式和意义两方面做到对等。正因为这一点，我们认为Schlepp的译文比另外两个译文要好”。在进行“评估”时，我们还特别指出，“‘形式对等’只是一种衡量翻译的标准，不一定适合衡量别的译文”。这个标准适合分析《天净沙·秋思》三种译文，但不一定适合分析其他的译文，当然也不一定能用于分析相他原文及相对应的英译文。之所以这样说，是可能会被误认为我们总是把“形式对等”当作衡量译文优劣的标准。

从上面两个简单的例子可以看出，我们在探讨翻译问题或评价、分析译作过程中，所经历的步骤包括观察、解读、描述、分析、解释和评估。它们既涉及到客观描述，也带有主观猜想。

6　结语

从功能语言学的路向研究翻译问题或译文，这是一种新的尝试，国内外都不多见。我们努力的目的是试图通过语言学分析揭示，对翻译作品进行语言分析可以帮助我们从新的角度对一些翻译问题重新审视，同时也希望通过对汉诗英译的语言分析来检验功能语言学在语篇分析和翻译研究方面的可应用性和可操作性。我近几年来写了一些这方面的习作，发表在《外语与外语教学》《中国翻译》《外语与翻译》《外语教学》《外语学刊》《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四川外语学院学报》等学术刊物上。第一篇这方面的习作（功能语言学分析对翻译研究的启示——《清明》英译文的经验功能分析，《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5）发表后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编的报刊资料《语言文字学》2002年第8期全文复印转载（第122-128页），也引起翻译界的专家和学者的注意，当然也有人不同意我们的做法。从功能语言学和语篇分析的角度去解读和分析汉诗的英译文，这种做法是否可取，值得探讨。我们所作的分析是否达到了预定的目的，这要让读者去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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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系统功能语言学实用性研究

前沿动态

本篇探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不同方面在不同语篇类型中的具体应用。本篇收录的文章涉及新闻评论、立法语篇、学术语篇、诗歌和小说五种语篇类型，其共同特点是具有较清晰的演示性，展现用某方面的理论来分析某类语篇时的着眼点、着重点、分析步骤、分析结果以及对分析结果的讨论和解释。

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应用性研究方面，我国学者的研究主要包括基础理论的应用操作、发展理论的应用操作和跨学科应用操作诸领域。

一、基础理论和理论发展的应用操作

从文献可以看出，我国系统功能学者对于基础理论的应用和具体操作比较熟悉，成果也比较多，涉猎各种类型的语篇。从有声语篇到书面语篇，从文学语篇到非文学语篇，从单一模态的语篇到多模态的语篇。同时，这部分的分析也比较深入、细化，逐渐从宽泛的功能分析深入到具体基础理论不同侧面的运用和实践分析。相对而言，这一部分的实践操作比较成熟，细致，分工更加细化。

朱珊的《从一则新闻评论的播报看英语语调的语篇功能》分析了英语新闻评论播报时所使用的语调。研究发现，播报者利用首个重读音节的音高变化和之前的停顿时间，将语篇划分为有利于听众接受的信息块。杨信彰的《英语的情态手段与语篇类型》基于自己建立的小型语类库，对比分析英语核心情态动词在法律语篇和学术语篇中的分布规律和独特的语义。分析表明，情态动词具有不同的情态值反映了不同语篇类型的特征。

对于核心理论其他方面的应用操作，以下文章可供参考。黄国文（2000）对英语中try to do类从属动词词组复合体结构进行了分析，演示了功能语法的分析方法。他的研究说明系统功能语法与传统语法分析存在差异，主要是因为前者是以语义为基础的。吴安萍（2005）从语篇功能出发对演讲语篇进行功能分析，着重分析了Martin Luther King著名演说的主位结构。她的分析演绎了主述位分析和主位推进模式在演说语篇中的作用。杨敏（2007）从概念功能中的逻辑功能角度探讨了立法语篇中逻辑关系的体现。文章发现，法律条文的逻辑关系多为主从关系句，反映了立法语篇强烈的控制语篇含义和守法者的权力意志。廖益清和丁建新（2007）考察了童话作为一种叙事体裁的结构潜势、语义特征与语法体现。于晖（2009）借鉴小句复合体中的逻辑语义关系类型，分析了学术语篇中的体裁扩展和投射现象，探讨语篇体裁复合体的概念。文章认为，实际的语篇往往是不同体裁的复合体。

二、发展理论的应用操作

这一部分主要根据应用评价理论、多模态分析和加的夫语法进行具体的分析。前两者主要是对某类语篇类型的语篇分析，后者则是对某类小句的语法分析。如刘世铸和韩金龙（2004）通过运用评价理论的分析模式，探讨了新闻话语的评价系统和评价特征，提出新闻评价性阅读的方法和途径。他们指出评价理论为评价性阅读提供了具体的操作模式，依据此模式，阅读者可以理解语篇中的评价资源，同时还可以对语篇作出客观的评价。胡壮麟和董佳（2006）分析了PPT作为一种新语类的特点。他们的分析表明，自然语言仍是表达意义的主要模态，但是图像、音响等模态参与主题意义的表达。

邓仁华的《存在型强势主位及其系统网络》演示了如何运用加的夫语法分析英语的小句结构。从加的夫语法的角度探讨存在型强势主位结构中的主位选择问题。文章着重探讨充当强势主位的资源，从而提出一个更完整的存在性强势主位系统网络。

应该说，对于评价理论、多模态分析和加的夫语法，进行实际操作的语篇为数并不少，尤其是应用评价理论对各类语篇的分析。但就研究的精密程度而言，还远不如对基础理论的运用那样细致，往往千篇一律。如对于评价理论的运用和操作，大多数文章停留在笼统的运用，较少细致到该理论具体的部分。随着对理论研究的深入，我们希望具体的分析和操作再细化些，再深入些，而不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文章模式。

三、跨学科的应用操作

文体学分析。申丹的《及物性系统与深层象征意义——休斯〈在路上〉的文体分析》旨在说明以语言特征为依据的文体分析有助于了解作者与真实作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文章从及物性角度切入，分析了《在路上》这部小说中描写主人公时对其心理过程中感知过程的选择，从而揭示这部小说文体特征的深层象征意义。她的分析演示了如何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对文学语篇进行功能文体学的分析。证明对文学作品从系统功能的角度进行语言分析是有价值的文本分析方法。此外，戴凡（2002）从一首诗的功能文体学分析入手，探索语域、语境、语法隐喻、诗节的划分、诗句的结构、诗句的及物性、代词的模糊性和照应等方面分析上述语言资源的语法隐喻意义及意义潜势，探讨它们对实现全诗意义的作用。

汉英对比。余渭深的《汉英学术语类的标记性主位分析》运用系统功能语法中标记性主位理论，统计分析了具有语境功能的标记性主位在汉英学术语类中的使用情况，并讨论由此产生的语篇特点。文章通过对标记主位语篇功能的对比研究，揭示和解释在该语类中使用汉英主位选择的差异，分析主位的分布情况，以及语篇推进的模式。值得一提的是，余教授的文章还是使用语料库进行统计分析的范例。在汉英功能对比这方面，还有魏在江（2008）对英汉情态隐喻的对比研究。文章分别从情态隐喻句式的非一致式、英语情态动词与汉语能愿动词、名词化与及物过程的转换、情态隐喻与情态的主客观取向系统、情态的三级量值等方面考察英汉语言阻塞情态隐喻方面主要区别。他的研究不仅对汉英的情态表达系统作了系统的对比描述，同时还对汉语的（情态）研究提供了系统功能框架下的运作方法和分析着眼点。

在我国，英汉对比研究的队伍中作实践对比的学者相对于探讨理论——实践接面的学者要多一些。但是余教授和魏教授等学者的研究表明，作实践的对比研究可以向两个更高的层次“级转移”，一是大规模语料库的运用，二是对汉语研究的深入。我们希望这两个方向逐渐成为对比研究的热点。因为它们将推动对比研究走向深入，推动系统功能学界对汉语的研究。

翻译。黄国文的《功能语言学分析对翻译研究的启示——〈清明〉英译文的经验功能分析》以系统功能语法的经验元功能为基础，对《清明》的原文和六种英译本进行对比分析，检验和评估英译文是否忠于原文。这篇文章从“点”的角度对汉语典籍作品的英译文进行评估。它为译文的评估分析提供了样板、依据和可参照的方法，使对译文的评估从模糊的印象评估上升到科学的可操作的参数式评估。

在功能翻译方面，司显柱（2005）试图从“面”的角度建立一个考察译文是否与原文在意义／功能上对等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包括词汇语法层面的分析以及对由词汇语法分析发现的偏离（假偏离和负偏离）如何区别对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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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从一则新闻评论的播报看英语　语调的语篇功能
〔1〕



朱　珊

1　引言

谈到语调的功能，人们一般会想到语调的表态功能——表现说话者的态度或语调的语法功能——消除某些语法结构可能产生的歧义等。诚然，这些都是语调的功能，但它们并不是语调的主要功能。本文将要探讨语调不为人注意的，甚至说话者都不一定能意识到的语篇功能。为了凸显语调的语篇功能，避免将其与书面语中其他衔接手段（如指称和连接词）所起的承上启下的语篇作用混淆，本文选用了英国广播公司（BBC）一则新闻评论作为语料。新闻播音员向未曾谋面的听众朗读已经写好的新闻稿，他／她能借助的手段只有声音，主要是语调。而听众因为看不到新闻稿文本，他们获得信息的唯一渠道也只有播音员的声音，具体地说就是语调。

Halliday（1963a, 1963b, 1967, 1970）把英语语调分为各自独立但又相互关联的三个系统：调群划分系统（TONALITY）、调核系统（TONICITY）和调型系统（TONE）。在调群划分系统中，说话者为了方便听者更好地理解信息，可以选择将信息划分为若干个语调群（tonegroup）来传递；在调核系统中，说话者可以选择一个语调群中的某个成分作为调核，赋予其句子重音，以吸引听者的注意力；在调型系统中，调型与归一度（polarity）的选择相关。比如说，调型1（降调）表示“归一度是已知的”，即说话者对所说内容的真实性确定；调型2（升调）表示“归一度是未知的”，即说话者对所说内容的真实性不确定。功能语言学加的夫学派的学者Paul Tench（1992）进一步发展了Halliday的语调理论，他认为说话者根据每个语调群中所包含信息在整个语篇中的地位（完整的还是不完整的，主要的还是次要的），为每个语调群选择一个调型（Tench 1992: 161）。

2　关于语调语篇功能的前期研究

随着人们对语言现象认识的不断深入，语调研究和语言学研究的各个分支一样，其研究重点转向了比单个或几个语调群更高的音系层面。至于这个更高音系层面的名称，有人把它称为调段（paratone），以对应书面语的段落（paragraph）。Tench（1990: 296）称之为“音系段落”（phonological paragraph），以区别于书面语的段落概念。本文拟在功能语言学的理论框架内研究语调的语篇功能，为保持一致，采用Tench的术语，将其称为音系段落。

2.1　Brown, Currie & Kenworthy的研究

Brown, Currie & Kenworthy（1980）在研究一个生活在爱丁堡，带有苏格兰口音的英语母语者的语调模式时指出：在这个研究中，我们常常借助“子话题”变化（“subtopic” change）这样一个概念来解释语调曲线图上的停顿长度和开头部分的音高高峰值……最能明确说明说话者在一个总的主题范围内变换话题的指标通常是语调。说话者通常将自己要讲的话组织成一个个“调段”（paratones），即一个个由语调单位所组成的序列，每个调段均以带有重音的，且音高属于说话者音域范围内较高值的音节开头……在我们看来，这似乎清楚地表明了说话者把语篇组织成一个个和主话题相关的子话题。

从这一段论述中可以看出，Brown等人认为，停顿加上开头的高音高值标志着话题的转换。说话者通过把自己要表达的意思分为一个个调段的方式来组织语言。也就是说，说话者通过使用停顿和其后的高音高值来谋篇布局。用功能语言学的术语来说，这展示了语调的语篇功能。该研究使用的语料为对话中其中一个参与者的独白。

2.2　Tench的研究

Tench（1990，1992，1996）进一步发展了Halliday有关英语语调功能的论述，并将其应用到语篇层面上的语调功能分析。Tench（1990: 495-500）分析了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新闻播音员在播报一篇新闻简报（news summary）时的韵律特征，从调群划分系统、调核系统和调型系统三个不同角度分析了新闻播报（news reading）的话语风格。他的研究发现，“长时间的停顿和高音高（high pitch）的结合通常与主题事件的明确变化相关联”（Tench 1990: 496）。他所说的“高音高”指的是每个语调群的“首个重读音节（onset syllable）”的较高音高。首个重读音节有时也是语调群的调核，但并不总是如此。Tench后来将新闻播报的语调模式总结为“开始音高较高，然后音高逐渐降低，结束时音高较低”（Tench 1996: 23）。换言之，Tench认为，在新闻播报中，较长停顿和其后的首个重读音节的较高音高通常标志着新话题的开始。新闻播音员就是用这种方式将新闻稿中包含的信息按其内容划分成音系段落，同一新闻主题的信息放在同一音系段落中。

2.3　Wichmann的研究

英国兰开夏郡中部大学（University of Central Lancashire）的Anne Wichmann教授从英语口语语料库（SEC）中选择了新闻简报和新闻报道（news report）作为研究对象，分析首个重读音节的音高变化。她分析的新闻简报（SECB04）时长五分钟，有九则新闻（包括最后的天气预报）。Wichmann（2000: 26）将该新闻简报中每个主要语调群（即对应独立小句的语调群）的首个重读音节的音高值（单位：赫兹Hz）用一个点表示，属于同一则新闻的各点用一条线连接，其音高值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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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某新闻简报中各主要语调群首个重读音节的音高（SECB04）


值得注意的是，在图1中有三个点是孤立的，没有与其周围的任何点连接，一个在段落1，另外两个在段落9。这是因为它们分别对应三个连接上下文的过渡句：Now it's one o'clock and this is...in the news room with the BBC news summary; and finally the weather和and that's the news at...。从图1可以看出，每则新闻第一个语调群的首个重读音节的音高均高出同一则新闻中其他语调群中首个重读音节的音高，随着语篇的展开，各语调群首个重读音节的音高逐渐降低，直到新话题的出现。也就是说，较高音高的出现通常标志着新话题的开始。

Wichmann还分析了一则新闻报道，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Wichmann选择的新闻报道（SECB01）比上述新闻简报要长，而且包含了现场报道，因此有几个说话者，但她只选择了主要播音员作为分析对象，每个主要语调群中首个重读音节的音高值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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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某新闻报道中各主要语调群首个重读音节的音高（SECB01）


图2中，段落1之前和段落12之后各有一句与上下文连接的话，因此没有和周围的语调群连接在一起。尽管语料SECB01比语料SECB04复杂得多，但其音系段落的分界仍很清晰，这说明新闻播音员准确无误地在第一个主要语调群的首个重读音节中，使用了高于同一音系段落中其他主要语调群首个重读音节的音高，以此来标志新话题的开始。Wichmann的研究证实了首个重读音节音高的功能，表明围绕同一话题的语调单位是如何组织在一起的。

从以上所述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不论在日常会话中还是在新闻播报，尤其是新闻简报和新闻报道中，说话者通过变换各语调群中首个重读音节的音高来体现其对语篇的组织。

3　音高衰减、超音高衰减和音系段落

谈到音系段落，就有必要提到音高衰减（declination）现象。胡壮麟1994年在《语篇的衔接与连贯》一书中专门谈到了这个现象。Pike（1945）和Bolinger（1964）是最早提到这种连贯话语中存在的音高有规律下降现象的学者。自从Cohen和J.'t Hart（1967: 184）在他们对荷兰语语调的研究中把这种现象命名为“音高衰减”以后，这个概念就常常出现在有关语调研究的文献中，用来指“话语中音高逐渐下降的总趋势”（Fox 2000: 307）。很多学者注意到在其他语种中也存在这种音高衰减现象，如非洲声调语言（Becker 1979; Connell 1999, 2001; Connell & Lad 1990）、日语（Pierrehumbert & Beckman 1988）、西班牙语（Prieto, Shih & Niebert 1996）、英语（Lieberman 1967; Crystal 1969; Fox 2000; Cruttenden 2001, 1997/2002等）。

尽管关于音高衰减现象的研究文献不少，但就其成因和功能而言，众学者却一直没能达成一致。有人认为这基本上是一种生理现象，即一种无意识的或自动的过程。他们认为是某种生理限制迫使说话者在说话的过程中不断降低音高。Lieberman（1967: 26-27）提出音高衰减的生理基础可能是“最小发音控制条件”（a condition of least articulatory control），因此它应该被称为“典型的呼吸群”（archetypal normal breath-group）。其他人则认为说话者有目的地使用音高衰减。Ohala（1978）提出音高衰减是一个呼吸群的发音过程中说话者有意控制的一个部分。Umeda（1982）认为一个句子中的首个重读音节音高显著升高是新话题开始的标志，或是为了吸引听者的注意力。

音高衰减现象通常出现在“语调系统里可辨别的单位中，这种单位常常对应于小句或小句复合体”（Clark & Yallop 1995/2000: 338）。也就是说，音高衰减常出现在小句或小句复合体中，而且它是“一种普遍现象，至少在陈述句中是这样”（Connell 2001: 2）。本文第一部分谈到的音系段落，其实就是超越小句层面的音高衰减现象，Wichman因此称之为“supradeclination”（超音高衰减）（2000: 107）。同一个音系段落里的各个语调群，其首个重读音节的音高依次下降，第一个语调群的首个重读音节音高最高，最后一个语调群首个重读音节的音高最低。Tench（1990，1996）和Wichmann（2000）的研究都证实了在新闻简报和新闻报道的播报中均存在超音高衰减现象，新闻播音员利用各语调群中首个重读音节音高的变化来组织语篇，第一个语调群首个重读音节的音高最高，之后各语调群首个重读音节的音高逐渐降低，直至新话题的出现。

4　研究方法、结果及讨论

由于音高衰减常出现在小句或小句复合体中，因此我们只需采集语料中每个小句中第一个语调群里首个重读音节的音高值，单位是赫兹（Hz）。为了验证Tench（1990: 496）提出的“长时间的停顿和高音高的结合通常与主题事件的明确变化相关联”，我们还记录了各个小句之间的停顿时间，以确定音系段落的分界，即包含音节音高高于其前后语调群中首个重读音节的小句，与较长停顿时间的重合处。每个小句之前的停顿时间列在表1的第三栏，各个小句第一个语调群中首个重读音节的音高值记录在表1的最后一栏。


表1　各小句第一个语调群中首个重读音节的音高值及之前的停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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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1中可以看出，首个重读音节音高高出其前后各首个重读音节的只有五个，分别位于小句1.1，4，8，10和12.1。剔除新闻评论的开头小句1.1，剩下的四个位置均有可能是新话题的开始之处。我们再来观察一下这四个小句之前的停顿时间，从表1中第三栏的停顿时间可以看出，整个新闻评论播报过程中有四处小句和小句之间的停顿时间超过其前后小句之间的停顿，分别为小句1.2和2之间，小句3.2和4之间，小句7和8之间，小句11.2和12.1之间。如果将首个重读音节音高的升高和停顿时间结合起来考虑的话，新话题开始之处就只可能是小句4，小句8和小句12.1。这样，该新闻评论语篇就被分为四个音系段落，即小句1.1，1.2，2，3.1和3.2组成音系段落1，小句4，5，6和7组成音系段落2，小句8，9，10，11.1和11.2组成音系段落3，小句12.1，12.2和13组成音系段落4。每个小句中首个重读音节的音高值按其先后顺序排列如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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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新闻评论中每个小句里首个重读音节的音高值


从图3中可以看出，该新闻评论的播报中出现了超音高衰减现象。每个音系段落中，各语调群的音高逐渐下降，直到新话题的出现。有一个例外的地方是小句10，它的首个重读音节的音高超过了其前后语调群的首个重读音节的音高，可能的解释是播音员觉得该语调群包含的信息比较重要，想引起听众的注意，因此在此处提高了音高。但由于该小句前的停顿时间较短，因此我们不认为此处为新话题的开始。

而我们通过对新闻评论稿作主位和连接词分析（具体分析此处略）所得到的语篇结构为三个段落：小句1.1，1.2，2，3.1和3.2组成第一段落，小句4，5，6，7，8，9，10，11.1和11.2为第二段落，小句12.1，12.2和13组成第三段落。可以看出，两个语篇结构基本一致，唯一不同之处是新闻评论稿的第二段被播音员在播报时处理为两个音系段落，即音系段落2和音系段落3。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播音员在播报该新闻评论时觉得该段所包含的信息太多，不利于听众接受信息，因此把它一分为二。不同的分析方法得出两个相似的语篇结构，说明新闻播音员对语调的使用并不是随意的，他是在有意识地使用语调来组织语篇。

5　结语

本文的语料是一则新闻评论，从语篇体裁上来说，它不同于新闻简报和新闻报道。新闻简报由几则关于不同新闻事件的扼要报道组成，新闻报道是围绕同一新闻事件的报道，这两者的共同之处均为对新闻事件的客观报道。新闻评论是对某一新闻事件的评论，是作者对该新闻事件的看法，因此是主观的。本文的研究表明，新闻播音员在播报新闻评论时也利用了语调的语篇功能，即用停顿及各语调群首个重读音节的音高变化来组织语篇。每当一个新话题开始的时候，播音员有意识地延长停顿的时间，并提高首个重读音节的音高，给听众一个明确的信号——新话题开始了。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语调具有语篇功能。同时，本文的研究也为证实高于语调单位的音系单位（即音系段落）的存在提供了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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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英语的情态手段与语篇类型
〔2〕



杨信彰

1　引言

情态表示说话人的主观判断，近20年来，情态成为语言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对于英语情态手段的认识不断加深。Halliday & Matthiessen（2004）认为情态表示了说话人的视角及其对断言有效性以及对建议对错的态度。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角度，情态是介于是否两极之间的程度，其功能是“识解是否之间的不确定区域”（Halliday & Matthiessen 2004: 147）。在英语中，情态动词是说话人表达观点或态度的一个重要手段。据Francis, Kucera & Mackie（1982）的统计，布朗语料库显示英语情态动词的使用占全部动词的7.6％。按照Paparagou（2000）的分类，情态研究可分为模糊观、多义观和单义观。模糊观（Palmer 1986）认为情态动词包含着大量的词汇模糊性，每个情态动词表示一些明显不同的情态。多义观（Sweetser 1990）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认为情态动词表示了相同的有理据的多义性。单义观（Kratzer 1991）承认每个情态动词具有共同的核心义，因语境不同可能得到不同的解释。Paparagou（2000）从语义和语用的角度，认为情态动词的意义依赖于语境。此外，许多学者还从功能语言学、批评话语分析的角度探索了英语情态动词。Barrt1ett（2004）把系统功能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结合起来，分析了情态动词在语言中表示权势的作用。杨信彰（2003）分析了语篇中的评价手段。

随着语料库的出现，人们更多关注借助语料库研究情态手段在各种不同语域的使用，大大推动了情态研究的发展。Biber et al.（1999）依据朗文英语口语和书面语语料库（LGSWE）调查分析了情态动词在英国小说、美国小说、学术语篇、英国英语会话、美国英语会话、新闻语篇等六个语域中的使用情况。鉴于目前借助语料库对法律语篇中的情态动词研究极少，本文拟在自建语料库的基础上，探索情态动词在法律语篇和学术语篇中的分布及其功能意义，并比较英语学术语篇中的情态动词。本文旨在说明情态动词在法律语篇和学术语篇中有其独特的分布规律，具有独特的语义，同时也说明基于语料库研究具体语域中的情态更能反映出情态动词的本质。

2　Palmer对情态的研究

Palmer（2003）认为英语主要有四种情态：认知情态（epistemic）、道义情态（deontic）、动力情态（dynamic）和实据情态（evidential）。认知情态涉及的是说话人对命题状态的态度，表示说话人的理解或知识，传递了说话人的判断。在Palmer（1986: 51）看来，认知情态不仅涉及可能性（possibility）和必要性（necessity），还表示说话人对内容的介人程度，包括实据的转述。因此，说话人可通过情态表示对某个事实的猜测（it is possible that.../I think that...）、推论（it is to be concluded that...），或者根据他说（it is said that.../X said that）、根据外表和实据（it appears that...）来传递认知情态意义。道义情态和动力情态指命题所表示事件的可能性。

但是对道义情态，事件是由句子主语的外部环境所控制，能力来自外部的许可，涉及的是说话人或他人的行动（如You may go now）。而对动力情态，控制来自主语内部，能力来自主语本身的身体和心理能力（如They can run very fast）。在实据情态里，说话人不是对命题的真假作出判断，而是提供信息来源的实据。在Palmer（2003: 7-8）看来，实据情态主要有两类：报告（如He is said to be enormously rich）和感知（例如：I smelt that I was no longer welcome）。Palmer还将认知和实据情态看成“命题情态”，把道义和动力情态看作“事件情态”。但是，命题情态包含更多的情态意义，而且有更多的语法表现形式。

传统的情态研究往往把重点放在情态的语法形式上。认知情态、道义情态、动力情态和实据情态虽然在语义上不同，但在英语中，同一个语法形式可以用来表示不同的情态。例如，从形式上看，英语通过陈述语气用may和must来表示说话人的认知判断。但是may在表示许可时表达了道义可能性（例1），must在表示责任义务时表达了道义上的必要性（例2）（Palmer 1986: 98-99）。





（1）John may come tomorrow.

（2）John must come tomorrow.





此外，同一种情态可以由不同的形式来体现，表示不同的情态意义。例如，ought to和should表示履行义务的条件或说话人对事件的态度，might和could表示建议或礼貌地征求许可。

情态的词汇语法体现方式有很多，可以由情态动词、语气、小品词、附着语素等来体现。在语气上，祈使语气是道义情态的非标记手段，陈述语气是认知情态的非标记手段。就实据情态来说，每一种语言都有谈论实据的方法，都有谈及信息来源的词汇手段，有的语言还使用语法手段。除了情态动词外，Aikhenvald（2004: 3）认为英语有一些表示证据的词汇语法手段，如I think，they say，I hear，reportedly，allege，it seems to me等。

从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出，Palmer（1986，2003）对情态，尤其是情态动词，作了大量的形式研究，重视情态的词汇手段，但他同时意识到情态的许多特征无法语法化，光从形式上研究情态是不够的。





（3）Will you come to the party this evening?

（4）Can you open the door?





说英语的人往往会把例（3）看作邀请，而不是询问将要发生的事。例（4）中有一部分已经演化成固定词组，语法化成要求，而不是问句。Palmer（1986: 6）认为情态研究应该同时考虑语义和语法，还需要进行语用上的研究，不过Palmer没有在这方面作深入的研究。

3　系统功能语言学对情态的研究

相比之下，系统功能语言学对于情态的描写更具有系统性，更加精密。Halliday（1994）和Halliday & Matthiessen（2004）在语言人际元功能的基础上，区别出“命题”（proposition）和“提议”（proposal）这两种基本的言语功能，并用“情态化”（modalisation）和“意态”（modulation）表示。“情态化”和“意态”与归一性（polarity）有着密切的联系。“陈述”涉及交际双方信息涉及交际双方信息的交换。归一性在命题中涉及的是肯定和否定，其间有两种可能性：概率程度和经常程度。归一性在提议里的意思是规定和禁止。在命令中，情态表示职责的程度。在Halliday & Matthiessen（2004: 147）看来，建议是说话人和听者之间商品和服务的交换。说话人要么主动提出做某事（如Shall I go home?），要么要求受话者做某事（如Go home!），或者建议两人一起做某事（如Let's go home!）。在提议中，情态表示倾向性。

虽然情态表达不确定性，但是情态系统有自己的规律。英语有许多体现“情态化”和“意态”的手段。“情态化”可由情态动词和情态附加语（modal adjunct）来体现；“意态”由情态动词和谓语的延伸式来体现。由此，我们有概率程度、经常程度、职责和倾向性这四种情态。例如：





（5）That's probably John. [情态化；概率程度；情态附加语]

（6）He usually sits there all day. [情态化；经常程度；情态附加语]

（7）You must really go there and see for yourself. [意态；职责；情态动词]

（8）We are willing to fight for it, if necessary. [意态；倾向性；谓语的延伸式]





但情态动词、情态附加语和谓语的延伸式不是体现情态的唯一手段，小句也可以表达情态。因此，Halliday还用情态隐喻来解释其他的情态现象。Halliday & Matthiessen（2004: 624-626）认为在一致式里，情态是命题的附加语，而不是命题本身。在隐喻式里，情态和命题或建议由两个小句来体现。由于情态的隐喻特征，它本身是个命题，表示了情态的人际评价意义，同时在体现命题或提议的小句里充当情态附加语。例如：





（9）I think it's going to rain.





例（9）中的I think是概率的隐喻式。由于隐喻，I think这个小句不是投射句，而是情态附加语。为了区分不同的情态手段，Halliday & Matthiessen（2004: 150）在以上四种情态的基础上用主观、客观、隐性和显性四种取向（orientation）进一步将情态细化（见表1）。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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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情态还分为高、中、低三个值，归一性分为肯定、直接否定和转移否定三类。根据Halliday（1994）的分类，语言中共有144种情态。这样，我们有了一个比Palmer的分类精密得多的情态系统。

Halliday & Matthiessen（2004）同时还注意到了实据性（evidentiality）的存在。在实据情态句里，命题由除说话人外的其他人投射，看起来虽然很客观，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说话人选择了某个信息，用所掌握的实据表示命题的状态，因而构建了说话人的观点。实据情态可以通过表示命题实据情况的投射句、介词短语、情态附加语来体现。例如：





（10）The heavy storm has delayed the operation for a second straight day, said
 an officer.

（11）Gunfire rang through the National Zoo on Monday evening as a feud between youths turned violent, leaving six children wounded. A 12-year-old boy was in grave condition, according to
 witness and authorities.

(Halliday & Matthiessen, 2004: 605)





作为情态体现手段之一的情态附加语（moda1 adjunct）可出现在小句的许多位置。Halliday（1994）和Halliday & Matthiessen（2004）把情态附加语分为语气附加语和评论附加语，并建立了情态附加语的情态评价（modal assessment）系统（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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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Palmer根据语义将情态分为四类，比较不同语言使用的情态手段，从语法形式上对情态进行了分析。系统功能语言学从语言的人际元功能角度出发，分析了情态的功能及其各种词汇语法体现形式，并使用情态隐喻的概念解释了一些情态现象，系统性强，分类精密。

4　情态动词

情态动词是情态的一种重要的体现手段。在Palmer的模式里，情态动词可表示认知、道义、动力和实据情态意义。Palmer（1986: 62-64）认为不同情态动词能表达不同的情态意义。如may表示可能的判断，表示说话人对命题的自信程度较弱，will表示根据已知事实作出合理的判断，must表示根据已知事实进行的唯一可能的判断。Have to和can表示说话人的责任或许可程度较弱，而must和may表示说话人的责任和许可程度较高。

Biber et al.（1999: 73）将英语情态动词分为三类：核心情态动词、边缘情态动词和半情态动词（见表2）。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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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ber et al.（1999: 485）还根据这些情态动词的主要意义把它们分为三大类（见表3）。


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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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系统功能语言学里，情态动词被看作是主观隐喻性的情态手段，用来表达概率程度、经常程度、职责和倾向性，具有高、中、低三个值。Halliday（1994: 362）按照高、中、低值将情态动词分类（见表4）。


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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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情态动词表示了说话人对命题或建议不同程度的观点和态度，传递许可、可能性、能力、责任、必要性、意愿、预测等情态意义。这些研究描写和解释了英语情态动词的性质和功能，揭示了英语情态动词的总体使用趋势。

语料库的出现为人们研究情态动词提供了科学的分析工具。Biber等人（1999: 486）在朗文英语口语和书面语语料库（LSWE）中发现will, would，can十分常见，will的出现频率最高，而shall的出现频率最低。Smith（2003）借助LOB语料库和FLOB语料库调查了情态动词must，have to和need to在小说、散文、新闻和学术语篇中的分布。Gotti（2003）根据赫尔辛基英语语篇语料库，调查了shall和will在当代英语中的使用情况，发现shall出现率相对较低，但在会话和小说中出现频率较高。Shall通常用来表示将来、意愿和必要性。Will的出现频率最高，尤其是在会话和新闻报道中。Will的功能是作出推断，表示意愿、必要性、将来、习惯和可能性。

5　实例分析

Biber et al.（1999）和Smith（2003）的研究虽然涉及了学术语篇里的情态动词，但他们关注的重点是情态动词在英语语言使用中的变化。Gotti（2003）研究了法律语篇中的情态动词，可是其研究对象是中古英语和早期近代英语。目前基于语料库对当代英语法律语篇和学术语篇中情态动词的专项研究极少。

为了探索核心情态动词在当代英语法律语篇和学术语篇中的分布和语义特征，本文建立了自己的英语法律语篇和学术语篇的语料库。法律语篇语料库的容量为236,378词，包括英国的清洁街区和环境法、国际组织法、美国通讯法和澳大利亚的版权法。学术语篇语料库的容量为182,902词，包括化学、生物、物理、工程、经济、神经科学、人文科学等领域的论著。本文先搜索了九个核心情态动词在这两个语料库的分布情况，具体如表5所示。


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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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5中可以看出，情态动词may和shall构成了法律语篇的突出特征，分别占所有核心情态动词的39.46％和34.92％，而might和could的出现频率最低。情态动词will在学术语篇中出现频率最高，占所有核心情态动词的20.14％，can，would和may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图2显示了两个语料库中各个情态动词在所有核心情态动词所占的比例。可见，这里需要观测may和shall在法律语篇以及will在学术语篇中的使用情况，认识这几个情态动词所表达的情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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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法律语篇是一种非常正式的书面语，其一个重要特征是规定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和义务，带有命令或强制的语气。调查发现，shall在法律语篇中主要表达三种情态意义。

一、shall表达义务、规定和许可三重意义。在语料库所有的shall当中，表示这些语义的shall占79.67％。例如：





（12）An incumbent local exchange carrier shall
 provide such unbundled network elements in a manner that allows requesting carriers to combine such elements in order to provide such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

（13）The agreement shall
 include a detailed schedule of itemized charges for interconnection and each service or network element included in the agreement.





二、shall与否定成分连用表示禁止，语气强，语料库里这一类的用法的占所有shall的20.33％。例如：





（14）Nothing
 in this section shall
 be construed to authorize any private right of action to enforce any requirement of this section or any regulation thereunder.

（15）A person shall not
 , at any time during the protection period of a performance, make a direct recording of the performance without the authority of the performer.





三、shall在法律语篇中表示义务、规定和禁止时，属于道义和动力情态，可看作是高值情态词。在法律语篇中，may表示许可和可能性，说明法律赋予的权利，但带低值情态意义。例如：





（16）A member may
 resign the office of member by giving a signed notice of resignation to the Governor-General.

（17）The officer may
 enter the premises for the purpose of silencing the alarm.





在法律语篇中，may和否定词语连用时与shall一样，表示禁止，但是其情态值比shall低。例如：





（18）A state commission may not
 approve such statements unless such statement complies with subsection (d) of this section and section 251 and the regulations thereunder.

（19）The officer may not
 enter premises by force under this section.





学术语篇是说话人阐述学术观点、交流研究成果的场所。说话人通过will来表示意愿或对将来事件的预测。例如：





（20）I will
 , however, give one curious and complex case, not indeed as affecting any important character, but from occurring in several species of the same genus, partly under domestication and partly under nature.

（21）The same mechanism which will
 produce the finest results when made to serve the underlying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s, will
 lead to failure and disaster if accompanied by the wrong spirit in those who are using it.





此外，由于说话人在学术语篇中经常需要阐述自己的观点和判断，为了避免给人以武断或强加于人的印象，会经常使用低值的情态动词can，would，may。

6　结语

核心情态动词是主观隐性的情态手段。虽然情态动词will在当代英语的出现频率很高，甚至有取代shall的倾向，但是从以上的调查可以看出，情态动词的使用与语篇类型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同类型的语篇需要表达不同的意义。Shall在学术语篇主要表达意愿和将来，属于中值情态词，但在法律语篇中则主要表达义务、规定和禁止的情态意义，属于高值情态词。May在学术语篇主要表达可能性，但在法律语篇主要表达许可、可能性和禁止。Shall和may在法律语篇中的出现频率高，will，can，would和may在学术语篇中的出现频率高，这都是由语篇的性质决定的。从分析可以看出，分析情态动词在不同类型语篇的分布，更能说明不同情态动词的细微情态意义和功能。在不同的语域里，情态动词可能具有不同的情态值。因此，这种基于语料库的分析更能说明不同语篇类型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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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存在型强势主位及其系统网络
〔3〕



邓仁华

1　引言

存在型强势主位（existential enhanced theme）、经验型（experiential）强势主位和评价型（evaluative）强势主位是加的夫系统功能语法
〔4〕

 （Cardiff Grammar）（以下简称为加的夫语法）中的三大强势主位（Fawcett 2003；黄国文1999: 141）。Fawcett（2003 in preparation）曾对存在型强势主位结构（即传统语法中的存在句或存在结构）进行过研究，并提出一个存在型强势主位系统网络，邓仁华（2005）扩充了Fawcett的系统网络。本文将回顾他们的相关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现有的存在型强势主位系统网络进行扩充和完善。

2　存在型强势主位的相关研究

2.1　Fawcett的研究

加的夫语法把例（1）中的a cat称为“存在型强势主位”，因为此类结构通常被称为存在句或存在结构，“强势”意为此类结构主位的值（thematic value）得到强化（enhanced）（见图1）。此类结构的主位通过“主位引发语”（thematic build-up）（通常由there和be体现）被放在远离它原来的句首位置，从而使主位得到突出和强化。因此，此类主位在加的夫语法中被称为“存在型强势主位”，此类结构也因此被称为“存在型强势主位结构”（以下简称为存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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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加的夫语法对存在结构的主位分析


悉尼语法
〔5〕

 （参见Halliday 1994: 142-143和Halliday & Matthiessen 2004: 256-259）将存在结构当作存在过程来分析（见图2），这一过程惟一的参与者为“存在物”（Existent）。不过，Fawcett（1987: 156）指出，“There对及物性没有影响……它实际上是宣布关系过程中真正的主位即将到来的一种手段，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主位引发语’”。因此，Fawcett（1987, 2003, in preparation）将它当作关系过程（见图3），这一过程中的两个基本的参与者（角色）为“载体”（Carrier）和“地点”
〔6〕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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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悉尼语法对存在结构的及物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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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Fawcett（1987）对存在结构的及物性分析


Fawcett（2003: 52-56; in preparation: 65-70）对存在结构进行句法—语义分析，并提出一个存在型强势主位系统网络（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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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Fawcett（2003）的存在型强势主位系统网络


2.2　邓仁华的研究

邓仁华（2005）指出，Fawcett（2003, in preparation）的存在型强势主位系统网络未包括存在结构中的所有主位选择。他的网络未包括“地点是存在型强势主位“和“载体”同时是“存在型强势主位”和前置的“有标记的参与者角色主位”（marked Participant Role theme）这两种选择。邓仁华同时认为，Fawcett的网络中的“载体非存在型强势主位”这一入列条件（entry condition）可产生另一非强势主位系统。邓仁华（2005）将这些选项纳入Fawcett的系统网络，对它进行扩充，扩充后的网络如图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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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存在型强势主位和非存在型强势主位系统网络


3　存在型强势主位系统网络中的其他选项

3.1　四类存在型强势主位结构

根据加的夫语法对关系过程的最新分类（Neale 2002: 164），关系过程被分为五个子过程——属性型（attributive）、地点型（locational）、方向型（directional）、归属型（possessive）和匹配型（matching）关系过程，这五个子过程共有的参与者为“载体”，另一参与者角色分别为“属性”（Attribute）、“地点”、“方向”（Direction）、“被拥有物”（Possessed）和“受匹配者”（Matchee）。五个子过程又根据“载体”的不同形式分为四类：“简单载体”（Simple Carrier）、“施事—载体”（Agent-Carrier）、“受事—载体”（Affected-Carrier）、“第三者（充当）施事”（third party Agent）。加的夫语法对关系过程的分类可用图6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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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加的夫语法关系过程的最新分类（Neale 2002）


根据加的夫语法对关系过程的最新分类，邓仁华（2007）提出英语中至少有四类存在结构：地点型、属性型、方向型和归属型：

（4a）There's
 [地点型
 关系过程] a bee
 [载体] in Ivy' s hair [地点].

（4b）There are
 [属性型
 关系过程] only some of our patients
 [载体] really mad [属性].

（4c）There
 walked
 [方向型
 关系过程] into the courtroom
 [方向] two people I thought were dead [载体].

（4d）There was
 presented
 [归属型
 关系过程] to me
 [受事—载体] a papaya [被拥有物].

这四类存在结构的主位分析如图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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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四类存在结构的主位分析（邓仁华2007）


3.2　四类存在结构中的主位选择

从邓仁华（2007）对存在结构的分类可知，Fawcett（2003, in preparation）和邓仁华（2005）的存在型强势主位系统网络只讨论地点类存在结构的主位选择，而没有涉及另外三类存在结构中的主位选择。在存在结构中，被强化的成分既可以是参与者（角色），也可以是“过程和参与者”。如果选择参与者为主位，则可选择“载体”或“载体”以外的参与者为主位。如果选择“载体”为主位，则可选择“简单载体”或“复合载体”（compound Carrier）为主位。如果选择“简单载体为主位”，则又可选择“（简单）载体为无标记的参与者（角色）主位”（例5）或“（简单）载体是有标记的参与者（角色）主位”（例6）。





（5）There's a cat
 on the mat. (Halliday 1994: 143)

（6）One gate
 there only was. (Jespersen 1937/1984: 130)





如果选“复合载体为强势主位”则可选择“受事—载体为主位”（例7）或“施事—载体为主位”（例8）。





（7）There is a wedding
 announced. (Downing & Locke 1992: 139)

（8）There is a car
 blocking my way. (Quirk et al. 1985: 1402)





如果选择“载体不是强势主位”，则可选择“地点是强势主位”（例9 ）、“属性是强势主位”（例10）或“被拥有物是强势主位”（例11）。





（9）There was in the vicinity
 a helpful doctor. (Quirk et al. 1985: 1404)

（10）There's no doubt
 that computers have an application for us. (Collins 1992)

（11）There was a gold medal
 presented (to the winner) by the mayor.(Quirk et al. 1985: 1409)





如果选择“过程和参与者（共同）充当强势主位”，则可选择“过程和地点充当强势主位”（例12）、“过程和方向充当强势主位”（例13）或“过程和受事—载体”充当强势主位（例14）。





（12）There was standing in the rain
 a dozen hungry people. (Quirk et al. 1985: 1404)

（13）There swam towards me
 someone carrying a harpoon. (Lumsden 1988: 38)

（14）There was presented (to the winner)
 by the mayor a gold medal.(Quirk et al. 1985: 1409)





如果将这些选项都纳入存在型强势主位系统网络，扩展后的系统网络如图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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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扩展后的存在型强势主位系统网络
〔7〕




4　结语

本文以加的夫语法为指导，回顾了Fawcett（2003, in preparation）和邓仁华（2005）对存在型强势主位系统网络的研究，指出他们的研究的不足，探讨了地点类、属性类、方向类和归属类存在结构中的主位选择，扩展了Fawcett和邓仁华的存在型强势主位系统网络，并提出一个更完整的系统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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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汉英学术语类的标记性主位分析
〔8〕



余渭深

1　引言

语类分析是当代应用语言学界的研究热点。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认识到语言描写或话语描写必须充分考虑语言使用的社会文化环境、语言社团影响等多种因素（参见Swale 1990），只有这样才能对语言的使用作出正确的描述。根据语类分析的理论，不少语言学家著述撰文对语类的诸多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有的集中研究语类的语篇组织功能，如引文的方式（citation），段落的发展，信息结构等。有的则集中研究实现语类语篇功能的表层语言手段，如语类的时与体，词汇选择，情态形式等。这些研究表明语言手段的使用和语类的功能要求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语类功能不同，使用的语言手段就有所不同，语言手段的不同也就预示着语类功能的不同。

语类分析一方面强调上层（bottom-up）交际功能的分析（content schemata），因为它是形成语类信息结构的基础；另一方面也强调对词汇、语法等下层（bottom-down）的语言使用手段进行分析，因为它们是上层内容图式得以实现的基本要素（Davies 1988）。形成语类结构特点的语言手段多种多样，标记性主位结构就是其中一种重要的手段。本文将利用Halliday（1995）提出的主位理论对汉英应用工程学术论文中标记主位的语篇功能进行对比研究，以期揭示在该语类使用中汉英主位选择的差异，分析主位的分布情况，以及语篇推进的模式。

2　主位

2.1　主位理论

在Halliday的理论中多次提到主位概念，它是信息的出发点。Halliday还指出主位可分为非标记性主位和标记性主位。非标记性主位和传统语法的主语相一致。如：






可视化建模平台
 已被广泛使用。（非标记性主位）


The Al-Fe-Ni alloy system
 has been reviewed. （非标记性主位）


在此基础上
 ，就可设定运行参数。（标记性主位）


However
 , the exact role played...Is largely unconfirmed. （标记性主位）





处在句首的标记性主位，通常具有特殊的语篇组织功能。对于它们的认识有助于人们正确理解和把握语类的文体特征。

2.2　标记性主位的语篇功能

如果对小句进行功能分析，不难发现它们往往由多种功能成分组成。在一般情况下，各个成分都有其相对固定的位置，也就是我们所称的非标记位置。但在语言使用中为了突出某种功能，可以将其移到句首，占据突出的语篇位置，形成标记性主位。按其功能标记性主位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不具备语篇组织功能，这类标记性主位常常是句子的补语，或者倒装、祈使结构等（见Bloor & Bloor 1996）。如：






Nature
 I loved, and, next to nature, Art.


Oh yes
 , I dropped one of your pages, so some of the comments I've scrubbed out.


Of obvious
 interest is the mechanism.


Consider
 many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


How extensive
 are...?


For electronic engineers
 , this discovery is very important.





另一类标记性主位则在句中具有语境功能（CF: Context Frame），表示时间、地点、工具、转折、扩充等概念，具有语篇组织功能。如：






After the war
 , the Spartans erected a memorial on the battlefield of Thermopylae.


For a long time
 , the Spartans proved themselves invisible on land.





Davies（1989）在分析学术语类时指出具有CF标记性主位用于表达时间、地点、转折、条件、肯定等语境功能。他把这些标记性主位分为九大类。结合本论文收集的语料，作者将Davies的分类整理如下（见表1）。


表1　CF标记性主位分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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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语料研究

3.1　语料来源及研究方法

论文作者共收集语料篇章15篇，其中汉语论文9篇，英语论文6篇。汉语论文的来源是《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9年第39卷。英语论文来自国际著名应用工程杂志IEEE Transaction on Industry Applications, Vol 34, 1998。所收论文全部为应用工程研究论文。论文结构大致相同，由如下几个部分组成：I．摘要（Abstract）　II．介绍（Introduction）　III．设计（Design）　IV．讨论（Discussion）　V．结束语（Conclusion）。

论文着重研究具有CF功能的简单标记性主位和复合标记中的第一主位，对其他次要主位不予考虑。如在复合标记性主位However, in this paper...中，However表示转折功能（concession），in this paper表示语篇功能（textual）。但在分析时只强调第一主位However。

论文采用统计分析方法对语料中CF标记性主位的使用情况，及分布情况进行百分比统计，并结合统计数据对汉英语类的特点进行对比研究。

3.2　语料统计

3.2.1　CF标记性主位的使用密度

语料统计表明9篇汉语论文中共有句子533，其中CF标记性主位245，占句子总数的45.96％。英语论文中共有句子791，其中CF标记性主位154，占句子总数的19.46％（见表2）。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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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CF标记性主位的分布

为了研究语篇各部分的语类特征，论文还对CF标记性主位的分布情况进行了统计。从中可以看出论文写作中CF标记性主位的使用是不均衡的，有的部分使用频率明显高于其他部分，这和语篇功能的表达有明显的关系（见表3）。


表3　CF标记主位在语篇中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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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CF标记性主位使用频率统计

学术语类有其自身特定的交际功能，有的语类重视事实的报告，有的重视逻辑推理，有的强调物质过程的描述。语篇的这些特定功能可以通过某些语言表达手段得以实现。统计发现，在所研究的语料中大多CF标记性主位都用于表达现实时间、空间、手段、因果等功能。这与工程应用论文注重设计和应用开发的目的有关（见表4）。


表4　各类标记性主位的使用频率


[image: alt]


3.3.4　CF标记性主位在各部分语篇中使用频率统计

选择使用某类CF标记性主位是和一定的语篇内容密不可分的。当我们把它和语篇的功能内容结合在一起时，就能发现其真正的功能意义（Eiler 1986）。表5对CF标记在论文中各部分的使用情况进行了百分比统计，以揭示语篇功能和CF标记性主位之间的关系，以及汉英语类之间的差异。


表5　CF标记性主位在各部分语篇中使用频率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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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4.1　汉英语类的总体风格

从以上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汉语中CF标记性主位的使用明显多于英语。除了语类功能表达的差异外，造成这一现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汉英句子结构的内在差异。比如在英语中时间状语、地点状语、方式状语等的非标记位置通常在句末，而此类状语在汉语中大多处在句首或句中，不能处在句末。

由于汉语句子结构的这种特性，所以在语料中表示时间、空间和方式／手段的CF标记性主位特别突出。汉语论文中常使用“目前”、“最近”、“近年”、“之前”、“当……时”等表示时间。使用“在系统中”、“网络上”、“在……方面”等CF标记性主位表示空间。表达手段时，汉语语料大多使用“通过”或“根据”，表达形式不如英语多样化。

数据显示英语语料中CF标记性主位就其数量少于汉语语类中的CF标记性主位，但英语语篇和汉语语篇相比，更为突出内容的理论性和语篇的组织功能。语类研究的文献表明，大量使用补充说明（Addition: Emphatic）、对照转折（Contrast/concession）、假设条件（Condition: Hypothetical）、观点（Viewpoint）等标记性主位有助于文章的说理论证，增加其理论性。统计表明英语语料中关于语篇组织功能的CF标记性主位也明显高于汉语。语料中表示语篇时空概念的CF标记性主位有First，Second，Finally，In the later section，Initially等。另一类有助于增加语篇组织功能的CF标记性主位是内部肯定（Validation: Internal），如“图中可以看出设计的合理性”。语篇中的这种CF标记性主位常用来引导结论表达，并强调这种结论存在的理据在语篇中某一位置已经提到，并以某种方式给以明证。英语语料中较多使用的这类标记性主位有From the figure，In the discussion above，Clearly，Evidently等。

4.2　语篇对比

4.2.1　摘要（Abstract）

摘要在学术论文中是一个比较独立的部分，其主要功能是介绍论文的主要内容。一般包括四个方面的功能模块：





介绍研究目的→介绍研究方法→介绍结果→介绍论文结构





虽然论文摘要的功能较多，但语言表达要求十分简练，故较少使用CF标记性主位。这一点在英语语料中较为突出。以上几个方面的功能模块多用其他语言形式来表达，尽量避免使用CF标记性主位，如The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is...，The result is achieved...，The conclusion will be given in the last section等。比较而言，汉语中使用CF标记性主位却较为常见。使用较多的是时间（RWE）如“目前”、“近年来”等常于摘要的开篇，以突出研究的背景或学术意义。介绍研究方法多使用“通过”、“根据”等词语。介绍语篇结构常用“首先”、“最后”等词语。

4.2.2　介绍（Introduction）

在学术语类中，介绍部分的交际功能与摘要部分基本相同，但容量大于摘要，语言使用较摘要更为个性化。其主要功能模块为：





确定研究范围（Establishing Fields）→相关研究或理论介绍（Summarizing Previous Research）→确定研究重点（Preparing for Present Research）→介绍研究目的（Introducing Present Research）





语料分析显示，该部分中英文使用大致相同的CF标记性主位，较多地使用“时间”、“空间”等标记性主位，以便清楚地表达目前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引出该研究的理论依据和设计的过程。同时，在该部分转折标记性主位的使用也较为常见。这和语类的交际功能有关。为了设定研究的特定领域，往往在介绍相关理论或研究后提出问题，为作者的解决方案进行铺陈，形成“问题／解决”语篇（Problem and Solution）。故我们能在中英文语料中发现较多表示转折的词语，如“但”、“然而”等。在语料中另一类使用较多的CF标记性主位是表示方式的词语，如“根据”、“通过”等，突出问题解决的途径和理论根据。

对比研究可以看出在语义内容层面上，英语语类更重视理论的拓展和论述，故使用了较多的表示补充说明的CF标记性主位，如Furthermore，Indeed，Besides，In addition that等。同时，英语更注重语篇联结手段的使用，与汉语相比使用了较多的表示语篇组织功能的CF标记性主位，因而可以看出英语语类较为重视语篇的形式联结。

此外，英语论文在介绍这一部分，语篇显得比较客观，几乎没有使用任何表示观点的CF标记性主位。同时也没有使用表示外部肯定（Validation: external）的CF标记性主位，如“众所周知”、“通常，这种方法是有效的”、“理论上，这是可行的”等。使用这种表达方式可以有效地对某一方法或结论进行肯定。这种肯定强调文章以外的作者认为属于共享知识的某种东西，不需在文内进行证明。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主观性，显得不够客观。

4.2.3　设计（Design）

设计部分是工业应用学术论文的主体部分。其主要内容为采用某一理论或方法，并对此进行应用探讨或模式设计。其交际功能也相对复杂，有理论探讨，有物质过程的现实描述，有设计讨论等。无论是英语语料还是汉语语料都是CF标记性主位使用相对集中的部分，这部分英语和汉语语料中出现的CF标记性主位分别占总数的51.55％和34.68％，其功能分布也较为广泛。

由于这部分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具体设计，故大量出现表示现实动作过程时空的词语，如“放电之后”、“通过一阶临界转速时”、“在紧急情况下”等。

为了陈述设计的合理性，语料中出现较多的表示目的、原因的CF主位标记，如“为解决”、“因此”、“因而”等。

4.2.4　讨论（Discussion）

语料内容分析可以看出在这部分中，大多讨论某一实际应用例子，以及对此应用的评价。汉语语料更注重实际应用分析，故仍偏重时空表达。而英语语料在这一部分则更为重视应用的理论分析，故较多使用补充说明、对照／转折、条件／假设、肯定、观点等标记性主位。

4.2.5　结束语（Conclusion）

语料中大多结束语都简明扼要地归纳文章的主要内容。典型的信息结构是：

以什么途径／手段→解决什么问题→价值评论

由于这部分的内容较为简单，使用的CF标记性主位较少，特别是英语语料，使用的数量很少，收集的语料不足，故未作分布的百分比统计。尽管如此，我们仍能看出，围绕以上交际功能的表示，在这部分使用的CF标记性主位主要有三种：1）表示方式；2）表示内部肯定；3）表示原因或目的。

4.3　语篇推进

通过以上讨论，可以看出CF标记性主位的使用和语篇各部分的功能表达有密切的关系。通过CF标记性主位的分布情况，能帮助我们认识语篇推进的方式。图1为汉英语料中CF标记性主位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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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CF标记性主位分布


从图1可以看出CF标记性主位的分布与语篇内容及功能有密切的关系。为了清楚地观察汉英语料中语篇推进的模式与CF标记主位的使用情况，我们将表4的9种CF标记性主位大致分为三类：1）表示物质过程的现实状况（1a，2a，7a）；2）表示语篇组织（1b，2b，9b）；3）表示说理性（3a，3b，4，5a，5b，6，7b，8a，9），并对他们在语篇中出现的位置进行统计分析。

图2显示表示物质过程现实状况的CF标记性主位（如“之后”，“之中”，“在条件下”等）出现最多的是在设计这一部分，英语语料尤显突出。但在讨论部分中英语却较少使用这类CF标记性主位，这说明所收集的英语论文这一部分的功能与设计部分有所不同，不是简单的实例讨论，而注重理论探讨。而汉语语料中实例讨论在讨论部分所占比例较大，故这类CF标记性主位的数量多于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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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表示物质过程的CF标记性主位


图3显示表示语篇组织功能的CF标记性主位在汉英语料中的使用情况大致相同，不过英语在设计部分使用这类CF标记性主位多于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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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表示语篇组织功能的CF标记性主位


图4显示汉英语料在说理性方面存在较大差别。汉语语料倾向于把应用和理论探讨结合进行，故关于表示说理性的CF标记性主位的使用在各部分相对平均。但英语语料各部分的功能相对独立，故表示说理性的CF标记性主位也相对比较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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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表示说理性的CF标记性主位


5　结语

语类研究在语言学界虽然是一个较为年轻的领域，但却是一个蓬勃发展、富有丰硕研究成果的领域。大批系统功能语法学家对它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系统功能语法学家看来语类和语言的关系是内容和表达方式之间的关系（content-expression）（Brian Patridge 1997）。Eggins（1994）曾说过，We only know that we have a particular genre or register by looking at the way language gets used，可见语言使用对语类特点的形成非常重要。但不可否认语类和语言两个层面的联结是动态的，互为影响的。一方面语言帮助语类实现，另一方面，语类又对语言手段的使用起决定作用。对语言使用的这种动态描写可以揭示语篇的发展，以及语篇中的各种成分在实现语篇目的方面所起的作用（Sinclair 1985）。

本文正是使用这种动态描述的方法，对比研究汉英学术语类中CF标记性主位的使用情况。语料统计表明：1）CF标记性主位的使用的确有助于语篇功能的表达；2）CF标记性主位的使用受到语篇功能的制约；3）汉语语料中使用的表示物质过程的CF标记性主位的数量多于英语；4）英语语料中使用了更多的表示语篇联结的CF标记性主位，说明英语比汉语在学术论文写作时更注重形联（cohesion）；5）英语论文各部分的篇章功能分工比汉语更加明晰；6）英语语料中使用了更多表示说理性的CF标记性主位，说明研究语料中的英语论文比汉语论文更为强调理论性。

掌握汉英学术语类的语篇特点和CF标记性主位的使用差别，对于我们使用英语写作科技学术论文，翻译科技论文以及学习和理解科技英语，都会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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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功能语言学分析对翻译研究的启示
〔9〕



——《清明》英译文的经验功能分析

黄国文

1　引言

关于古诗英译问题，国内已有很多学者进行了非常有益的探讨，但从目前情况看，学者对翻译的标准还没有一致的看法。争论较多的问题是译诗是否一定要做到许渊冲（1979a，1979b，1987，1990）所提出的“三美”（即意美、音美和形美）。对于这个译诗标准，有人表示赞成（如楚至大1992），也有人表示反对（如刘英凯1982，1986，1989）。

对于古诗英译的评论，国内很多学者主要从文学批评和文学翻译角度出发，他们的分析中主观成分占了很大的比例，很多人的评论是随想式的，个人经验式的。这种做法的利弊自有公论，我们在此不作任何评论。本文从Halliday（1994）的功能语言学角度出发，对唐代诗人杜牧的《清明》几种译本进行经验纯理功能（Experiential Metafunction）分析。经验纯理功能是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纯理功能（Metafunction）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关于《清明》几种译本的逻辑纯理功能（Logical Metafunction）、人际纯理功能（Interpersonal Metafunction）和语篇纯理功能（Textual Metafunction）分析，我们将另外讨论（见黄国文2002a，2002b，2002c）。有关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基本内容和分析方法，可参见Halliday（1994），Thompson（1996/2000），胡壮麟（1994），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1989），黄国文（2001a）等。

2　经验功能简介

在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中，纯理功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经验纯理功能（简称“经验功能”）指人们用语言来谈论他们对世界（包括现实世界和内心世界）的经验，用语言来描述周围所发生的事情（event）或情形（situation）。语言反映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在表达这些看法时要涉及动作（going-on）和状态（state）、东西（thing）、事物的属性（attribute）、背景（background）等情形。

经验功能由多个语义系统构成，其中最重要的是及物性（Transitivity）系统。它的作用是把人们对现实世界和内心世界的经验用若干个过程（Process）表达出来，并指明过程所涉及的参与者（Participant）和环境成分（Circumstantial Element）。Halliday（1994）区分出六种主要过程：物质过程（Material Process）、心理过程（Mental Process）、关系过程（Relational Process）、言语过程（Verbal Process）、行为过程（Behaviour Process）、存在过程（Existential Process）。Halliday（1994:143）还认为，在存在过程与物质过程之间有一种关于天气现象的特殊过程，称为气象过程（Meteorological Process）。

3《清明》原文的经验功能分析

从经验功能的及物性角度看，《清明》一诗共由四个过程组成，即：

1）气象过程：清明时节雨纷纷

2）关系过程：路上行人欲断魂

3）言语过程：借问酒家何处有

4）物质过程：牧童遥指杏花村

就功能语篇分析（黄国文2001a，2001b；胡壮麟1994）而言，在进行及物性分析时，一旦确定了过程类型，就要对参与者进行确定，同时确定环境成分。

在气象过程中，“清明时节”是环境成分，“雨纷纷”是过程（也可把“雨”看作是过程，“纷纷”看作是过程的补足或延伸成分，说明过程；也许有人会把“纷纷”当作是环境成分）；在关系过程中，“路上行人”是载体（Carrier），“欲断魂”是过程和属性（Attribute）；在言语过程中，“借”是环境成分，表示人际意义，“问”是过程，说话者（Sayer）是隐性的，没有出现，“酒家何处有”是个被投射句（Projected Clause），它本身是个存在过程，“酒家”是存在物（Existent），“何处”是环境成分，“有”是过程；在物质过程中，“指”是过程，“牧童”是动作者（Actor），“杏花村”是目标（Goal），而“遥”则是环境成分。

在解读《清明》这首诗时，有些问题需要弄明白，因为它们可能是翻译中的难题。

1）“清明时节”是指“清明节这一天”还是泛指包括清明在内的季节？

2）“路上行人”是指谁？有人认为，“行人”指的是“出门在外的行旅之人”（周汝昌1983；萧涤非等1983:1101），也有人认为它指的是“作者自己”（陈雪军，黄洁2000:76；季羡林2001:54）。如果“行人”不是指作者自己，那么是单数还是复数呢？

3）是谁借问？是“行人”问，还是“作者自己”问？如果是“行人”问，是一人问还是多人问？“行人”与“作者”之间是什么关系？

4）“酒家”是一家还是多家？

5）“牧童”是指放牛的孩童还是放羊的孩童？他是骑牛还是骑马？

6）“杏花村”是一个特定的村，还是泛指杏花深处的村庄？按周汝昌（参见萧涤非等1983:1102）的解释，“‘杏花村’不一定是真村名，也不一定指酒家”；杏花村指的可能是“杏花深处的村庄”（陈雪军，黄洁2000:76；李平收，张耕2001:239），“杏花林深处的村庄”（徐敏1990:17），或“有杏花开放的村子”（三秦出版社，2000:108）。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将结合对英译文的分析进行探讨。

4　译文的经验功能分析

关于《清明》一诗的英译文，我们收集到六种（见附录），为了叙述方便，下面分别以吴译（吴钧陶译；参见张保红1996: 30）、蔡译（蔡廷干译；参见文殊1989: 174）、孙译（孙大雨1997: 435）、杨戴译（杨宪益，戴乃迭2001: 266）、万王译（万昌盛，王僴中1999: 166）和许译（许渊冲2000a: 537）来代表这六种译文。

4.1　“清明时节雨纷纷”

下面我们从过程类型、参与者和环境成分三个方面讨论表1中的六种英译文：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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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过程类型与参与者

从过程类型看，六种译文有四种采用了物质过程，另外两种采用了气象过程。四个物质过程都只有一个参与者，都是“雨”，有三个直接用rain（the rain，a drizzling rain）体现，另一个用drizzle（the ceaseless drizzle）体现。由于气象过程没有参与者角色（即充当主语的it没有参与者角色，参见Halliday 1994:143），所以它们只有过程体现（drizzle），而没有参与者（参见吴译、杨戴译）。虽然孙译也用了drizzle来表示过程，但由于该句中的the rain是参与者，所以它不是气象过程，而是物质过程。

从过程意义的体现情况看，我们认为用drizzle（吴译、孙译、杨戴译）或drip（王万译）比用fall（蔡译、许译）更能表达原诗的意境；用rain（蔡译、孙译：the rain；王万译：the ceaseless drizzle；许译：a drizzling rain）比用无参与者角色的it（吴译、杨戴译）充当句子的主语更能使人联想到“春雨绵绵”的情景。

2）环境成分

在杜牧的原诗中，“清明时节”是环境成分，在六种译文中也被译成环境成分。有四种译文（吴译、蔡译、孙译、许译）把“清明时节”当作专有名词（体现情况是实词的第一个字母大写），但另外两种译文则把它当作普通名词。

但是，把它当作专有名词的四种译文所表示的意义又有差别。

“清明时节”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在这一天人们有扫墓踏青的风俗。吴译（the Pure Brightness Day）、孙译（the Clear-and-Bright Feast（of spring））和许译（the Mourning Day）都各有特色，前两种译文采用直译，因此意义没有那么直截了当，属于异化译文，而后者则采取意译，所表达的意义直接，不是明显的异化译文。如果采用直接手法，“清明”还可译为the Clear and Bright Day, the Qingming Festival, the Late Spring Festival Day等等；如果采用意译，也可译为Day of Tomb-worship等（参见文殊1989:174-175）或the Tomb-visiting Day（如万王译的标题）。值得一提的是，孙译（孙大雨1997）虽然采用直译，但他对所用的the Clear-andBright Feast作了详细的注释。

蔡译把“清明”译为All Souls' Day（All Souls' festive day），而在西方文化中，All Souls' Day（11月2日的“万灵节”）指的是罗马天主教亡灵祈祷超度之节日。从纪念死者这一点看，西方的All Soul's Day与我国的“清明节”是有相似之处的，但是，从时令方面看，一个是在四月，另一个在十一月。此外，All Souls' Day的宗教情调很浓厚（参见文殊1989:174），蔡译在这里采用的是归化译法。

把“清明”当作普遍名词来译的有万王译和杨戴译。万王译把标题译为专有名词The Tomb-visiting Day，而在第一行中则把它当作普通名词the dismal day来译。万王译的两种译法都是意译。杨戴译用了the rainy season in spring来指春天的雨季，它说的是气令、气候，而万王译的the dismal day侧重令人忧郁的那一天；两种译文都用了定冠词the，表明叙述者认为读者会知道哪一个季节是雨季（或阴沉、令人忧郁的一天）。顺便说说，在许渊冲的另一种译文中（许渊冲2000b:123），“清明”的英译不是以专有名词出现，而是普通名词（the mourning day）。

原诗中的“纷纷”说明的是下雨的情况，有四种译文通过环境成分把这一意义表达出来：thick（吴译），thick and fast（蔡译），in spray（孙译），endless（杨戴译）。万王译把“雨纷纷”这个动作译为名词词组“纷纷细雨”（the endless drizzle），许译也把它译为名词词组“细细的雨”（a drizzling rain）。许译还用了like tears来说明下雨情况，但似乎有画蛇添足之嫌，而且过分渲染了春雨的凄凉。

孙译中还用了down说明drizzle，而许译则用like tears来说明fall。我们认为，这两个结构的使用主要是出自“形美”方面的考虑。从语义角度看，用down或like tears都有画蛇添足之嫌。

在英译文中，四种译文在“清明”前面都用了介词on（或upon），一种用了during，这反映了意义上的差异，用on（upon）表示一个时间点（在这里是某一天），用during则表示一段时间（在这里是一个季节）。从意义的角度看，用on（upon）比during要合适些。

4.2　“路上行人欲断魂”

从表2可以看出，六种译文所采用的方式是有些不同的。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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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过程类型

有五种译文采用了物质过程，其中四种由表示“行走、移动”意义的动词体现：travel（吴译），move（蔡译），pin away（孙译），fare（万王译）；另外一个物质过程（许译：break）描述的不是“行走、移动”意义，而是表示“破裂”。在杨戴的译文中，所用的过程类型是关系过程，体现过程的动词是look。

值得注意的是，在杜牧原诗中此句是关系过程，而在六种译文中只有杨戴的译文采用了关系过程。从诗的意境表达角度看，用关系过程更能体现当时“行人”的心情和所处的状态。

2）参与者

除许译外，其他四个物质过程的动作者都由“人”来体现，但具体的体现形式却不同：吴译用了第一人称代词I，而其他三个译文则采用表示第三人称意义的名词词组，其中两个用了复数：the men and women（蔡译），pedestrians on country-side ways（孙译），另一个用单数：the traveler（万王译）。

在许译中，物质过程中的动作者不是由“人”来体现，而是人身体的一部分：the mourner's heart。

杨戴译文采用了关系过程，载体由表示人的travelers along the road体现，而属性则由表示载体状态的形容词词组gloomy and miserable体现。

3）环境成分

在原诗中，“路上”修饰的是“行人”，因此有两种译文把表示“路上”意义的结构作为参与者的一部分，即把它当作名词中心词的后置修饰语：（pedestrians）on country-side ways（孙译），（travelers）along the road（杨戴译）。在这两种译文里，介词短语都是在名词词组中充当后置修饰成分；这两个译文在结构上与原文是一样的，都是“中心词+修饰语”。

在蔡译、万王译和许译中都出现了表示“路上”意义的介词短语along the way（蔡译），on the way（万王译、许译）。在这些译文中它表示的是环境成分意义（地点），而不是作为修饰语。需要说明的是，从万王译文中很难说on the way一定是环境成分，因为把它看作是the traveler的后置修饰语应该也是可以的。由于该句的语序出现了颠倒，所以不好确定。

在万王译文中，“欲断魂”被译为表示主语状态的环境成分（表示属性意义）：so broken-hearted。这一用法与It drizzles thick on the Pure Brightness Day（吴译）中的thick和The rain falls thick and fast on All Souls' Day（蔡译）中的thick and fast是一样的。

六种译文中只有吴译没有明确把“路上”表达出来，但所用的travel已隐含了“路上”这一意义。

从诗的意境表达方面看，采用关系过程的译文（如杨戴译）最能表现原诗的意义。

4.3　“借问酒家何处有”

原诗的这一句是间接疑问还是直接疑问，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有人（如萧涤非等1983:1101；李平收，张耕2001:239；费振刚2001:94；季羡林2001:54；孙大雨1997:437）在句末用逗号，表明这是间接疑问，但也有人（如陈雪军，黄洁2000:76；杨宪益，戴乃迭2001:264；文殊1989:173；朱丽云1999:165；许渊冲2000a:536；三秦出版社2000:108）在句末用问号，表明这是直接疑问。

在我们所收集的六种译文中，有三种把这句话当作是间接疑问（蔡译、杨戴译、万王译），有一种把它当作直接疑问（吴译），有一种把它当作自由直接引语和自由间接引语的混合形式（许译），而孙译则把它译为含有直接引语的间接引语。

严格地讲，六种译文都把这句话当作引语，因此可以说这六种译文都采用言语过程。虽然吴译只用了直接引语，实际上是省略了诸如I ask the cowboy之类的言语过程结构（即投射句Projecting Clause）。同样，由于许译是一个自由直接引语和自由间接引语的混合形式，所以可认为这句话省略了诸如when someone asks或when asked等言语过程结构（投射句）。如果这里的分析可以接受的话，那么就可认为六种译文都是引语（疑问），其中四种（蔡译、孙译、杨戴译和万王译）是间接引语，两种是直接引语或自由直接引语和自由间接引语混合形式（吴译、许译）。

作为言语过程，它涉及的参与者角色有三个：（a）讲话者（Sayer），（b）受话者（Receiver），（c）讲话内容（Verbiage）。下面我们把这六种译文当作言语过程进行分析。


吴译
 （Is there a public house somewhere, cowboy?）：这一句是个直接引语，是讲话内容，讲话者可能是上一句的I，而受话者则是直接引语中的cowboy。这个直接引语是个存在过程，其中is是过程，a public house是存在物，somewhere是环境成分。引语中的cowboy是呼语，表示的是人际意义（参见黄国文2002b）。


蔡译
 （They ask where wineshops can be found or where to rest—）：这一句是含有间接引语的言语过程，讲话者they指的是上一句的the men and women，受话者是下一句herdboy，而讲话内容则是被投射句where wineshops can be found or where to rest。被投射句的第一个过程是个感觉过程（Mental Process），是个被动句。wineshops的参与者角色是现象（Phenomenon），感觉者（Senser）是隐性的，但是可以确定的，它指的是前面的they。被投射句的第二个过程是个物质过程，在句法上它是省略句。


孙译
 （When asked “where a tavern fair for rest is hereabouts to be found”,）：从句法角度看，这是一个依赖小句（Dependent Clause），与下一句构成主从关系（黄国文2002a）。讲话人可能是上一句所出现的pedestrians on countryside ways，受话人是下一句的the shepherd boy，讲话内容是直接引语where a tavern fair for rest is hereabouts to be found。这个直接引语是被投射句，它是个感觉过程，以被动句形式出现（be found），感觉者没有出现，但可确定为pedestrians on countryside ways，现象则是a tavern fair for rest hereabouts，where的参与者角色是地点（Location）。


杨戴译
 （When I ask a shepherd boy where I can find a tavern，）：从句法结构方面看，这也是一个依赖小句，与下一句构成主从关系结构。讲话人被明确表示出来，这是六种译文中唯一出现讲话人的情况。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讲话人I与上一句的“行人”（travelers along the road）并不是同指一个对象，但有可能是“行人”中的一员。这个言语过程的受话人（即a shepherd boy）也明确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讲话内容则是间接引语where I can find a tavern；这个引语是被投射句，它是个感觉过程，I是感觉者，a tavern是现象。

万王译（When asked where could be found a tavern bower，）：这一句也是依赖小句，与下一句构成主从关系（黄国文2002a）。这个言语过程的讲话人是上一句中的the traveler，受话人是下一句的a cowboy，而讲话内容则是被投射句where could be found a tavern bower；这个被投射句是个感觉过程，是被动句，感觉者是隐性的，但可推定为全诗第二句中的the traveler，现象则是a tavern bower，而where表示的是地点意义，是参与者，不宜把它看作是环境成分。


许译
 （Where can a wineshop be found to drown his sad hours?）：如前所述，许译中的这一句是个自由直接引语和自由间接引语的混合形式，这是因为，它的时态没有改变，而它的人称可能有了改变，试把许译与下面两句作比较：(a) Where could
 a wineshop be found to drown his sad hours?（自由间接引语）(b) Where can a wineshop be found to drown my
 sad hours?（自由直接引语）。许译的这个引语是个小句复合体（黄国文2002a），第一个过程是感觉过程，感觉者应该是上一句所出现的the mourner，现象是a wineshop，而where表示地点意义，是参与者。第二个过程是物质过程，动作者可能是前面所出现的a wineshop，而his sad hours则是目标。

对言语过程参与者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探讨诗中的对话情况（见黄国文2002b）。

4.4　“牧童遥指杏花村”


吴译
 （He points at Apricot Bloom Village faraway.）：此句是物质过程，由points体现，he是动作者，Apricot Bloom Village faraway是目标（faraway是Apricot Bloom Village的后置修饰语）。在这个译文中，“杏花村”被当作是专有名词，就不一定合适。


蔡译
 （And there the herdboy's fingers Almond-Town suggest.）：蔡译也采用一个物质过程，由suggest体现，动作者不是“人”，而是人的一部分（the herdboy's fingers），目标是there（在这里是名词）。蔡译用fingers（复数），而不是finger（单数），值得商榷，因为用手指远处通常是伸出一只手指。此外，蔡译与吴译一样，把“杏花村”当作专有名词，不一定妥当。


孙译
 （The shepherd boy the Apricot Bloom Vill doth point to afar and say.）：孙译的句法结构颠倒得比较厉害，这一句由两个过程组成，第一个过程（point）的动作者（the shepherd boy）和目标（the Apricot Bloom Vill）排在一起，而修饰目标的afar又与其中心成分（the Apricot Bloom Vill）分开，出现在过程（doth point）之前，试比较：The shepherd boy doth point to the Apricot Bloom Vill afar and say。第二个过程是言语过程，由（doth）say体现。在这里，讲话人是句首的the shepherd boy，受话人是上一句问话的人（pedestrians on countryside ways），而讲话内容则没有出现。孙译与吴译和蔡译一样，也把“杏花村”当作专有名词来译。在杜牧的原诗中，牧童是没有说话的，但孙译用了and say可能是出自音节数量方面的考虑，估计是为了“形似”而加上去的。如果从诗的意境传达角度看，这个小句的出现可能会有“画蛇添足”之嫌。


杨戴译
 （He points at a distant hamlet nestling amidst apricot blossoms.）：这一句是物质过程，由points体现，动作者he指的是上一句a shepherd boy，目标则是a distant hamlet nestling amidst apricot blossoms。


万王译
 （A cowboy points to yonder village of the apricot flower.）：万王译也是用points来体现物质过程，但值得注意的是，动作者a cowboy是不确定的（试比较the cowboy）。如果诗歌中的第三句是向a cowboy问的，则这一句的a cowboy最好改为带定冠词的the cowboy。


许译
 （A cowherd points to a cot 'mid apricot flowers.）：与其他译文一样，许译也是用points来体现物质过程，因此句首的a cowherd是动作者，a cot 'mid apricot flowers是目标。与万王译一样，许译在表示动作者时也用了不定冠词，但许译这里的不定冠词比较容易解释得通。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黄国文（2002c）中有详细的讨论。

用point来表达“指”这一意义显然比用suggest（蔡译）更为贴切。蔡译与其他人不一样，选择了suggest，估计是为了与上句（They ask where wineshops can be found or where to rest—）构成押韵。在我们看来，用了where to rest是多余的，而选用suggest也没有point那么贴切、自然。

5　几个需要弄清楚的问题

5.1　“清明时节”

这是指“清明节”这一天还是泛指包括清明节在内的春（雨）季？从全诗的描述看，把它当作是清明节这一天可能合适些，而且应把它当作专有名词。因此，相比之下，杨戴译似乎不可取。其他五种译文都采用不同的翻译：吴译和孙译都采用直译，万王译和许译采取意译，这四种译本都采用异化法（Foreignizing）；而蔡译则采取归化法（Domesticating）。我们认为，在这里，采用异化法比归化法更能表达原诗的含义和意境；在异化法中，采用意译可能比直译更能传递诗的信息和含意。

5.2　“路上行人”

前面的分析已经表明，无论是中文学者还是英文学者，他们对“路上行人”的理解都无法达到一致的看法。从整首诗的意境看，把“行人”当作确定的一人比非确定的多个人更能衬托出“一个人孤孤单单在春雨中出行，愁绪满怀，疲惫和伤感，孤独心倦”的情景。因此，吴译（I travel with my heart lost in dismay）、万王译（So broken-hearted fares the traveler on the way）和许译（The mourner's heart is going to break on his way）比另外几个译文要好些。

5.3　“借问酒家”

在我们分析的六种译文中，有三种是一个人发问：吴译和杨戴译认为是“我”问，万王译认为是一个“旅行者”问；蔡译认为是多人（they）问，孙译没有点明，但可推断为多人问；许译文较难确定，从上文看，问话人应该是第二句中的the mourner，但问句中的his又可能使这一推断不能成立。如果把许译中的his改为my，则提问者是第二句中提到的the mourner了。也许可以这样说，许译中的his改为my更合适。

六种译文中有五种把“酒家”作为单数处理，惟独蔡译把它当作复数（wineshops）。据我们的猜测，蔡译用复数形式可能是出自形式方面的考虑，如果用了单数（a wineshop），那就多了一个音节，这样就破坏了每行12音节的整齐美。但结果是因形害意。

此外，吴译采用归化法把酒家译为a public house，这是不妥的，因为无论从词的外延（Denotative）、内涵（Connotative）还是联想（Associative）意义来看，“酒家”和public house所传递的意义是有很大差别的。

5.4　“牧童”

六种译文对“牧童”的翻译分别是这样的：cowboy（吴译、万王译），shepherd boy（孙译、杨戴译），herdboy（蔡译），cowherd（许译）。从词的内涵意义来看，cowboy与“牧童”并不是指同一类人，cowboy指的是美国西部牛仔，与我国文化中所讲的“牧童”相去甚远（参见张保红1996:30），shepherd boy说的是牧羊人，不骑牛，当然也不像我国文化中的“牧童”，herdboy指的是照料一群动物的人，与“牧童”（只照料一头牛）的意思也不完全一致；而cowherd与cowhand同义，指的是被雇来照料（奶）牛群的人，与“牧童”（照看一头耕田的牛）也不相同。因此可以说，六种译文所用的四个名词都不能贴切地表达华夏民族中的“牧童”这一名词的内涵和外延意义，这些词在联想意义方面与“牧童”也相差甚远。但是，相比之下，蔡译的herdboy可能好一些。

5.5　“杏花村”

从我们手头所掌握的资料看，我国文学界普遍认为杜牧《清明》一诗中的“杏花村”不是真村名，而是泛指有杏花开放的村庄。现在我国山西汾阳等地都有村庄叫杏花村，应该是后人根据这首诗来命名的（李平收，张耕2001:239）。因此，我们认为，把杏花村译成专有名词（如吴译、蔡译、孙译）不一定妥当。在杨戴译和万王译中，牧童指的是一个有杏花的小村庄（hamlet，village），而在许译中，牧童指的是一间小屋（cot）。相比之下，杨戴译和万王译贴切、可信些。估计许译用cot是为了减少一个音节（实际上前三行的音节数与第四行的也不一样）。

6　结语

本文以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经验纯理功能为理论依据，对唐代诗人杜牧的《清明》一诗作了初步的探讨，目的有二：1）试图通过语言学分析揭示，对翻译作品进行语言分析可以帮助我们从新的角度对一些翻译问题重新研究。2）用功能语言学的分析框架来描述诗歌及其译文。关于古诗英译问题，国内翻译学界名家如云，各位大家都有自己的高见。笔者对翻译研究不深，也无意对名家的译作评头品足。本文试图从系统功能语言学探讨古诗英译问题，纯粹是抛砖引玉，请大家批评指正。此外，由于笔者不是翻译实践者，所以也无意提出自己的译文，并把它与现有的译文作比较。





附录：杜牧的《清明》的六种英译文


吴钧陶
 　译（见张保红1996:30）：//The Pure Brightness Day // / It drizzles thick on the Pure Brightness Day; / I travel with my heart lost in dismay. / “Is there a public house somewhere, cowboy?” / He points at Apricot Bloom Village faraway. /






蔡廷干
 　译（见文殊1989:174）：// All Souls' Day // / The rain falls thick and fast on All Souls' Day, / The men and women sadly move along the way./ They ask where wineshops can be found or where to rest— / And there the herdboy's fingers Almond-Town suggest. /






孙大雨
 （1997:435）译：// The Clear-and-Bright Feast // / Upon the Clear-and-Bright Feast of spring | The rain drizzleth down in spray. / Pedestrians on country-side ways | In gloom are pinning away. / When asked “Where a tavern fair for rest | Is hereabouts to be found”, / The shepherd boy the Apricot Bloom Vill | Doth point to afar and say. /






杨宪益、戴乃迭
 （2001:266）译：// In the Rainy Season of Spring // / It drizzles endless during the rainy season in spring, / Travelers along the road look gloomy and miserable. / When I ask a shepherd boy where I can find a tavern, / He points at a distant hamlet nestling amidst apricot blossoms. /






万昌盛、王僴中
 （1999:166）译：// The Tomb-visiting Day // / The ceaseless drizzle drips all the dismal day, / So broken-hearted fares the traveler on the way. / When asked where could be found a tavern bower, / A cowboy points to yonder village of the apricot flower. /






许渊冲
 （2000a:537）译：// The Mourning Day // /A drizzling rain falls like tears on the Mourning Day; / The mourner's heart is going to break on his way. / Where can a wineshop be found to drown his sad hours? / A cowherd points to a cot 'mid apricot flowers. /





说明

1．六种英译文有的采用美式拼法，有的采用英式拼法，本文统一用美式拼法。

2．万昌盛和王僴中（1999:166）译文中的第一句原文是The ceaseless drizzles drips all the dismal day，似有误，其中的drizzles应为drizzle。

3．为了节省篇幅，英译文各行用“/”（或“|”）线隔开，标题则用“//”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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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及物性系统与深层象征意义
〔10〕



——休斯《在路上》的文体分析

申　丹

1　引言

著名美国学者Stanley Fish（1973）在《什么是文体学？他们为何将其说得如此糟糕？》中对文体学进行了强烈抨击。Fish攻击的主要目标是文体学研究中的“循环性”，即用语言学分析来说明业已知晓的某种文学阐释，因此对了解作品的意义无甚帮助。Paul Simpson（1997: 2-4）也提到很多文学批评家认为文体学是文学研究的附属物，“文体学‘所发现的东西’其实只是对批评家已经知道的东西之补充而已，只是为批评家完全通过直觉而得出的阐释提供一种伪科学的证据——假如需要这种证据的话”。笔者认为，这样的看法既失之偏颇，又有一定道理。其偏颇之处在于误认为“循环性”是文体学的内在特点。其实并非如此，文体分析完全可以读出新意，修正先前的阐释。但确实有不少文体学家未致力于对作品进行新的阐释，而仅仅用文体分析来说明已有的阐释结果。近年来，认知文体学发展势头旺盛，但不少认知文体学家的目的不是为了提供对作品的新阐释，而只是为了说明读者在阐释文本时共享的认知机制、认知结构或认知过程。在《认知文体学》一书的序言里，Semino & Culpeper（2002: x）明确声称，“本书大部分章节的一个共同目标是解释[以往的]阐释是如何产生的，而不是对作品作出新的阐释”。即便关注对同一作品的不同阐释，认知文体学家也往往致力于从认知的角度解释先前的读者如何会对同一文本产生不同的反应（参见Hamilton 2002）。也就是说，涉及的依然是已知的阐释，没有作出新的阐释。Stockwell（2002）试图在某种意义上超越这一框架，但并不成功，因为他的“认知诗学分析”同样聚焦于读者共享的基本阅读机制，而非旨在对作品作出新的解读。

认知文体学揭示了很多以往被忽略的大脑反应机制，说明了读者和文本如何在阅读过程中相互作用。可是对于文学批评而言，最重要的是读出新意，读出深度。本文也注重读者认知，但与通常的认知文体学不同，不是从“通常的读者”或“以往的读者”的角度切入，而是采取一个特别关注文体特征的敏感读者的角度，以便揭示被“通常的读者”或“以往的读者”所忽略的深层意义。诚然，文学意义以不确定性为特征，文学阐释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但因为文体分析涉及的是具体语言特征所产生的效果，也就具有了某种可判断性——可以判断分析是否合乎情理。文学作品的意义是多层次、多方面的，文体分析往往只能涉及某一方面，对其他方面的研究构成一种补充。无论文体分析的科学性有多强，意义有多大，有一点可以肯定：若要使文体学成为一种受欢迎的文学批评方法，就必须走出“充实、说明”这一框架。

本文采用的分析模式是系统功能语法中的及物性系统。这一模式尽管已有近四十年的历史，但依然具有较强的生命力。近来，笔者与研究生合写的两篇论文（Ji & Shen 2004）运用这一模式对文学作品进行了新的阐释，分别在英国和美国发表或即将发表，这也为说明这一模式当今在国际上的应用价值提供了一个例证。其实，就文学文体学而言，关键不在于语言学模式是否新颖，而在于语言学模式是否有助于说明问题。

2　《在路上》的文体分析

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是美国现代著名黑人作家，《在路上》是其最有名的作品之一，故事聚焦于种族关系。作品中出现了全知视角与人物限知视角的交互作用。读者开始时随着全知叙述者观察主人公萨金特，看到他如何于饥寒交迫之中求助碰壁，然后奋力破开了一个教堂的门，结果被警察殴打。这时作品暗暗转换为主人公的限知视角，让读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进入了男主人公被殴打致昏后出现的梦幻之境——教堂在他的抗争下轰然倒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石雕耶稣获得了自由，与他并肩在雪地上走着……警察的棍棒将他从梦中打醒，这时他和读者才知道，其实他已被捕入狱，但他依然坚持抗争。





He was not interested
 in the snow
 . When he got off the freight, one early evening during the depression, Sargeant never even noticed
 the snow
 . But he must have felt it
 seeping down his neck, cold, wet, sopping in his shoes. But if you had asked him, he wouldn't have known
 it was snowing
 . Sargeant didn't see the snow
 , not even under the bright lights of the main street, falling white and flaky against the night. He was too hungry, too sleepy, too tired. （引文中的黑体为引者所加）





从作品的开篇一段中不难看出，“雪”被强烈地前景化。这一段共有六个句子，“雪”不仅占居了其中三句末尾焦点的突出位置，而且占居了另外一句的主句之末尾焦点的突出位置，还构成了下句的感知对象。开篇第一个小句为及物性系统中的关系过程。对于一个极度饥寒交迫的人而言，究竟是否对雪“感兴趣”似乎是一个太奢侈的问题，因为只有在基本温饱的情况下才谈得上对严寒之雪的“兴趣”。这一看似平常的及物性过程实际上偏离了人类经验常规。由于处于篇首，又十分简短，加之作者采用了“从中间开始叙述”的手法，这一开篇的断言显得突如其来，在读者的阅读心理中位置显要，作者很可能是在通过语篇上“前景化”和经验表达上“偏离常规”的手法向读者暗示：主人公与“雪”的关系非同寻常。这一段里出现了四个心理过程，其中三个（notice，know，see）否定过程的实现，另一个（feel）则肯定了过程的实现。Halliday（2004: 208-210）将心理过程分为“感知”、“认知”、“愿望”和“情感”四类。其中“认知”和“愿望”属于较高层次的心理过程，而“感知”和“情感”则属于较低层次的心理过程。根据Halliday（2004: 210）对动词的分类，notice，feel和see都属于“感知”这一较低的层次。请看下面的比较：





He was so hungry, so sleepy and so tired that he didn't see, didn't feel and didn't notice the snow.





这是符合常规的经验状态。倘若作品仅仅旨在强调主人公极度饥饿、困倦、劳累，按道理应该全面强调其感知的麻木。但文中的描写明显偏离了这一常规，将实际上属于同一心理程度的notice，feel和see两极分开，一方面肯定主人公感觉到了雪的存在和作用，另一方面又否定他看到或注意到了雪。否定是断然否定（never even；not even），肯定虽然带有猜测性的情态成分（must have felt），但这一心理过程的“现象”本身（it seeping down his neck，cold，wet，sopping in his shoes）含有两个物质过程，其动态性（现在分词加强了动态性）体现出主人公感知的敏锐，也让读者觉得主人公的这一感知过程的确存在。既然主人公感到雪正顺着脖子往里灌，浸湿他的鞋子，又怎么会不知道正在下雪呢？第五段中再次出现了类似的描述：





The big black man turned away. And even yet he didn't see the snow, walking right into it. Maybe he sensed it, cold, wet, sticking to his jaws, wet on his black hands, sopping in his shoes.





在Halliday的分类中，see和sense属于同一程度的“感知”心理过程。当感觉依然敏锐，能够sense雪的具体作用和动态效果的时候，应该同样能够see。但作品再次将属于同一程度的感知过程分化成互为对照的两种心理过程。我们知道，see实际上有两个不同的含义：1）视觉上的含义：discern visually；2）认知上的含义：discern mentally after reflection（参见New ODE 1998: 1682）。在描述某人是否能see包括雪在内的自然现象的时候，通常仅涉及see的视觉含义，不涉及其认知上的含义。作品一再将主人公的“触觉”（feel，sense）与see相联，也自然突出了see的视觉含义。但这只是表面现象。由于作品一反通常经验，将see与sense，feel一再直接对立，因此很可能在暗示see具有超出感官层面的意义。主人公的触觉一直活跃，饥寒交迫的状态也一直未变，唯一改变了的是从开始“看不到雪”到后来“看到了雪”，而主人公一旦看到了雪（For the first time that night he saw
 the snow——作者用斜体强调了saw），就开始了对种族歧视的反抗。从这一角度来看，作者很可能通过制造see与sense，feel的对立，并通过将see在语义上与涉及自觉意识的interested相联，并在因果关系上与种族反抗相联，微妙地从深层激活了see的认知含义，暗地里用是否能see喻指主人公种族反抗意识的是否觉醒。也就是说，作者将文本表层的“感知过程”在文本深层转化为一个象征性的“认知过程”。这也改变和深化了“雪”的性质。“雪”不仅在文本表层指涉自然现象，而且在文本深层象征性地指涉种族反抗意识的认识对象。就后者而言，主人公一开始就感觉到了“雪”（种族歧视）的存在，但对它“不感兴趣”（从意识上说较为麻木），尚未清醒地“看到”或“认识到”自己的种族反抗对象。在上引片段中，even yet...walking right into it是偏离常规的表达，主人公一直在雪里走，并非此时才步入雪中。此前描写的是主人公向白人牧师多塞特求助，然而，未等这位失业黑人开口说话，白人牧师就一口回绝，关上了门。这是作品第一叙述层首次描述主人公遭遇的种族（以及阶级）歧视。主人公径直走入了这一受歧视的境遇中，但他的反抗意识依然没有觉醒。请比较：





（1）The big black man turned away. And even yet he didn't see the snow, walking right into it.

（2）The big black man turned away and walked into the street. And even yet he didn't see the snow, walking right into it.





在（1）中，even yet根据语义和句法逻辑涉及的应该是主人公turned away之前所发生的事（即主人公遭到白人牧师的歧视），而同样的词语在（2）中则只可能涉及主人公再次步入雪中。作品中出现的是（1），很可能是为了将“雪”与主人公在第一叙述层上直接遭遇的歧视相联，将主人公依然看不到“雪”与他的种族反抗意识依然没有觉醒相联。然而，（1）中的时态为过去时，而非过去完成时，这也为另一种阐释留下了余地。总之，“雪”一方面属于自然现象，另一方面也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

接下来继续考察作品如何描述白人牧师与“雪”的关系。





The Reverend Mr. Dorset, however, saw the snow
 when he switched on his porch light, opened the front door of his parsonage, and found standing there before him a big black man with snow on his face, a human piece of night with snow on his face
 —obviously unemployed. Said the Reverend Mr. Dorset before Sargeant even realized he'd opened his mouth: “I'm sorry. No! ... No!”He shut the door. Sargeant wanted to tell the holy man that he had already been to the Relief Shelter... But the minister said, "No," and shut the door. Evidently he didn't want to hear about it. And he had
 a door to shut. The big black man
 turned away...（引文黑体为引者所加）





作品第一段描述主人公虽然可以敏锐地感觉到雪下在他身上，但却看不到雪——即便在明亮的灯光下也视而不见。第二段一开始则强调白人牧师可以看到雪，通过白人牧师的眼睛看主人公，也一再看到主人公脸上的雪。he had a door to shut为关系过程，其中的had是文中出现的第一个斜体词（全文仅有五个表示强调的斜体词）。那么，为何作者要强调这一关系过程呢？正如下文将要分析的，在这一作品中，door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象征种族歧视以及阶级压迫。白人牧师had a door to shut很可能在喻指他必须维护和坚持种族和阶级界限。白人牧师能看到雪，并一再注意到主人公脸上的雪，这同样具有表层和深层的双重意义。在文本表层，他“看到雪”属于感知性质，说明他在温饱状态下的正常感官活动。而在文本深层，他“看到雪”则象征性地属于认知性质，说明他具有自觉清醒的种族歧视和阶级压迫意识。也可以说“雪”进一步提醒和加强了他的这种意识（请注意文中重复出现的a big black man with snow on his face, a human piece of night with snow on his face）。他对雪的反应与主人公形成了鲜明对照，其深层作用显然是反衬主人公种族和阶级反抗意识的尚未觉醒。

作品第一段中出现的是故事外叙述者的视角，在指称主人公时，采用的是主人公的名字和第三人称代词。在第二段的开头，视角暗地里转换为白人牧师，让读者直接通过其眼光来观察主人公。不认识主人公的牧师，他眼中出现的是a big black man，这是文中第一次点明主人公的种族身份。在视角转换回全知叙述者之后，叙述者依然采用了这一表达：The big black man turned away。这一从全知叙述者的角度偏离规约的表达（试比较Sargeant turned away），不仅突出了主人公的种族身份，也使这一指称具有了某种象征意义：主人公是整个黑人种族的代表。从他开始奋力抗争到他梦境开始的短短半页里，作品中频频出现具有象征意义的指称词语：the tall black Negro（全知叙述者的角度），the big tall Negro（全知叙述者的角度），A big black unemployed Negro（白人行人的角度）。与此相对应，叙述者也采用了white people来指行人，white cops来指警察，他们联手压制作为黑人代表的主人公，而主人公则奋力抗争。让我们考察一下作品在描述主人公抗争过程中的及物性选择。







It
 [the church] had two
 doors
 .


Broad white steps in the night all snowy white...

Sargeant blinked. When he looked up, the snow fell into his eyes.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night he saw
 the snow. He shook his head. He shook the snow from his coat sleeves, felt hungry, felt lost, felt not lost, felt cold
 . He walked up the steps of the church. He knocked at the door. No answer. He tried the handle. Locked. (a) He put his shoulder against the door
 and his long black body slanted like a ramrod. (b) He pushed
 . With loud rhythmic grunts, like the grunts in a chain-gang song, (c) he pushed against the door
 ...

(d) 
He pushed against the door
 .


Suddenly, with an undue cracking and screaking the door began to give way to the tall black Negro (e) who pushed ferociously against it
 .

By now two or three white people had stopped in the street, and Sargeant was vaguely aware of some of them yelling at him concerning the door...

"Uh-huh," answered the big tall Negro, "I know it's a white folks' church, but I got to sleep somewhere." (f) He gave another lunge at the door
 . "Huh!"


And the door broke open
 .


But just when the door gave way
 , two white cops arrived in a car, ran up the steps with their clubs, and grabbed Sargeant. But Sargeant for once
 had no intention of being pulled or pushed away from the door...

"A big black unemployed Negro holding on to our church!" thought the people. "The idea!"





这里的及物性选择与前文中的明显不同。首先，前文在描述主人公的经验时，选择的是心理过程、关系过程、没有目标（不及物）的物质过程，以及未能实现的说话过程。这些过程仅作用于主人公自身，不作用于他人他物。如前所引，上文甚至略去了主人公敲开白人牧师家门的动作，而是直接描述白人牧师开门之后发现主人公站在那里。读者看到的是一个完全被动、无能为力的人物。然而，主人公一旦看到了雪，作品中就出现了有目标的物质过程：He shook his head. He shook the snow from his coat sleeves, felt hungry, felt lost, felt not lost, felt cold。主人公饥寒交迫的状态并未改变，但他开始作用于外界，抖掉了身上的“雪”。而因为“雪”在某种意义上象征种族歧视，这可视为主人公种族反抗的前奏。这里出现了直接对立的两个心理过程：felt lost, felt not lost，这既可视为一种矛盾状态，又可视为一个改变过程（先felt lost，然后felt not lost）。因为felt not lost出现在后，形成对felt lost的否定，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主人公的自觉意识。在象征意义上，这标志着他种族反抗意识的初步觉醒。此时的主人公一反过去的被动，开始了对命运的抗争，对种族压迫的反抗。他发现教堂的门锁着之后，不是转身离开，而是用肩膀去顶教堂的门：He put his shoulder against the door and his long black body slanted like a ramrod。有趣的是，主人公的身体被冬装包裹，根本看不到颜色，作品却采用了his long black body这样的表达法，显然意在凸现种族界限（black Negro和black unemployed Negro中的black也显然是用于突出种族界限的赘词）。作品采用了ramrod这一用于描述枪身的词语来形容主人公的black body，很可能在借助枪这一武器来喻指种族反抗。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义宣传上帝的子民人人平等，但通过主人公之口，教堂被界定成a white folks' church（路过的白人则说是our church），作品的景物描写也特别突出了教堂的白色。雪的白色、教堂的白色、白人的白色相互交织，构成一个象征性的白色歧视黑色的世界。

在上述引文片段中，下划线标出来的三个段落均由一个短句组成，因此在读者的阅读心理中占有突出位置。三个段落组成了一个三部曲：





The church had two doors—He pushed against the door—The door broke open





中间一环是叙事的主体，重复出现的表达主人公推撞大门行为的物质过程不断加强：





(a) He put his shoulder against the door.

(b) He pushed [against the door].

(c) he pushed against the door...

(d) He pushed against the door.

(e) [he] pushed ferociously against it.

(f) He gave another lunge at the door.





短短的篇幅用六个物质过程重复表达主人公同样的行为，显然偏离了表达常规，使主人公推撞教堂之门的动作前景化，象征黑人对白人种族歧视的奋力反抗。这六个表达类似经验的物质过程呈现出一种递进关系，体现出作者对及物性系统的精心选择。（a）过程描述的是主人公顶着门的状态（犹如子弹上了膛的枪）；（b）、（c）、（d）这三个重复出现的同一物质过程涉及的是推撞门的动作，相互呼应，相互加强，突出体现了主人公锲而不舍的反抗精神；（e）过程中的ferociously强调了动作的强度；而（f）过程中的lunge则强调了动作的突然爆发。

此外，上述片段的第一句为占有性质的关系过程，占有对象two doors中出现了文中的第二个斜体词。这个表示强调的修饰语two很可能有两方面的象征含义：1）种族和阶级（涉及主人公作为黑人和失业工人的双重身份）的界限和歧视；2）压迫深重，难以推翻。主人公奋力撞开了第一道门，可是马上被捕入狱，未能撞开第二道门。尽管在狱中他坚持抗争，对着狱警一再大喊“I'm gonna break down this door, too”，但未能付诸实施。白人牧师对主人公的歧视是通过断然关上大门来体现的，白人警察对主人公的压迫也体现于用牢门将他禁锢（locked up behind a cell door）。而主人公的反抗则体现在奋力撞开教堂的一道门，以及晃动和想撞开监狱的牢门。主人公向往的安身之所也是一个“无门”之地。

3　隐含作者和真实作者

兰斯顿·休斯自己在谈到这一作品的创作时，未涉及文体层次上的象征意义。他说，我是在雷诺（Reno）写的这篇故事，描述的是四处漂泊的黑人普通工人如何在寻求救济时遭到歧视。这纯粹是想象，但也源于我在雷诺的经历……我看到忧愁的人们如何挨饿，看到教堂如何不起作用”（转引自Emanuel 1967: 92；参见McLaren 2003: 282）。休斯还强调说，“我想到的仅仅是寒冷、饥饿，夜里一个陌生的城市，当地居民没有太受冻挨饿，一个名叫萨金特的黑人流浪汉顶着白雪，面对冰冷的脸、坚硬的门，想去某个地方，但实在太累太饿了。他被人打倒，困在地上，就像耶稣也被这些人用严格的程式困在人造的十字架上”（转引自Berry, 1983: 224）。不少西方学者对这一作品的解读聚焦于男主人公的境遇，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文体层面上的象征意义（参见Meltzer 1968: 188-9; Mullen 1986: 81; Bone 1988; Miller 2002: 6），这很可能与休斯自己对该作品就事论事的介绍不无关联。按照休斯自己的描述，这仅仅是一个客观反映黑人如何受难的作品。然而，通过深入细致的文体分析，却可发现作品中的语言特征所表达的丰富象征意义。就《在路上》这一作品而言，真实作者自己的介绍与文本实际不相吻合，这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真实作者”与“隐含作者”之间的对照。“隐含作者”（implied author）是Wayne Booth在《小说修辞学》（1961）中提出的概念，在当代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所谓“隐含作者”就是隐含在作品中的作者形象，它不以作者的真实存在或者史料为依据，而是以文本为依托。“真实的”休斯聚焦于情节就事论事的介绍，与我们所发现的作品语言丰富的象征意义之间存在较大距离。也就是说，文体分析可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隐含作者”（文本本身）与“真实作者”（休斯自己的介绍）之间的相异之处。但“隐含作者”毕竟是“真实作者”的第二自我和创造物，与“真实作者”关联密切。生活中的休斯曾长期访问前苏联，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甚深，注重描写和唤醒黑人的反抗意识（Bone 1988: 261-67）。本文的文体分析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隐含作者”与“真实作者”在这一方面的关联。

4　结语

本文旨在说明，若要更好地把握作品本身（“隐含作者”）的艺术性，尤其是象征性，往往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文体分析。有的西方批评家也注意到了这一作品中的词语意象，但对这些意象的理解基本限于文本的表层。譬如，Janes A. Emanuel（1967: 95-96）观察到了文中词语意的重复：“门”（出现了28次）、“雪”（21次）、“石头”（12次）、“黑色”（9次）、“推”（8次）、“冷”（7次）、“白色”（6次）、“困倦”（6次），等等。她对此评论道，“从中可以看出意象的范围——视觉、听觉、触觉、联觉——休斯创造了一个完整的画面，一个排斥、束缚、压制、寒冷的环境。萨金特的世界是大门紧闭，充满潮湿雪花和冰冷石头的世界”。另一位批评家Robert Bone（1988: 267-8）观察到了作品中白色与黑色的对照——夜幕中的降雪或黑色皮肤上落的白色雪花——衬托了故事中的种族含义。这些批评家是从读者看“雪”这一固定单一的角度来静态地观察“雪”，完全忽略了主人公在双重心理（表层的感知和深层的认知）层次上对“雪”呈动态变化的反应，以及“雪”相对于黑人主人公和白人牧师的不同象征意义。通过对作品的及物性选择以及相关文体特征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我们发现“雪”这一意象超出了感官这一层次，它不仅静态地指涉种族之分中的白人一方，而且有更为深刻和复杂的主题性象征意义。对于主人公这位黑人代表来说，“雪”是黑人种族反抗意识的认识对象，他从“看不到雪”到“看得到雪”的变化过程是他的种族反抗意识觉醒的过程。但相对于牧师这位白人代表而言，“雪”则与“门”紧密相连，是白人所捍卫的种族歧视和阶级界限的提醒物和加强剂。

中外学界以往运用及物性系统进行的文体分析聚焦于不同种类的及物性过程之间的对照，没有关注作者如何利用和分化属于同一层次的及物性过程来达到特定的主题效果。本文对休斯在“心理过程”中“感知过程”内部的选择所展开的分析属于一种新的分析层面，希望有更多的人在进行及物性系统分析时更为关注作者的一些微妙选择，包括在同一种及物性过程内部制造的对照或对立，揭示这些文体选择所传递的深层主题意义。无论聚焦于作品的哪些方面，倘若文体分析能够不断得出具有一定新意和深度的阐释结果，相信文学批评界会改变对它的成见，会将之视为一种有价值的文本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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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文章原载于《外语教学》2009年第2期，本集收录时参考文献格式略有改动。


〔2〕
 文章原载于《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年第1期，本集收录时参考文献略有改动。


〔3〕
 文章原载于《外语教学》2008年第5期，本集收录时参考文献格式略有改动。


〔4〕
 系统功能语法学派内部主要有四种不同的模式：1）悉尼语法；2）加的夫语法；3）诺丁汉语法；4）马德里语法（参见Fawcett 2000: 6）。加的夫语法是Halliday功能语法的一个变体，因其创始人Robin Fawcett在英国威尔士大学加的夫学院工作而得名，更详细的情况请参见冯捷蕴（2002）和黄国文、冯捷蕴（2002）。


〔5〕
 悉尼语法是Halliday，Matthiessen等人建立的功能语法模式，因Halliday在悉尼大学任教而得名。


〔6〕
 请注意图2中的“地点”是环境成分，而图3的“地点”则是参与者（角色），故用斜黑体表示。


〔7〕
 EET为存在型强势主位（existential enhanced theme），mPRt为有标记的参与者角色主位（marked Participant Role theme），选项后的数字是体现该选项的例子序号。


〔8〕
 文章原载于《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年第1期，本集收录时考文献格式略有改动。


〔9〕
 文章原载于《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年第5期，本集收录时参考文献格式略有改动。


〔10〕
 文章原载于《外语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1期，本集收录时参考文献格式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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